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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如何应对愤怒的公众》最早是在1996年出版的。这本书提出了当时美国面临的一个问题：美国公民对政府和企业抱有不信任的态度，而这些机构却无法找到一种健康、有效、广泛适用的方式，对公众的疑虑作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六项原则，试图借此帮助政府和企业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我们希望，采纳了这些原则的领导和组织，处境能够大有改观。

今天，我们可以列举出成百上千个案例，说明书中所提出的原则以及相关的方法和技巧，可以帮助各种组织增加公信力、消减公众的愤怒情绪、取得积极的沟通效果。比如，雪佛龙（Chevron）公司曾经在尼日利亚数以百计的社区里都陷入了争议困境。他们以往的做法是，石油开采和提炼进行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社区单独举行谈判。后来他们决定改变方式，不再是逐个社区协商，而是逐个地区协商，加强各地之间政策的公平性和一致性。新的行动还不止于此。公司开展了一个评估项目，推动尼日利亚国内75位企业领导组织了近1000次采访，调查社区的利益需求，为公司签订地区性协议提供了有效的咨询建议。

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空军的一项超级基金
[1]

 计划，近十年来一直深陷争议，遭到当地的抗拒，拖延不决。如今这个最大的难题不仅得到解决，还反过来成为了监管合作的经典案例，为公民参与、社区重建树立了典范，同时，在能源效率、能源再生等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更加广大的范围内，世界各地的诸多企业和政府，今天都在他们的行动计划中加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致力于社会与经济进步的同时，高度关注环境问题。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携手社会各界，共同设立了一系列自愿执行的行动标准，谋求海洋食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石油与天然气公司正在与50多个国家和不计其数的公民社团组织合作，旨在增加企业收益的透明度，以便更顺利地与各国政府签订开采协议、商讨支付条款。矿业公司正在开拓新的思路，意欲和社区紧密联系，为自己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可。服装和鞋类企业已经建立了完备的行业标准和监管体系，力图在供应商的开发、人权和透明度等问题上，不断改善。

本书试图解决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面临的诸多挑战，而当今中国恰恰面对着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1）成千上万人正深受环境污染之害，如何回应这个难题？

（2）环境质量和公共健康问题引发了深刻的忧虑和不确定性；

（3）公众强烈呼吁增强各类机构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4）面对多种多样怀有不满情绪和焦虑感的社会群体，政府和其他机构正在竭尽全力作出积极回应。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同时面临着随之而来的巨大挑战。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这里时，我们会发现，本书所倡导的行动目标——透明度、公信力、关系构建、民众信任，可能还远远没有实现。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她可以从其他国家借鉴经验、吸取教训，与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政治相结合。中国人民正处于这样一个快速变革、思想激荡的时代，他们也会不断地进步，以公民的姿态共同参与讨论当下的社会议题。

本书列举了大量的经典案例。虽然在过去二十年里发生了许多新的故事，给了我们更多的例子，但是我们认为，面对今天的现实，书中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和行动原则，反而更加具有针对性，更是许多机构迫切需要的。以诚信为行事之本、分享信息、联合调查事实、共同解决问题，这些是本书阐释的六项原则的核心观点。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和研究，我们坚信，在当今世界，这样的原则不仅应该倡导，而且势在必行。

劳伦斯·萨斯坎德（Lawrence Susskind）

帕特里克·菲尔德（Patrick Field）



【注释】



[1]
 指美国的《超级基金法》。参见第五章“新贝德福德港超级基金论坛”一节。——译者注



翻译说明

1.本书的数字处理方式，依照以下两个原则：（1）原文中以英文文字表述的数字，译作中文文字。（2）原文中的阿拉伯数字，译文仍以阿拉伯数字表述，具体的表述方法，采用国家标准GB/T15835-1995的相关规定。

2.为方便读者阅读，书中所有英制单位均已换算成公制单位，并兼顾中文读者的日常使用习惯，以译者注形式标出。

3.文中一些影响阅读进程的事件及专有名词，本书以译者注的形式做了简单解释。对于不影响理解上下文的背景资料，译者未加注释，读者可以参考相关详情，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

4.原文注释绝大多数为资料出处（除个别条目外，其余均为英文书籍、期刊及文件），考虑到检索的便宜性，本书保留了原文。说明性和解释性的注释，则译为中文。

5.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机构名称等）及专业术语，在第一次出现时标注了英文原文，之后不再标注。

6.书中的案例涉及多个领域，因此原文中出现了大量的专业术语，包括法律、医学、核电、建筑、行政管理等方面，译者虽经多方核实，谬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欢迎读者们批评指正。

7.本书专有名词的大部分译文出自《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世界地名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世界地名译名手册》（北京知识出版社）、《各国国家机构手册》（新华社国际部资料室编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一小部分在上述工具书中未列出的词条，由本书译者参考其他资料译出。


第一章

引言



有
 很多原因会引发公众的愤怒。比如说，遇到紧急情况，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常常掩盖失误、隐瞒潜在危险、公开发表误导性言论，甚至接二连三地撒谎。实际上，公众对企业和政府本来就缺乏信任，领导人物的这些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些例子：





●埃克森·瓦尔德斯号（Exxon Valdez）
[1]

 油轮因为触礁导致船体破裂，大量石油泄漏。此后，公众发现，埃克森石油公司当初在得到阿拉斯加（Alaska）石油开采权时所做的承诺都没有兑现。针对可能发生的石油泄漏事故，他们没有预先制订充分的危机响应计划；仅有的少量清洁设备，也被埋在了几尺深的雪地里。更为恶劣的是，阿拉斯加州政府显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已经知道了这些问题，却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2]



●道康宁公司（Dow Corning）
[3]

 几十年来一直声称，硅（silicone）具有生理惰性，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伤害。但是当数以千计的诉讼案公之于众之后，人们才发现，这家公司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获知，将硅作为乳房植入体（breast implant）会损害人体免疫系统；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赞助了相关的生物学研究，得出了上述结论。
[4]



●市民们从保护环境或其他公益立场出发，在公共会议上，反对在当地进行大规模的住宅开发，或是发展工业项目，而资本雄厚的企业为了让他们闭嘴，竟然用涉嫌诽谤的罪名来恐吓他们。





如此被伤害、被误导、被恐吓，如果是你，你不会感到愤怒吗？

与公众互动的新方式

上面所讲的是企业或政府与公众互动的传统方式，对此，我们想提出挑战。本书试图通过大量的实例、详细的个案研究、合乎逻辑的论证以及朴素的常识，提出一种更好的互动方式。特别是如何对待那些愤怒的公众，他们往往因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或自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再具体一些，新产品和新政策时常伴随着风险，如何规避这些风险，我们会提供建议；出现了失误甚至是发生了灾难该怎么办，我们会提供对策；除此以外，有一些人，无论如何总归要站在企业和政府的对立面，该怎么面对这个群体，我们也试图提供相应的办法。

我们的读者对象包括：大小企业的高管，他们要与代表公共利益的组织打交道；企业的中层经理，他们经常要直面危机；民选或任命的政府官员，他们必须面对心有不满的选民；企业家，在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和新观念时，他们会遇到潜在的风险。本书的对象还包括律师、争端调解人、公关顾问，正是他们在影响以上四类决策者。我们想要说明，有一种超越传统观念的新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成功地与对立面展开互动或者协商。

为什么愤怒的公众应该引起普遍的关注

一些读者可能会问：“有人不满意了，关我什么事？和他们打交道是我们企业公关部的事情，我从来不用直接面对他们。”还有人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事？我们的产品投入市场30年了，从来没遇到过任何问题。”

在当今社会，公众的顾虑、恐惧和愤怒往往不能够得到充分的重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这个问题高度关注，原因有两个。首先，公众长期抱有不满情绪，会损害美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它会降低公司和政府的效率。因为公司和政府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工成本反复评估每一个行动，以保证他们的决策不出纰漏。其次，愤怒的情绪会侵蚀民众对于我们基本社会制度的信任。长此以往，当决策者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尤其是在紧急关头，没有人会给他们说服公众的宽松环境。

公众的不满有损美国竞争力

在一场冲突中，战线往往迅速拉开，形势往往急转直下，因此，政府和企业常常并不主动寻求与对立面展开对话，不管他们有没有产生愤怒的情绪。相应地，公众也并不直接将他们的利益诉求告知相关责任机构。事件往往直接通过媒体报道发酵，并迅速对簿公堂。公众的怒气经常全部倾入法庭的诉讼中。1985年到1991年间，美国共审理了10.7万起人身伤害案，4800起石棉制品（asbestos）责任案
[5]

 和3.8万起其他产品责任案。
(1)

 仅1991年一年，联邦地区法院就受理了1500件针对“《财富》1000强”（Fortune1000）企业的产品责任案。而在95%的人身伤害案中，这些公司也同样都是被告。
(2)

 这些数据还不包括州法院受理的案件，那里才是这类诉讼案最集中的地方。

律师和他们代表的公司需要收集数据、讨论程序性规则、为应诉做准备，这就意味着要花大笔的钱来打这些昂贵的官司。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研发新产品、增加基础设施、提高员工薪酬。因此，这种行为可以说是抱薪救火，既减少了企业的收益，又增加了运营的成本。据估计，美国公司每年花在打官司上的费用高达3000亿美元，这些案件涉及环境保护、产品责任、证券群体诉讼（Class-action securities suits）、医疗事故以及美国残疾人法案。
(3)

 仅以杜邦公司（Du Pont Chemical）为例，企业每年用于处理法律问题的费用，就高达7500万美元。
(4)



因为与愤怒的公众对簿公堂消耗了大量资源，当企业需要解决其他棘手问题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同时，为过去的失误花费大量资金，也会影响未来的业绩。严阵以待的公司高管、中层经理以及他们的员工常常无暇顾及主要责任，工作上自然变得缩手缩脚、墨守成规、效率低下。员工因为争议事件质疑雇主的信誉，工作起来就不会太卖力，只会请更多的病假，对企业的成功不会做出多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处理公众问题每遭遇一次失败，公众的怀疑和怒气就会增加一分，公司从上到下所要面临的问题就会更多、更严峻。

处理公关问题的资金和人员最终都转化为产品的成本。也就是说，在国际市场中，美国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会变得更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估计，美国在1987年直接或间接用于诉讼的花费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相比之下，该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同类花费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5%~0.7%。
(5)



在1994年的一项调查中，据美国800名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估算，产品责任预防措施至少使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增加了5%。
(6)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一名前任委员曾经说道，他们在引荐外国公司入驻美国时，很多公司拒绝的理由是担心法律诉讼。

此外，企业为此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因此被耽误了的创意，占用了无法估价的机会成本。某些公司因为失误招来了公众声讨，这样的前车之鉴，使得很多企业不愿意向市场推介新产品，或是实践新观念。长此以往，美国公司会丧失技术优势，美国工人也会失去创新力。在竞争日益残酷的国际市场中，不善于与愤怒的公众打交道，最终将意味着美国企业和工人的竞争力不断下降。

公众的不满有损政府公信力

当公众感到愤慨、甚或是感到幻想破灭的时候，输掉的不仅是美国企业，还有美国政府。屡屡受挫、怨气冲天的民众会失去对国家政治制度的信心，而这些制度是国民生活赖以正常运转、社会体系赖以维系的根本所在。美国人民希望政府在国际上能够捍卫国家利益，在国内能够修建高速公路、架设桥梁、防止犯罪、救危济贫、保护公共健康、保证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能过上富足的生活。1966年，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研究人员采访美国民众：“你相信政府作为的正确性吗？相信到什么程度？”调查结果显示，72%的美国人回答“是的。大部分情况下相信或一直都相信”。但到了1992年，面对相同的问题，只有28%的美国人坚持同样的答案。
(7)

 更多的人并没有感觉到他们能够相信政府——不管执政党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愤怒的民众会反对政治制度，以及代表这种制度的政府和官员。因此，“将不称职的政客赶下台”之类的口号很容易把选民们团结在一起。1994年，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联合组织的民意调查中，只有13%的民众表示，国会议员应该再次当选。
(8)

 1994年，十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都出现了以公投表决限制政府官员任期的提案，而在此之前，已经有16个州在公投中通过了这项议案。
(9)



一味党争、别无能事的国会，不断弱化的总统权力，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构，这些都让公众感到了强烈的失望和不满，甚至试图“抛弃”整个制度。这种怒气可能会导致“小政府”（smaller government）和低税率，但是毫无疑问也会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削减、私人企业成本的提高、公共安全网络的漏洞、保险费用的快速提高以及当前被政府和法规所保护的个人财产的大幅贬值。
(10)



此外还有其他的隐形损失。由于没有充足的资源保证政府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愿意竞选公职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少，其后果是，重要的权力位置越来越缺乏有能力的竞争者。在加利福尼亚州，人们发现，公众对政府不再抱有幻想，表现为对官员的任期限制，而这种民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随之而来的财政削减使得越来越多的政客们倾向于放弃官职，转而去做公务员和院外说客，因为后两者不必受工作时间限制，可以长期从事。

民怨沸腾，而政府只是一味地草率处理，这样做的后果是，公民社会很快就会面临危机。越来越多的民众将会步入没有医疗保险的行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在我们城市的街道上被随意杀害，中产阶级的工资长期得不到提高，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政府长期无视公众的诉求，产生的后果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不再愿意参加选举，当国家最需要他们关注和行动的时候，他们漠然处之。

我们认为，诚恳、认真、得体、有效地与愤怒的民众进行交流，这对于企业和政府都大有裨益。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必须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倾听公众的诉求、回应公众的批评，并且对公民和消费者负责。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是对话和协商，而不是商业宣传和政治斗争。

不易安抚的公众

用几分钟时间想象一下，你是一名踏实肯干、能力出众的工厂经理，你所在的工厂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回收和处理石油化工产品。有一天你的律师告诉你，工厂焚化炉的环境安全许可证到期了，得去备案更新。自从上次更新以来，工厂的操作规程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律师告诉你说，备案只是程序而已，不必有任何担心。然而，有一天你去当地一所学校例行公事地参加公共会议，50个本地居民怒气冲冲地出现在你面前。他们质问你：为什么在他们的社区附近有一个焚化炉？你们干的事还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你们还向他们隐瞒了什么别的秘密？意外？震惊？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你无法想象他们为什么如此愤怒。不仅是愤怒，而且是迁怒于你！

现在假设那50个居民没有一个曾经进入过你的工厂，但他们知道，最近几年石化行业有几位工人死于非命，而那些大石化公司继续挣着大钱，没有一丝悔意。几乎每一天，这些居民都会从媒体得知一些新的致癌化学品，同时得知，生产商对此或者完全不了解，或者，更恶劣的是，明知故犯，还试图掩盖产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火上浇油

对于这名工厂经理，或是其他处在相同位置的人来说，他们要应对的，不仅仅是眼下这50个怒气冲冲的居民那么简单。他们要代人受过，要为过往的若干类似错误承担责任。长久以来，人们被欺骗、被轻视、被忽略、被操纵，如今，这50个人不大可能将工厂经理在会议上所说的话当真。当然这并不是这位经理的错误。但是，过去企业和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无非就是做一些华而不实的宣传、发布一些误导性的信息、矢口否认风险的可能性、再加上一些掩人耳目的幌子而已，对于这一切，民众已经受够了。如今，经理所说的任何话都会被怀疑，哪怕他对之前的情形一无所知。

以布朗-威廉森烟草公司（Brown＆Williamson Tobacco Company）为例。他们私下里研究怎么解决吸烟引起的健康危险有40多年了，但在公开场合却一直否认类似危险的存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该公司赞助了一项研究，试图通过过滤嘴和添加剂将吸烟的危害降到最低。然而，这个公司在公开场合却指责流行病学研究将尼古丁与肺癌联系在一起，称这些研究仅仅是“统计学上的”和“情绪上的”。如果你认为时代变了，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那就错了。关于禁烟令对餐厅收入的影响，下面有三个不同的调查数据。餐饮业合理自愿政策联盟（Restaurants for a Sensible Voluntary Policy）宣称，因为禁烟，餐饮业收入减少了30%。而事实是，这个组织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烟草公司的公关公司以及烟草研究所（Tobacco Institute）都有关系。市政当局委托进行的研究则表明，在禁烟令生效期间，餐饮业的收入实际上增加了2.4%；而另一项由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
[6]

 多家餐厅赞助的调查结果显示，餐饮业收入小幅下降了6.7%。
(11)



过去的许多公关行为倾向于淡化处理公众的担忧，甚至忽略那些诉求，这些行为最终激化了公众的愤怒情绪。比如，1979年春天，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发生核泄漏事故后，大都会爱迪生公司（Metropolitan Edison）向公众宣布：“核电站的整个系统都已经关闭，在一个星期内将不会再使用。”公司还声称，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三里岛存在值得关注的核辐射水平。但几天之后，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即宣布，在核电站周围和附近的哈里斯堡（Harrisburg）地区检测到了核辐射。消息一出，这一地区的交通高峰期立即消失，忧心忡忡的人们待在家里不敢出来。甚至核能管理委员会自己都不得不忙于自保。他们早先已经获取了足够的信息，知道事故发生之后几小时内，核反应堆中心可能遭到严重的损坏，但却没有通知周围地区的居民，也没有通知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

回顾了几十年的公关历史之后我们发现，公众不易安抚，实在是事出有因。我们犯了太多的错误，太多突发事件没有得到适当处理，导致民众难以再信任公司高层和政府官员的说辞。危机一开始，公众就认定他们根本得不到最基本的事实，更不用说整个事件的真相了。这个结果合情合理。

公众是谁？

在日益膨胀和复杂的社会里，要确认谁是你必须面对的人群、你应该和谁展开对话，这并非易事。对于每一个公共关系从业者、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来说，在面对愤怒的群众时，必须回答一个短小但棘手的问题：这里的公众究竟是谁？

再次回想一下那个关于工厂经理的假设。在他面前的50个人肯定是必须面对的人群，但这些人能准确地代表更大的公众群体吗？他们会不会只是一小部分不满现状的人，或是来捣乱的？他们的愤怒有没有可能仅仅是小小的不满，但却被一些外部力量放大了，比如有自己目的的维权社团，或是四处寻找新闻的媒体？有没有其他需要面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参加会议，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位经理在社区中非常活跃，那50个人他却一个也不认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实际上并没有麻烦？

在埃克森·瓦尔德斯号发生石油泄漏事故之后，阿拉斯加石油财团公司（Alyeska Corporation）和美国埃克森公司的高管遭到了民众激烈的谴责，并持续上了报纸头条。究竟哪些人是他们最应该关注的呢？是成千上万坐在自家客厅里目睹事件进程的美国民众？还是受到扩散原油冲击的当地居民、渔民、官员以及美洲原住民？还是来观光和垂钓的游客？抑或是事发后立刻开始抨击石油公司的环保团体？又或者是本应第一时间帮助阻止这一灾难发生，但到头来却一味责备埃克森公司的联邦及州政府官员？

在危机中，你应该和谁对话？最先处理谁的诉求？该向哪些人和机构证明你的行为是合理的？只有先回答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满足公众的需求。

传统的公共关系策略无济于事

今天美国大约有18,000名公共关系专业的大学生。如果你和其中一些人一起坐在教室里上课，你可能会对教科书上所讲的内容言听计从。
(12)

 公共关系理论听起来非常合乎逻辑、非常可靠、非常实用。一本从1975起使用至今的教科书提出了这样一些准则：“可靠的、专业的、权威的信息源容易被人接受”，“人际交往是最可靠的传播方式”，“参与或知晓决策过程能够增加接受的可能性”。
(13)

 另一部首印于1952年的经典教科书，将公共关系定义为“辨别、建立和维持相互利益关系（着重于自己的）的管理功能，这种利益关系建立在某个组织以及关乎该组织成败的民众之间”。
(14)

 根据教科书的定义，公共关系听起来非常简单，即只要企业与他们服务的民众真诚地交流，那么人们就会被他们的行为所影响。

但是教室和董事会议室之间总是有差距的。现实中的事件需要迅速处理，此时教室里的知识和现实中的具体经验是不同的。在现实中，商业领袖（以及和他们一样关注公共关系的政界人士）常常忽视了公众的怨气。他们消除公众疑虑的做法，一来是挖掘一些对立的“事实”，二来是求助于伪独立专家，或者是并不科学的调查，从那里取得一些反驳的证据。他们什么都不承担，什么都不承认。在他们眼里，对方不过就是一群怒气冲天的乌合之众，却从来没有想过，消费者或公民有正当的理由表达自己的恐惧、诉求和需要。总之，这些领导人物一味地混淆视听、掩盖真相，到头来只是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一方面，公关教材强调，解决争议需要高质量的信息、有效的沟通以及建立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公关人员却经常使用他们自己的技巧，比如石墙、洗白、抵挡和推诿。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一下这些常用的公关策略。这里所列出的并不是所有的技巧，我们也不认为大多数公关人员会提倡这些做法。然而，确实有人认为这些方法行之有效，甚至大加鼓吹，因为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


石墙策略（The Stonewall）
 面对危机的时候，律师们往往建议他们的雇主保持沉默。为了避免诉讼和经济责任，一些原本怀有善意的公司，时常放弃了和公众进行真诚交流的尝试。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设在印度博帕尔（Bhopal）的农药厂发生异氰酸酯气体（Isocyanate，一种有毒气体）泄漏事故，公司董事会主席沃伦·安德森（Warren Anderson）火速赶往当地处理事故。今天看来，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在公司总部，他曾经说：“如果我留在丹伯里（Danbury）
[7]

 ，怎么能证明我们对这起事故的重视呢？”
(15)

 显然，安德森试图树立坦诚、可信的形象，然而他的公关顾问很快阻止了他。到12月7日，泄漏事故发生三天之后，媒体报道称，民众要求公司公布致命气体储存和处理系统的详细说明书，却三番五次遭到拒绝。下面是该公司健康、安全以及环境事务部主管参加新闻发布会的片段：





记者：我想你曾经说过，公司对博帕尔的受害者不承担责任？

主任：我没有说过。

记者：那就是说，你们要承担责任？

主任：我也没有说过。

记者：那你说过什么？

主任：问下一个问题吧。
(16)








洗白策略（The Whitewash）
 公司和政府犯了错误之后，总是要想办法把错误行为的影响降到最低，或者把公众的担忧淡化处理。瓦尔德斯号触礁几个月之后，在埃克森石油公司赞助下，阿拉斯加州政府发动了一场成本高达400万美元的广告攻势。其中一则广告使用了玛丽莲·梦露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梦露脸上的痣被去掉了，广告语是：“如果你不仔细看，也许不会注意到她的美人痣不见了。不错，我们修改这张照片，正是为了提示这样一种传奇式的美：失去了美的标志，照片也许变了，但是美依然存在。"
(17)




烟幕策略（The Smokescreen）
 如果石墙和洗白策略都没有用，一些公司和机构就会试图燃起烟幕来掩盖真相。早在1971年，一名烟草公司的经理就说道：“‘怀疑’是我们的产品；普通民众心目中总是存在着所谓的‘事实真相’，‘怀疑’就是与之斗争的最佳武器。"
(18)

 当然，像在美国这样自由开放的社会中，这种计谋很难得逞。总有人，一般是媒体，会将“真相”背后的真相挖出来。

早在1953年，几家烟草公司创造了一个经典的烟幕公关案例。1953年12月，当时的几大烟草公司在伟达公关公司（Hill and Knowlton）的帮助下，支持创建了一个名为烟草行业调查委员会的组织，也就是现在有名的烟草研究委员会（Council for Tobacco Research）。这个新组织向公众保证，它将会调查吸烟与癌症之间的关系，并且“会向相关科学研究提供援助和支持”
(19)

 .很明显，它同时也关注公共关系。一年之内，伟达公司共有28名员工转入了这个组织；最初几年的预算中，有一半都用于公共关系。委员会声称要赞助合法的科学研究，但是到了1994年，经国会证实，研究的实际参与者最终承认，有一些研究是由烟草公司的律师主导的。一些并无名气的研究者表示同意站在烟草行业的立场上，便被委员会网罗到门下。他们的研究结果只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而不是真正的学术期刊上。


幌子策略（The False Front）
 有时候，某些机构会假借一个虚的名目，进入事件的争端。比如编造一个幌子，好像自己是公民权益的代言人，借此四处走动游说。诸如“健康保险选择联合会”或“酸雨控制公民协会”之类，名字听起来像模像样，可实际上它们是有企业赞助的，给他们钱的分别是美国健康保险协会（Health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America）以及一些公共事业公司。不过，使用幌子手法经常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个名叫“内华达燃油经济性公平标准”（Nevadans for Fair Fuel Economy Standards）的组织，曾反对内华达州一名议员发起的关于燃油经济性的提案。这个组织秘而不宣的是，他们与美国底特律汽车制造商之间存在关系。当媒体把这个隐情揭发出来之后，公众感到震惊和愤怒。有一名成员，起初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印在组织的信纸信头上，这时转而谴责这个团体。很多人曾经写信给那名参议员，反对他的提案，这时纷纷再次写信，向他表示道歉。

政治层面上也有类似的幌子手法。某些当选的政府官员，明知道自己的议案会被竞争对手枪毙，但还是会在议会上把它抛出来，因为这样能显示他在为选民办事。他们知道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后果。在一些非正式会议上，他们甚至向对手承认，这只是一种策略而已。


抵挡和推诿策略（The Block and Blame）
 如果以上方法都失败了，公关专家就会建议领导人物远离是非，推卸责任。“如果不是我们的原因”，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我们也不应该受到责备”。联合碳化物公司最初告诉媒体，博帕尔的工厂是按照美国标准设计和监造的。几天之后，危机逐渐变得失控，联合碳化物公司开始与其印度合作伙伴拉开距离，宣称自己对外国工厂的详细设计情况不甚了解，博帕尔工厂已经有一年没有受到美国方面的监管了。此外该公司还狡辩说，最近几年，当地有太多贫民移居到过于靠近工厂的地方。

埃克森·瓦尔德斯号出事之后不久，美国埃克森公司的一位官员曾经这样评价油轮船长：“没人能比黑兹尔伍德（Hazel wood）更有资格做船长。"
(20)

 但是海岸警卫队很快发现，这位船长事发之前曾经喝过酒。埃克森公司旋即成功地与之划清了界限。他们解雇了这位船长，并考虑跟他结算诉讼费用。埃克森公司的董事长告诉媒体：“这次事故原本不会发生。在我看来，这完全就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
(21)

 在政治界，推诿策略也易于使用——官员或政党只需要将失败的责任推卸给他人。“他们让我那么做的”，或者“他们不让我那么做”，两者都是很容易找到的借口。


口诛笔伐策略（The Slashand Burn）
 当情况糟糕到毫无回旋之地时，一些公关专家会建议对批评者发动全面攻势。1991年，高乐氏（Clorox）公司
[8]

 的一份公关文件浮出水面，这份文件提出，如果该公司的家用漂白产品被环保主义者攻击，应该采取何种对策。比如，如果报纸专栏作家指出了家用漂白剂的危害，接着绿色和平组织（Green peace）发动公众抵制购买，那么这家公司将采取以下应对方法：首先，“独立”科学家应该立即与媒体斡旋；然后，公司发动一场名为“停止环保恐怖主义”的广告攻势；接着，公司将聘请律师研究控告对方诽谤罪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公关专家建议，公司应避开讨论这次争议的科学价值，因为议题会变得太“情绪化”。在另一个预案中，如果国家毒理学规划处（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认定，氯气可能导致动物患癌，那么公司会从氯气学会（Chlorine Institute）找到几位“客观的”科学家上诉国会，要求重新评估国家毒理学规划处出具的报告（在这之前没有出版过任何类似的研究报告），并做进一步研究！
(22)



我们需要新的方法

显而易见，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商界和政界领袖需要找到一条更好的途径，实现与公众的沟通。随着美国竞争力的下降和政府面临的信任危机，政商两界必须重新回到公共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上来。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件容易的事。考虑到法律责任、界定公众的难度、日益复杂的科技危机、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及从古至今不可预知的人性，况且所有这些因素还会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被过滤与呈现，前面的路可谓任重道远。然而，我们真心相信这条路是存在的，这种新的方法，能够引导我们在民怨滔天的险境中逆流而上。

再次回想一下那位被50个市民包围的工厂经理，他应该怎么做？他肯定会被诘问和质疑，那么，他是不是该专门为当地居民举行一个有吃有喝的派对？公众恐怕不会领情，因为当人们没有感到友好和真诚的时候，怎么可能交得到朋友。那么，这位经理能不能在当地高中设立一个奖学金，或者义务修缮一下当地的运动场？附近的居民，尤其是那些对工厂提出质疑的人，会把这样的行为视作收买人心。出于自尊，也为了赢得他人的尊重，大多数人不会买账。那么，工厂经理直接向公众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提供独立报告和介绍生产流程的手册，来平息他们的不安，这样可以吗？可是，不管其中的信息有多准确，充满怀疑的公众可能都不大会相信那些报告，在他们眼中，这些材料都是有偏见的。而且，如果不给公众一个与企业及政府领导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他们就会觉得没有人理会自己的诉求。

我们可以给工厂经理其他一些不同的建议。实际上，对于那些时常面对公众诉求的商界和政界领袖，我们的建议是最实用的。即，与愤怒的公众打交道，应该坚守一套简单的原则——互利方法（mutualgains approach）。这套方法的核心主旨是：与公众交流，实际就是进行一场多方面、多议题的谈判。在这个设想之下，工厂经理应该做的事情包括：





●响应对方的关注

●对事实进行联合调查

●作出应急承诺，将可能产生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并对意外产生的可知影响作出赔偿。

●承担责任，承认错误，共享权利

●自始至终以诚信为行事之本

●着眼于建立长期关系





多年以来，在麻省理工-哈佛大学的公共争议课程和哈佛法学院的谈判课程中，上述概念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同时，在大量的实践活动中，这些观点又得到了修正和完善。这些活动包括与政府机构、私人企业、技术专家、保护消费者权益群体、环保组织以及民众的面对面交流，也包括吸引了超过1500名企业高管和政府高官的数十个工作室项目。

这些观点特别容易与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或者持续质量改进（continuous quality-improvement）的概念产生共鸣，二者均强调企业的运转围绕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需求展开。借用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SAS Airlines）董事长的话来说，他的公司只存在于旁观者眼中，只存在于员工和消费者互动的时刻。与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概念一样，上述六项原则着眼于质量、责任和问题的解决。与全面质量管理的倡导者一样，我们提倡用心倾听消费者、顾客和客户的诉求，以便提前发现问题。我们同样也建议，应该设立一项用于建设长期公共关系的基金。不过与全面质量管理概念显著不同的是，我们建议把它用在最困难的危机时刻。

之后的章节将详细阐述这六项原则。第二章继续探索不同群体产生愤怒情绪的不同原因。只有仔细分辨不同的原因，才能在运用互利方法的过程中避免出错。第三章讨论为什么互利方法比传统的公关手段更加有效。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书的核心，我们将会通过分析广为人知的事故案例、事故中的潜在危险以及处理事故的认识分歧，来展开论述六项原则。我们借助真实的事件，讨论如何在危机中运用互利，产生积极效果。由于公众对事件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来自媒体，因此第七章我们将讨论如何运用六项原则与媒体打交道。在最后的第八章，我们会讨论将这些观点聚合为一个有效整体的最重要因素：即公司管理者和政府官员所应具备的领导能力。我们提出的公关方法很简单，但要将其付诸实施，需要创新、勇气、原则以及成熟的领导能力。



【注释】



[1]
 1989年3月24日，“埃克森·瓦尔德斯”号油轮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海域触礁，大量原油流入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石油泄漏事故之一。——译者注




[2]
 关于这个案例的具体分析，详见第四章。——译者注




[3]
 道康宁成立于1943年，是由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和康宁公司（Corning）组建的合资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密歇根州米德兰市。道康宁的主要业务是开发有机硅，其硅胶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的位置。——译者注




[4]
 关于这个案例的具体分析，详见第五章。——译者注




[5]
 石棉是致癌物，根据本书的数据，经常在无保护情况下接触石棉的人，20%~25%会死于肺癌。参见第五章“风险评估”一节。——译者注




[6]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邻近好莱坞。——译者注




[7]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总部所在地，位于康涅狄格州西南部。——译者注




[8]
 高乐氏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是一家跨国制造商和经销商。产品主要涉及漂白剂、厨卫清洁剂、个人护理等多种清洁用品。——译者注



第二章

公众为什么会愤怒



引
 发公众愤怒情绪的原因可谓包罗万象。埃克森·瓦尔德斯号油轮发生泄漏事故之后，数以千计的埃克森产品消费者，将他们持有的该公司信用卡寄回给总裁劳伦斯·罗尔（Lawrence G.Rawl）。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发生后，数以千计的幸存者不堪身体与精神的折磨，怒而要求印度政府以谋杀罪名引渡联合碳化物公司董事会主席沃伦·安德森，但没有成功。匹兹堡（Pittsburgh）的一名外科医生，将一只狒狒的肝脏移植到一位濒临死亡的病人体内，动物保护者们围堵在他的住宅周围，高呼口号：“动物不是备用器官！”
(1)

 马萨诸塞州政府为了保护波士顿饮用水源周围的森林，决定在严密控制下进行一次猎鹿行动，抗议者们在森林周围安营扎寨，并拉起标语：“停止杀戮！”猎鹿行动结束之后，一名抗议者写信给当地报纸：“倒在岩石上的，是一群无辜的生灵，它们曾经活着、呼吸着、感受着这个世界。生存，是它们唯一的罪过。”

什么是愤怒

愤怒产生于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愤怒可以是空中挥舞的拳头，是呼喊，是尖叫，直至极端的身体暴力。愤怒也可以采取政治表达的形式——游行抗议、标语横幅、请愿书、以及“不投票”运动。现代社会中的“严刑”，比如社论、付费政治广告以及在《60分钟》曝光，也都是愤怒的表达方式。又或者，像最早的“茶党”（Tea Party)
[1]

 一样，对某些事物或现象说“不”，抵制汽油、抵制鲑鱼、甚至抵制去某个州旅行，因为那个州通过的一些法律令人不满。总之，愤怒的表达方式形形色色。不过，愤怒到底是什么？起因又是什么？

《美国传统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一种强烈的不快或敌视情绪”。《韦氏新国际词典》（The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补充了一点，称愤怒“没有强度界限”。由此可见，愤怒可以是轻微的不愉快，也可以是完全失控的暴怒。有时候是一心寻求严惩对方的怒火，有时候则是被小人行径或冒犯行为激起的义愤。

我们认为在本书的情境下，对愤怒的理解应该建立在上述标准定义之上，并附加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细微因素。关于“愤怒”，与本书有关论述相一致的概念是：对真实存在的，或主观感知到的痛苦、以及可能带来痛苦的威胁所产生的防卫性反应。就像熊妈妈会袭击路过自己宝宝身边的徒步旅行者一样，当人们感知到自己或自己所爱的人身处险境时，会立刻奋起反击。对于徒步旅行者来说，他是完全无辜的，穿过这片森林，自己已经吓得汗毛倒竖、肌肉紧张；但对于熊来说，情况也没有好多少，这个走近她的人就是确凿无疑的威胁。旅行者会把这只熊的反应看作是纯粹的攻击，而实际上它的行为只是出于恐惧。

当然，人类的动机要复杂得多。愤怒的表达形式、产生原因和表现目的都一言难尽，也无法预知，就像人类的其他许多行为一样。当然，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有些人会出于策略考虑，有意识地动用这种情绪来达到维权的目的。不过，在我们所研究的诸多公共争议事件中，大部分情况下，愤怒是人们对于痛苦，或者可能带来痛苦的威胁所做出的防卫性反应。

人们为什么愤怒

在公共争议中，我们至少已经确认愤怒有六种典型的形式。有人受到了伤害，产生伤害的原因却不能消除，受害者因为失望而感到愤怒。有人怀疑自己未来会遭到伤害，出于恐惧而产生预期性愤怒。某些情况下，愤怒并非产生于痛苦，不管是已经经历的还是预感到的，也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当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和信仰受到挑战或威胁时，愤怒通常是义愤填膺式的，充满了正义感。为了信仰，有些人会舍生取义，因为正是信仰赋予了他们生命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三种情况下，人们会产生愤怒情绪：受到伤害；别人的错误使自己陷于危险境地；基本信仰受到挑战。在每种情况下，愤怒情绪都会因为其他一些因素而变得更为复杂。比如，在强者面前感到自己的弱小，这会让人平添几分气恼。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更是让人怒不可遏。假如发现自己被操控、被轻视、被忽略、甚至被欺骗，那就不仅仅是愤怒的问题了，而是会让人胸有块垒、气愤难平。因为这种感觉就像自己是个可以随意被人愚弄的傻瓜。当然，愤怒也有可能是某些人精心策划的一种计谋，目的在于操控别人的反应。因为在公开场合展示愤怒，可以起到很好的“集合队伍”的效果，并借此改变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或者胁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要求。

上面这些分类有利于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做出分析，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件都同时包含有多种情况。比如，某种对抗的情绪一方面是由可能存在的风险引发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价值冲突。而某些看似出于道义感的激愤，也可能包含着对恐惧的防卫性反应。因此，我们做案例研究时，每次只重点分析一种类型的愤怒，但显而易见，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每个事件与每种解释体系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关联。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公众的愤怒情绪简单地分类，而是为了说明，针对不同的情境，分别应该怎样运用互利方法的六项原则。

理性愤怒和非理性愤怒

许多人在评价他人的愤怒情绪时，往往不由自主地会再叠加一层分类标准：理性的愤怒和非理性的愤怒。在我们为公司高管和政府官员举行的研讨会上，差不多总会有一个人走上讲台来问，“但是，面对那些真的很疯狂的反对者，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会大声咆哮，会躺到推土机下面，会把自己绑在树上，对于他们，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可见，人们通常会把某些愤怒看作是理性的、正常的、可以接受的，而把另外一些视为非理性的、不正常的。

的确，在某些情况下，愤怒的表现看起来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你的孩子在工厂事故中受了伤，那么显然你有权力表达愤怒。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表达愤怒，反而让人们觉得你“不正常”。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辩论中，有人问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如果他的妻子被强奸并杀害，那么他是否会支持死刑。这个问题听起来让人不舒服，不过他的回答却引起了更多的批评。“不，我不会。”杜卡基斯平静地答道，然后很快将话题转移到毒品战争问题上
(2)

 。媒体和公众都被他的回答吓坏了，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总统候选人在面对那么可怕的假设的时候，居然可以做到无动于衷、不愠不怒。一名权威人士评价道：“好吧，至少在目前，他只能算半个人——大脑发达而冷酷，但却没有心。”
(3)



许多其他形式的愤怒却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马萨诸塞州剑桥市（Cambridge,Massachusetts）有个人绝食，理由是当地电视台没有葡萄牙语频道。1993年11月，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一家肉食批发商的卡车被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炸毁，损失高达10万美元。在大部分人眼里，这些行为都是激进和极端的。

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展开军备竞赛，双方之间的“导弹差距”（missile gap）成为美国国内讨论的一个问题。支持军备建设的人认为这种讨论是理性的，而反对者则认为它毫无理性可言，只能导致自我毁灭。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们指出，缩小“导弹差距”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如果美国和前苏联都认为有必要缩小差距，其结果只能是双方都扩大了致命性核武器的拥有量。可见，讨论“导弹差距”是丧失理性的举动，只不过用冰冷的数字做了掩饰而已。但是，至少对一些战略家来说，扩大军备建设，“确保相互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是避免核战争的强有力制衡手段。“缩小差距”的支持者们认为，事实上，不管是美国还是前苏联，双方使用核武器的几率都是微乎其微的。在他们看来，抗议者得到的信息并不充分，反应过于情绪化，缩小“导弹差距”的行动不仅清晰合理，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高。孰是孰非？

我们认为：把愤怒情绪区分为理性或者非理性是没有必要的。有些人的行为看起来离奇古怪，但从他们的立场出发，所谓的“狂热分子”的举动，只不过是在用他们认为正确理性的方式表达愤怒。女性抗议者把自己绑在树上，可能是觉得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引起媒体的关注，她很真诚地相信，如果她不这么做，她所热爱的树木、森林和动物必将消亡。其他看起来疯狂的抗议行为背后，其实都有我们外人不能轻易理解的特定情境和动机。因此，把别人的行为视为非理性，十有八九是犯了一个错误。

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我们自身行为之间的关系。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Lee Ross）指出，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建立在朴素实在论（naive realism）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认知方式的根源在于，人们总是相信自己能够客观地诠释现实，认为自己的社会态度、信仰、喜好以及评价都是理性的、不带情绪的、没有偏见的。结果呢，如果有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信仰，而且要努力维护这些信仰，我们往往就会认定，对方至少犯了以下三个错误中的一个：第一，缺乏足够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的比他们多；第二，观点存在偏见，因为他们受到了错误的信仰、意识形态以及个人利益的影响。比如，“他们是自由派，总是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曲解事实。所以，他们当然理解不了我们的立场。”如果以上两个解释都不适用，那么还有第三点：我们会认定，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对方毫无理性可言，完全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太偏激，而且思想不太稳定，又严重脱离现实，否则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一定会和我们一样。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博士伊莉莎白·牛顿（Elizabeth Newton）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戴尔·格里芬（Dale Griffin）和李·罗斯试图通过它来说明朴素现实主义存在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实验对象共分成两个组，分别负责击打和辩听。研究者选出了25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击打组的成员听到歌曲后要将旋律敲打出来，坐在他对面的人听到后要根据节奏猜出歌名。此外，击打组需要事先估计对方成功猜出歌名的概率，然后，实验人员把这个估计的概率与实际的成功概率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让人们大吃一惊。击打组认为歌曲被猜出的平均概率在50%左右，而事实上辩听组只能从120首击打旋律中猜出3首歌，也就是说不到3%的成功率！击打者听到的音乐都是清晰而明白的，但他们却无法判断辩听者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信息。他们对自己的乐曲知识和传达能力都感到很自信，根本不能体会辩听者究竟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刺激信号。自己不能确认那些听击打旋律的人到底得到的是什么信息，敲打者无法知晓。“这不是很明显吗！”敲打音乐的人感到很泄气。“行了吧，你敲得乱糟糟的，根本就没有节奏。”听歌的人辩解道。格里芬和罗斯因此得出结论：“立场相反的两个人，看问题总是不一样，谁都觉得自己的认知和情感反应才是唯一‘正常’的。”
(4)



将对方视为“非理性的”是一件危险的事。首先，一味地以“非理性”来贬低对方，你可能会自信心膨胀，目空一切，吸收不了新的知识。比如说，对方可能有一个新的想法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敞开自己的心灵，仔细倾听，认真考虑他的建议是否可行。其次，一些合理可行的论点或证据需要你改变自己的想法，但你往往会忽略它们。自我应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你所见所闻是你希望的所见所闻，因为其他因素都被你忽略或低估了）是很危险的，你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别人知道的不一定比自己少，别人对形势的判断不一定是错的。第三，如果你一开始就将某种愤怒定义为非理性的，觉得只有自己是理性的，那你很可能会加剧所谓的“非理性”愤怒。而且，你越想表现得理性，就越会激怒对方。同时，将别人的愤怒视为愚蠢行为或者判断失当，你会越来越没有动力，去积极应对愤怒的人群。

因此，我们认为将愤怒区别为理性或非理性的、正当或不正当的、合适或不合适的，对事情并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对愤怒的定义是：愤怒是对痛苦的防卫性反应，不管这种痛苦是客观真实的还是主观感知的。所以，它看起来是不是理性并不重要。也许我们不明白对方为什么会被激怒，也许我们确信自己并没有伤害或威胁到任何人，但是那些愤怒的人们却认定自己正在、将要或已经受到某种威胁。而这点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或伤害，不管你有没有做过，他们都会本能地感到愤怒。

如果能按照本书所下的定义来理解愤怒，对我们处理争端会有诸多好处。首先，面对别人的愤怒，我们不会将它视为“情绪爆发”“歇斯底里”或者“神经过敏”，而是会立即开始寻找愤怒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强调解决问题，而不是质疑问题。其次，如果我们能够将别人的愤怒看成是合理的，就会要求自己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贬低或诋毁对方，这样从一开始就能够对别人的关切做出反应，有利于之后解决问题。第三，如果我们知道，愤怒是防卫性的，而不是攻击性的，那就会更愿意去缓解别人的痛苦，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缓和关系，而不是恶化冲突。

面对愤怒的典型反应

面对不同类型的愤怒，传统方式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我们首先将对此展开论述，重点是简单勾勒出传统做法的优势和劣势。在一些有头脑、有能力的人看来，许多传统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做法的确足以应付局面。不过，我们相信，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况且，同一个方子，于彼是灵丹妙药，于此可能全无效用。即使是同一个人，这次管用，下次也未见得管用。在我们看来，大部分的传统应对方式并没有一个完善的理论作为支撑。因此，针对某些采用传统方法未能奏效，或者是从长远来看产生了不良后果的案例，我们将作为重点展开分析。最后，我们将要根据上述内容提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并在第三章做详细论述。

愤怒与伤害

如果人们被伤害至深，愤怒则在所难免。伤害可以指身体损伤，也可以指金钱损失。人为错误可能会导致一系列不可控事件的发生，并最终酿成悲剧。如果某个机构或是某位领导在事先计划方面出现了系统性错误，往往还会加剧灾难的程度。另外有一些案例，在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法预知的情况下，事故和伤害就已经发生了。还有一些案例涉及犯罪行为和恶意攻击，灾难的后果就会更加严重。不管是什么原因，受伤害的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伤害发生的根源，希望他们所承受的痛苦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总之，受到事故影响的人们立刻成为了受害者，他们要知道谁该对他们的困境负责，对方应该做些什么缓解他们的痛苦，弥补自己所犯下的过失。

1984 年10月4日早上，印度博帕尔，大量甲基异氰酸酯气体（有毒气体）从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工厂里泄漏，导致大约7000人死亡，20万人受伤。
(5)

 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居民报告身体不适，比如呼吸困难、视觉模糊、眼睛红肿以及疲乏无力，更不用说挥之不去的心理恐慌和梦魇。《纽约时报》称这次事故为“危机”，当时的公司领导者对此是怎么处理的呢？在首轮媒体报道中，联合碳化物公司表示“深切关注此次事故”。不到一周之后，公司宣布将给予残疾受害者共83万美元的赔偿。此外，公司将拿出100万美元用于紧急救援，并将建立一所孤儿院，收养失去父母的儿童。

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做法起了什么作用？83万美元的直接赔偿可以减轻受害者的痛苦，快速到位的救援资金也起到了先发制人的作用，缓解了不可避免的媒体攻击。公司向受害者提供金钱或者其他有形援助，比如技术支持，至少看上去他们有所作为。人们对身处困境的受害者充满了担忧，捐钱给慈善机构或采取其他“善举”，比如设立孤儿院，算是对舆论做出了回应，也给面无表情的企业添了一点人情味儿。其实，说得直白一点，如果公司及时主动提供赔偿，将大大减少控告它的原告数量，就算在法庭上，公司也会为此而减轻法律责任。

然而，直接赔偿这种方式存在着很大漏洞。面对痛彻心扉的死亡，金钱不仅力有不逮，而且显得冷酷无情。此外，任何形式的直接、具体、单方面的赔偿都会贬值，因为他们来自灾难的制造者。假如有些邻居因为原则问题拒绝这笔赔偿金，还会指责接受赔偿的受害者被肇事者的金钱收买了。有人定会质疑：“那83万美元究竟师出何名？谁说这笔钱足够了？”因此，直接给予经济补偿将被视为息事宁人的武断措施，属于自说自话，公司也有避重就轻之嫌。如果公司在提供金钱补助时，没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处理标准，那么公司声誉将化为乌有。然而，公平合理的处理标准又是不存在的，因此，公司不可能迅速拿出一套单边反应计划，让所有人都能够满意。

那么，更好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公司应该承担所有责任，面对那些受到伤害的人们以及他们遭受的痛苦，应该表达出最真实、最诚挚的歉意。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一名官员曾经和公司董事会主席安德森先生一起视察工厂，当时他说的一番话切中要害：“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请相信我，我也能感受到你们的切肤之痛……我认识这里的许多工人，他们的遭遇让我心如刀绞。”
(6)

 其次，公司应该直接和受害者交流，对话的方式应该由受害者决定。第三，要想制订一套切实可行的赔偿标准，公司应该设计出几套方案，并加以试验，直到找出最公平的方法。这个过程应该与受害者共同完成，并向对方告知有哪些可靠的资金来源。

愤怒与风险

有时候，人们愤怒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伤害。在一个高度复杂的工业社会中，我们的饮用水、食物以及那些触手可得的高科技产品，都隐藏着很多不确定性，这无疑会让人们觉得，潜在的风险实在难以控制。如果这些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后果难以量化，而且能够得到的相关解释都是普通人听不懂的科学术语，那人们的担心和恐惧就会加剧。大家只是想明明白白地知道，他们可能面临的危险到底是什么，能不能避免，同时希望给出答案的人是他们能够理解和信任的。然而很不幸，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却并不简单。

我们来看看阿肯色州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Arkansas）的居民面临怎样的困境。这座城市里一些贫困的家庭居住在一个废弃的化工厂附近，这家名叫弗塔克（Vertac Chemical）的化学公司曾经在越战期间为美军生产一种名为橙剂（Agent Orange）
[2]

 的毒性落叶剂。1985年的一天，一对父母发现自己三个月大的孩子死在婴儿床上，而在前一天晚上，他们曾经用自来水给孩子冲泡奶粉。虽然死亡证明上写的是“婴儿猝死综合征”，但孩子的父母以及医生都认为，弗塔克化工厂的有毒残留物才是罪魁祸首。孩子使用过的纸巾样本上检测出了过量的氯酚（chlorophenols）。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工作人员研究了另外100份纸巾样本，它们都是阿肯色州死于“婴儿猝死综合征”的宝宝们所用过的纸巾。这项研究的结果没有被承认，因为这家独立实验室没有通过质量控制审查。对当地自来水的检测结果则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1986年曾经进行了一项研究，旨在将杰克逊维尔地区的儿童与另外一座城市的儿童所接触的化学物质作比照，结果表明，二者没有显著区别。不过，一些科学家在访问过当地之后仍然表示，仅仅是呼吸那里的空气，都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面对公众对化工厂的担忧，杰克逊维尔的领袖人物做出了比较典型的反应。在化工厂所有者赫尔克里士公司（Hercules）以及一名特聘公关顾问的帮助下，当地的一部分显要人士成立了一个名为“自豪的杰城人”（Jacksonville People with Pride）的组织。这个组织发放了一本小册子，声称没有证据表明，二恶英（Dioxin，最让当地人担心的化工厂焚化炉排放物）与人类疾病之间存在关联。市长为了打消居民的顾虑，声言：“任何事物都有健康风险。”
(7)

 该市在州议会的代表则说，比起有毒的废弃物，他更担忧有毒的媒体报道。市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家庭圈》杂志（Family Circle）对杰克逊维尔环境污染事件的报道，并且称报道者不应该“犯规越界，大放厥词”。此外，20个当地医生写了一封联名信，声称二恶英与严重疾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美国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也声明，杰克逊维尔的死亡事件与弗塔克工厂之间没有明显联系。

赫尔克里士公司、公关顾问、杰克逊维尔市、以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官员对此事做出的反应，是我们早已料到的。当然，这可不是一件好事。1987年全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曾经做过一项研究，结果发现，企业或政府主导的风险传播“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
(8)

 这个结果毫不奇怪。面对那些为孩子的健康而焦虑的人群，经久不衰的典型回应方式有这么几种策略。首先，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或民众面临着某种危险，辩护方会否认这种可能性，或者尽可能地降低它的程度。其次，他们会请出当地有声望的领袖人物，或者是一些明星来助阵，以增加其言论的可信性。第三，他们会指责媒体发表不实言论，挑拨居民，扰乱秩序，损害当地的声誉和经济利益。第四，针对某些不确定的科学问题，他们会插手干预，指出即便在科学界内部，相关问题也并无定论。

这些手段有什么作用呢？一部分居民的恐惧感可能会得到缓解，至少短期内可以缓解。“别担心，事情并不像你听说的那么严重。”有人会这么对他们说。就像杰克逊维尔的一位居民所说的：“我们总得相信什么人吧。”
(9)

 那些受人尊敬的代言人也会增加企业或政府的可信度。打个比方，如果镇上有20个医生都支持你的说法，大部分人会认为，你不至于一无是处吧。你还可以孤立某些激进分子，因为在一切都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们未免有行动过激之嫌。在杰克逊维尔这个例子中，没有任何一方证明了任何可能性，包括有公信力的疾病控制中心。正因为如此，“自豪的杰城人”组织才声称“城里的穷人们”的行动是出于恐惧，而非理性。他们还谴责媒体的所作所为，试图借助这种批评，将舆论的重点放在外界各方都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到什么，而不是讨论如果采取必要的步骤，减少任何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果当地人都相信媒体是在无事生非，自然就不会相信记者们所说的话了。

但是，上述做法也有明显的缺点。市里的重要人物拒绝承认居民恐慌的正当性，也拒绝对其做出反应，结果事与愿违，反而激化了人们的恐慌。辩护者声称，居民们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这并没能打消他们的惧怕心理，而是适得其反。“自豪的杰城人”涉及到可能的风险制造者，他们的话自然不被采信。事实上，他们每被否认一次，一些居民们心中的焦虑就增加一分。至于不确定的结论，对于科学家来说，这可能足以让他们相信，某些事情的确定性未加证明，但对于那些处在风险之下的人们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只会放大他们的噩梦。再有，对媒体横加指责，说他们煽风点火，这无疑只会招致更多的负面报道。《家庭圈》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报道说一些地区因为工业污染而导致疾病风险，并将杰克逊维尔列入名单，当地上层人士谴责了这家杂志，结果呢，之后它发表了一则长篇特别报道，专门调查杰克逊维尔的污染后果。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反应才更明智、更符合自身利益呢？首先，地方领导应该对居民们的忧虑做出响应，尽管他们的担心可能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他们的恐惧却是确凿无疑的。其次，地方和州政府应该公开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可能的话，还可以组织一个专家小组，会同当地的居民代表，共同澄清一些基本事实。第三，上述各方可以共同制订一份应急计划，针对独立调查机构可能确认的最坏结果做出预案。第四，举行公开讨论，确定短期内的行动步骤，以缩小或控制可能的风险，这些措施不涉及事后的结论。最后，应该与媒体合作，尤其是与媒体所有者及编辑委员会合作，要让他们知晓当地所采取的各项积极措施。

愤怒与信仰

愤怒不仅仅产生于有形的伤害或者是可以感知的风险。当人们认为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受到威胁时，正义感激起的义愤会油然而生。前南斯拉夫地区连绵的战争，前苏联裂变出的诸多不同民族的共和国，北爱尔兰数十年的战火，巴以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这些例子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人们最基本的信仰、价值观和身份受到挑战时，暴力就会不可避免。再看看美国国内，做过堕胎手术的医生遭到枪杀，学校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引起暴力冲突，采用动物实验的医学研究项目遭到破坏。这些事实无不说明，价值冲突常常会升级为暴力和杀戮行为。原则问题所引发的争议也许是最难解决的，就算是并没有人因此受到有形的伤害。古谚有云：雅聚切忌政与教。然而，在公共话语范围内，这些话题却时常出现，而且常常伴有复仇行动。

人们总是把自己的信仰看得很严肃，也希望别人能同样严肃地对待它。很多人都会借助各种机会宣讲自己的信仰，努力说服别人接受它的价值。如果其他群体对自己最基本的信仰发起了攻击，他们会认为这是对己方整个群体最直接的挑衅。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面对这种境况，会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谓舍生取义。“不自由，毋宁死”，美国革命家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并非唯一一个发出如此呐喊的人。

1992 年，《人物》杂志（People）的一位记者和一位摄影师历经波折，完成了一篇专访。他们在机场被一辆没有窗户的汽车接走，一路上历尽颠簸，终于到了不知哪片郊区的一所小房子，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一位妇女，她戴着金粉色假发，玫瑰色眼镜。他们到达的地方，是动物解放阵线（Animal Liberation Front）首领的藏身之处。这个组织声称对损失达数百万美元的破坏行动负责，他们攻击的对象是美国各地的科学实验基地，目的是为了维护动物权益。“瓦莱丽”（Valerie，受访者的化名）告诉《人物》记者：“我不认为破坏一所大楼算得上暴力行为，我认为烧死一只动物才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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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总结说：“我甚至不认为我们应该夺去任何一只动物的生命，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对我来说，对动物的怜悯之心与我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
(11)



那么，医学界的反应如何呢？要知道，他们救死扶伤的追求，至少部分地依赖于动物实验。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公开批评了一家远远算不上激进的组织，称它“不恰当地表述了动物实验在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2)

 .这家组织的名称是“美国负责任医疗医师委员会”（Physicians Committee for Responsible Medicine,PCRM），1992年，它有3000名医师会员，还有5万名其他会员。1993年，这个委员会主办了一系列工作坊，号召更多的医师与动物权利激进分子“抗争”。这些工作坊有三个主要目的：第一，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联盟，把观点相同的医师召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共同发声；第二，为这些医师提供相关信息，以便他们更好地为动物研究的重要性辩护；第三，与其他“具有正义感”的组织建立联系。这个委员会的一位副主席曾经在一次工作坊上严肃地说：“如果这些动物权益保护运动成功了，那么，数以百万计的患者将会遭受病痛的折磨。”
(13)

 这位副主席号召与会者站稳立场，与对手抗衡。一位参加工作坊的医生告诉《美国医学新闻》记者：“……有些人主张动物与人类享有同样的权利，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14)



面对基本价值观引发的冲突，当今惯常的“行业技巧”有些什么诀窍呢？首先，把你自己放在与“他们”完全对立的位置上；其次，用“战争”来包装这场争论，划清敌我界线，戏剧性地夸大“如果对方获胜”的最坏后果；第三，说服他人将你的追求当作是合理的、正义的；第四，谴责对方歪曲真相，混淆视听，以此降低他们的可信度；最后，绝不与极端主义者展开对话，否则你就是在把他们的观点合法化。

当然，这些技巧有它们的用处。在公共争议中，如果你希望把自己放在“对手”的位置上，那么用对与错来区分彼此，会帮助你达到这种效果。夸大对方获胜以后最坏的结果，让人们产生恐惧心理，可能会赢得公众对你的支持。指责对方的“错误”，则可能会让人们对其产生怀疑。当然，如果你能够向大家表明，你的立场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这无疑会增加你们这一方的正义性。

不过，这些方法的弊端也不容置疑。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用与对方势不两立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表明了你的若干原则，这就等于你接受了对方向你下的战书。如果你一再强调与对方观点的不同，就会让争论变得极端化，这样一来，任何有助于寻求共同点的理性对话都将变得遥不可及，取而代之的是，对方将加强攻势，继续在争论中巩固他们的立场。与此同时，一些持中间立场的观点，不管如何有理有据，都会成为论战中的牺牲品。最糟糕的是，一些局部的解决方案原本可以缓解公众的焦虑，这样一来将会遭受冷遇或者打击。因为为了赢得战争，一丝一毫的弱点都不能暴露，任何合理的不同意见都必须被压制下去。

那么，你该怎么做呢？首先，要承认冲突双方的不同观点都有合理之处。其次，冲突双方可以在一个中立的背景下，通过对话来理解彼此之间最关键的不同意见，这样做有可能让双方获得更多的信息，甚至达到互相理解的效果。第三，解决争议问题，我们要寻求的结果，应该是能满足各方原则的。要知道，也许存在第三种方式，既能够解决问题，又能够尊重所有人的原则和利益。举例来说，东部地区的一些滑雪场，比如佛蒙特州的基林顿（Killington,Vermont），曾经与州政府以及环境保护主义者产生过争论，问题的焦点在于，他们可以从附近的大河小溪中调用多少水来造雪。然而，同样地处佛蒙特州的另一个滑雪场，奥克莫（Okemo），却找到了一种双赢的解决方案。他们利用自然低地建造了一个水库，春暖花开之时，用它来容储积雪融水，以备当年冬季的用雪需求。对于奥克莫来说，它既得到了造雪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破坏河流或溪水中鳟鱼及其他水生物种的生存环境。在谈判用语中，奥克莫的做法可以被称为避免了一场零和游戏（a zero-sum game），或者说“把蛋糕做大”（to expend the pie），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最后，别把对方逼入死角。不要轻易给自己或别人贴标签，声言自己一定是对的，别人一定是错的。一旦掉入这个极端化的陷阱，不仅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也会让寻求中间道路的努力变得困难重重。要知道，你污蔑别人，别人也会以牙还牙，反过来污蔑你，这样一来，冲突只会愈演愈烈。

愤怒与弱势

当人们因为面对强者而感到渺小无助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愤怒；当人们觉得自己无力控制事态的时候，常常也会产生愤怒。许多听证会上，政府官员们在介绍法律提案或者私人开发计划时，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然而对于参加听证的市民来说，他们无权无势、资源匮乏，不免感到郁结于心。他们就是那些高声呼喊的人，那些站出来挥舞拳头的人，他们心头的怨愤难平，是因为他们深深地感到挫败。他们没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有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做决定，还有，那些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很多时候，他们缺乏必要的资源或者信息，来判断一个提案到底是好是坏。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供我们思考，冲突双方是加拿大魁北克北部的克里族印第安人（Cree Indians）和魁北克水电公司（Hydro-Quebec）。克里族人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小分支，他们长期居住在哈德逊湾（Hudson Bay）北部海岸的亚北极地区。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克里族人都保持着传统的生存方式，哈德逊半岛有不计其数的江河溪流，他们靠在这里打渔为生，捕鱼陷阱一直延伸到了半岛内陆崎岖不平的山地。魁北克水电公司是一个公有的集团公司，根据1990年的财务审核，这家公司拥有360亿加元的财产，员工总计2万人，用户超过300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魁北克水电公司准备在克里族人的土地上开发大型水电项目，它曾被魁北克省省长罗伯特·布拉萨（Robert Bourassa）称为“世纪工程”。如果工程全部完工，总投入将达到600亿加元，总装机容量则将达到2万兆瓦。1975年，魁北克水电公司与克里族人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但是，原住民们依然针对这个项目不断抗争。

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激烈冲突，一方面代表着高度技术化的现代社会，另一方面则代表着历史久远但技术水平低下的传统社会。冲突的实质是，面对着魁北克水电公司日益扩大的建设项目，克里族人感到巨大的风险正在逼近，工业开发可能会不断地吞噬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冲突代表了极强与极弱的对峙。克里族人感到愤怒，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可能会消亡，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自然资源将大大减少，族群在恶劣冰冷的环境之下将更加难以生存。他们愤怒，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奇撒西比村（Chisasibi）的一名社议会
[3]

 成员说：“是的，我们是说过在许多方面，我们的生活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是，我们也成了南方各种社会问题的受害者。我们再也不是生活的主人了。”
(15)

 可见，克里族人之所以感到愤怒，至少一部分原因在于，对于即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再也没有决定权了。

克里族原住民大部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少有接受过教育的，程度也很低，整个族群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现代的城市生活。面对这样一个群体的抗议，魁北克水电公司是怎么处理的呢？首先，依照1975年由法院指定签署的一份合同，魁北克省向克里族人以及因纽特人（Inuit）支付了1亿7000万美元，作为土地出让费。事后，克里族人曾问及，即将投入建设的大鲸河（Great Whale River）工程，会对原住民产生什么影响，公司的官员回答，那块土地他们已经付钱买下了，当地人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补偿。环保人士以及克里族人的支持者通过媒体攻击魁北克水电公司，公司则宣称，他们的建设项目“真正称得上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工程不会对环境以及克里族人造成任何不利影响。布拉萨在第二个省长任期中曾说：“七百万魁北克人的选择是不会错的。”然而，大鲸河附近村庄的克里族头人则回应道：“省长大人的意思是，你杀掉一千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背后有七百万人支持这种做法。”
(16)



有关大鲸河工程的争议愈演愈烈，魁北克水电公司以及省里的官员们决定，要赶在省政府及联邦政府的环境评估结束之前，尽可能加快工程建设的速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里族人想摆脱魁北克水电公司一手遮天的局面，加入决策过程，被后者拒绝了；而与此同时，水电公司自己也试图摆脱来自监管部门的控制，反对联邦政府提出的强制性环境评估方案。他们的一个官员辩解道：“水电事业关乎魁北克省的未来发展战略，而所有关乎未来的发展因素都必须由魁北克人自己掌控，这一点是重中之重。”
(17)



冲突一方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如果远远超过另一方，我们应该能预想到之后会发生什么。大权在握的一方主动或者被迫提供一笔补偿，然后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有权力畅通无阻地去动用自己购买到的产业或商品。强势的一方总是竭力强调他们的行动是有价值的，能够给许多人带来实际好处。与此同时，他们会把弱势群体关注的问题最小化，或者干脆忽略掉。一方面，对于弱势群体提出的参与联合决策过程的要求，他们一概反对，另一方面，如果其他权势集团想要介入事端，他们也会不惜花费重金，想方设法将对方排除在外。

强势一方的这些做法对他们自身来说有很多好处。毕竟，“强权即公理”（Might make sright）。一方面忽略弱势群体的呼声，一方面排除其他权势团体的干预，这样一来，冲突中的强势一方就能够维护、并且加强他们的权力和控制。弱势人群最终会放弃，黯然离去。由于缺乏资源，他们很难建立同盟，或者将事端推向舆论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又怎么会有人回应。虽然会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异议，不过，最终占上风的不外乎是这样的观点：“这件事情，利大于弊（不管有哪些弊端）。”或者，“少数服从多数（不管少数人有怎样的诉求）。”对于公众来说，这些结论也是有说服力的。

然而，正如克里族人反对水电项目的行动所揭示的，强势一方的策略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忽略弱势群体的呼声，将会激发他们的愤怒，而不是熄灭他们的怒火；胸中的不平又会促使他们采取行动，找到超出对手势力范围的同盟军。魁北克水电公司虽然在省内赢得了舆论的支持，但是，克里族人将他们的故事传播到了美国，甚至欧洲。美国的几个环保组织在《纽约时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一则广告，攻击魁北克水电公司的大工程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具破坏力的能源项目”。此时，克里族人的抗争已经被重新定义为“大卫对抗歌利亚”式
[4]

 的壮举，许许多多正义人士开始为克里族人的权力奔走呼吁。摇滚明星杰克逊·布朗（Jackson Browne）、丹·福格尔伯格（Dan Fogelberg）以及戴维·伯恩（David Byrne）甚至在纽约举行了一场名为“查禁大坝”的演出。克里族人声称，魁北克水电公司就像是一匹野马，在他们弱小的族群上踩过。如今，这个部族在美国媒体上获得了空前的同情。魁北克的一名政治人物十分恼火地说：“拜那些言语恶毒、歪曲事实、胡搅蛮缠的媒体宣传所赐，詹姆斯湾（James Bay）合同现在已经变成了罪无可恕的魁北克人镇压原住民的符号。”
(18)

 哈佛大学研究劳动关系的戴维·库切尔（David Kuechle）教授指出，在法庭诉讼中，企业也许会在技术方面占有优势，但是，“有这么一个众口铄金的设定，能让企业一下子变成罪人：企业因为占有优势法律资源，加上财大气粗，所以，面对无权无势、任人宰割的小人物，打赢官司是一定的。”
(19)



最后，有一个强有力的论据，也可以证明忽略弱势群体是绝对错误的。人类的信仰系统可谓形形色色，繁复如犹太基督教伦理、佛学思想、英国普通法，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伦理和法律系统，所有的信仰都主张保护弱者免受强者欺凌，并谴责毫无节制的滥用权力。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不过希伯来人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人们过于放纵自己，沉溺于卑贱、粗鄙、短暂的生活而不能自拔。

那么，强势一方应该怎么做呢？首先，用心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如果人们的呼声不被重视，他们的挫折感将有增无减。其次，同意弱势群体参与决策过程，看似出让了权力，实际上是获得了更大的力量。我们稍后会解释，这样做并不意味失去理智，放弃对形势的控制，或者单方面地移交权力。这样做意味着平衡信息资源，意味着将民主原则付诸实践。虽然听起来有点恐怖，也没什么把握，但实际上，这种尝试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做还意味着，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权力既关乎资源，也关乎感知。费希尔（Fisher）、尤里（Ury）以及巴顿（Patton）在他们的著作《谈判力》（Getting to Yes）一书中提到，权力其实是多层面的。
(20)

 的确如此，冲突的双方中，一方可能会在法律、经济或者专业技术上更占优势，但一方却能得到更多的道德支持和公众同情。

愤怒与谎言

人们在感到受骗时，常常气愤不已。的确，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被操纵、被藐视、被忽略、被当成傻瓜一样对待，当然会怒不可遏。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往往期待真诚、纯洁、适度以及忠实，不为他人着想或彻头彻尾的谎言，是破坏人际关系最有力的工具。

我们再来看看道康宁公司硅胶乳房植入体事件。1976年，道康宁公司的一名研究员为了抗议公司产品传说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而辞职。几年之后，这名研究员站出来揭发公司刻意掩盖问题，道康宁高层向媒体解释，因为那个研究员在公司郁郁不得志，所以他的动机值得怀疑。1984年，旧金山联邦法庭陪审团裁定道康宁公司涉嫌诈骗，因为它错误宣传了硅胶植入体的安全性。一名受到伤害的妇女获得了15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是相关法律文件却被置于保护令之下。道康宁公司不仅阻止了所有不利信息外泄，而且，还给这项判决贴上了“感情因素导致过高赔偿”
(21)

 的标签。不过，一年之后，道康宁公司在产品说明书中加入了相关警示，表示产品可能会引发免疫系统疾病，并且，硅胶壁破裂后可能出现凝胶填充物渗入体内的风险。然而到了1987年，道康宁又试图与警示内容保持距离，声称只有低纯度硅胶才会出现那些问题，而这种材料他们是不用的。

1991 年和1992年，公众的担忧持续加剧。道康宁公司在1991年秋天开设了一条热线电话，专门解答女性消费者的疑问。然而，公司通过热线电话依然只是告诉消费者，产品百分之百安全。不久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ation，食药局）警告道康宁，他们的热线电话提供的信息具有误导性，有时候甚至是虚假信息。1992年1月，《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1973年公司曾经对四只小猎犬做过硅胶植入实验，但是实验报告所公布的结果却是虚假的。公司的科学家声称，四只小猎犬在手术之后健康状况如常，而实验室却报告在四只小猎犬中，有一只死亡，还有一只罹患癌症。

公众的抗议逐渐失控，道康宁公司开始改变做法。他们任命了一个新的首席执行官，此人曾经处理过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的橙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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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关经验丰富。道康宁很快公布了一批文件，表明公司曾经向一些职员告知产品的风险。随后又宣布，公司将停止批评美国食药局的相关调查。同时，他们还承诺，如果有消费者想摘除硅胶植入物，公司将支付手术费用。他们聘用了前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Griffin Bell）主持一项调查，评估他们的产品安全性能。但是，一年之后，道康宁似乎又回到了老路子，他们拒绝将格里芬·贝尔的报告递交给食药局。该局一名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说：“道康宁曾经试着想给公众留下一个好印象，表明他们和我们是充分合作的。不错，他们是给我们送来过成千上万份在调查中被审核过的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十分混乱，完全不知所云。”
(22)



遇到像道康宁公司的这种情况，你的产品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你却刻意隐瞒，甚至欺骗顾客，然后人们找到了证据讨伐你，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大多数情况下，典型的做法是这样的：面对公众的时候，公司将戴上一副微笑的、至少是温和的面具，然而私底下却会隐瞒关键证据。如果有人提出问题质疑公司的立场，公司将会想方设法破坏那些人的声誉。此外，公司会发动一场公关战役，以提供准确的科学信息为名，表明自己的无辜。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公司在撒谎，他们依然会坚持声称，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公司有可能会公布一些新政策，做出开放的姿态。但是，如果他们意识到可能因此承担法律责任，内心的恐惧感就会压倒别的意识，把对公司不利的消息统统按压下去。

对公众撒谎有好处吗？可能吧。比如说，虽然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你坚决不承认错误，在法律框架内也许可以稳定一下自己的立场，至少公司的法律顾问会这么认为。因为如果你否认指控，隐藏不利信息，批评者以及原告律师就会少一些证据与你对抗。既然公众的感知比事实本身更重要，一些公关顾问便会常常劝说我们，只要能让公众对不利于公司的消息产生疑虑，小小的一个谎言算得了什么。况且，不实之言与主观行为不同，在很多情况下它是由疏忽导致的过失，因此公司往往可以找到说谎的理由，要么是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要么是实验结果不能得出结论。公司可以如此辩解：“不是我们不说出真相，而是我们也不知道真相。”有时候公众是宽宏大量的、健忘的，想法也简单。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去世的时候，美国媒体报道避而不谈他曾经对美国人民说过的谎言
[6]

 ，谈论的多是在更大的背景之下，他卓尔不群的政治敏锐以及成功的外交手段。在哥伦比亚特区1994年的市长竞选中，马里恩·巴里（Marion Barry）的支持者们以“第二次机会”及宗教救赎之名，原谅了他之前犯下的错误。
[7]

 而弗吉尼亚州的许多选民们对于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曾经对国会撒下的谎
[8]

 ，既不关心，也不相信，甚至早已遗忘。正因为如此，一些媒体顾问会说，如果你能够安然渡过惊涛骇浪，从长远来看，一个小小的谎言又有什么大碍呢？

然而，撒谎必定要付出代价。对公众说谎或者故意隐瞒事实，一旦谎言被拆穿，公司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就算没有彻底被毁，至少也会元气大伤。敏锐的媒体首先会嗅出丑闻，公众很快觉得他们又一次被摆布了，受到直接影响的顾客们认为他们之前做的决定大错特错，得赶快把钱要回来。消费者们纷纷聘请律师起诉公司。可见，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政府机构，只要他们一撒谎，不仅仅会失去信任，破坏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名誉扫地。公司不仅仅是损失上百万美元的销售额，还要面对数十亿美元的法律官司和伤害赔偿。声誉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失去声誉，投资者不再愿意拿钱出来，消费者不再愿意购买产品，有才干的雇员会另寻高枝。而政府机构如果撒谎，等它提出新的项目时，将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质疑。公众一旦发现政府机构滥用了权力，他们会拒绝支持政府的任何提议。

那么，如果不用谎言做挡箭牌，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坦白真相，承认错误，这一点绝对不容置疑。谎言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现代社会中，媒介高度发达，独立学术研究机构日益兴盛，各种公民利益团体遍地开花，同时，普通民众也越来越挑剔，在这种环境下，谎言注定要被拆穿。得到信任很难，失去信任却很简单；破坏声誉轻而易举，建立声誉却要苦心经营。总而言之，一旦失去的东西，不管是无心所致还是弄巧成拙，想要再找回来就太难了；如果失去的原因是隐瞒真相，那事情就会变得难上加难。

愤怒与作秀

愤怒也有可能是作秀的手段。有时候，在公共场合做愤怒状，可以换取支持、增加谈判砝码或者胁迫他人。一些公民权益团体发现，要想建立政治声望、促进内部合作、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最好的方式往往是加入到一场对抗行动中，而不是理智地提出权益要求。

长期以来，美国环保局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套法规，来保护农民免受杀虫剂的伤害。他们需要制订一些规范，比如农场喷洒过杀虫剂后，工人应该在多长时间之内远离农场，以及雇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防范措施，来保证工人的安全。多年以来，美国环保局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项各方都认可的法规，后来，他们终于决定，把利益各方召集起来，共同拟定一个指导性的纲要。参加协商的有农场工人、杀虫剂制造商、农场主、州级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各方碰头开会几个月后，终于到了草案签署的最后一步，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农场工人代表突然退出了协议。其他各方感到无比惊讶，他们问农场工人代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方回答：“牵头的环保局有偏见，我们不信任这个决策过程。”

如果是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恐怕这事就成了谜，除了农场工人自己，别人都不会知道中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在这个案例中，一个意料不到的渠道却把谜底揭晓了。原来，参加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当时都通过网上公告板分享信息，组织者发给农场工人使用的电脑一直由他们自己保存，他们误以为这样自己的内部交流就可以私下进行，环保局就无法得知。直到后来这些代表才发现，他们的交流记录大家都看得到。从公告板中他们的对话来看，农场工人们之所以退出协商，是因为谈判马上就要成功了，这就意味着，各方会达成一致意见，以理性的方式对农场工人所关切的问题做出回应。但是，工人们觉得，要想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此时退出谈判会比留下来更好。通过这种方式，农场工人团体可以将自己的身份政治化，可以为他们的组织和游说活动赢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所以说，他们的退出在外界看来是一种敌对的行动，但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他们的利益，为日后的诉讼做好铺垫。

应对愤怒公众的传统观念

我们相信，许多商界高管以及政界领袖都从他们的公关顾问那里得到过很坏的建议。他们往往被夹在公关人员和法律顾问之间，前者给他们提出一套复杂的斡旋技巧，后者则在公共舆论的范畴之内大谈法律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给出的建议是这样的：





●不要和公众对话

●隐藏信息

●公布的信息越少越好

●那些愤怒的人们都是极端分子

●无论如何，不要安排正式的公开讨论

●不要和他们会面，这会使他们的诉求合理化

●如果不得不对话，也得按照你自己的方式进行

●让低级别的管理人员和公关专家去和他们讨论

●要确保这些接触的私密性

●像这种你不能控制的对话，绝不能见诸媒体

●如果有风言风语，说你们做错了什么，立刻划清阵线，与对手对峙，尽可能赢得舆论同情

●借助公众人物（比如摇滚明星、电影演员、卸任的政府官员以及有声望的社区领袖）把你的案子推向公众

●质疑对手，谴责他们，忽略他们的诉求

●用科学的不确定性做掩护，如果失败，用自己的专家来反驳对方的结论

●如果你的所作所为已经难以掩盖，赔偿一笔钱，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金钱可以息事宁人





而我们则相信，面对愤怒的公众，有一种更好的应对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帮助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同时也使我们的政府机构更具有公信力。我们的方案与全质量管理体系以及近年来的政府再造运动是完全一致的。这套方案既有实用性、又合乎伦理。它所要求的行动很简单，适用性很强。我们把这套方案称为：应对愤怒公众的互利方法，它包括六个基本原则。接下来的一章，我们将更具体地分析之前提到的案例，借此对这些原则进行阐释。



【注释】



[1]
 这里指的是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而不是近年来美国政治领域出现的茶党运动。——译者注




[2]
 因盛放这种化学品的桶的颜色为橙黄色而得名。——译者注




[3]
 加拿大政府在十九世纪末叶在印第安人保留区设置了“社议会”（bandcouncil），取代原住民传统的政治管理设置。社议会设有一名议长，“社议员”（councillor）的数量则依据人口比例设定。议会由社民选举产生。——译者注




[4]
 圣经《撒母耳记》（Books of Samuel）第17章记载有大卫和歌利亚的战斗故事。歌利亚是传说中著名的巨人，力大无穷。他带领菲利士（Philistine）军队进攻以色列，连续四十天无人应战。最后，牧童大卫用投石机打中歌利亚的前额，并割下他的首级。大卫日后统一以色列，成为大卫王。“大卫对抗歌利亚”成为“以弱胜强”的代名词。——译者注




[5]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向越南喷洒了大量名为橙剂的毒性落叶剂，造成了大批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环境污染。1984年，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诉讼，陶氏化学公司等橙剂制造商向一个美军老兵基金会支付了1.8亿美元，以补偿他们受到的伤害。——译者注




[6]
 指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曾以谎言否认自己的政治丑闻。——译者注




[7]
 马里恩·巴里，早期曾积极参加黑人民权运动，1978年当选为哥伦比亚特区的第二任市长，1990年因吸毒被判6个月监禁。1994再次当选，成为哥伦比亚特区的第四任市长。——译者注




[8]
 奥利弗·诺思，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官员，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越战期间获得三枚勋章，退役后进入白宫工作。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期间，作为关键人物卷入1986年“伊朗门事件”，以及此后的“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丑闻”。文中称诺思对国会撒谎，指的是对上述事件调查期间他的言论。1994年大选中，诺思作为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候选人竞选联邦参议员，但未能成功。——译者注



第三章

一种互利的解决方法



前
 文提到过，阿肯色州杰克逊维尔的居民，曾经无比担忧附近工厂的有毒废物会造成健康危害，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别担心，任何事物都有风险。”克里族人曾经反对在自己的土地上兴建大型水电工程，魁北克省长辩解道：“七百万魁北克人的选择是不会错的。”一家知名的公关公司曾经向高乐氏建议，要避免与公众辩论某些化学成分的科学价值以及安全性，因为公众会很“情绪化”。这些公司或者政府机构的公关方式都是错误的。他们试图说服忧心忡忡的公众不要担心，或者劝告少数人，多数人的选择不会错，但是这种做法只能是适得其反，不可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因为，一些群体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和立场表示强烈不满，而他们却拒绝与之直接交流。

互利方法的六项原则

●响应对方的关注

●对事实进行联合调查

●做出应急承诺，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并对意外产生的可知影响作出赔偿

●承担责任，承认错误，共享权力

●自始至终以诚信为行事之本

●着眼于建立长期关系





这六项原则看起来十分简单，至少第一眼看上去如此。然而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原则转化为行动之后，它们与传统的公关方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当公司与政府机构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之中时，当被反对者被贬低、被妖魔化为“只想捞钱的拜金猪”“生态极端主义女纳粹党”时，不要说对反对者所关注的问题做出响应，连听不听他们说话都是个问题。而事实上，被挑战的公司与政府机构必须遵循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响应
 对方的关注
 。只有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上退一步，“穿着他人的鞋走一里路”，才能明白对方最根本的利益是什么。用谈判理论来说，如果双方都无法理解对方的需求和关注点，那么谈判就会陷入零和僵局，大家唯一的共同立场就是继续为敌。马克斯·贝泽曼（Max Bazerman）以及玛格丽特·尼尔（Margaret Neal）在他们的著作《理性谈判》（Negotiating Rationally）中总结说：“在谈判中，如果双方都能理解对方的观点，并且能够把它解释清楚，那么协商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1)



第二条原则看起来同样简单明了：对事实进行联合调查
 。换句话说，要试着把双方都认可的一些信息摆在桌面上。对于习惯了传统模式的机构来说，这条原则比较让他们担心。特别是律师们，他们一贯苦口婆心地劝说自己的主顾，不要把不利消息透露出去。道康宁公司就曾经花了至少15年时间，还有数不清的金钱，来保护各种证据，以免自己吃官司。企业高管也不希望自己独有的信息进入到公共领域，以免竞争对手利用这些信息与他们抗衡。

另一方面，决策者如果决定与对方分享信息，他会希望把可能范围之内的最好情况摆出来，以保证不会因为信息公开而惹来麻烦。但是，“可能范围之内的最好情况”未必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信息。如果“对方”因为信息来源而拒绝接受内容，那么，分享信息的做法反而会起到消极的作用。因此，决策者必须作出判断，什么样的信息能引起他人的兴趣？什么应该告诉对方？什么应该按下不表？什么应该让对方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去寻找、去发现？

如果信息的收集、分析、整理以及包装都是关门进行的，当它们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就算它是准确无误的，也没有什么公信力可言。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门打开，鼓励各方共同寻找事实，也就是说，一起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对于那些一心想控制结果的人来说，一起寻找事实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提议。然而，当今的世界上，人们对什么都充满了怀疑，随时准备用专业知识或者阴谋论来做出反击，这种情况下，还是共同寻找真相更有可能产生令人信服的结果。

第三条原则是：做出应急承诺，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
 并对意外产生的可知影响作出赔偿。
 如果真的可能产生不良后果，与其坐等它发生之后付出高额赔偿，不如事先把这种影响降低到最小。比如说，本书两位作者自己就曾经介入一宗案子。一家地区性医院决定搬迁到另外一个地址，新址附近的住户抱怨说：“医院周围车来车往，救护车的警报声又那么响，我们的房产一定会贬值。”大多数情况下，医院可能会这样回答：“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搬到这儿来是得到许可的。”“不要担心，房产价值不会受到影响的。”在我们看来，医院的正确做法应该是，鼓励所在街区的住户提前把他们的房产价值估算出来，形成正式文件，提交给当地一家银行。医院则会建立一个第三方保管账户。如果有业主在医院建成之后的五到十年之内决定出售房屋，而售价低于当初的财产估算值（要考虑该地区的经济形势变化以及通货膨胀），那么医院的第三方保管账户将补偿这位业主的损失。设立这样一种房产价值保险机制，人们对“未来将会发生什么”的议论自然能够消失。提前做出的承诺保证了利益人群免受可能的风险伤害。这样的承诺确实需要企业和政府把钱用在公众身上。如果一家公司或一个政府机构做出承诺，称某些情况不会发生，或者不可能发生，那么，给这个承诺提供支持的，应该是一笔风险补偿金。

第四条原则也很简单：承担责任，承认错误，共享权力
 。我们再来看一看前面提到的那家医院的例子。医院在最初的建筑设计提案中，对医疗设施的要求很高，他们提出要120个床位，估算出的成本是1亿2000万美元。州立法机构敦促医院启动了一场公共咨询，重新考虑它的方案。最后，医院修改了最初的提案，设备需求降至90个床位，造价为7000万美元。更重要的是，这种设施新、规模小的医院密切反映了医疗市场的快速变化和高度竞争，即，强调缩短患者等待时间，加强流动医疗服务、家庭自助医疗以及增加社区医疗网点。而医院最初的提案很有可能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社区居民认为，正是因为自己提出的反对意见，使得医院避免了5000万美元的工程成本，更不用提建成之后的经营损失了。然而，医院的领导层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向社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使得医院可以缩小规模，更贴近当地的环境，同时也更符合更大范围内医疗市场的需求。他们这么做只是因为州政府拒绝了他们最初的提案。对于医院来说，与批评者并肩而坐，“让一些非专业人士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并非他们愿意接受的。事实上，医院如果能大方地承认自己当初的提案没有顾及居民的利益，这释放出的善意将是难以估量的。一句简单的“谢谢”足以大大改善医院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还不用花钱聘请公关专家，听他们的摆布。然而，医院领导层却认为，就算他们握有最终的决定权，但要和社区民众分享权力，这依然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第五条原则和上一条原则有着紧密的联系：自始至终以诚信为行事
 之本。
 信任这个概念是难以捉摸的。什么是信任？如何建立信任？信任在不同的情况下或者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是否不同？我们认为，虽然大家对信任的概念存在争议，构建信任的机制却是相对清晰的。信任，或者缺乏信任，首先与“期待”相关。也就是说，为了得到别人的信任，我们必须要使他们对我们产生期待；或者简单点说，如果我们想巩固原有的信任，或者得到更多的信任，就要做到“说我所想，想我所说”。伪装意图、美化事实、编造“更好听一些”的故事，这些显然都不是“说我所想”。这并不是说在传播过程中，语言的微妙和老练并不重要，只不过，作者把一条古老的格言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诚实是最好的策略”。“想我所说”同样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想履行诺言，那就不要做出承诺。同样，如果明知他人做不到某件事，就不要勉强他人做出承诺。任何夸大或是错误的言论都会毁掉一个人的名誉，因为事后你会不得不收回你的说法，或者会自相矛盾。而且，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有机会挽回。

要让美国的许多职业经理接受前五条原则已经很困难了，第六条无疑是难上加难：着眼于建立长期关系
 。无论是供职于私人企业还是公营单位，在管理人员眼中，季度报告、年度股东大会、短期股市波动、每月日常支出的变化、财务收支报表以及最近的民意调查已经让他们应接不暇，他们不得不埋头于现在，无暇顾及那么远的未来。的确，当今的市场日趋分化，国际化竞争愈演愈烈，有很多因素会促使公司忽略长期关系。不过，有些公司，比如美国汽车制造商土星公司，已经逐渐发现，关注客户的长期需求是有回报的。诚然，忽略长期关系，在短期内可能看不出有什么坏处，但长此以往，那些心怀不满的客户、屡屡受挫的选民以及一群愤怒的民众，迟早会转而另觅他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消费者向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厂商传递了这样的信息；1992年的总统选举，选民同样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所以说，如果你在乎公司的名誉和公信力，如果你想改善公司两年以后的财务状况，那就从现在开始，着眼于建立与公众的长期关系吧。

以上就是互利方法的六条原则，虽然我们已经指出，将这六条付诸实施会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原则是可以应用于实践的。下面我们会做一个综合案例研究，它是我们把若干真实的事件糅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虚拟案例，名字叫“老塑料工厂”。这样做是为了用生动具体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将互利方法的六项原则与传统观念互相对比。过去几年，我们使用这个案例，给超过1500名企业高管和政府高官上过课。

公关人员有时候会零零星星地把互利方法付诸行动，但我们认为，更好的方式是使用一整套方法来应对愤怒的公众。六条原则彼此影响，互相诠释。只遵循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会降低整体效果。因为，忽略任意一条原则，都有可能造成行动上的前后矛盾，这样就可能激化，而不是安抚民众的情绪。总之，我们提出的这套原则，更适合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当然，怀揣着简单几句话，盲目地一头往前冲，完全不考虑具体情况的特殊性，这也是不可取的，会造成许多问题。所以说，这六条原则是指导性的纲要，行动中具体的判断还需要丰富的经验，而不能简单地把它当成随处可用的万金油。

经典案例：老塑料工厂

1979年，跨国企业哈尔西恩化学公司（Halcyon Chemical Company）购买了一家塑料工厂，准备开工生产。然而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这家厂子生产的塑料阀门的需求量开始下降。不仅如此，技术先进的碳素纤维很快淘汰了又重又不结实的塑料阀门。工厂停产了两年，哈尔西恩化学公司也为它承担了两年的经济责任。之后，它将工厂卖给一家叫马文联合公司（Marvin Associates）的开发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升温，马文联合公司将工厂夷为平地，打算出售这块土地。不过公司总裁马文很快发现，工厂原址处于一个正在蓬勃兴起的商业中心，这个中心包括一些高科技公司，两边各毗邻一条高速公路。于是，公司决定在工厂原址建设一座购物大厦，既可以吸引到白天在商业中心工作的职场人士，同时也可以服务于附近城镇的居民。

1990年，马文联合公司的律师联系了哈尔西恩化学公司的法律事务部。原来，在工程建设的最后阶段，当工人们清理施工现场的一个角落时，发现了一些废旧容器，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有毒废料。这些化学品在美国环保局的有毒污染物名单上赫然在列，但是它们向周围环境渗漏的程度如何，将会对附近的商业和居民带来什么样的潜在风险，这些却都是未知数。哈尔西恩化学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告知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公司只是在短期内拥有工厂，并且已经把它卖给了马文联合公司，根据美国《综合性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的规定，哈尔西恩公司可以争取避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是，要是根据这项联邦法案所规定的责任条款提出免责主张，双方就会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哈尔西恩化学公司咨询了其他几个遇到类似情况的公司，了解到了可能出现的长期诉讼和成本代价，决定承担清理有毒废料的责任。

之后，哈尔西恩化学公司联系了马文联合公司。因为塑料厂原先的所有者已经破产，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两家公司也没能实现三方分担清理责任的意图，于是二者达成协议，按6:4的比例分担清理成本（哈尔西恩化学公司承担大部分费用）。两家公司聘请了一位污染控制专家，专家报告指出，正如大家所担心的那样，污染问题确实存在。被掩埋的废旧容器中依然存留着许多化学溶剂，而且大量含致癌物的溶剂已经渗透到土壤中。万幸的是，污染控制专家宣称，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污染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在工厂周边的土壤中并没有检测到任何有毒物质。工厂本身处于一个很小的地理洼地，而且幸运的是，它的地基下面恰好有一层粘土。咨询过几位工程师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渗漏的化学物质既不大可能向周边蔓延，也不可能向下继续渗透，进而影响到向邻近居民区提供饮用水的地下蓄水层。基于以上情况，污染控制专家向承担主要责任的哈尔西恩化学公司建议，他们可以向政府申请豁免。也就是说，如果公司可以证明污染状况以及潜在风险并不严重，责任方就可以免于接受政府部门一整套细致繁冗的监管程序，自行决定清污措施，自负其责。但是，清理完毕之后，仍然要由政府部门检验是否达标。至于采取什么清污技术，以及类似的一些决定，政府将不会过多干涉。污染专家向哈尔西恩公司保证，申请豁免，可以节约许多时间和金钱。

申请豁免

传统回应方式

马文联合公司听到这番话之后大大松了口气。它建议哈尔西恩尽快向政府提交豁免申请，这样他们也可以加快购物中心的建设进度。根据顾问的说法，申请豁免最多能够减少一到两年的政府监管程序。两家公司都同意继续留用这位顾问，以保证申请的技术环节不会出现问题。和政府部门及当地官员打交道，马文可不是个新手。除了保留豁免申请顾问，他还建议可以采取另外两个措施：一是聘请一位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公关专家，为之后的豁免申请“加点润滑剂”；二是启用马文联合公司的媒体关系部，让他们准备一系列新闻稿，向公众说明，研究证实工厂存在的健康威胁微乎其微。“我们要引导公共舆论。”马文说。

不过，他们申请豁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之前，那个地区的一些公司就向政府提交过同类申请，但获得批准的却只有四分之一。此外，一部分申请还招来了社区居民的攻击，称这些公司试图逃避清理责任，想要敷衍了事。有几家公司甚至遭到了媒体的口诛笔伐。

互利方法

哈尔西恩公司总部派出了一位老练的公关副总裁，协助处理此事。他建议先搁置申请，同时督促马文公司和哈尔西恩公司建立一个社区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当地官员、推选出来的州政府代表、邻近居民以及关注此事的公民团体，同时两家公司也要派代表参加。他提出，要让所有对事件感兴趣的人都参与到决策过程当中，不能漏掉任何一方，否则日后他们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任何受邀加入委员会的成员，都有可能将此举视为合作的姿态，因此，副总裁还建议，不妨推举一位在当地德高望重的居民担任委员会主席，同时邀请一家调解公司来召集会议，为协商团队制订一套基本的行为规范，以及设置讨论的议程。这样可以保证决策过程的中立性。

副总裁还建议顾问委员会去会见州政府官员，以便对豁免程序以及豁免未获准情况下政府的监管程序有所了解。他还提议两家公司为委员会提供一笔工作基金，具体来说，双方拿出5万美元，委员会可以用这笔钱聘请专家，对工厂残留废料的潜在风险作出评估，并用来支付调解公司的费用。为了保证这个过程的绝对中立性，在聘用什么人担任技术专家这个问题上，委员会和两家公司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另外，两家公司提供的资金将存在一个独立账户中，由顾问委员会成立的一个五人执行小组负责管理。

此外，公关副总裁建议两家公司向顾问委员会说明，申请豁免可以节约时间和金钱，这就意味着清理工作可以进行得更快，投入到其中的钱款会更多。他强调，两家公司和顾问委员会都希望能以最快速度清除有毒废料，在这一点上双方有着共同利益。最后，他建议，是否进行豁免申请，顾问委员会来做出最终决定。不是通过投票的方式，而是内部达成共识。作为委员会的成员，两家公司的代表应该尽量让所有利益相关方直接介入此事。

起初，哈尔西恩化学公司负责这一事件的经理以及马文都持怀疑态度。他们反驳说：“我们怎么能让其他人替我们做决定？这是我们自己的项目、自己的命运，我们应该自己做决定。况且，他们会把事情拖得更久。”

面对公司高层的疑问，公关副总裁指出，虽然他们确实是主宰者，但受污染的地块以及新项目的建设不仅牵涉到公司的利益，同时也对周围社区的居民造成了长期影响。因此，当地居民代表在申请豁免这件事上，应该有权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还指出，到目前为止，地方媒体还没有对这起污染事件表态，但是假如当地利益相关各方被排除在决策程序之外，这就等于授人以柄，媒体就极有可能与两家公司针锋相对。同时，到目前为止，当地政府的大部分成员还没有被卷入到这起事件中，也没有利用他们与州长的关系将事态扩大。所以，“申请豁免这么重要一件事，如果我们把当地人摒除在外，这不等于把他们都推向一条阵线，共同与我们为敌吗？何必如此呢？”

马文联合公司却不同意他的说法：“你这是无事生非，是养虎为患。”公关副总裁自己也承认，对于公共咨询的过程，他心里也直打鼓，但是他的确见过成功的案例。况且，一旦当地人知道了公司正在申请豁免，所谓的“虎”早晚要成“患”。就算是权力机构做出两家公司免于接受政府监管的决定，当地人仍然会把豁免权解释成公司逃脱责任的手段。而且，因为公司并没有咨询当地居民和官员，他们就有理由指责这两家公司在进行暗箱操作。

马文联合公司紧接着说：“好吧，就算公共咨询的主意不错，那钱的事情呢？我们怎么可能平白无故拿出那么多钱？”

公关副总裁成竹在胸，他镇定自若地回答：“假如我们死死攥住钱包，一些人就会认定咨询过程不透明。委员会中的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你看，他们握着钱，所以他们说了算。’所以，现在松一松手，拿出一些钱来，将来你的利益迟早会实现。”马文和哈尔西恩公司的代表终于勉强同意，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

后续研究

一个由25人组成的委员会宣告成立。一名曾经多年参选地方官员的退休商人出任主席。经过面试，委员会选定了一家调解公司。尽管这个顾问委员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经过两个月富有成果的讨论，他们支持两家公司向政府提交豁免申请。转折点出现在这里：两家公司同意，豁免过程中的每一项清理决策，他们都会向顾问委员会征求意见。与此同时，州政府环境与健康部门要求两家公司针对各种可能的补救技术和方案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作为豁免申请的一部分上交。顾问委员会还替他们选择了一家新的咨询公司，他们认为之前的顾问专家虽然很有实力，但委员会不想给社区居民留下一个只是摆设的印象，他们希望能有所作为。

传统回应方式

虽然马文联合公司采纳了公关副总裁的意见，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措施，但是对于清理污染的花费问题，马文越来越担心。公司一名工程师说，咨询公司很可能向他们推荐两种补救方案：移动焚化（mobile incineration）或者是转移有毒物质。移动焚化要么在现场建造一个焚化炉，要么把一台小型焚化炉搬移进来，焚烧受污染的土壤。转移有毒物质则需要进行现场挖掘、装载以及运输，把污染土壤运送到某个现有的大型焚化炉进行焚烧，或者填埋。在听取了细节报告之后，马文联合公司倾向于移动焚化，因为这样做的成本要比转运污染土壤低得多。此外，他们也无法保证能够找到一个大型焚化炉来焚烧所有污染物，这项工作可能要持续数年，而不是几个月。至于填埋呢，谁也不能保证那些深埋的污染物不会渗出或者转移到其他地方，那么公司未来所要面临的法律责任就会增加。

顾问委员会选定的咨询公司还没有拿出报告，马文已经催促公司相关部门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准备提交给政府。马文认为，一旦把选择摆在社区面前，两家公司就都得为推出节省成本的补救措施而大费周章。他说：“民主固然美好，但是马文以及哈尔西恩作为两家公司，要考虑缩减成本，支付员工工资，还要赚钱保障股东的权益。当地社区可以随便提出一个既不可行又没有效率可言的提议，因为最后结账的不是他们。”为了确保自己的策略能够成功，他提出，在州政府为审核豁免申请和清污方案召开的听证会上，两家公司应该派遣一些专家，大讲特讲移动焚化的好处。马文恰好有一个朋友，他妻子的叔叔是附近大学的环境工程教授，马文确信那位教授会愿意帮他证实使用移动焚化方法的优越性。

马文说他的这位朋友还提到一种玄妙的方法，叫“相对危险评估”，它可以证明，即使移动焚化相对来说存在更多的健康风险，但是比起午夜开车或是坐在烟雾缭绕的餐馆里，那些增加的风险是微不足道的。最后，马文还提到了可以为他说话的媒体，他们可以发表文章，强调移动焚化的多种好处。哈尔西恩公司的当地经理感觉到自己像一个乒乓球一样，在马文和公司总部公关副总裁之间被推来挡去。

互利方法

马文讲了移动焚化的种种好处，哈尔西恩公司的当地经理是认可这种判断的。不过在公关副总裁的影响下，他也怀疑马文的策略可能不会对公众产生很强的说服力。他认为，马文将成本考核作为中心问题是短视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对于这种“决定——宣布——防卫”的工作模式，社区会做出何种反应。一旦有一方开始请出吹鼓手，另一方也会如法炮制。所以，马文的策略只会激怒批评者，刺激他们搬出“极端分子”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最终的结果，不外乎是一场刀笔官司，并加剧公众头脑中的混乱和怀疑而已。

公关副总裁提出了互利方法作为替代方案。他认为与其事先起草一份有既定结果的技术报告，还不如让顾问委员会联名向咨询公司提出要求，让他们起草一份更加客观的评估报告，对两种清污措施的成本以及益处做出分析。与此同时，顾问委员会对评估方法和技术手段可以进行全面考察，甚至对最终的方法论原则也有发言权。因为，如果想要让顾问委员会见证两家公司在行动中表现出的真诚，他们首先需要理解，不同的研究假定和技术选择，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什么？”马文大叫起来，“你是说我们既不能先看一下那份报告，更不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做些改动？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要知道，那些报告是我们的财产。”

公关副总裁又一次试图向马文解释，这样做只是实现他的目的的另一种方式而已。社区居民对相关研究了解得越少，就越不可能相信研究的客观性、公正性以及准确性。如果说研究的初衷是为了让那些怀疑论者相信，所谓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是微乎其微的，那么仅仅拿出一份完整的最终报告——不管是谁起草的——都达不到这个效果。“如果我们只是向他们提交一份最终报告，不管报告有多么客观，他们都会认为结果偏向于我们。这样的报告不可能改变任何人的看法。”副总裁说完之后，马文开始动摇。

副总裁还建议，顾问委员会应该致力于在清污措施的选择上达成共识，其基础有二：一是委员会能接触到所有信息，二是清楚社区利益所面临的风险。就像马文所说的，移动焚化对于公司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但相比远程焚化来说，可能会对周围的居民带来更大的健康风险。有鉴于此，副总裁建议，如果移动焚化产生了意外发生的可知负面影响，公司可以提供赔偿金。

“除了采取减损措施，还要为意外发生的所有负面影响支付赔偿金？”马文听到这些观点之后，大声叫道：“你脑子没有出问题吧！那些事情还有没发生，就算发生了法庭也不一定会采信，我们怎么能现在就为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承担责任？”当然，马文的说法不无道理，公司不能为社区周围产生的全部病例或问题买单。现实生活中，考虑到空气污染、二手烟、石棉污染、地下储油罐泄漏、变压器散发出的多氯联苯、水龙头的铅含量以及位于该地区其他的污染企业，要让哈尔西恩和马文区区两家公司，为任何人都有可能面对的风险承担责任，的确是丧失理智的行为。然而，尽最大可能降低潜在风险，列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某些特定的伤害作出应急赔偿，并承诺具体的赔偿金额——前提是这些伤害确实发生了，并且有确凿的证明认定是由这两家公司的工厂和项目引发的，那么，这种做法符合所有当事人的利益，包括两家公司本身的利益。

虽然移动焚化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但公关副总裁依然建议两家公司，主动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减轻移动焚化可能带来的损害。比如，把焚化炉建造得高一些，虽然成本更高，但是更有利于焚烧气体的疏散。此外，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如果有足够的累积证据表明，移动焚化产生了有害后果，两家公司应该立即联合承诺向受害者提供赔偿。总体上说，副总裁认为，人们应当为自己犯的错买单，向受害者提供赔偿。除非让社区居民感到自己可以从中受益，否则他们是不会答应任何事情的。因此，只有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损害做出赔偿承诺，你才有可能期待公众支持你的决定。同时，副总裁对马文表示，如果像咨询专家之前提到的，移动焚化的风险还不及烟雾缭绕的餐馆，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马文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这个建议，最终又一次同意了。他对哈尔西恩公司的员工们说：“要么，互利方法是继切片面包之后最好的一样东西；要么，就是你们怀着善意把我带到了地狱。”

而哈尔西恩的公关副总裁则回答道：“我做的事符合逻辑，仅此而已。”

公开陈述

让马文松了一口气也让副总裁暗自高兴的是，州政府批准了公司的豁免申请，使他们避免了两三年的案牍之劳。但是与此同时，州政府也不会告诉他们接下来的任何行动步骤。哈尔西恩公司和马文公司必须自己决定，应该如何与社区居民打交道。总的来说，一方面州政府不会在进度方面拖后腿了；另一方面，假设公司犯了错误，州政府也不会替他们受过。并且，州政府依然拥有监督权，如果公司的清污效果最后没有达到监管标准，州政府有权要求他们返工。

事件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清楚，是时候与广大的社区民众见面了。虽然顾问委员会已经协商了几个月，会议总结发到了公众手中，一些会议甚至通过当地有线电视进行了直播，但是，现在公司要做的是向民众提交风险评估报告、清污减损计划书、现场管理方案，接受他们的审核与批评，与这些相比，之前所做的一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顾问委员会虽然倾向于移动焚化，但是现在看到连毗邻的社区都想提出自己的想法，便决定暂且不提出最终的建议，而是先听听所有人的声音。此时，工厂附近最大的社区，已经订好了当地大学里座席最多的一个礼堂。

传统回应

马文正在度假，于是安排他的公关公司负责筹备公众大会。他们制作了一个精美的PPT文件，使用了彩色页面以及大量图表，同时制作了一份四色的小册子，开会的时候会发到每个人的手上，再加上一份描绘着金色浮雕图案的行动计划活页夹。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聘用了一家会议管理公司，专门负责视听器材。“不要担心，”公关人员安慰公司高层，“我们会尽量提醒工程师们，乏味的细节要少讲，深奥的术语要少用。我们有很多照片和漂亮的图表，足以向社区民众展示可能存在的相对风险，这些风险他们也都已经接受了。”小册子的首页写道（顾问委员会不曾见过）：“经过艰苦的科学研究以及海量的证据分析，马文联合公司和哈尔西恩化学公司（以及社区顾问委员会）一致确认，移动焚化是最安全、最有效、最可行的清理技术，能够将购物大厦施工现场的污染物清除掉。”

互利方法

预定的社区公众大会召开前一个星期，顾问委员会主席看了这份小册子复印件，不由得怒从中来。“就凭这些花里胡哨的文件，社区居民才不会买你的账！”他大声吼道，“再说，到底要用哪种清理技术，我们还没有达成一致呢。”他马上召集顾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公开陈述的最佳设计方案。同时，他坚决要求，之前一直为顾问委员会工作的协调公司，同时担任这次大会的协调人。从委员会主席以及调解公司的立场来看，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份工于设计、严格控制的陈述发言。他们认为，所有与公司意见相左的居民，都应该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应该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意见对于最后的决策产生了影响。

哈尔西恩公司公关副总裁敦促两家公司做出承诺，将与社区顾问委员会（如果需要，仍然可以吸收新的成中）紧密合作，以达成一个能满足各方面需求的最佳共识。

不出意外，马文果然对这种方式感到担心。“我的工作是为了维护马文联合公司的利益，不是为了达成一份可以取悦所有人的协议。”

公关公司也开始插话：“我们不能同时为两个、三个或者五十个客人服务。”显然，在为公司做宣传和与社区达成共识之间，公关公司有他们自己的选择和立场。

然而，他们的选择在哈尔西恩公关副总裁的眼里，并非那么不可动摇。他认为，对于公关公司来说，支持马文联合公司无可厚非，但是整件事情的关键在于，要赢得公众对移动焚化措施的支持，公关公司的主张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几十年前大众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说过，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一场精心设计的公关攻势传达给公众的信息是，有人想把公司的意志强加于人。反过来，也表明公司可能隐藏了什么秘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利益相关各方的代表们共同来形成媒体、形成信息呢？此外，许多居民其实很乐意成为正在建设的购物中心的顾客，他们可能愿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推动项目成功。如果大厦还没有落成，公司就拿出一副高压威逼的姿态，这怎么可能树立一个积极的形象，吸引当地人成为未来的顾客呢？公关公司虽然倾向于内容受到严格控制的陈述发言，不过鉴于以上种种，他们也愿意尝试一下互利方法。

大难临头

两个月之后，一场成功的公众大会结束之后，观众席上的一位女士要求在顾问委员会的例行会议上发言。之前她从未出席过这样的会议。她站起身来，挥舞着自己的拳头，大声说道：“我这里有一份名单，上面有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些家庭，他们的孩子患上了各种各样的儿童癌症。”她首先转向顾问委员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是我认为，几个月之前发现了有毒污染物，现在又有这么多可怜的孩子们得上了癌症，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关联的。”然后，她又对两家公司的代表说：“你们是罪魁祸首，应该承担责任！”

毫无疑问，这位女士的照片出现在第二天报纸的头版上。照片中的她挥舞着拳头，配图的粗体字大标题写道，《又一条拉夫运河？》
[1]

 (A nother love Canal?)对于报纸的做法，顾问委员会感到难以接受。之前他们做了那么多工作，媒体从来都不闻不问。更令他们感到气愤的是，委员会几名成员曾要求这位女士拿出证据来支持她自己的言论，而报道中对此只字未提。哈尔西恩公司现场经理正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手机响了，马文的声音从听筒那边传来：“你看见那张照片了吗？有人冲我们发难了。战斗要打响了。”

传统回应方式

马文说：“我聘请了一位专家来处理这件麻烦事。”他陈述了一下那位危机管理专家提出的策略。“首先，我们要请一位专家来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他将向公众证实，诸如白血病这样的儿童癌症，与工厂附近的化学溶剂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度可言。他还有一张全国各地科学家的名单，如果有哪家媒体，愿意就那位女士观点的科学性提出挑战，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透露给它。另外，我们在内部有熟人，他明天就可以拿出一些图表，证明住在工厂一百里以外的任何人，都绝对不可能受到那些化学物的影响。”

马文继续说：“今天早上我的律师告诉我，与清理污染无关的任何责任，我们都应该立即否认。毕竟，这才是我们两家公司一致认可要做的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拥有那家工厂才几年啊，我们没有义务承担之前的业主犯下的错误。”马文的律师建议他无论如何要避免公司陷入诉讼。“我们不会再讨论赔偿金问题了。”马文说，“要是继续这么做，就好像我们确实做了什么坏事。现在的情况已经糟透了。”

最后，马文用一种诡谲的口吻说：“我们得想办法让那位女士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哈尔西恩现场经理问道：“你的意思是？”

马文解释说：“很明显她就是想挑起事端。有人对我说，她正想谋个一官半职，走上仕途。大学期间，她学的就是政治学，曾经加入过许多激进的环保组织，比如绿色和平组织。”哈尔西恩现场经理以及马文越来越坚信，应该谴责这样激进的、不负责任的指控。他们决定想办法说服社区里的一些“理性”居民，让他们相信，那位女士的话完全是信口雌黄。

马文说：“我们得找到一些‘理性’的居民，得到他们的支持。假如当地有一部分受人尊重的市民相信我们，愿意光顾我们的购物中心，假如他们认为那位女士说的话是天方夜谭，其他人应该也会跟着相信我们。”

互利方法

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公司代表们担心，那位女士的指控，以及报纸上耸人听闻的标题，会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如果当地癌症发生率的确有所增加，而这种增加的确与塑料工厂的污染物有关，两家公司无疑将会面临这样那样的法律责任（尽管从法律角度来看，二者之间的松散联系很难建立起来）。如果社区的孩子们正在面临危险，则应该会有人立即采取行动。没有人知道那位女士发起攻击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但是，她的指控确确实实为社区的咨询过程蒙上了一层阴云。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尤其感到沮丧，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努力、思考了那么久、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抱有那么良好的意愿，但是，面对这场灾难，所有这些却都无济于事。

曾经有那么一刻，连哈尔西恩公司的公关副总裁都觉得马文是对的。毕竟，事情走到这一步，他们所能做的和大家最初的想法比起来，也没什么不同。也许马文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之前一次次召开的顾问委员会会议经过几个月来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在这个危难的时候起到了扭转局面的作用。在整个咨询过程中，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渐渐地对两家公司变得友好了。他们的代表赢得了委员们的尊敬，彼此之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公司的清除污染行动只遇到些许负面压力，甚至连豁免申请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社区大会上，没有人质疑公司发布的清污行动技术信息。委员会实际上已经达成共识，同意采用移动焚化措施。那位女士提出指控之前，在社区居民看来，顾问委员会是一种合理合法的公共咨询途径，能够保证社区的利益得到关注。甚至在事情发生之后，顾问委员会会议也没有对那位女士的言论置之不理，没有辩解哈尔西恩公司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经营这家塑料工厂的。所有人都认为质疑是严肃的，应当认真对待。他们同意在下一次委员会会议上专门讨论此事，当然，两家公司坚持，应该给哈尔西恩的一名公共卫生专家发言的机会。在前几个月的咨询过程中，顾问委员会中有一名成员曾对两家公司不断施压，但恰恰是这位委员，要求那位女士为自己的言论提供依据。这些，才是真正的进步。

哈尔西恩的公关副总裁认为，马文提出要质疑那位女士的声誉，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会破坏马文和哈尔西恩两家公司的名誉。如果她的观点能够站得住脚，世界上最好的公关策略也无法抹杀事实。如果她的说法站不住脚，那也应该由顾问委员会向她发出诘问。

假设公司抱着“背水一战（bunkermentality）”的心态，又回到传统的老路子，社区顾问委员会肯定会怀疑，这两家公司从头到尾对自己根本没有以诚相待。再说，两家公司已经做出过风险承诺，如果发生了可知的伤害，并且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他们会认真对待赔偿金问题；这样一来，社区居民就可以控告公司自食其言，失信于人。

几经反复之后，公司向顾问委员会提出了以下几个行动步骤：





●举办一次为期一天的专家会议，对公众开放。会议由两家公司和顾问委员会联合组织，邻近一所大学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负责帮助组织方邀请相关专家。与会者将对之前出现的指控作出评价，前提是所有指控应该以文字形式提交。

●考虑到公众的担忧日益加剧，公司承诺将采取短期措施，确保现场安全。这些措施包括：在现场周围树立一道围墙，避免儿童进入污染区；使用混凝土填埋，防止出现污染物扩散。和之前一样，两家公司将主动与州政府监管部门及顾问委员会合作，共同商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决定。

●作为对社区居民关注问题的回应，公司同意对现场进行联合监控。技术专家一直强调，现场被挖掘之后，应该在废料桶以及污染土壤周围放置监控器，以监测可能进一步发生的泄漏。这项措施应该立即落实，刻不容缓。

●实施临时保护措施之后，公司将与州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合作，以专业、全面、客观的态度，调查研究邻近社区的儿童癌症病例。顾问委员会将再一次帮助公司选择研究团队。同时，公司在征得受事件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的同意之后，将会邀请一个中立者前来协助调查。





哈尔西恩公关副总裁敦促马文继续采用互利方法。如果后期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并不奏效，随时可以回到公关公司提供的老路子。

马文对副总裁说：“没有哪条法律明文规定我们必须这么做。你一直劝我们要放弃传统方式，但我怀疑你让我们付出了更多。你知道我的公关人员怎么对我说的吗？他说他是一个宣传员，我们付给他工资，就是为了让他多传递我们的主张，少做有负职业公关人身份的事情。我觉得你和你的公关人员，怎么反而好像是对方的代言人！”

副总裁试着劝说马文从另一面来看问题：“只要那些居民感到自己不安全，他们就会一直愤愤不平。更糟糕的是，只要他们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他们就会怒火中烧，甚至失去理智。要减少他们的愤怒，第一步就是要减少愤怒背后的威胁。公司在这一点上如果无动于衷，在对方看来就是全然不顾他们的感受。这会让他们更坚定地认为，公司完全不负责任。”

副总裁指出，他所要求的，仅仅是落实一些花费并不高的过渡性措施，以确保污染现场的安全。他并没有要求公司拿出一笔巨额开支，相反，只要适度的开销，就可以让开发项目回到正轨。诚然，公司目前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程序的约束，但是，为了确保居民的安全，维护消费者的信心，保护他们最重要的一笔资产——名誉，公司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主动有所作为。

尘埃渐落

顾问委员会决定继续采用互利方法来应对那位女士的控诉。针对儿童癌症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根据州政府的估计，完成这项研究至少需要两到三年。在这种情况下，顾问委员会建议，两家公司再次举行一场所有社区人员都可以参加的公共大会。顾问委员会当中有一个成员表现一直很积极，他是当地的一位银行家。这位委员对两家公司说：“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谁知道癌症发生率到底有没有增加啊？我怀疑，如果调查研究依然进展缓慢，人们会慢慢泄气，干脆去考虑法律诉讼。这些是我听说的情况。所以，无论如何，你们现在不能走开。”

于是，两家公司再次举行了公共大会。这一次愤怒的社区居民请了援手来替他们说话。会议大厅后面出现了几个新鲜面孔，那是几位年轻的律师。一名当地环保人士提到，他所在的团体得到了另外一个组织的帮助，这个组织名叫“反毒物公民联盟”（Citizens UnitedAgainst Toxics）。州参议员办公室以及国会地区办公室都派出了工作人员参加大会。会议上，几位居民向两家公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向市政府及邻近地区的居民支付赔偿金。一些居民声称，受污染事件影响，社区的房价已经开始下降。还有一些人担心，污染物将给自己和孩子们造成威胁，他们想知道究竟谁能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另外一些人甚至认为，事件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公司应该向他们支付精神损失费。他们说：“我们面对这么大的风险，应该得到赔偿。我们也不想再等研究结果了，说不定结果本身还是有纰漏。我们需要你们马上行动！”

会议结束之后，马文和哈尔西恩公关副总裁召见了各自公司的律师。双方的律师都指出，社区居民几乎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找到证据，在法庭上支持自己的主张。两家公司将只承担清除污染物的法律责任。律师们还认为，污染研究正在进行当中，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显示，当地的癌症发生率上升了；但是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工业活动有很长的历史，几乎没有人能够拿出科学的依据，百分之百确定地指证，老塑料工厂泄漏的化学品和那块被污染的土地，就是发病的根源。律师们同时也指出，假如案件在州立或者联邦法庭拖上几年的话，居民们索要的赔偿金加起来，恐怕也不会超过两家公司的辩护费。

传统回应方式

马文的首席助手对他说：“答案很清楚，我们只承担清除污染的法律责任。在法庭上，如果有人以废料桶泄漏造成伤害为由提出指控，我们败诉的可能性小于5%，甚至极有可能小于1%。我会对他们说，律师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公司面临的法律责任是微不足道的。你们要是不相信，那我们就法庭见。结果呢，不过是我们继续清除污染，仅此而已。”让人意外的是，马文听了之后很平静。首席助手于是压低了声音继续说：“对于那些带头攻击我们的关键人物，我们也可以悄悄地给他们一笔钱，息事宁人。我们可以要求他们签署一份声明，承认这笔钱并不构成我们有罪的证明。此外，他们还要答应，之后不会再向公司索取伤害赔偿，不管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群体名义。如果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条件，我们还可以为社区修建一个棒球场。”

马文问：“还有吗？”

助手说：“我想我们应该请一个法律顾问，万一我们真上了法庭，他可以为我们辩护。我们反而希望，那些外来的环保积极分子和虎视眈眈的人身伤害律师把水搅得更浑。这样的话，倒给我们一个机会，看看我们究竟有没有能力对付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也可以趁机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互利方法

然后，马文转向哈尔西恩公司副总裁：“你是怎么想的？”

“我倒是有一点儿不同的想法。”副总裁回答，“我以为，哈尔西恩和马文公司应该做这几件事：





●“继续按计划清理污染。清理工作完成之后，两家公司协议出资，用于长期监控该地区所受到的公共卫生以及环境影响。监控工作最好由附近的州立大学负责管理。

●“如果有任何个人可以合理地证明污染对其造成了伤害，公司将公开向其提供赔偿。理赔只涉及实际经济损失，即伤害的实际代价。

●“与顾问委员会合作，寻求在伤害举证的标准和方法上达成一致。

●“鼓励顾问委员会成立一个联合仲裁小组来解决争议问题。仲裁小组应该由三个仲裁员组成：公司选择一人，顾问委员会选择一人，再由前两人推选出第三人。

●“设立一个社区信托基金，由顾问委员会或者它的执行委员会负责管理。如果十年之内，仲裁小组没有做出任何赔偿裁定，所有资金将退还给公司。公司将努力把基金总数控制在法律诉讼的成本范围之内。在总数确定之前，公司将与顾问委员会协商，争取就首期资金的合理数目达成一致意见。”





律师们完全不同意他的提议。马文的法律顾问对公关副总裁说：“我非常尊重你的想法，可是我认为你的方案非常危险。这就等于我们已经盲目地承认了错误。如果这么做的话，张三李四王五，谁都可以向我们要钱。我们会破产的。”

马文的助手同意法律顾问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何苦要给自己找这么多麻烦呢？惹祸的工厂最早又不是我们的。”

副总裁解释说，按照他的方案，公司要承受的经济负担与对簿公堂的诉讼费基本持平。“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确定，我们在法庭上可以取得更好的结果，可以节约金钱和时间，那我们就按你说的办，任由那些人控告我们。”他认为，有些情况下诉讼的确是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意协商的人来说。但是就这件事而言，公司还没有与社区居民协商过，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至于损害举证的程序问题，公关副总裁建议两家公司直接与顾问委员会协商。如果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公司随时可以上法庭。如果双方达成了一致，则仲裁小组可以从中协调，帮助双方签署协议。有不少成功的私人公司做的就是仲裁服务的生意。现在，各种诉讼服务动辄以小时计费，法庭的审理程序又繁冗拖沓，所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了解决争端，已经开始转向私人仲裁公司寻求帮助。副总裁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公司和顾问委员会在赔偿基金的总数上不能达成一致，公司可以先只拿出一笔首期资金，在未来六个月到一年之内，双方可以继续协商。

副总裁对马文的律师以及首席助手说：“不错，你说的对，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是就算我们无所作为，也不等于说批评我们的人会就此罢休，打道回府。如果人们真的感到了威胁或者伤害，不管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都会一门心思要寻求安全和赔偿。如果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从当前的形势中得到好处，不管是不是光明正大，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找我们的把柄。如果我们私下里给某些人一笔钱，息事宁人，世上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到时候，得到消息的人会认为我们在用钱收买人心，而没有公开公正地处理社区居民的投诉。再说，拿了钱的人和坚持原则拒收赔偿的人之间会因此分裂，那就会导致社区分化，招来更大的愤怒。”

大家又讨论了一阵子，最后，所有人都看着马文：“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办？”

马文把身体向前倾了倾，双肘撑在桌子上，说道：“我和哈尔西恩公司因为要解决这个难题，已经共事快一年了。我们有过分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开始相信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事情到现在，很难说一切完美，我们可能依然要面临一些损失。不过，购物中心一期已经开始营业，一切都很顺利。顾问委员会不像我之前所想的，好比一匹没上笼套的野马，相反，他们跟我们合作得很好。当然他们不是事事都能跟我们想到一块儿，但是，他们尊重我们。至于说官司呢，我们想打随时可以去打。所以我想，我们还是按照哈尔西恩的路子走下去吧。”

当他们走出会议室时，公关副总裁私下里问马文：“到底是什么彻底说服了你？”

马文说：“好吧，老实说，我不得不承认，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原因。有一天我走进一家当地餐馆，一个长久以来很让我伤脑筋的对手跟我说，‘马文，你知道，我不敢保证我喜欢过你这个人。但是自从购物中心遇到那一堆麻烦事儿之后，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不管怎样，就算对你没什么好处，该做的事情你还是会做；换句话说，你让人信得过。正因如此，我才时常光顾你的购物中心。’”



【注释】



[1]
 读者可以参考“拉夫运河有毒废物污染事件”。——译者注



第四章

意外事故



对
 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发生事故都意味着冰与火的严峻考验。决策者此时必须面对无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受害者、来自新闻记者、来自公共利益团体、来自一般意义上的公众。其中有些是外部产生的疑问，比如：发生了什么事？谁会受到影响？有危险吗？程度如何？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哪些能够真正实施？也有一些来自组织内部，比如：我们哪些地方出现了漏洞？现在应该怎么办？该不该有所行动？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告诉谁？告诉他们什么？谁来告诉他们？往往是在企业首席执行官或者政府高层知晓事情的真相之前，事态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一但危机处理不当，一个组织的公信力和声望，就会在公众心目中丧失殆尽。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两次大的事故成为了引人瞩目的新闻事件。一次是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另一次是1989年“埃克森·瓦尔德斯号”油轮的石油泄漏事故。尽管事后证明三里岛事故的实际后果并不严重，但是由此引发的公众对于核灾难的恐慌却遗留至今，以至于整个核电工业从此无法摆脱它的阴影。“埃克森·瓦尔德斯号”事故则产生了即时可见的可怕后果，并且其影响迁延甚久，迟至六年之后，相关诉讼还在繁冗的法律程序中艰难地进行着。

一方面，用这两次事故来当做案例，以期获得有广泛适用性的经验和教训似乎有所不妥，毕竟核灾难和大规模的原油泄漏，并不同于政府或企业日常需要面对的种种事故，的确，有谁会想象自己要应对如此巨大的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怨呢？但是另一方面，就公众的愤怒情绪和危机管理的基本元素而言，这两次危机与企业和机构日常所要面对的公关事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能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的危害更大。再者，本书力图批判一些传统的危机处理观念，而三里岛和“埃克森·瓦尔德斯号”事故所波及的范围是如此巨大，它们恰恰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层面上审视传统公关策略赖以为根基的种种推定和假设。本章将仔细解析两次事故中的每个决策，并试图发现其中的缺点和不足。如果企业或政府机构希望能更加有效地应对被种种事故激怒的人群，驾驭好这架呼啸疾驰的过山车，他们就需要从这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更好地处理事故后的公共关系。

说还是不说

每当有事故发生，决策者必须在危机露出端倪的时候，就迅速决定什么时候把事情说出来、对谁说、说多少。假如事件的影响力是波及全国的，那么媒体会即刻开始报道，并迅速传播。在三里岛核反应堆事故这一案例中，管理层在不到四个小时之内就了解到他们所面对的将是一场全国性的危机。他们必须在危机到来之前明确什么应该公布，什么不公布。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一味地掩藏、规避、草率地向公众做出保证，并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事后来看，三里岛事故所造成的实际危险远达不到人们设想的可能后果。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任命的凯梅尼（Kemeny）委员会经过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此次事故对现场以外民众充其量只会产生最低限度的影响。
(1)



他们发现，“三里岛事故将不会导致可以检测到的癌症、发育异常以及基因疾病等病例。”
(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三里岛事件给整个核工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这次事故中安全系统的运转情况，却证明了反应堆的冗余设计是非常有效的
[1]

 。尽管如此，这次事故还是坐实了人们对于核电站的最坏担心，也证明之前核电支持者们所宣称的这类事故几乎不可能发生的论断是错误的——毕竟，一个故障阀门就引发了一次全国性的危机。管中窥豹，故障后几天之内所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明白了一家公司可以多么迅速地失去公众的信任。同时，这个案例也警示我们：一家企业失去公众信任，会对整个行业产生多么严重的困扰。

经典案例：三里岛危机

三里岛危机并非凭空出现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对核电技术的担忧持续加剧，核泄漏、堆芯熔化（meltdown）
[2]

 ，还有长久以来存在的核废料危险，这些都让人们感到了威胁。公民组织不断地对已经投入运营和在建的核电站发起抗议。就在事故发生前几天，媒体还报道了卡伦·西尔克伍德（Karen Silkwood）的家人与其生前供职的核能燃料公司对簿公堂的新闻，之前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西尔克伍德驾驶的车辆被逼出路面并致其死亡，她的家人坚信，西尔克伍德是因为试图揭露公司危害员工安全而离奇死亡的。
[3]



就在三里岛事故发生的当天，简·芳达（Jane Fonda）出演的影片《中国综合征》（The China Syndrome）正在上映，电影讲述的也是核电站发生堆芯熔化的故事。总而言之，公众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了核能危害问题上，反对者们正在等待着这样一场事故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尽管心怀恐惧）：人类无法安全地驾驭核能。

第一天：1979年3月28日

凌晨4时45分：事故开始了





宾夕法尼亚州大都会爱迪生公司新近建成的两座核反应堆是用三里岛命名的。1979年3月28日，星期三，凌晨4时45分，二号核反应堆的技术主管乔治·孔德（George Kunder）来到电站。这座电站位于萨斯奎哈纳河（Susquehanna River）中的一座小岛——三里岛上，距离州议会大厦仅11英里之遥，不久之前刚刚开始运转。从凌晨4时开始，二号反应堆就已经停堆了。孔德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发生了：主冷却剂系统（coolant system）似乎存留了过多的水量，而系统的压力水平又过低。5时15分，孔德与核电站经理加利·米勒（Gary Miller）商讨事态，米勒提出与大都会爱迪生公司主管发电厂的副总裁杰克·赫贝恩（Jack Her bein），以及设备制造商巴布科克和威尔科克斯公司（Babcock and Wilcox）的技术代表开会商议。7时02分，爱迪生公司通知宾夕法尼亚州紧急事务管理局（Pennsylvania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三里岛电站进入现场紧急状态。很快，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宾州州长、以及州政府的一些部门都得到了通知。

大约8时左右，宾州温内斯伯罗（Waynesboro）当地的一名记者对州警察局进行例行的晨访，发现三里岛出现了问题。8时25分，宾州首府哈里斯堡的WKBO广播电台报道了这条消息。9时02分，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向全国发布了这条新闻。顷刻之间，电话如潮水般涌进了核能管理委员会位于华盛顿的总部和位于宾州普鲁西亚王（Kingof Prussia）的分部。三里岛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故事由此展开。起初只是公司管理层关于设备读数异常的一次内部商讨，此时开始迅速演化为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被媒体关注的新闻事件之一。





早7时：全面紧急状态和第一次公告失误





到上午9时之前，爱迪生公司已经做了两件损害公司信誉的事情：一是公告失误，二是核电站已经宣布进入全面紧急状态，却未能及时将此事通告公众。上午7时15分，副总裁杰克·赫贝恩联系了公司公共关系经理布莱恩·费边（Blain Fabian），要求他做好应对媒体的准备。费边迅速起草了一份公告，该公告称核反应堆由于给水异常出现故障，将会停止运行一周。这份公告向公众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而与此同时，控制室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层尚在试图判定问题的确切性质。这份停运公告固然使一些人相信公司正在处理问题，但是回想起来，它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让人们以为公司对于故障的量级毫无概念，或者不愿意将其透露给公众。因为事实上，事故发生后，净化二号核反应堆用了超过十年的时间，而且从此以后这个反应堆再也无法运行了。

上午7时24分，经理加利·米勒根据核能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宣布三里岛核电站进入全面紧急状态。当时的设备读数显示，反应堆安全壳的辐射量已经达到了危险值，存在着“对普通民众的健康和安全带来严重后果”的可能”。
(3)

 核能管理委员会得到这份信息是在7:40，而媒体在事故第一天则对此毫不知情。也许是出于疏忽，也许是有意为之，不管怎样，爱迪生公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重复了同样的错误——没有能够向政府官员及公众及时告知关乎公共安全的确切消息。





上午9时：公司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沟（Information Gap）





到了上午9时，联邦及州政府官员所得到的信息，与公司管理层所获知的关于二号反应堆的情况，已经相去甚远。九点左右，宾州放射防护局（Bureau of Radiological Protection）官员威廉·多恩赛夫（William Dornsife）与电站经理加利·米勒就反应堆情况进行了一次谈话。尽管当时的温度读数显示，堆芯可能已经裸露，冷却程序已经出现异常，多恩赛夫仍然被误导，认为所有的应急系统都在正常运转，事态的发展都在控制之中。他在事后告诉调查人员：“我当时并没有质疑。他给了我那么多信息，我没有时间去质疑。我们那时候完全依赖于他们所提供的信息。”
(4)



上午9时30分，米勒与爱迪生公司的质量管理经理乔治·特罗弗（George Troffer）进行了一次谈话，米勒告诉特罗弗他没有将某些实际情形描述给多恩赛夫。这些“情形”没有确切出现在谈话记录中，但调查者形成的印象是，米勒不愿意向多恩赛夫提供真实的信息。一次调查谈话记录显示，米勒早在上午8时就获知，堆芯损坏已经得到证实。
(5)



公司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信息沟在危机首日的上午和下午不断加深。上午10时15分，三里岛二号核反应堆的技术主管乔治·孔德告诉核能管理委员会的唐纳德·哈弗坎普（Donald Haverkamp），右侧热段（hot leg，是主冷却剂系统的一个管段，用于将加压水排出反应堆堆芯）温度的读数为华氏517度，这个读数是了解堆芯情况的关键指标。事后的调查显示，这一个小时内实际的热段温度读数在730度到780度之间。考虑到系统压力，这200度的温度差意味着水和蒸汽的差别。如果在热段中有蒸汽，就会发生蒸汽阻塞，反应堆冷却剂泵就不可能实现冷却功能，此时堆芯就会裸露出来。根据参议院所做的一次调查，当时反应堆一个回路中的热段温度已经从680度至少增加到了730度，而公司却从未向核能管理委员会总部报告这个情况。

当天晚些时候，大约下午4时，爱迪生公司向核能管理委员会第一区分部报告，堆芯内的热电偶数据（相较热段温度，这是一种能更加直接地反映堆芯温度的计量方式）无法获取，因为设备只能打印出一连串的问号。这些问号意味着：要么温度超过了700度，要么设备出现了故障。没有堆芯内数据，爱迪生公司就无法证实热段高温所提示的可能性：堆芯可能已经裸露。但是，事后根据对当时核电站计算机打印内容的分析，堆芯内的两个热电偶实际上都测量到了超高温度，而几乎与此同时，爱迪生公司却向核能委员会报告了热电偶异常。

危机发生最初几个小时内出现的问题，部分地可以归因于数据不足、形势混乱、控制室内的不同意见、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但是各种档案文件清晰地显示，公司高层决意自行控制局面，向政府官员和公众隐瞒了当时核电站的一些重要信息。





上午10时：混乱在加剧





上午10时，控制室的工作人员正竭力查找问题、降低堆芯温度，与此同时，公司公关团队则试图将最好的形象呈现给公众。大约10点钟左右，爱迪生公司发布了他们的第二份正式公告，称“公司已派出放射物监测小分队在现场及周边地区巡察，以便及时监测可能出现的放射性泄漏。目前尚未有任何发现，预计未来也不会发现任何泄漏。我们现在正努力使反应堆冷却下来，以实现正常的冷停堆，这样将不会对民众产生任何后果。”
(6)

 这份声明甚至并非出自公关部门，而是由电站经理加利·米勒亲自起草的，但他却没有向公众提及，就在两小时之前，他已经宣布核电站进入全面紧急状态。

上午11时之前，放射防护局的官员威廉·多恩赛夫根据他与米勒的谈话，向宾州副州长威廉·斯克兰顿（William Scranton）汇报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10时55分，斯克兰顿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事件不会对公共卫生和安全产生危险。”
(7)

 他明确地宣称，三里岛附近没有监测到超出正常水平的辐射量。而当多恩赛夫被点名回答技术问题的时候，却宣布监测到了少量的放射性碘。原来就在记者招待会开始之前，他从放射防护局领导那里获悉，宾州戈尔兹伯勒（Goldsboro）附近发现了可检测到的放射性碘，而此时他已经来不及向副州长通报这个消息。招待会上出现了相反的信息，这不仅让记者们感到吃惊，也让副州长措手不及。

大约到了中午，爱迪生公司发现，超标放射物并不是像早前多恩赛夫所说的那样在戈尔兹伯勒附近出现，而是在电厂周边被检测到的，于是发布了第三份公告：“……在核电站之外没有任何显著的超水平辐射记录，未来也不会发生放射性泄漏。”
(8)

 鉴于实际上电站周边监测到了超标放射物，而原因尚不确定，爱迪生公司在措辞时选择了“显著的”（significant）这个说法，以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义它的标准。不过，它再一次错误地向公众保证，不会出现后续的泄漏。他们没有明确地公布超标放射物的记录值，而是选择了做出保证。公司一味地试图以这种策略来安抚民众，却在发布公告时丝毫没有虑及信息的准确性，也没有预计到，事态发展的多种潜在可能，会将公司拖入尴尬的境地。

下午1时15分，杰克·赫贝恩在与他的上司、爱迪生公司总裁沃尔特·克赖茨（Walter Creitz）谈话之后，临时召开了一场4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上，爱迪生公司并未透露那几个提示堆芯已经裸露、燃料棒已经受损的关键数据，也没有告知媒体，公司为了冷却反应堆，已经从上午11时左右开始向外排放蒸汽，直到下午1时。赫贝恩在召开发布会之前才下令停止排放，因为他并不确定蒸汽中是否含有放射性物质。爱迪生公司甚至没有向州政府报告此事，直到副州长办公室召开会议、政府部门问及此事的时候，他们才做出回答。至此，爱迪生公司已经开始失信于政府。





下午2时30分：失信于政府





下午2时30分召开的会议至关重要。参加会议的有三里岛相关人员、副州长和其他政府官员，有三点使得州政府确信，三里岛有意向官方隐瞒了核电站的重要情况。

会议很快陷入紧张的气氛，因为官方察觉到爱迪生公司不打算向政府和民众通报他们早先排放蒸汽的情况，副州长不得不单刀直入地向他们提问：“你们是不是已经排放了放射物？”
(9)

 赫贝恩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但最终还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因为公司急于想证实未来“不会发生放射性泄漏”，所以他们想看看排放出的蒸汽是不是真的会给宾州带来放射污染。这显然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来表现审慎。州长的新闻秘书保罗·克里奇洛（Paul Critchlow）回忆说，“我们问（赫贝恩），为什么你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告诉记者？他说没有人向他问过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话题没有被提及，总之就是类似这样的回答。这使得我们这一方立刻开始产生警惕，觉得对爱迪生公司得小心对付。”
(10)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会上，爱迪生公司坚称核电站以外没有出现问题。但是，放射防护局局长托马斯·格鲁斯基（Thomas Gerusky）却得到下属的报告：他们测量到外围的辐射水平已经升高。这使得格鲁斯基认定，爱迪生公司要么不掌握确切的情况，要么就纯粹是在掩盖真相。

第三点，公司闭口不谈堆芯裸露、燃料棒破损的问题，但州政府却从早先与公司的谈话中得到一些线索，高度怀疑至少有一部分燃料棒已经受损。格鲁斯基后来曾对调查人员说：“我想我知道的情况比他们告诉我的还要多些。”
(11)



相比于这些事实上的失误，爱迪生管理层的行为方式尤其令州政府官员不满。格鲁斯基后来告诉调查人员：“我想态度比什么都重要。他们精心措辞，他们和官员谈话时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而不是一五一十地把事实摆在桌面上。”
(12)

 格鲁斯基回忆，会议结束时，“当他们离开后，每个人都在摇头，表示就冲着他们提供信息的方式，‘我们也不再信任他们了’”。
(13)

 这种意见后来得到了另一份文件的支持，后者是由众议院针对三里岛故事方的信息报告情况所做的调查。这份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资料显示，三里岛核电站管理层在3月28日向宾州和联邦政府所报告的关于事故的总体评价，与他们内部对事故严重性及复原工作难度的认定，二者并不一致。”
(14)



到下午3时30分，距离核电站出现事故不到12个小时，州政府已经对爱迪生公司失去了信任。州政府高层认为，公司已经误导了他们。他们毫不迟疑地把这个看法传递给了普通民众。舆论很快散播开来：爱迪生公司完全不值得信任。





下午4时30分：宾州政府摧毁了爱迪生公司的声誉





州政府迅速决定，撇开爱迪生公司，在下午4时30分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副州长斯克兰顿告诉媒体，“爱迪生公司最初通报的情况我们信以为真，但真正的形势更为复杂。我们正在做更进一步的检测，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相信，事故还没有对公众健康造成危险。但大都会爱迪生公司之前向诸位、向我们提供了自相矛盾的信息。”
(15)

 一名记者问斯克兰顿，爱迪生公司是不是误导了州政府，他回答说：“爱迪生公司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排放含有放射物的蒸汽了，尤其是他们还在公告中说，他们并没有向大气中排放放射性物质，对于这点，政府方面的确非常失望。”
(16)

 斯克兰顿还告诉公众，爱迪生公司之前排放蒸汽的时候，没有向政府报告，但他们承诺，今后如果需要继续排放，将会通知州政府。而两天之后，爱迪生公司再次违背诺言。

州政府表明不再信任爱迪生公司，于是公司决定在次日上午自行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下午4时30分，公共关系经理布莱恩·费边拟定了发布会的流程，并打电话给核能管理委员会，请他们出席。委员会公共关系主任乔·福查德（Joe Fouchard）回应说不去。他表示核能管理委员会希望保持调查者的身份。这次遭拒，只是令爱迪生公司日益窘迫的若干公关难题中的一个而已。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公关人员连起草公告的时间都没有。到后来，公关部和技术部疲于应对，几近崩溃，公司高层不得不亲自接听电话。

当天傍晚，大多数美国人从电视上第一次看到了关于三里岛事故的报道。当时的电视新闻领军人物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如是说：“那曾经是核梦魇的第一步，今天之前也是最糟糕的一幕。但是政府官员宣称，今天发生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原子能发电厂的事故却突破了这个记录，有可能成为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核事故。”
(17)



第二天：1979年3月29日


头条新闻


3月29日，星期四。媒体报道说，“关于事故的细节尚存在分歧”
(18)

 .核能管理委员会的一位官员称，事故的起因是反应堆中的某些过滤元件异常，爱迪生公司副总裁杰克·赫贝恩则认为，是冷却系统中一个泵上的阀门失灵，而设备制造商宾厄姆·威廉米特（Bingham Williamette）却声称，他们生产的泵上根本就没有阀门。在华盛顿，科罗拉多州（Colorado）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认为，这起紧急事故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赫贝恩则强调技术原因，称“反应堆的备用系统运转完全正常”，但是温度过高导致泄水槽发生破裂，泄漏出了放射性蒸汽。
(19)

 公众和媒体希望知道这次事故究竟起因于人为失误还是技术异常，但似乎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媒体的报道引发了人们对一件事情的关注：发电厂在没有向州政府报告的情况下，向大气中排放了放射性蒸汽。当赫贝恩被问到此事时，他回答，起初并没有监测到有放射性物质散溢。此时《纽约时报》似乎还是愿意对爱迪生公司做出无罪推定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事故发生后一系列细节上的混乱，应当归因于反应堆安全壳内辐射水平过高，从而导致监测人员无法对反应堆进行检查。”
(20)



但是，媒体已经开始质疑爱迪生公司指定的发言人杰克·赫贝恩的可信度了。他一再强调主安全系统运转完全正常，避免了更为严重的事故。他的这种说法留给媒体的印象就是：“怎么不想想那些没有发生的事呢”。《纽约时报》用“生硬”来形容他的发言，“他使用生硬的术语来描述电站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谈到‘出现了微小的燃料异常’时，只是说‘没有完成设定程序’。”
(21)







上午10时：媒体厌倦了爱迪生公司的乐观论调





在周四上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众对爱迪生公司的信任再次遭遇打击。大约一百名记者出现在招待会上，而最终，有差不多四百名记者报道了这次发布会。公司对于媒体对此事的关注度感到吃惊。总裁沃尔特·克赖茨对《纽约时报》说：“我们不得不面对记者，而他们的数量之多简直骇人。”
(22)



发布会上，爱迪生公司继续强调，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一事实上：反应堆的安全系统有效避免了一次灾难的发生。杰克·赫贝恩针对前一天事态的发展，向媒体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综述，指出附属建筑物出现核能辐射的途径都已经被封闭。公司不能确定堆芯已经裸露了多长时间，但是“并没有出现灾难性或者是完全无法预计的后果”，已经出现的泄漏是“无关紧要”和“微不足道”的。
(23)

 赫贝恩甚至说这次事故在他的眼里并非罕见，因为三里岛一号核反应堆自从1974年投入运转后，也曾不止一次发生过类似情况。

公司的保证并没有起到保证的作用。他们所做的平息事态的种种努力，最终都只是对记者们头脑中的疑虑火上浇油，让他们感到，爱迪生公司在试图大事化小。当赫贝恩被问及附近的居民是否需要进行医学检查时，他回答说：“不，我不认为他们需要去看医生。根本不必有这样的担心。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我们没有让任何人遭受过度辐射。”
(24)

 据观察者说，赫贝恩使用的技术术语，以及他针对提问总是不能给出全部的答案，这些让记者们感到十分受挫。他所做出的保证虽然是基于事实的，但却于事无补。





晚上11时50分：第二天接近尾声





就在第二天临近午夜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州环境资源部（Pennsylvania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向媒体发布了一份通报，宣布三里岛向萨斯奎哈纳河排放了工业废水，水中含有微量放射性元素氙。这份公告对州政府及核能管理委员会的声誉而言，无疑是个污点，同时它也为媒体和公众提供了最后一个理由，让他们给爱迪生公司打上“不讲信用、不正当、不可靠”的标记。

二号堆停堆后不久，爱迪生公司就停止了向河中排放卫浴废水和机房废水的惯常做法。到第二天下午，储存罐里已经收集了大约40万加仑的废水，这些水有轻微放射污染，但完全在核能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安全标准以内。在当天中午，两名核管会官员告诉爱迪生公司，只要符合委员会的规定，可以向河中排放废水。但是，爱迪生公司并没有向住在下游的居民发出通知，就开始排放轻微污染的废水。核管会主席约瑟夫·亨德里（Joseph Hendrie）在下午6时左右得到消息后，立刻下令停止排放。亨德里之前已经遭到了核反对者的攻击，他担心公众在得知此事后，会指责爱迪生公司肆意妄为，核管会疏于监管。事到如今，核管会和爱迪生公司一样，也陷入了公关危机。

亨德里下达指令之后，核管会、州长办公室、环境资源部就媒体公告应如何措辞，争论了六个小时。核管会认为自己已经下令停止废水排放，不愿意再为此事承担责任。州政府认为自己最初并没有同意爱迪生公司排放废水，当然也没有下令他们停止，所以不愿当这个替罪羊。在这六小时的谈判中，州政府发觉，实际上是核管会掌握着同意或不同意排放废水的权力。于是，他们重新修订了核管会起草的通告，声明环境资源部“无可奈何地同意了此举”
(25)

 .之后，电厂排放了剩余的废水。

第三天：1979年3月30日


头条新闻


3月30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信誉的坍塌》（The Credibility meltdown)
[4]



。文章谴责核工业支持者们淡化了核能利用存在的风险，谴责三里岛事故中的所有责任方——企业、职能部门、政治家——“一味开脱责任、言辞自相矛盾”，已经完全丧失了公信力。
(26)



抗议活动很快席卷全国，从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California）的兰乔赛可（RanchoSeco）核电厂，到康涅狄格州沃特福德（Waterford,Connecticut）的米尔斯通（Millstone）反应堆。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校长向教职工呼吁，放弃在曼哈顿校园内建设一座研究性核反应堆的计划。在德国，3.5万名抗议者高呼口号：“我们都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其他示威活动也在欧洲相继爆发。到星期五，也就是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爱迪生公司所属的通用公共设施公司（General Public Utility）股票已经下跌10%，并被停止交易，而与此同时，煤炭板块的股票却上扬了10%~15%。

在媒体报道中，核管会开始发表与其最初的估计相反的言论，轻描淡写地说“并没有人为操作失误”
(27)

 ，看起来现在核管会的官方态度转而支持爱迪生公司。但是，核管会的某些官员却认为，设备出现问题之后，可能存在着人为失误，只不过电厂对于事态缺乏充分的了解，导致他们无法做出最终的判定。媒体开始接受公司最初的说法，相信是泵和阀门出现了故障，导致事故发生。但是记者们仍然对电厂向萨斯奎哈纳河排放废水感到愤怒。即便后来联邦和州政府都已经着手研究、意图同意排放，核管会的一名发言人仍然向媒体否认，电厂曾经排放了含有放射物的废水。





上午7时10分：又一次未经通告的排放，又一次自食其言





星期五上午，二号反应堆的操作主管下令，将补水箱（make-up tank）中的放射性气体转移到废气衰变箱（waste-gas-decaytank），以降低补水箱中的压力。电厂并没有通知爱迪生公司或者核管会，就开始了这项操作。由于系统中出现了漏洞，操作过程中放射性物质再次泄漏到大气中。到上午8时01分，公司的直升飞机在130英尺
[5]

 高度的空气中检测到了每小时1200毫雷姆（millirem）的辐射水平。公司将这个读数通报给了媒体和核管会，但是仍然没有提及泄漏发生的具体情况。

巧合的是，废气衰变箱的可疑超载引起了核管会官员关注，当天上午他们就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他们得出的测算结论是：有计划地排放衰变箱中的废气，周围大气中将会出现1200毫雷姆的辐射量。恰在此时，会上有人说，爱迪生公司向核管会报告了大约1200毫雷姆的辐射量。放射性气体泄漏实际上是在从补水箱到废气衰变箱的转移过程中发生的，而并非从衰变箱直接漏出的，但是因为对此完全不知情，核子反应器管制处（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的负责人哈罗德·登顿（Harold Denton）和核管会的其他官员下令疏散居民。

核管会与宾州紧急事务管理局进行了沟通。一名核管会官员自行决定了一个他认为合理的距离，建议疏散核电站下风处十英里
[6]

 范围内的居民。紧急事务管理局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因为他们还得到了其他与之冲突的建议。当地的消防局得到了相关通知。当地广播电台发布了疏散警告。而在核电站，一名核管会官员却在审查了若干数据之后，向华盛顿总部及第一区分部提出了撤销疏散的建议。上午10时，州长索恩伯格（Thornburgh）联系了核管会主席亨德里，商讨事态。根据州长的提议，他们决定，通知半径五英里范围内的居民在一个半小时之内留在室内，并在相同范围内关闭学校，疏散孕妇和学龄前儿童。在商讨中，州长要求亨德里主席在现场派驻一名专家，作为技术咨询的可靠信息源。当天晚些时候，亨德里为建议疏散居民一事向州长道歉，并委派核子反应器管制处的负责人哈罗德·登顿代表核管会常驻现场，以帮助决策者澄清事实。





上午11时：又一次新闻发布会，又一个错误





爱迪生公司的杰克·赫贝恩再次出现在记者的面前。麻烦很快就来了。上午9时，紧急事务管理局的报告指出他们监测到了“不可控的”放射性泄漏。在发布会现场，赫贝恩竭力向记者们解释，电厂的“有计划”排放产生了每小时300~500毫雷姆的辐射量，公司确认它的后果是“微不足道的”、“可以忽略的”，不值得疏散居民。
(28)

 赫贝恩告诉媒体，“今天我出现在这里，就是来消除大家的恐慌的。完全没有必要进行疏散。”
(29)

 但是公司频频使用“无关紧要”、“微不足道”、“可以忽略”这样的词汇，如同前一次一样，并没有能够减少人们的恐慌。

媒体面对的两条信息大相径庭。州政府将这次气体排放称为“不可控的”，并非“有计划的”，而赫贝恩称之为“有计划的”。此外，当天上午早些时候，公司发布的报告称已经检测到了1200毫雷姆的泄漏，而赫贝恩对此并不知情，说辐射量在350毫雷姆。记者们开始不断质问，形势令赫贝恩疲于应付，而新来的记者们还在提一些基本的问题，这让这位已经被记者追问了三天的发言人恼怒不已。他的回答结结巴巴，说自己对记者提到的高数值并不知情，没有办法争辩什么。早先州政府和核管会就谁该对废水排放承担责任一事互相推诿诟病，媒体对此并不知情，于是在这里又开始质问赫贝恩。赫贝恩焦头烂额，彻底被激怒，回击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公司做每件事情都要向你们汇报。”
(30)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记者们认为爱迪生公司有意隐瞒真相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公司的名声一败涂地。中午12时30分，州政府也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们告诉记者：“我们和你们一样感到无可奈何。我们得到的信息也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的责任是保护宾夕法尼亚的公民，而保护他们，我们就需要更确切的信息。”
(31)

 州长宣布，他已经与美国总统和核能管理委员会主席会谈过，各方一致决定核管会的哈罗德·登顿将作为总统的个人代表，派驻现场。州长还表示：“我在此重申，（关闭学校）这项决定和其他紧急措施都基于一个信念：越谨慎越好。”
(32)

 尽管爱迪生公司已经表示了审慎的乐观，并且一再向公众保证，形势完全可控，州政府的官员们还是当众表达了他们对公共安全的担忧。





核管会自身面临的信任危机





爱迪生公司并非唯一一个面对公众陷入沟通困境的机构。到了星期五傍晚，核管会报告称，有证据显示燃料棒发生严重损坏，主冷却剂系统的样本被检测到含有高水平的放射性碘，反应堆压力外壳的顶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气泡。但是，核管会的一个预言却使得事态一下子变得令人恐慌，他们称三里岛有可能出现堆芯完全熔化的可怕后果。核管会的一名高级官员达德利·汤普森（Dudley Thompson）星期五下午声称，堆芯熔化有可能发生，尽管他将这种可能性描述为“极小极小”，但混乱还是由此开始，合众国际社（UPI）的电讯将他的原话传遍了全美国：“几天之内，而不是数小时之后，我们将面临抉择：用什么方法能将堆芯冷却下来。……我们最终将面临反应堆熔毁的危机。”
(33)



参议员加里·哈特以及众议员莫里斯·尤德尔（Morris Udall）、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的工作人员确认，核管会曾表示过存在堆芯熔化的可能性。事后，汤普森收回了他早前所使用的“堆芯熔化”的说法，称仅有燃料棒的一部分可能熔化。核管会对这种言论的煽动性十分担心，发布了一份媒体公告，向公众保证不会有迫在眉睫的熔毁危险。卡特总统的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Jody Powell）称：“关于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些未经证实的、与事实严重不符的疑虑。”
(34)

 当晚核管会驻现场官员哈罗德·登顿向美国人民保证说“没有迫近的公共危险”，并称“堆芯熔化”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可能性。
(35)

 但就在第二天，“堆芯熔化”一词仍然出现在了《时代》周刊的头条新闻中。

事后的调查显示，考虑到核管会内部关于反应堆中气泡的多种意见，登顿的声明同爱迪生公司的一样乐观，也一样具有误导性。实际上专家们对于气泡的危险性持不同意见，起初是关于它的增大是否可能引起堆芯爆炸，后来则是关于氧气积累的潜在可能会不会引发爆炸。如同核管会一位委员事后所说：“那些错漏百出的报告的确是错得离谱，因为我们全都大错特错了。”
(36)



为了保护哈罗德·登顿的声望，减少事故现场与国会山之间的沟通障碍，白宫和核管会决定尽可能保持沉默，并关闭了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的核管会总部信息中心。由此看来，核管会未必比爱迪生公司愿意提供更多的信息，但在白宫的帮助下，它无疑在受损程度方面要幸运得多。

最后的日子：1979年3月31日至4月1日

登顿上台。爱迪生公司噤声。





登顿凭借他的专业知识和坦白直言，为他的发言人身份赢得了合法性和可信度。上任第一天，他便被称为“总统代表”
(37)

 .第二天他就被认定是“总统的首席排障专家”。登顿，以及州长索恩伯格，很快成了危机中的媒体英雄。就任第三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称赞登顿“用精确、明晰、直白”的语言提供了很多细节，
(38)

 文章说总统亲自点名登顿担任自己的代表，每天都要和他通话好几次。

而当登顿开始交好运的时候，爱迪生公司却继续走着下坡路。星期六，3月31号，总裁克赖茨再次请核管会公关主管福查德出席记者招待会，福查德第三次拒绝。克赖茨决定，就此终止爱迪生公司每日召开的媒体吹风会。在周六的记者招待会上，克赖茨宣布，以后的公共信息都将由核管会单独发布。就在这最后一次吹风会上，杰克·赫贝恩表示他个人认为危机已经结束，这令爱迪生公司的公关困境雪上加霜。一小时之后，登顿告诉了记者们完全相反的论断：“危机不会结束，除非我们能使堆芯进入完全停堆状态。”
(39)

 赫贝恩称气泡三分之一的体积已经耗散，进一步减小了燃料受损的危险，但登顿却没有确认赫贝恩所说的这个数字。他只是说他不认为在当时气泡会引发爆炸问题。

尽管爱迪生公司向媒体通报的信息常常是确切的，有时候反而是核管会给出了错误消息，但是它已经在媒体和公众心目中失去了信誉。新闻界很快接受了哈罗德·登顿担任危机事件的首席发言人。爱迪生公司在这出自己一手操演的戏中，把自己逼迫到了一个无声的角色。他们自己的新闻中心就设在赫尔希会议中心（Hershey Convention Center），直到周五上午那里还在运转，然而到了周六，这家公司基本上已经被媒体封杀了。





危险消除了，但不是对爱迪生公司而言。





危机发生后的第五天，吉米·卡特总统穿着布靴，访问了三里岛的控制室。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德尔敦（Middletown）的市政厅前，总统说：“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首当其冲的、压倒一切的关注点就是整个这片地区民众的健康和安全。……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如果说我们犯了什么错误，那我们所有人都宁愿错在过分警惕、过分注重安全。”
(40)

 尽管登顿仍然表现得小心谨慎，但也像其他一些人士一样，表示有理由相信形势已经得到了实质性的缓解。危机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爱迪生公司的声誉却已经丧失殆尽。

互利方法：说出真相

三里岛事件用如此沉痛的方式向我们揭示：在公共危机中，想要隐瞒确切的消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当危机的若干重要事实尚是未知数的时候，想要避免各种猜测也同样很难。但是，我们应当不惜任何代价杜绝猜测。处在危机中的企业或机构必须选择一位有经验的发言人，他应该能够很好地理解“威信”来自于什么。事故或灾难发生后，处在漩涡中心的如果是企业，管理层首先应该尽全力考虑的是，哪些政府领导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如果是政府机构，相关的官员则应该与他们负责监管的各方保持密切的接触。此外，在这两种情况下，决策者都应该遵循一个根本的策略：诚实，并以足够的激励和控制手段，保证全面、准确地公开信息。这一点是本书提出的应对争端的互利方法最核心的信条。

公开信息利大于弊弊端

我们先拿出点时间，考虑一下来自法律方面、技术方面、以及媒体关系方面的反对意见。

法律角度的反对观点认为：应该保护信息。主要是保护公司及其股东免于承担种种法律责任。因此，企业不能成为公众抨击的对象，不应该为自己没有做的事情担责，在事实被揭露之前不能接受指责，与对方的交涉应该在法庭的保护之下。最关键的一点：保护公司。而承担责任、接受批评的做法，会使公司日后受到更多的损害。

技术角度的反对观点认为：应该控制信息。等到问题的性质已经查清楚了，最好是等到解决方案已经确定了，再公开承认出现了问题。在此之前，应该对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对可能的原因做出符合逻辑的判断，仔细梳理各种可能性，直到找出问题的根源。公众不具备技术专业知识，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前向他们公开信息，只会增加事情的复杂程度。并且，如果只向公众通报问题，却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案，那会使公众认为责任方玩忽职守、缺乏能力，所以最好还是什么都先不要说。

媒体关系角度的反对观点认为：应该制造信息。不管你说了什么，都将会被别人品头论足。所以，最好只告诉大家有限的信息，而且是事情最好的方面，这样别人就没有什么武器来攻击你。公开的内容有助于维护和塑造形象，这才是信息披露最恰当的方式。在受众守着MTV和500个有线频道的今天，所谓事实只不过是一系列可能性当中的一个而已。真相是由媒体制造的；事实由媒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塑型。

优势

上面这些观点固然有它们的道理，但我们还是相信，公开信息利大于弊。

我们的意见是：分享信息。为什么呢？

首先，公开信息可以使公众免受更多的伤害，从而使企业或政府机构在未来免于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设想一下，如果二号反应堆内部温度持续升高，导致不仅仅是部分燃料棒熔损，而是整个安全壳熔化，那么，成千上万的民众就会遭受严重的灾难。政府和公众越早得到确切的信息，大家就有越充分的预警时间。而公众得到的信息越少，他们就越无法自我保护。在法庭上，有意隐瞒事实、并导致公众未能得到原本可以得到的保护，将会使责任方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而不是更少。更何况，在人们眼中，掩盖事实也会使之成为更不可饶恕的罪人。

其次，公开信息能够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假如爱迪生公司如实告诉人们他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它就能够建立起诚实可信的公众形象。这会反过来鼓励公司与外界分享更多的信息，从而对事态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澄清事实、确定反应堆的实际情况、以及向公众发布前后一致的信息。假如公司与媒体、政府和民众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那么它也能够从不同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更快地找到并实施解决问题的方案。假如公司能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而不是盲目夸大对事态的掌控程度，它就能够避免事后出现的尴尬局面：多次食言、因为错误的预计而不得不收回乐观的保证。

第三，公开各方面信息，不论是对自己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能够建立信誉。在很多细节上，爱迪生公司的确给出了正确的说法。他们曾经准确地指出，事故发生的最初原因是一个阀门损坏了；他们也曾经正确地报告说，事故不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危险；他们还曾经正确地预计，不会发生堆芯熔化的严重后果。尽管爱迪生公司掌握的信息大多数都是准确的，然而，没有人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曾经隐瞒了本不该隐瞒的情况，在事情被察觉之后方才承认，而且言语傲慢，自认为是唯一了解形势的一方，最终自己毁了自己的名声。可以说，正是因为掩盖事实，使得爱迪生公司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来掌控。

最后，公开信息还可以获得有益的回馈，从而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处在困境中的公司或者机构应该采取开放的而不是防卫的姿态，这样可以赢得不同方面的帮助，共同制订最恰当的反应方案。就像前文中放射防护局官员托马斯·格鲁斯基所建议的，有关各方一五一十地把事情摆在桌面上，就可以把各自掌握的零散信息整合起来，对事情的总体做出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在三里岛这个案例中，因为核管会没有掌握全部的情况，所以做出了并不准确的判断。比如，从废气衰变箱偶然检出的放射性气体，使他们误以为箱体出现了泄漏，于是，他们向政府提出了疏散居民的建议，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各方面的信息都能够摆在桌面上，让各方面的决策者都能够看到，无疑会做出更合理的决定。

在美国这样的开放社会，地方报纸、地方广播电台、全国电视网、全球有线新闻网、计算机网络、因特网，所有这些渗透了人们的生活，想要隐瞒什么消息，完全是难上加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三里岛事件爆发后，一个联邦法庭正在进行司法审查，考虑是否允许《进步》杂志（The Progressive）刊登一篇关于如何制造氢弹的文章。
[7]

 实际上文章所使用的资料全部都是可以公开获得的。多年以后，哈罗德·登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署（Nuclear Energy Agency）的一次集会上说过一番话：“随着世界范围内媒体的技术能力不断提高，没有人能够掩盖重大的核事故了。”
(41)

 此言极是。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企业与政府应该将信息公开作为一条基本的原则。哈罗德·登顿所说的下面一段话再确切不过了：“我认为，我们时常低估公众理解形势的能力，并且因此有意无意地掩盖信息，因为我们担心不这样做的话，公众的危机感会给我们带来风险，而事实上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用这种方式去面对公众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想让老百姓信任我们，那我们就必须信任他们。”
(42)



诀窍一：分享信息，赢得信任。

以诚信为行事之本

什么是信任？经济学家强调个人在行动中的理性，在他们看来，信任应该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理解：行为者认为从合作中可以获取足够多的利益，因而在面对他人时采取合作的方式，以实现互惠互利。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信任是一种行为模式，它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以一种合作、互利的方式彼此交往，以期实现物质欲望，并满足寻找伙伴、获得身份等社会需求，并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层面上实现身份认同。对于心理学家而言，信任是对来自他人的良好的、支持性意图的期待，这种期待源自于个体在与父母、兄弟姐妹及伙伴的交往中产生的经验。

尽管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信任都有各自的理解，但它仍然是一个待发掘的概念，难以定义和解释。而与此同时，我相信大多数人出于直觉和常识，又都会将它与诚实、互利、声誉等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此外，信任应该还与预期性、一贯性、谅解等这些概念相关。真正的信任应该留有犯错误的空间。信任使得夫妻能够使用联名账户、父母都够借给子女自己的私家车、商人能够握手成交。

至于如何才能建立和维护长期的信任，我想《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里面疯帽子（Mad Hatter）对爱丽丝说得好：“知无不言，言出必行（Say wha tyou mean,and mean what you say）。”这个简单的诀窍爱迪生公司却有点不明白。当他们已经检测到超标辐射值的时候，本应该直接向公众承认，但他们却选择了模糊的方法，声称并没有采集到“显著的”的超水平数值。在第二份公告中，公司也没有向公众告知他们已经确认的事实，而是试图代替公众来解释这些事实。与他们所希望的恰恰相反，媒体和公众并没有把公司的声明理解成安全保证，而是认为公司试图洗白恶化的形势。爱迪生公司既没能做到“知无不言”，也没能做到“言出必行”。“未来不会发生放射性泄漏，”这是他们对公众的承诺，但是之后却向大气中和河水中两次排放了放射物。有言在先，食言在后，爱迪生公司的形象往好处说成了糟糕的预言家，往坏处说则成了不折不扣的骗子。

隐瞒真相很难，这是个简单的事实。小心遮掩这种策略实在是难以奏效。星期五上午，爱迪生公司再一次没有主动向公众通告他们“有计划的排放”，但却立刻报告了大气中1200毫雷姆的辐射量。媒体和政府官员对于爱迪生公司“有计划”的行动并不知情的，理所当然地，就会用这条消息来抨击公司。赫贝恩嘴里的这个“有计划”，在媒体眼里就变成了公司对不利状况的挡箭牌。事后的调查显示，媒体的这种推测实际上是错误的。但是正如一份调查报告所说：“媒体认为，爱迪生公司对核电站的情况了解得十分透彻，理应在事故发生后的任何时间对任何情形都能做出确切的解释。”
(43)

 事实证明，信息的流散比放射物的流散来得更容易。即便公司言行中的不一致可能是源自于内部的混乱或不确定，公众也会毫不迟疑地把这种矛盾解释成恶意的、有预谋的。

诀窍二：知无不言，言出必行

除了知无不言，言出必行，互利方法还有另外一个秘诀，可以极大地帮助企业或机构赢得信任，那就是：了解对方的关注点。媒体和公众已经对爱迪生公司产生疑虑了，当然，这种疑虑可能针对的是他们淡化问题严重性、隐瞒不利消息、保护商业利益，等等，但公众对爱迪生公司产生不信任的最大原因，却是因为他们一直把焦点放在电厂的安全性能可靠、“成功”避免了灾难这一点上，并再三强调公司始终“控制”着局面，这让民众认为这家公司偏离了问题的重心。

相反地，政府官员则很擅长响应公众的关注。卡特总统在对事故地区居民的演讲中说：“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首当其冲的、压倒一切的关注点就是整个这片地区民众的健康和安全……”总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公众最关心的话题。事后证明，核管会的哈罗德·登顿和州长理查德·索恩伯格是这场危机中最有效的两位发言人，他们也和总统一样，强调民众的谨慎、忧虑和担心。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爱迪生公司却没能响应对方的关注，而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淡化、最小化公众的恐惧。他们对公众所做的保证恰恰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人们越来越忧心忡忡，越来越不信任公司。

虽然互利方法鼓励组织与公众分享信息，但这不等于毫无判断力地把所有的事实、假设、甚至一丝一毫的怀疑，都公布出去。信息过剩、表达不当、时机不对，这样的信息公开同样无法赢得公众的信任。核管会公开宣称有可能发生堆芯熔化，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尽管核管会的发言人很诚实，但他的言论无助于媒体和受众把风险信息前后连贯起来。“最终”意味着“不可避免”吗？还是意味着“可能”？如果是“可能”，有多大的可能性？在这个例子中，核管会太倾向于推测事故最糟糕的结果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部门对于实际发生的情况知之甚少，因此很难对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更不用说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了。核管会在这件事上显然忽略了它自己的内部原则：避免推测。

诀窍三：响应对方的关注

选择一位得力的发言人

一个组织只能通过其代表的言行来寻求外界的信任。毫无疑问，完备的应急预案、明确的传播策略、严格的人员培训，这些措施都对组织应对危机大有帮助。然而，当危机真的爆发后，必须有某些人站出来、走到前台、直接面对公众。因此，建立信任需要一位值得信任的发言人。

反应堆出现故障不久，爱迪生公司的杰克·赫贝恩就走上前来，应对局面，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他无疑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工程师和管理者，不过，对比核管会的登顿和州长索恩伯格，赫贝恩在如何选择发言人方面给我们上了一课。

他担当的是一项非常任务。在公众充满忧虑的目光下，赫贝恩不得不去面对一次人们本以为不会发生的事故。他要应对的，一方面是非常复杂的技术难题，而且可知的信息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则是数以百计的记者，他们随时会将他的一言一行传递到千家万户。作为一名管理人员，赫贝恩无疑非常有经验。核管会的一位官员后来这样评价：“作为公司对电厂的主管领导，他尽职尽责、诚实坦率、工作勤奋，我对他充满尊重……”
(44)

 但是作为一个发言人，他必须从核电厂这个相对封闭、技术色彩浓厚的世界，转向普通人的世界，在这里，他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曝光、被报道、被审视、被评论。在电厂，赫贝恩是说了算的人。他的工作伙伴都很熟悉他用的技术语言，他的雇员都很适应那个充满了测量仪、计量表、显示面板的环境，他的顾客是形象模糊的“每个人”，他们每天早晨都会打开由他和公司点亮的电灯。公司员工完全察觉不到这些顾客，就像赫贝恩也完全察觉不到那些员工。但是突然有一天，他被迫要和他的顾客们以及他们的替身——媒体——面对面了。这就像是从后台的技术部一下子被调到了前台的销售部。赫贝恩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要对公众一一解释。这超出了他所能驾驭的范围。

那位曾经对赫贝恩表达过尊重的核管会官员，同时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杰克总是抱有一种强硬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他本身就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是那种……你想回避的人，是个坚持己见、说一不二的专家，对于不知不懂的人，或者是理解问题比较慢的人，他很少有耐心。”
(45)

 事发第一天，在副州长办公室召开了一次会议，事实证明，赫贝恩的态度在这次决定公司命运的会议上成为一个不利因素。他隐瞒情况，传达信息的方式也有问题。一位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州政府官员这样谈论赫贝恩的发言留给他的印象：“事情就是这样，‘哈哈哈，我搞不懂你们这些人对什么感兴趣，我们应该回到厂子里去解决问题。’”
(46)

 当最低迷的时刻来临时，精疲力竭的赫贝恩大声喊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公司做每件事情都要向你们汇报。”
(47)

 他不愿意把所有的事实都摆到桌面上，不了解民众最关切的问题，他不是去为他的行为做解释，而总是在做辩护。

与之相反，哈罗德·登顿则是一位很成功的发言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的态度让媒体感到可靠，他说话从容不迫、心平气和、诚恳可信，他对待公众从不会言语唐突，也不会居高临下。《纽约时报》赞扬他“咧嘴而笑的时候，宽厚的下颚显得十分友善，声音自信而平静”，他的谈话“精确、明晰、直白”
(48)

 .不过这并不是说登顿的表现无懈可击。《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一名记者这样写道：“登顿成为哈里斯堡的英雄，是因为他是唯一可以讲话的人，不过他应该学学怎么能把英语说的和其他人一样。”
(49)



登顿在官方或者非官方的场合都表现得很愿意分享信息。他不仅在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与记者们打交道，而且在其他时间，如果他们有需求，他也乐于提供信息。登顿还得到了政府高层的支持，卡特总统选定他担任代表，州长索恩伯格赏识他、信任他。登顿与高层领导的关系增加了他的可信度，这点是赫贝恩所不具备的，他也不可能具备，因为核管会甚至拒绝与爱迪生公司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再者，对于在复杂的公众场合展开工作，登顿有着丰富的经验。与赫贝恩一样，他也是一名工程师，但与赫贝恩不一样的是，登顿作为核管会核设施法规方面的负责人，他时常出入于国会大厦，并在国会上露面，这无疑让他得到了宝贵的经验。登顿自己这样谈论他在国会山的经历：“我是一名科学家。但是自从负责核设施法规，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去做很多的解释工作……”
(50)



诀窍四：选择一位熟悉情况、经验丰富、善于言辞、平易近人的发言人。

新上任不久的共和党州长理查德·索恩伯格，也成功地赢得了公众的信任。他既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名律师。与登顿相似，对于在公众场合操控局面，他也是经验老道。在危机中，他能够恰当地表现关注，而当危机过去后，他又有很好的幽默感。他对于当时的形势是这样描述的：“你必须得走到摄像机和话筒面前，告诉他们你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你必须得制止各种流言蜚语；当然，你也必须得做出决定。”
(51)

 当然，州长也有助手，他有一名工作人员，主要的职责就是维护索恩伯格的威信。

这个人就是州长的新闻秘书，保罗·克里奇洛。他首当其冲的使命就是维护上司的威信。据他回忆，在赫贝恩惹怒了州政府官员的那次重要会议上，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对赫贝恩的话很是怀疑，我不打算和他一起去配合副州长的工作。我不想帮他树立威信，我要保护的是州长和副州长的威信。”
(52)

 克里奇洛就是州长办公室里专门为州长的声望鼓而呼的人。他固然也犯了不少错误，比如把放射防护局排除在决策小组之外，比如切断了放射防护局与公众的联系，但是他为了维护州长的威望，可谓兢兢业业，这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功臣。爱迪生公司迫切地需要这么一位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可惜他们没有这样的人选。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发言人的权威性呢？尽管每次危机都有其独特的性质，但我们认为公众信赖的发言人还是有着明显的共性。在危机时刻，发言人应该具备以下特质：





●和蔼、友善、令人愉悦、坦白直接

●在组织内部及对外交往中，一向诚实，有很好的声望

●乐于合作，而不是对抗

●熟悉相关技术，并能用简洁的语言解释清楚

●有在公众场合工作的经验

●有一个强有力的助手，能维护发言人的威信

●能得到政府高层的支持

诀窍五：找到一个强有力的臂膀，树立、维护发言人和组织的威望。

谋求外部支持

爱迪生公司曾经试图取得政府领导人的支持。在事故发生的前三天，他们至少利用了三个场合，寻求与核管会及州政府组成联合阵线。不幸的是，官员们不愿意合作。

爱迪生公司试图与政府联手未果，一部分应该归咎于赫贝恩在第一天的态度。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核管会把不接触、少接触爱迪生公司当成了一项政策。核管会公关主任乔·福查德以及第一区公共事务官员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不相信委员会需要从自身以外的其他渠道获取信息。福查德说：“我不认为信息功能需要协作完成。换句话说，我们是监管部门，自己可以应付。我们将采取一些行动，可能会令爱迪生公司感到不愉快。”
(53)

 爱迪生公司对于是否与核管会紧密合作，也不抱积极的态度。赫贝恩就反对与其互相核对信息，因为这样做“会被有些人认为是合谋，我们当然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方。”
(54)

 这种“敬而远之”的关系导致了许多负面后果，其中之一是，危机期间至少建立了七个独立的信息中心，有州政府的，有核管会的，有爱迪生公司的，其结果是信息冗杂，并且时常出现各执一词的情况。

敬而远之的关系固然能够保证自主权和监督功能，但是对于解决问题却是个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在危机状态下，迅速、坦诚、全面的信息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政府官员，以下我们有一些建议。

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合作

我们想对政府官员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不仅是可能建立的，而且在很多案例中已经存在了。并且，政府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合作得越多——当然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政府就越有可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实现它的管理目标，并且达到企业自觉服从监管的效果。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案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陆军工兵部队（US Army Corpsof Engineers）
[8]

 重新评估了它所签署的建筑工程合同，结果发现，尽管每年的预算高达110亿美元，但工程合同所引发的法律诉讼却不断增长，而工程质量却在不断下降。工兵部队雇用建筑承包商修筑大坝、建立军事设施，结果大笔的钱却花在了和他们扯皮打官司上。

面对这种情况，工兵部队实施了一项“伙伴计划”，借助工作坊、团队建设拓展活动、设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在部队与承包商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伙伴关系，消除了之前的对立感。在这种关系框架中，部队不仅仅是监管者，更是合作伙伴，与建筑企业共同谋求在预算之内按时完成工程项目。从1988年开始，伙伴计划逐步推广到了35个区域的4万家合同企业。此后，建设过程中的安全记录和工程质量不断提高、未解决的投诉数量大幅度减少。总之，这种公私伙伴关系节约了开支，减少了争端及相应的高额费用，提升了工程质量。
(55)



现在再来看一个更加复杂的案例。核管会、环境保护局以及其他一些政府机构，他们的职责不仅仅是与相关企业合作，完成联邦政府制订的目标，还要对这些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在美国，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依靠“强制服从”（enforced compliance）这种方法，来保证政府法规得以执行。也就是说，不遵守规范的企业会受到处罚，包括制裁或是罚款。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随着处罚数量及罚款金额的累积，我们并没有看到服从监管的企业显著增加。此外，这种方法成本高、抑制创新，而且导致受监管企业隐匿信息、防范政府。这种做法还妨碍了司法，因为它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反而减少了违规企业真正受到起诉和惩处的可能性。

在其他国家，包括在美国各州和地方层次上，政府部门正越来越多地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人们常常称之为“互动服从”（interactive com-pliance）模式。监管部门与被监管的公司合作，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佳的规范效果。在这种模式中，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是教育企业，使它们能够遵守法规。这么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促进某个行业的发展，就像核管会的前身原子能机构（Atomic Energy Agency），就是以合作的精神，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促进实现公共目标。以英国为例，历史上这个国家并不曾缺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涉，现在也已经采用了这种模式，增强了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规范意识。结果如何呢？企业的守法意识提高了，如果遇到违规情况，政府部门会以顾问的形象出现，帮助对方做出必要的调整，而不是像警察一样对其加以处罚。英国的一位污染控制督察官员这样描述这种工作方式：“我们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教育、劝解和说服企业的过程。我们用这种方式取得的效果要好得多。”
(56)



在美国，工兵部队也尝试用这种方法，促使持有开发许可证的监管对象遵守法规，保护佛罗里达州的湿地。假如持证人违反了许可条款，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之前，监管方会与违规者坐下来交谈。根据一位官员的描述，双方在一种“低调的、友好的”气氛中商讨问题，持证者解释己方的情况，监管方则向对方说明案情，整个过程中没有法官，通常也没有律师到场。监管方在充分考虑双方的意见之后，起草一份约定文书，持证人应遵守其中的条件。如果后者同意这份文件，双方就签署协议，前者则撤销起诉。事实上，采用这种方法之后，撤诉的比率很高，极大地解放了律师团队，使得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案情严重的违规者。持证人理解了监管方对于法规实施持非常严肃的态度，因此，整个佛罗里达地区企业守法的水平得到了提高。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监管方与持证人签署的约定直接保证了佛罗里达湿地免受侵扰，极大地促进了它的恢复。这样一来，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千里之外的某个法官做出一个处罚判决，而罚金却进入了国库，对于湿地保护实际上一分钱的忙也帮不上。

作为总结，我们不妨再考虑一下三里岛事件。核管会官员将完成“信息功能”视为独立的工作，对企业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而实际上这种做法的后果只不过是加剧了混乱，鼓励爱迪生公司向政府机构隐瞒信息，并让公众担惊受怕。考虑到历史上原子能机构曾经不遗余力地倡导发展核电，可以理解，在事故发生后紧张的气氛中，核管会和爱迪生公司都担心会背上“合谋”的罪名，但是，其他国家和部门的工作方式都告诉我们，好的管理模式并不要求当事各方保持独立和距离、不进行沟通，这种做法反而会成为有效行动的绊脚石。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的教授约瑟夫·迪门托（Joseph DiMento）这样表述：“将相关各方都纳入法规遵从的框架之内，这样的策略为改善法律的沟通性、提升法律的尊严、促进法律的实施，都提供了相当有力的保证。”
(57)



诀窍六：政府应该以企业的自觉服从、而不是强制服从为目标。

经典案例：埃克森·瓦尔德斯号

事故造成了严重后果，受害各方要求赔偿，这种情况下，公司或是政府机构该如何善后？对纳税人或者企业来说，善后的钱应该怎么花，才能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一家公司，或是一个政府部门，如何借助危机形势提升自己的形象，而不是从此声名扫地？事件发生后，如果我们没能以恰当的方式面对愤怒的人群，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埃克森·瓦尔德斯号油轮石油泄漏事故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晰的图景。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们试图说明，用互利方法解决争端，或许可以挽回当事者的声誉。

1989年3月24日凌晨，天气晴好，风平浪静。船身长达978英尺
[9]

 的埃克森·瓦尔德斯号油轮，装载着上百万加仑的原油，正由三副格雷戈里·卡曾斯（Gregory Cousins）掌舵，在距离阿拉斯加州瓦尔德斯港（Valdez,Alaska）25英里
[10]

 的威廉王子湾（Prince William Sound）水域行驶。黑暗中，卡曾斯看不到树木成行的海岸、突出水面的礁石尖角、以及成群结队栖息在岸上的海豹、海狮和海鸟。为了避开来自哥伦比亚冰川（Columbia Glacier）的冰山，卡曾斯经过批准，驶离了原先的南向航道，进入了另外一条水路。在新航道上刚刚开出去三英里，油轮就撞上了布莱礁（Bligh Reef）一块很浅的礁石。钢板被撕裂了。几秒钟之后，一阵灼热的气浪笼罩了船头。二副被巨大的撞击声惊醒，看到一股油柱冲天而上，高达70英尺
[11]

 。超过110万加仑
[12]

 的阿拉斯加原油喷涌进威廉王子湾——世界上生物种类最为丰富的海域之一。船体上被割开了六到八个裂口。船长约瑟夫·黑兹尔伍德（Joseph Hazelwood）事发时并不在舵位上，彼时用无线电向海岸警卫队报告：“很明显我们的船正在漏出原油，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停一阵子。”
(58)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石油泄漏事故就这么开始了。

这次泄漏共计溢出了超过27万桶（110万加仑）原油，污染了威廉王子湾3000平方英里
[13]

 海域及1300英里
[14]

 海岸。事发时，正是当地的鲑鱼定期从海岸附近游回海洋深处的季节，这里据信有世界上第二大鲑鱼群落。与此同时，水獭正游向海岸地区，准备在海藻场产卵，而鲸鱼、海豚、海豹及海狮则刚刚开始返回这片捕食区，准备在此度过它们的夏天。一艘轮船的钢板划过水底的岩石，上百万磅的金属和原油散布在这片海域，最终酿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环境的灾难、公司的灾难、公关的灾难。

清除污染

海面上的石油迅速流散到了威廉王子湾无数的小港湾里。埃克森运输公司（Exxon Shipping Company）总裁弗兰克·艾罗西（Frank Iarossi）向公众保证，公司将承担全部的经济责任。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这点上，我没有任何开支方面的估算。有些人会担心这个，但我没有。我甚至没有理由去考虑这点。只要我所做的对局势能有所帮助，支出方面没有上限。这将是个天大的数字，但是现在我没有时间去算它。”
(59)



到五月中旬，事故发生两个月之后，埃克森公司用在清污方面的花费已经高达1亿1500万美元。1989年5月出版的《财富》（Fortune）杂志对埃克森董事长劳伦斯·罗尔进行了一次专访，当被问到“清除污染和法律官司一共要花掉多少钱”时，罗尔回答：“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以百万计的问题，至于以什么来计，我也不知道。”
(60)

 到了1992年的秋天，埃克森公司终于知道了。他们花在清污方面的费用共计21亿美元。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共计投入了1万名工作人员、1000艘船只、70架飞机和直升机、134名水生物学家和毒理学家。

除了清除污染，1992年10月，埃克森公司还与阿拉斯加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签署协议，将在10年内共计支付13亿美元。这笔款项包括以下费用：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的清污支出、威廉王子湾及阿拉斯加湾的恢复治理、因违反了四项环境法规被判处的罚款、以及损害赔偿金。1993年7月，由六家石油公司组成的阿拉斯加石油财团，向当地渔民及其他居民支付赔偿金9800万美元。1994年7月，埃克森同意向3500名阿拉斯加村民支付2000万美元，因为他们认为石油泄漏事故破坏了他们的食物供给。同年8月，一个联邦陪审团判定，埃克森公司应向1万名渔民支付2亿8700万美元赔偿金，并向34,000名渔民、原住民和公民支付50亿美元罚金，这可是美国最大的一笔污染案罚金！
(61)



不考虑其他因素，我们可以说，从事故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开始，直到今天，这次泄漏为阿拉斯加带来了潮水般涌入的巨额资金。到1989年仲夏，瓦尔德斯的人口已经剧增到12,000，超出其以往正常人口规模的五倍还多。距瓦尔德斯大约70英里的渔业小镇科多瓦（Cordova），营业税收入也增长了22%。大笔的钱流进瓦尔德斯，催生了当地人们所称的“漏油百万富翁”（Spillionaires）。一名年轻的船主，夏天里把自己的小艇和技术都出租给了埃克森公司，离开的时候带走了70万美元。科多瓦的一些渔船，以每船每天6000美元的价格租给了这家公司。当地的房屋月租也上涨了500美元。也有相反的情况，瓦尔德斯的公共电台拒绝了埃克森公司主动提供的32,283美元的拨款，靠着零散的捐款勉强支撑。
(62)

 金钱也催生了投机主义者、犯罪分子和社群分化。凯利·韦弗林（Kelly Weaverling）是当地居民，负责协调野生动物救援船。他曾经说：“涌进瓦尔德斯的很多人并不在乎怎么才能恢复威廉王子湾，他们只想着钱。……他们百般为难黑兹尔伍德，无非是从那儿得钱容易。假如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去偷，就去打砸抢。犯罪率已经失控了。”
(63)

 如何管理进入阿拉斯加的资金流成了问题，这个时候，埃克森公司就像它的那艘船一样，搁浅了。

一份审慎的建议书

在危机早期，埃克森公司曾收到了一份善后建议书，它来自于一家颇有声望的争议调解公司。这家公司提出的建议是：“总的来说，埃克森·瓦尔德斯号的石油泄漏现在已经、未来还会产生大量难以解决、错综复杂的争端。其中有些将会是千头万绪、涉及多方的难题；有些会牵扯到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有些需要直接和政府打交道；有些则要面对纠缠不休的个人和团体。大部分争议会催生激烈的情绪，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将面临公众的审视和公共实体的利益考虑。出于对各方利益的考虑，应该寻求并借助当前最好的争议解决专家，请他们完成关于污染清除及索赔诉讼的各项谈判。”
(64)



这家公司提出的工作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为期四周，主要任务是调查事实，确定问题；第二步为期12周，主要工作内容是组织论坛形式的公开讨论，一方面接待前来提出诉求的各方人员和团体，另一方面随着工作的展开，协调相关各方共同参加讨论，谋求建立共识。建议书指出，这种方式会加快争端解决的过程，找到更有创造性的、技术上更合理的解决方案，降低各方成本，并取得更公平的结果。
(65)



埃克森公司拒绝了这个建议。那么，取而代之的，埃克森公司是怎么做的呢？面对大量的减灾和赔偿诉求，尤其是面对那些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是如何响应的呢？

灾后响应

据报道，泄漏发生后的三个月之内，埃克森公司为涉及个人和商业利益的超过500例索赔，共计付出了550万美元。到1989年4月中旬，科多瓦地区渔民联合会（Cordova District Fishermen United）从埃克森公司总共收到了25万美元的赔偿。1989年6月，公司又向威廉王子湾水产公司（Prince William Sound Aquaculture Company）支付了800万美元。到1990年初，公司为赔偿个人损失支付了1亿8000万美元。到1990年6月，科多瓦市则从埃克森收到了74万美元的款项。

早在清污人员到达事发地之前，埃克森公司就在科多瓦开设了索赔办公室。就像公司总裁比尔·史蒂文斯（Bill Stevens）所说：“我们非常强烈地希望能够满足所有的赔偿要求……而不是去对簿公堂。”
(66)

 他还在向众议院内政与岛屿事务委员会所做的报告中说：“除了尽力控制和清除泄漏的原油，我们还采取了行动，缓解受灾社区的不良经济影响。我们现在有50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索赔事务，并在瓦尔德斯、科多瓦、荷马（Homer）、科迪亚克（Kodiak）以及苏厄德（Seward）都设有索赔办公室。我们与孵化场、罐头食品厂、渔民组织、市政府、镇政府，以及为数众多的个人进行了接洽，保证他们在索赔处理期间有足够的经济支持。”
(67)

 其他消息源也证实，埃克森公司在处理索赔事务期间，曾向受损各方提供借贷。根据公司向委员会提交的救灾政策报告，他们拒绝了联邦清污团队，而是雇用当地居民来做这项工作。他们向当地支付的赔偿款包括参加清污人员的工资和受灾赔款。公司还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下，设立赔偿基金，用于支付清污所产生的费用。

减灾措施（mitigation efforts）

威廉王子湾地区的居民在事故发生之初就开始了救灾行动，事先没有得到埃克森公司的请求或是同意。一位当地的妇女列出了一个清单，上面是愿意帮助救灾的物资供应商、批发商以及渔民。几周之内，她的数据库中就已经包括了“储油罐、喷水柱、铁锹、5加仑水桶、人员、喷头、小艇、飞机、以及800只船”
(68)

 .因为缺少商用围油栅，当地居民甚至自己创办了围油栅项目，由志愿者负责设计、制造和操控这些设施。此外志愿者们还开设了海鸟和水獭救助中心。

但是当埃克森公司雇用的承包商维科公司（Veco）开始负责清污之后，当地的所有这些自发行动就都遭受了打击。维科公司刚一介入围油栅项目，工具就不见了、订好的物资也没有发货。当地一艘渔船的一位合伙人这样评价这家公司的工作：“这些人都是从德克萨斯州来的好监工，但是他们对我们这里的海滩却一无所知。”
(69)

 前面提到的那位建立数据库的妇女，因为她“招募”的渔民出海后发生了风暴，于是她对维科公司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怕要承担法律责任。据她说，公司的答复居然是：“你闭嘴。我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们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70)

 当地一位渔民向维科公司表示他可以参加救灾，他们回答说他那种规格的船现在不需要了。后来又说是因为他的船没有买保险，所以如果租用的话不合法。还说维科公司有优先聘用对象。而这位渔民抱怨说，他知道有很多被租用的船只都没有买保险，至于优先聘用对象，他说“他们也撒了谎。”
(71)



对于埃克森为了减少公司责任，对当地人参与清污工作采取了种种限制，对于这点，当地人表达了他们的关注。渔民们说，为了能参加救灾行动并得到相应的报酬，他们不得不签署一份禁言协议。在一次公开听证会上，众议员欧文斯问，参加清污的人员是不是都被禁止发声。一位名叫科普查克（Kopchack）的渔民回答：“是这样的。接受聘用的人们都被告知，作为协议内容的一部分，他们不能与媒体讨论相关问题，或是允许记者接近自己。”
(72)



损害赔偿（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泄漏发生之前的相关法律框架





泄漏发生之时，难以数计的联邦法案和州法案，都对赔偿问题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却又语焉不详的规定。根据《阿拉斯加输油管授权法案》（Trans-Alaska Pipeline Authority Act，以下简称《法案》），如果原油从输油管装载到油轮之后，在运输途中发生事故，那么，船舶的所有者和运营商，以及阿拉斯加输油管基金（Trans-Alaska Pipeline Fund）都必须采取行动。根据《法案》中的运输条款，基金为以下三种情况承担的严格责任赔偿限额为1亿美元：（1）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进行的清理工作；（2）公民、法人或组织受到的损害；（3）清理后仍然无法恢复的生态系统损伤。至于这三项赔偿在1亿美元的限制之下，具体可以处在什么水平上，相关条款的规定并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应用过。
(73)



但是根据同一《法案》的另一部分内容，如果是对输油管拥有权力的企业发生泄漏事故，清理费用则不包括在严格赔偿责任中。这部分条款明确地规定，所有由清除油污所产生的费用及责任，都将由事故责任方承担。这部分内容还明确了事故方对阿拉斯加原住民的责任，包括必要时提供生活援助。但是，前面提到的这项《法案》中的运输条款，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指出，所谓“损害”是单纯指所有人的利益受到的有形损害，还是包括更复杂的概念，比如间接经济损失，比如社会动荡。另外，运输条款也没有规定是否应该提供生活援助。除此之外，《联邦水污染防治法》（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Act）也有相关条款。尽管它缺乏明确的实施细则，但却规定了事故船舶应该按照船只总重每吨150美元的标准赔付。根据这个标准，埃克森·瓦尔德斯号需要赔付3100万美元。如果政府能够证明，事故原因是主观疏忽或操作失误，赔偿金额就可以突破这个限制。不过因为这项法案没有涉及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赔偿，相关索赔只能用其他联邦法规或州法规来约束。

不同的法规之间、甚至是同一法案中相互矛盾的条款应该如何协调，至少在事故刚刚发生的时候，这一点并不清楚。而除了这些联邦法律，索赔者还可以求助于普通法之下的海上侵权行为法。这套法典对于间接经济损失的赔偿也做出了规定。总之，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法律框架之下，埃克森公司需要艰难地寻找到一个最佳方案，来履行减损和赔偿的责任。
(74)







埃克森公司是如何处理索赔申请的损害赔偿的处理方式与清污费用的支付是不同的。在处理索赔申请的过程中，埃克森公司把申请人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三个类别。一级申请人是指受到泄漏事故直接影响的人群，主要是渔民。二级申请人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直接影响的人，比如旅游公司。三级申请人受到的影响则完全是间接的，包括酒店、餐厅、五金店，等等。埃克森公司早就暗示过，他们会赔偿一级申请人，可能会赔偿二级申请人，至于三级申请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能得到赔偿。赔偿问题在当地社群及整个阿拉斯加州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埃克森公司的处理方式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诟病，比如赔偿的额度、声称赔偿会附加不可预见的费用、将索赔人分级有失公平、赔偿不及时，等等。瓦尔德斯市长约翰·德文斯（John Devens）对于赔偿基金表示了两点担忧。第一，根据《阿拉斯加输油管授权法案》，阿拉斯加输油管基金严格限制在1亿美元，这就迫使索赔人为了得到赔偿，不得不去上诉。而他注意到，阿莫科·卡迪兹号（Amoco Cadiz）油轮发生原油泄漏事故之后，耗时11年，才完成从起诉到判罚再到支付的全过程。第二，市长担心索赔人为了领到赔偿金，被迫签署协议，放弃之后的一切权利，就像之前参与清污的当地人也都签了协议一样。科迪亚克市长的回应方法是，要求地方检察官把所有的协议都审核一遍，而且所有的船主和渔民都必须签同样的协议。
(75)







埃克森公司很快受到指责，因为他们为统一索赔协议的格式用了太长时间。一位渔民在证词中说，埃克森一方面“真诚地”声称要付钱给大家，从而使“我们不必失去自己的家、自己的船，等等，从而让我们不再继续受这次悲剧的侵扰”，另一方面，因为对协议格式有不同意见，花在确定格式上面的时间就长达一个月之久，大大延缓了索赔的进度。
(76)

 比如说，有一项分歧涉及到埃克森公司的一个要求——渔民必须签字放弃1989年渔汛期的所有权利。同样是这位渔民，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案情再简单、再清楚不过了，可是他们却要花上，多少天来着？41天，来把一份协议的格式做好。我想，不是说我们会遇到麻烦了，而是会遇到很大很大的麻烦：我们究竟能不能从埃克森那里得到一分钱？”
(77)



即便抛开埃克森公司处理索赔案的方式、以及赔付的金额不谈，许多当地人也不会对他们表示满意。渔民科普查克（Kopchack）在对督察委员会的证言中说，他在泄漏事故后的35天里，花了260个小时协助清理，错过了开渔期，也找不到人来他的船上工作。他问道：“你怎么能说有人该赔我一笔钱，只是因为开渔那天我没能出海？商人们也有他们的恶梦。你又该怎么赔偿他们呢？这样做的话，就没有什么公平可言了。”
(78)

 对于当地的原住民来说，赔偿也不能减少他们所遭受的伤害。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勒说：“我去往楚加奇（Chugach）……当我们告诉当地的居民，并且……跟他们解释说不要吃沾染过索米尔湾（Sawmill Bay）海水的任何东西时，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看看他们的反应。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吃东西的。”
(79)



至于第三级索赔人，他们只能表达义愤，因为他们不能得到任何赔偿。科多瓦的许多小商铺老板都提到，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渔汛准备了库存。一位名叫吉姆·兰金（Jim Rankin）的零售商说：“现在出海也不可能了，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囤积的货物堆成小山，也没有办法制止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处理索赔了。我们当时很害怕科多瓦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他们承认渔民们受到了影响，渔民们有他们的难题，但我们甚至没有被承认应该得到考虑。如果说他们也有头疼的事，我们才真的是无药可救。”
(80)



有的人在为迟迟拿不到钱忧心忡忡，有的人为根本拿不到钱唉声叹气，而城里的另外一些人却成了埃克森公司和索赔人之间的中间商。一名职业商务顾问，耶鲁大学和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被聘用担任科多瓦石油泄漏善后办公室（Cordova Oil Spill Disaster Relief Office）的主任。这位顾问将这次泄漏事件看作一个扩大城市经济基础的机遇，认为这座城市再也不会回到灾难之前的样子了。他说：“这座城市正试图从一次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如果可以借机为它打下更深厚更稳定的基础，我不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错。”
(81)

 他认为，科多瓦不仅可以用赔偿金资助灾后建立的科技中心，而且也许还能够用它修建一个深水港，一条通往安克雷奇（Anchorage）和费尔班克斯（Fairbanks）的公路。这位顾问分析道："29个家庭已经离开了科多瓦，因为他们从污染清理的工作中赚到了很多钱，没有理由再待在这里了。这就是经济领域的位错现象（disloca-tion），科多瓦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感受到这一点。”
(82)



后果

不管埃克森公司有多么真诚，但他们为及时、公正地支付赔款所做的努力，只不过让瓦尔德斯和科多瓦的许多受灾城镇居民再次感到愤怒。随着赔偿金流入威廉王子湾沿岸的市镇，各地的社群开始产生分化。许多渔民迫不及待地开始帮助埃克森公司清理自家的后院，而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就必须决定，是否接受那家破坏了他们生活的公司发放的赔偿。邻居们就会怀疑，这些参与清理工作的人们是不是背叛了他们。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同样的好处。一位没能全天参加清理工作的渔民愤怒地说：“我的一些邻居们赚了50万，而我呢，付出了一个月的时间，得到了半份工作，还有一肚子怨气。”
(83)

 就像众议员米勒在听证会指出的：“……这不仅仅关乎受到污染的水、水獭、海鸟和熊，它还关乎社区、家庭、商业、以及社会关系。”
(84)

 涌入社区的大笔财富对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威胁，堪比威廉王子湾所遭受的生态破坏。

安克雷齐的检察官保罗·戴维斯（Paul Davis）提出建议：“我想如果渔民、工厂老板或者咖啡店主不彼此协商，而是各自提出诉讼，这样可能起不到预期的作用。跟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打官司，可不像草地野餐那么轻松……”
(85)

 但是律师们很快就对那些受到灾难打击的城市群起而攻之。埃克森公司的史蒂文斯很快就证实了一个流言，“一小片”律师像泄出的浮油一样污染了威廉王子湾各处。
(86)



瓦尔德斯市长德文斯这样评价埃克森公司的赔偿工作：“对我来说，不得不去找埃克森公司要来这个城市所需要的一切，这是一件令人屈辱的事情。我们在事故发生后经历了很多社会问题——争斗、压抑、离婚。我们请求公司派一位心理咨询师来，却被拒绝了，还把我们要求的2万美元给了苏厄德，资助他们去办夏日庆典。一个城市不应该向一家公司乞求什么。而我们正在接受他们的施舍，这让我感到十分恼火。埃克森对待我们就像对待一个孩子：“‘不，孩子，我们觉得你不需要那个，不过我们会给你这个。’”
(87)



一位曾经参与清污工作的居民说：“起初我不相信，但现在我信了，我觉得埃克森公司是在用他们的钱来分化和征服我们的城市。至少，他们的行动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埃克森走进一个城市，像疯了一样到处说：‘我要用你的船，每天给你5000美元。’于是人们开始想：‘好吧，我们都疯了，不过就把那些钱给我们吧，这样我们也许能好一些。’……他们掏出大把的钱，好让大家暂时闭上嘴。”
(88)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加深了人们这个印象：埃克森公司试图用金钱收买人。在阿拉斯加州旅游部门的劝说下，埃克森公司向阿拉斯加游客协会（Alaska Visitors Association）支付了400万美元。协会聘用的正是阿拉斯加石油财团公司的公关团队。结果如何？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次广告攻势：面颊上没有痣的玛丽莲·梦露。广告语是：“如果你不仔细看，也许不会注意到她的美人痣不见了。”
(89)

 这则广告往好处说是趣味低俗，往坏处说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不仅如此，它还为此前人们对公司的批评提供了证据：支付赔偿只不过是一种公关把戏，毫无诚意可言。批评者们认为，埃克森只收买到了州政府。《奥杜邦》（Audubon）
[15]

 杂志的一位职员说：“石油意味着工作，意味着钱。石油公司正在上演一出昂贵的电视节目，劝说我们，伤害这个行业的事一件也不应该做。他们正在把他们的这个观点四处传播。”
(90)



互利方法：另辟蹊径

尽管埃克森公司一开始承担了责任，但是他们却没能令公众相信，公司已经找到了发生事故的原因，并会在未来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重蹈覆辙。他们也没能与事故受害人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对话。赔偿行动与其说是为减轻泄漏的负面影响而做的积极努力，不如说是程式化的步骤。此外，分配赔偿金的一些基本原则并不明确，传递出的信息是，公司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平息可能出现的诉讼。埃克森也没有组织有效的论坛，由各方联合解决问题，否则人们对于事故的整体反应可能不会像事实上表现得那么强烈。总之，这部分内容将对埃克森在事故发生之后应对公众的种种做法，进行全面的检讨。

公司未能承担责任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家公司对雇员产生了伤害，或者是自己提供的产品、服务出现了损伤，不管原因是什么，都必须承担责任。虽说承受人们的谴责是一件令人不快、甚至是让人害怕的事情，但是，拒不承担责任只会加剧公众的愤怒。

起初，埃克森公司看起来是承担了责任。泄漏发生后一天半的时间之内，埃克森运输公司的总裁弗兰克·艾罗西就向公众做出保证，公司会为此事承担全部的经济责任。

然而，当最初的震惊平息之后，埃克森开始推卸责任。海岸警卫队在事发后几个小时，从船长的呼吸中闻到了酒精的味道。美国埃克森公司总裁威廉·史蒂文斯立刻声称：“这次事故原本根本不会发生。在我看来，这完全就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石油漏出之后，公司播撒分散剂需要得到州政府和海岸警卫队的同意，为此曾经等待过一段时间。后来他们辩称：“我们星期六就一切准备就绪了”，但是“……我们得不到授权，所以直到星期日下午6时45分才能开始行动……我们不想推卸责任，但事实就是，我们因为这次延缓而受到了无理指责。”
(91)

 “实际上是州政府和海岸警卫队没有给我们开始行动的指令，我们没办法出动飞机，执行播撒，着手进行处理。”
(92)

 阿拉斯加州的副州长史蒂芬·麦克阿尔派（Stephen Mc Alpine）立刻回击：“我想提醒埃克森是他们的油轮撞在了石头上。在这种情况下还想要推诿责任，事情真是不应该这么做，也不能够这么做。”
(93)



杜鲁门总统有一句话流传甚广：“责无旁贷（The buck stops here）。”即便埃克森的官员承认了他们的错误，但是其措辞给人的感觉，却是他们不愿意像杜鲁门总统所说的那样做。公司董事长罗尔在最初的几天保持了沉默，后来曾经表示：“我们给环境带来这么大的危害，感到非常难过。”
(94)

 事故发生10天之后，公司在报纸上刊登致歉声明，向全国道歉。但是就像《纽约时报》所报道的：“在有些读者看来，这份声明无非是老生常谈，对于公司行为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却避而不谈。”
(95)

 《财富》杂志五月份对罗尔进行了一次专访，他在访谈中承认了造成原油泄漏的责任，但是，当谈到公司在这件事上的过错时，罗尔却闪烁其词：“船撞到了岩石是我们的问题。石油泄漏也是我们的问题。”
(96)

 在公众看来，“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的过错”是两个概念。问题是需要解决的，而过错是需要承认并努力改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泄漏所造成的影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问题，但造成泄漏的原因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过错。埃克森公司需要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每个公司的发言人在相似情况下都应该首先明确这点。埃克森的船搁浅了；埃克森的石油污染了威廉王子湾；埃克森造成了这次泄漏；错在埃克森，不管它承不承认。

公司未能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

在类似这样的事故中，涉事公司要与公众建立畅通、稳定的沟通是有难度的，但他们必须面对这个挑战。同样的，公众也必须有沟通的渠道，向公司回馈信息。理想的市场形态是供需双方能够在动态过程中始终保持互动，从而实现产品生产的效率最大化。同样，理想的传播形态需要信息的供应者与消费者共同参与，后者需要信息，同时能够对信息做出反应。这种形态不仅仅涉及信息的供给，而且需要对话式的传播，也就是一个动态的传播过程，包括采集和发布信息、获取反馈，以及做出相应的反应。好的传播不仅仅意味着媒体通报、新闻简报或是记者招待会。好的传播也不应该任由专家喋喋不休，用艰涩难懂的术语让老百姓听得一头雾水，或是由一个巧舌如簧的公关顾问出面安抚民众。企业、政府、团体、联盟，他们都不能完成有效的沟通，只有人才可以。因此，良好的沟通需要公司官员与公众代表之间有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

在这起事故中，埃克森公司没有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与当地的渔民、商业领袖、原住民、受损市镇以及州政府实现对话。他们没有组织论坛，与相关各方讨论大家关注的问题，比如：哪些人最适合参加清理工作，这些人应该如何指挥，他们的协作合约应该怎么规定，他们的薪酬应该如何支付，等等。维科公司采取的是闭门政策，他们的聘用是不公开不透明的，最终，许多受灾最为严重的当地居民被排除在外，没能参加清理工作。

就算是有透明的交流和沟通，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本书提出的互利方法，还要求事故责任方与其他相关各方共享权力。埃克森公司不仅没有与受损各方进行有效沟通，而且也没有和他们共享决策权力。不错，埃克森建立起了索赔事务办公室，甚至在大批律师涌进阿拉斯加沿海地区之前，就开始考虑赔偿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仅仅采取步骤积极赔偿是不够的，这些步骤必须向受害方公开，而且需要双方共同做出决定。但是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埃克森公司首先是给赔偿协议附加了许多条件；其次，索赔者被分等级区别对待，而且标准混乱，全凭独断；第三，对于居住在当地、仅维持着最低生活水平的美洲原住民来说，难以找到一个匹配的标准来赔偿他们的损失。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让索赔者们从公司方感受到的是冷漠、不公平、家长作风，俨然就是一家跨国公司想怎么赔就怎么赔的做派。事实上埃克森从来没有想过要实验各种不同的赔偿方案，也从来没有组织过各方参加的论坛，广泛征求索赔者，尤其是那些遭受直接影响的索赔者的意见，找到能满足他们诉求的最佳赔偿方案。埃克森迫切需要组织这样一些讨论会，公开、诚恳、面对面地与相关各方进行对话，也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可以与他们共同做出决定。

那么，埃克森应该怎么做，才能实现上面这些目标呢？可以通过中立的第三方。借助他们的帮助，公司就能够甄别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找到各个群体中有威信、能被普遍接受的领袖人物，并评估这些群体的主要关注点和诉求点。这个中立方可以是专业的私营公司，可以是非营利性的服务性机构，可以是权威的争端调解专业协会，比如职业调解人协会（Society for Professionalsin Dispute Resolution），也可以是专门的政府机构，比如，俄勒冈州政府就设有争议解决办公室。

再有，如果埃克森公司能够从一开始就拿出一套完备的应急计划，那么他们就能够提前确定原住民的身份，并选定一些人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比如市长、商会主席、渔民联合会主席、以及原住民头领。而且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那些有能力的当地领袖人物就可以站出来，与埃克森公司并肩协作，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不是与之对垒。150多年前，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就曾经说过，美国的民主不仅仅体现在大规模的联邦机构中，比如国会，反而更体现在地方的商业协会、专业人士联合会、思想团体和宗教团体当中，正是这些层次上的社会团体左右着美国人的地方生活。埃克森原本可以借助这些强有力的地方社团作为左膀右臂，更好地解决它所面临的困境。

这样的论坛显然很难在仓促之中组织起来，要管理好它也会有很多的争议和难题。但是，威廉王子湾沿岸地区群情高涨，只有一个中立的、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协调团队，才有可能帮助各方平静下来，寻求共同的利益。毫无疑问，参加论坛的人会用拳头砸桌子，会大喊大叫，会用别的什么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但是，只要原则和标准清楚，公司高层积极参与，中立方能帮助利益相关人表达诉求，那么，双方就完全有可能实现切实、有效的对话。

公司未能做到先减损再赔偿

这样一个论坛机制，还能够帮助解决另一个困扰着埃克森公司的难题：怎样才能缓解灾情，并公平地赔偿那些受害方。在实际操作中，埃克森公司在赔偿方面并没有省钱，它向愿意协助清污的渔民及一些受损团体都支付了费用。不幸的是，他们的这种举动却被人们认为是收买人心、躲避诉讼的手段。

埃克森在泄漏发生后几个月内，怎么做才能更好地缓解当地社会所遭受的损伤，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减损”和“赔偿”这两个概念。前者是指一切减少损害或降低损害程度的行为。比如说，埃克森和它的签约公司动用了各种力量树立围油栅、收集溢油、冲洗海滩，这些行动都试图将损害降低到最小。总之减损就是为减少损害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赔偿则是指对无法降低或减少的损失所采取的补救措施。《韦氏新世界词典》对这个词条所做的解释是：“为……而做出弥补，抵消；支付，改善。”比如，埃克森付给渔民的赔偿金，用来弥补他们多日不能出海所带来的损失，还有他们付给旅游公司的赔偿金，用来弥补他们因为事故受到的经济损失。

在绝大部分工业事故中，减损和赔偿都是由法律规定的。比如，《联邦水污染防治法》授权美国总统负责清除溢油、防止进一步泄漏。根据这项法案，清理的费用由政府支付，责任船只的运营商和所有者则必须向政府偿还这笔支出。阿拉斯加州的法律规定了埃克森公司应承担的严格责任。可恢复损害包括事故对人、财产、收入、产生收入的手段以及经济利益所造成的伤害或损失。
(97)

 根据州法律，埃克森有责任向所有受损个人提供赔偿。在其他许多情形下，比如三里岛事件，法律没有对减损和赔偿做出规定，或者措辞模糊，无法判定适用的赔偿水平。

发生事故后，公司或机构都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抉择。有些公司的选择是，法律不做规定的，都不作为。这可以被认为是“观望”策略。还有些公司的选择是，在受损方提起诉讼、庭前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或者法官、陪审团做出判决之前，先行采取减损和赔偿措施。当然，对于法律会做出何种要求，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估计。最后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使人们的状况变得比事故之前更好。不错，为什么人们要满足于只能让他们过得和以前一样的赔偿呢？关于这种选择，本书第五章将会有更加详细的论述。

埃克森公司当时至少有三种选择。首先，他们可以把钱袋子捂得紧紧的，等着法院来判决他们到底应该怎么赔。其次，他们可以在事故后果恶化之前拿出钱来，或者是提供其他的帮助，把事故的损害降到最低。沿着这个思路还有第三个选择。他们可以在事故发生后立刻
 着手救灾减损，然后等到受损方把自己的损失整理清楚，公司自己与利益相关人经过会商，确定了一个公平、公正、恰当的整体赔偿标准之后，再开始进行赔偿。

出于对自己声誉的考虑，埃克森没有选择第一个方案。企业当然也可以避免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但这样做往往只会增加人们的怒气和不信任。可以先来看看发生在1994年的两个看起来不相干的案例：一是英特尔公司发布的奔腾（Pentium）芯片，二是利昂·比恩公司（L.L.Bean）通过邮购方式销售的圣诞树。英特尔在大众营销方面并不是经验丰富的行家里手，奔腾芯片出现的瑕疵让他们如坐针毡。起初他们不同意更换，宣称只有那些能够证明问题芯片已经造成不良后果的用户，才可以更换芯片。结果是什么？两周以后，英特尔公司在自己最大的企业用户IBM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就在这短短两周时间内，共计有三个州的用户对英特尔提起了15桩诉讼，指控名目从证券欺诈到虚假广告，不一而足。最终这家公司不仅要付出召回产品的费用，还要为最初两周的犹豫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公司的声誉。同时，英特尔第四季度的利润也遭受重创，下跌了4亿7500万美元。
(98)

 几乎就在同时，利昂·比恩公司发现顾客邮购的圣诞树无法准时送达。因为圣诞节在即，这家设在缅因州的公司立刻决定，对所有订购了圣诞树的顾客，一句不问，全额退款。公司宣布：“如果您订购的圣诞树没有及时送达，您会立即收到退款。不过，如果几天之后圣诞树送到了，请您自己决定，是否要把它捐赠给慈善机构。”
(99)

 比恩公司遵循的是一种老派的原则——顾客永远是对的。根据这个原则，他们在第一时间对顾客的投诉做出了反应，在此过程中，赢得了媒体的良性关注，并吸引了一批新的顾客。

埃克森公司选择的是第二个方案。事故刚刚发生，他们立即花钱聘用当地人协助清理污染，随后又建立了索赔办公室。但是，维科公司在招募当地渔民的同时，要求他们签署协议，同意不再批评埃克森公司。关于赔偿金应该用到哪儿，都由埃克森说了算。市政府提出一些特定的需求，往往都被他们忽略了。一笔数额不菲的支出，居然用在了广告上，这大大激怒了当地人。他们感到赔偿基金没有用在救灾上，也没有用在对直接受害人的赔偿上。随意使用基金的后果是造就了大批的“漏油百万富翁”，而不是在受害者的心里激起好感。

当引发事故的一方自行决定什么是恰当的行动方案时，受伤害的一方就很有可能会鸣不平。只有当赔偿标准在后者看来恰当、公平的情况下，对更大金额的要求才会息声。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种选项上（不过埃克森公司并没有这么做）：努力达成双方同意的赔偿标准，用它指导赔款的发放。赔偿金额在受伤害一方的眼中应该与他们所蒙受的损失对等。值得注意的是，金钱固然是赔偿的一种衡量尺度，但最理想、最有意义的赔偿行为应该体现价值对等。也就是说，在事故方付出的赔偿与另一方所经受的损害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关联，而金钱往往不足以、也不适合用来体现这种对等平衡。

还用比恩公司来做例子。他们的赔偿行动非常成功，因为他们没有简单地对顾客说：“树没有送到，我们赔你54美元。”而是在行动中包含了多重信息。首先，公司了解顾客心中所想。第二，公司没有转嫁顾客的指责，而是承担了责任。物流公司应该是个不错的替罪羊，可是比恩公司并没有向他们或者别的什么人推卸责任。第三，比恩公司没有给顾客寄一张二十美元的礼券或是一双羊毛袜了事，而是迅速地全额退款。第四，他们附加了一个朴素而又精彩的举动：建议顾客把迟到的圣诞树捐献给慈善机构。如此这般，公司的赔偿又增添了特别的善意，因为他们的行为恰恰与圣诞节的精神相契合。

公司未能组织有效的问题解决论坛（Problem-solving Forum）

“如何公平地分配赔偿金”是埃克森公司面临的一大难题，如果他们能够组织一个公共论坛，就会为解决这个难题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一旦建立了这样的机制，并允许它介入公司决策，不管有多少问题，双方都可以协商解决。下面列出的，是人们在听到我们这个建议后，经常问到的几个问题。

一场可怕的悲剧刚刚发生，人们为此愤怒不已，这个时候，怎么保证和他们建立对话呢？他们会因为蒙受了伤害而大发雷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进行理性的对话呢？

能不能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建立有效的对话，关键在于职业中立方。瓦尔德斯号事故发生不久，一家争议调解公司就向埃克森建议采取这样一种对话机制，这家公司是由训练有素的各方面人士组成的，包括谈判专家、法律专家、公共政策专家、商业管理专家等等。他们已经与一家全国性的基金会签订合约，由后者代为接收埃克森公司支付的资金。（这点至关重要，中立方绝对不能直接从“有罪的一方”接受金钱。）调解公司建议由他们与所有利益相关群体进行面谈，了解对方的诉求。对于受到伤害的一方来说，有一个与事件无关的聆听者对他们的困境表示关注，这点非常重要。之后，调解公司将从各个利益相关群体中遴选出一些领袖人物，再由他们选举产生40~50名（这是个易于管理的人数）代表，组成会议成员。调解公司将协助这个团队起草一份基本守则，规范他们的日常会议，以及与媒体的互动。埃克森公司没有选择这条路，但在实践中有不少案例都用这样的方式达成了和解。
(100)

 这种工作程序，即便在与会各方彼此抱有敌意的情况下，也能够顺利展开。因为有职业的中立方，又有共同遵守的基本守则，这些都能保证对话的有效性。

这个论坛应该包括哪些人？假如我们落下了很重要的一方怎么办？会不会有些群体太不可靠，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纳入会议？

虽说这个论坛应该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一开始他们就绝对必须全部到位。比如说，也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些很明显的相关群体进入了会议，随着其他群体的目标越来越明显，而且其他各方也意识到他们想要参与，随时可以请他们加入会议。只要中立者始终怀有“把所有相关者都吸纳进来”的意识，而且能及时向新来的代表介绍会议的基本守则和已经取得的成果，那就能随时添加成员。因此也不必担心刚开始的时候落下了一个群体。但是，不愿意遵守基本规则的群体，不能够参加会议。其他各方都可以被包括进来。中立者时常要扮演裁判的角色，不过基本守则通常就可以保证会议的有效进行。

我们怎么能让别人决定我们该花多少钱呢？毕竟我们也有保护公司财产的责任。

所有与会者都必须要参加一个会议，主题是这个工作机制如何做决定。也就是说，大家都必须遵守关于集体决定的若干基本规则。利益相关方在这个机制中必须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否则就失去了建立这样一个解决争议的论坛的意义。在危机时刻，当公司、顾问团队、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想尽可能迅速地做出决定的时候（比如，哪种分散剂，什么浓度，用在哪里，方才能够最有效地将油污的扩散降到最低程度），商讨如何来做集体决定，听上去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话题。但这恰恰是最应该做这件事的时候。因为当大家试图讨论实质性问题时，假如对权力、信任、沟通方式甚至人格特点有着种种揣测，那这个过程就会乱到无可救药。而创建一个协同解决问题的论坛，首先要求会议各方就论坛的设计和运转方式达成一致，这就避免了上面这种局面。

假定埃克森公司采用了这种机制，那么，针对如何赔偿渔民不能出海所蒙受的损失，论坛可能会决定召开一个渔民小组会议，渔民组织代表、国家海洋渔业局（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以及埃克森公司可能会出席这个小组会议。会议将邀请专家到场，介绍将损失用量化的方式确定下来的不同方法，以及哪些工作机制可以最便捷地处理渔民们的索赔申请。小组会议随即审议所有的选项，向论坛大会提出建议，供他们考虑。

论坛的基本规则有可能约定，针对某些议题，与会者只有提出建议的权力，这样，埃克森，或是其他公司，就不必将他们的财政权交出去。当然，在其他一些议题上，则可以采用共识决策法。在这种情况下，埃克森对大会的任何建议都可以拥有类似于否决权的权力。

如果我们已经建立了论坛机制，仍然有人提出起诉，那我们该怎么办？为信息保密起见，应该退出论坛会议吗？

设立解决争议的论坛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遭到起诉。当然，这种事情也还是会发生。但是有人起诉并不意味着需要解散论坛。有时候，论坛会针对诉讼问题产生解决方案。还有的时候，法院会特别关注事故责任方为达成各方共识所做的努力，因此论坛的存在将改变法院对辩方的态度。

即便有人对论坛中的一方提出起诉，后者也不必退出。不过他们可能需要请一位顾问出席会议，看看有没有不利于自己的案情出现；同时，顾问也可以从论坛会议中得到一些有助于准备应诉的材料。

结语

在赔偿基金的设计方面，埃克森公司原本有机会得到地方利益群体的支持。如果他们采用的工作机制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么，他们原本可以把当地的渔民群体作为合作者而不是俯首帖耳的雇工纳入清理团队当中，他们原本也可以依靠真诚、公开的工作方式，扫除原住民心中的种种焦虑。只不过，埃克森错失了这个机会。

诚然，事故发生之后，埃克森公司花在威廉王子湾的钱如流水一般。但是，因为赔偿基金在分配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标准不明确、官僚作风、独断专行，谁该得到赔偿、什么时候赔偿，没有明确的答案，赔偿带有种种附加条件，以及人们普遍认为赔偿是一种公关手段，是收买人心，甚至是为了分化当地人群，动摇社会的稳定性，所有这些都严重地贬损了赔偿金的价值。埃克森原本已经是困难重重，比如法律框架的不确定性，灾难后的混乱，做与不做都会陷入被指责的尴尬，等等，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它所选择的处理办法方法等于雪上加霜。如果我们能从埃克森·瓦尔德斯号石油泄漏事故中学到什么的话，我希望是这一课：重要的不是你花了多少钱，而是你怎么去花这个钱。



【注释】



[1]
 冗余系统是指为增加系统的可靠性，而采取两套或两套以上相同、相对独立配置的设计。——译者注




[2]
 堆芯熔化是指核反应堆温度上升过高，造成燃料棒熔化并发生破损事故。这是核电站可能发生的事故中最为严重的事态。——译者注




[3]
 卡伦·西尔克伍德（Karen Silkwood,1946.2.19-1974.11.13），生前供职于俄克拉荷马州科麦奇公司（Kerr-McGee）的核能燃料工厂，化学技术员，工会积极分子。西尔克伍德经过秘密调查，发现工厂员工面临高度的辐射危险，而公司向员工隐瞒了这一事实，并且没有采取适当的防护。她决定将此事向媒体批露。1974年11月13日，西尔克伍德携带文件，开车前去与《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会面，途中遭遇交通意外死亡。1975年，科麦奇公司关闭了西尔克伍德生前工作的工厂。——译者注




[4]
 标题借用了核电站事故中堆芯熔毁（meltdown）这一术语。——译者注




[5]
 大约相当于40米。——译者注




[6]
 大约相当于16公里。——译者注




[7]
 1979年，《进步》杂志意图刊载自由撰稿人霍华德·莫兰（Howard Morland）撰写的文章，《氢弹的秘密：如何制造，为何披露》（The H-bomb Secret:How we got it and why we're telling it）。美国政府向法庭提出上诉，要求制止《进步》杂志的这一行为，理由是文中包含机密信息。而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全部资料都是作者通过非秘密渠道搜集来的。——译者注




[8]
 美国国防部下辖的联邦政府部门，也是美国陆军的一个指挥部门。包括37,000名公务员和700余名军事人员，是世界上最大的公用工程设计及建筑管理部门之一。其职责范围既包括作战、国土安全、军事设施保障，也包括水资源开发及水利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等等。——译者注




[9]
 大约相当于298米。——译者注




[10]
 大约相当于40公里。——译者注




[11]
 大约相当于21米。——译者注




[12]
 大约相当于416万升。——译者注




[13]
 大约相当于7770平方公里。——译者注




[14]
 大约相当于2092公里。——译者注




[15]
 美国奥杜邦学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出版的刊物，以自然为主题。学会成立于1886年，是非赢利性民间环保组织。这一组织是为纪念美国鸟类学家、博物学家和画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而命名的。——译者注



第五章

企业风险



公
 众不仅对已经发生的事故会产生愤怒情绪，对于可能发生的危险，他们同样会感到强烈不满。一项政策、一次活动或者一个项目刚刚被提议，还没有产生任何后果，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防卫性的反应。为了有效地应对这种情况，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需要对可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s）做出反应，尽最大的可能减少或者控制风险。不过，假如风险管理的承诺是由政策或项目的发起者单方面提出的，那么对于公众来说，相比事故发生后当事人所做的减损和赔偿承诺，它的可信度不会更高。不少机构，尤其是企业，往往会许诺把风险降低到零，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否认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做法。因此，试图通过抑制信息来获得人们对政策、项目或是产品的支持，这样做是不明智的。企业或政府部门应该主动公开风险预测，并邀请利益相关方参加共识构建讨论会，共同参与风险决策。不管风险评估的结果如何，总有办法对它进行控制，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即使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也可以向相关各方做出应对偶发风险的应急承诺。在这章的开篇，我们首先要把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与降低风险（risk reduction）的策略区分开来。

风险是什么

所谓风险，是指产生危险的可能性，乘以危险一旦产生所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风险是指出现负面后果或者蒙受损失的概率，这种损失可能是以金钱或健康来衡量的，也可能是指失去生命。社会风险（societal risk，与个人风险相对应）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表示：

风险=危险产生的可能性×危害造成的影响

本章将要论述一个关于硅胶乳房植入体的案例，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风险的概念，也能清楚地表明，风险与应对各种愤怒的人群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将通用公式套用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发现：





●危险：用专业术语来表述，乳房植入体外科移植手术存在的危险是，用于包裹硅胶的弹性体硅橡胶囊可能破裂，导致硅胶进入人体。

●可能性：根据不同的测试结果，这种危险发生的概率从0.2%~35%不等，所以就看你信哪种说法了。1977年，四位整形外科医生测试出的破裂发生概率为11%~32%。
(1)

 在大约1000例临床试验中，报告显示的破裂案例的发生率为1.1%。
(2)

 道康宁公司（乳房植入体生产厂商）在1992年测算出的结果为0.2%~0.5%，他们的算法是用反馈报告中提供的破裂案例的数量，除以公司生产的植入体销售总量。
(3)



●影响：假如真的发生了破裂，那么可能的后果有以下几种：首先，一般的医疗建议是将渗漏的硅胶从体内取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面临后续手术的直接风险。其次，这种意外还可以造成乳房外形缺陷。另外，硅胶进入人体，会引发溃疡、灼痛感、淋巴结肿大、甚至呼吸窘迫。最后，一些人怀疑，甚至断言，硅胶进入人体，能够导致罕见的自身免疫疾病（autoimmune diseases），甚至可能引发癌症，当然，这种理论遭到了激烈的反驳。





总结一下这个案例中的风险，在相关病例中，有大约0.2%~32%的个案（可能性）出现了植入体破裂（危险），这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包括引发自身免疫疾病的不确定可能性。

风险评估

尽管上面列出的计算公式并不复杂，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要计算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却并非易事。用上述乳房植入体案例来说，要想确定风险，需要各方提供参考数据，包括工程师、物理学家、流行病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统计学家、以及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要进行一系列的人体外试验台试验、动物试验、临床试验以及流行病学研究。总之，最终得到有意义的评估结果，需要多年的努力，和上百万美元的资金投入。考虑到评估过程中参与者及应用技术的复杂性，我们就不会惊讶于界定风险所引发的众多公共争议。1995年早春，国会就强制推行风险评估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商业周刊》在相关报道中说：“国会忙着制订风险评估的规范，却忘记了一个肮脏的小秘密：他们不会把答案好好告诉你的。”
(4)

 的确如此。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分析为什么这么说。





●不同的假设：风险评估要求专家们做出一系列非客观性判断。一位公共政策分析人员指出，在典型的风险评估程序中，工作人员有一半的机会做出自由判断。
(5)

 不同的选择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哪种程序是最佳选择，往往并没有科学的共识。因为使用了两组不同的数据（或者有些数据缺失），两个不同的分析模型，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假设，两位同样受人尊重的科学家，针对同一个研究对象，可以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在对干洗剂中所使用的四氯乙烯（PCE）进行风险评估时，用不同种类的动物做实验，用不同的方法把实验结果推算到人类（按体表面积或者体重），用不同的模型（线性模型或者二次方程模型）测算剂量反应，都会极大地改变评估结果，最大的差距可以达到3.5万倍。
(6)



●疏漏错误：风险评估中出现的错误时常都是由无意间的疏忽或遗漏造成的。如果评估者没有能够考虑危险造成的某些特定结果，就无法准确地对风险做出评估。举个例子，多年以来，化学品安全性的确认都建立在它们的急性毒理（acute toxic effects，直接毒性）上，而一些慢性危害，比如癌症、不育、婴儿先天缺陷等，都没有被考虑到。事实上，只有10%多一点的商品类化学品曾经做过慢性毒理试验，包括致癌作用和致突变作用。
(7)

 还有一个例子。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 System Analysis）审核了一系列有关液化天然气的风险研究，结果发现，没有一项考虑到了蓄意破坏的可能性，而在现实中，世界各地都会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
(8)



●不为人知的潜在影响：接触有毒物质可能会产生一些潜在影响，这进一步增加了风险评估的困难。接触某一类有害物质的结果，可能要在数年、甚至是数十几年之后才能显现。比如说，石油泄漏所产生的可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鲑鱼、海豹、水獭以及鲸鱼所产生的远期影响却不那么容易被发现。再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石棉是致癌物，经常在无保护情况下接触石棉的人，20%~25%会死于肺癌。但是，直到石棉被应用于作业场所多年以后，这种致命的影响才被发现，因为由它引起的癌症要在15~40年之后才会发生。
(9)



●动物试验区别于人类反应：用动物毒理试验结果来判定某类物质对人类的影响，关于这种做法也有很多争议。因为大部分受控人类研究（controlled human studies，为研究某种化学物或某种设计对人类的影响而进行的试验）都是不符合科学伦理的，所有科学家们往往依赖于动物研究来进行风险评估。研究者需要使用大剂量的研究物质，来引发可观测到的效果，之后再用这些研究结果来推断该物质对人类的影响。这种方法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没有证据显示，大剂量应用于动物产生的效果，等同于小剂量应用于人类的效果。其次，某种物质对动物产生的作用，与其对人类产生的作用，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是非常相近的物种，也有可能对同一物质产生非常不同的反应。举例来说，二恶英对豚鼠所产生的毒性，是其对仓鼠毒性的5000倍。
(10)

 第三，上文曾经提到过的，把动物试验结果推算到人类，很有可能会出现错误，取决于对二者进行比较所采用的方法（如：体表面积还是体重）。

●主观偏见：“客观的”风险评估也可能受评估研究者自身偏见的影响。一方面，既有的参考方法和伦理规范有助于将主观偏见减少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出色的科学家，也难以避免在研究中受到种种影响：个人信仰、政治观点、以及对所属体制的归属感和忠诚。1986年进行过这样一项调查：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HA）拟定了一份规范致癌物的行业标准，研究者请136名职业医师和行业卫生专家对这份文件发表意见。
(11)

 结果表明，相比于政府约请的医师，行业内的科学家们更倾向于有利于雇主的假设，即该标准讨论的某种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并不大。反向的偏见同样存在。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将要建立一家垃圾焚化厂，这引发了公共争议。一家受环保组织委托的研究机构出具的报告显示，焚化厂可能排放的有毒气体，将导致每百万人中有1430人死于癌症。而政府部门的研究结果则预测，每百万人中只会产生6个死亡案例。
(12)

 与其说前者的测算是“错误的”，倒不如说，它采用了最坏的假设方案，来支持资助人的观点。

风险感知

如果说专业风险评估产生的问题还不算多的话，那么，公众进行的“非科学”的风险评估，与专家给出的评估意见，那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有一项广为人知的研究：四个不同的组别，分别对三十种活动进行风险排序，包括吸烟、饮酒、打猎、使用电动割草机、以及邻近核电站居住。大学生组与妇女选民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组都认为邻近核电站居住风险最高，而专家组只把它排在第二十位。至于游泳，学生组把它排在最末一位，而专家组则把它排在第十位。
(13)



再来看另一个例子。环境保护局于1987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标题为《未完议程：若干环境问题的风险评估之比较》（Unfinished Business: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报告显示：环保局工作组排在前三位的高致癌风险环境危害是：接触工业化学品、室内氡（indoor radon）、食品农药残留。而洛佩尔调查公司（Roper Organization）曾在两年前对公众做过一次类似的调查，调查结果与环保局的报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众最担心的三个环境问题是化学废料处理、水污染、化工厂事故。（洛佩尔调查没有涉及室内氡。要么是因为资助者忽略了这个问题，要么是因为调查者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考察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此外，环保局的报告将氡以外的室内污染排在致癌风险第四位，并把它列为非致癌性健康隐患高风险选项，而公众却把它排在低风险的位置：15项中排名第10.
(14)

 这两项研究表明，对于环境问题的风险评估，专家与公众的意见很不一致。

公众的风险感知与专家的风险评估之间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了什么？当然，普通百姓在很多问题上并不能充分掌握信息，这是显而易见的一点。就好比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高中生吃惊地发现，原来她的中学是用总统格罗弗·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名字命名的，而不是“加拿大的另外一个城市”。同样的道理，如果公众无法确切地对风险做出评估，那也就毫不奇怪了。许多专家认为，假如公众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或者假如媒体能够把更多、更确切的技术信息传递给大家，那么普通人与专家对风险的意见分歧就会消失。但是，我们认为，除了知识不够、沟通不畅，这种分歧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





●研究区别于真实生活：专业的风险评估与绝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每每政府为了推行新政而举行听证会，拥挤的人群中总是会传来七嘴八舌的声音，批评专家们离“现实世界”太远。新英格兰的渔民受够了这样那样的严格限制，时常抱怨国家海洋渔业局（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的科学家们，“你们一年出海一次，做一次调查，然后回来就把各种数据塞到你们那个花里胡哨的模型里，告诉我们说那儿没有鱼。我们天天出海，一年又一年，用不着你们来跟我们说那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不是怎么样的。”的确，科学家们和绝大多数民众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接受的教育完全不同，接触的信息源也完全不同。这里只借用一个例子。英国的一家除草剂顾问委员会一直试图劝说人们相信，没有证据显示除草剂2,4,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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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带来危害，但是农民们和林业工人却对这个结果群起而攻之。
(15)

 于是委员会重新审核了评估程序，得到的结论仍然是相同的，即，“只要在适当的条件下生产和使用这种除草剂”，它的安全性是合乎规范的。而使用了这种产品的农民们则说，问题是“适当的条件”根本就不存在。专家们眼里“适当的条件”，在农民们眼里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条件”。

●衡量后果的角度不同：即便公众认可某种风险发生的概率，他们也有可能以完全不同的视角来衡量风险产生的后果。核电支持者们不断地指出，发生堆芯熔化的风险概率是极低的。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广岛和长崎在他们头脑中激发出的核灾难的画面是挥之不去的，与之相比，专家一再宣称的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就变得十分苍白无力。有时候，人们就是宁愿承受一种伤害，也不愿意承受另外一种，尽管二者孰轻孰重很难说。在这种表面的取舍之下，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自我选择和自我控制的概念。社会中的个体往往十分珍视自主做决定的个人权力，尤其是在以个人权力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中。因此，正是由于这种广为接受的自我控制的价值观，一个人可能愿意不戴安全帽骑摩托车，却会激烈地反对核电。这就能够解释前文所说的，为什么学生会把游泳列为低风险运动，而专家却视之为高风险。因为游泳虽然有风险，但是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核电不论风险高低，却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

●风险范围区别于伤害程度：研究者发现，训练有素的风险评估专家，往往关注的是某种危险可能造成的伤害程度，即潜在的伤亡人数。而普通民众则不同，他们更关注风险所涉及的人群的规模，即暴露在风险中的人员的数量。
(16)

 在三里岛事件中，虽然事故所引发的核辐射是非常微弱的，但是，上百万的民众处于潜在风险之中，这个事实加剧了公众的危机感。假如说事故只会波及到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即便他们面临的是致命的危害，公众也可能会认为风险很低。

●利益分配与成本分摊：就个人而言，某种风险所能带来的利益和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有明显差异的。因此，尽管邻近核电站居住的风险，要远远小于以100英里的时速开车旅行的风险，但是，对于住在三里岛附近的居民来说，他们的感受是不同的。举个例子来说，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waste-to-energy plant），无疑对一个广大的区域来说都是好事，既可以用到便宜的电，又可以提高垃圾处理的效能。但是，对于住在发电厂周围的一小部分人来说，他们要承担焚烧排放物所带来的风险。从整体上来衡量，建厂利大于弊，但不同地方的居民，对这种评估结果的看法显然不同。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有些人愿意从事有风险的活动，因为他们不必为自己的行动承担全部的成本。具体来说，一个人经常参加高风险的运动项目，比如攀岩、蹦极、跳伞，假如他的健康保险费率与他的个人喜好并不匹配的话，那么，与他同在一起工作，或者购买了同一保险公司产品的人，就必须分担他所承担的风险的成本。因此，风险感知的不同，往往就是因为在不同的人群中，风险利益的分配及风险成本的分摊并不均匀。





威廉·莱斯（William Leis）和克里斯蒂娜·乔齐奥科（Christina Chociolko）是来自加拿大的两位政策研究专家。他们发现，许多人愿意低估某些风险，以此来实现他们自己的净收益（net benefits）最大化（或者净损失最小化）。
(17)

 如果这两位专家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个人与机构都有动机去实现风险行为收益的最大化，同时将风险成本尽可能多地推卸给其他人。
(18)

 核电站、一座新的垃圾处理站、新的产品，总会有积极的鼓吹者。他们极力宣扬这些事物可以带来的益处，但却低估或者忽略了它们可能对一小部分人带来的风险。同样的道理，一些人一方面沉溺于一些危险行为，比如醉酒驾驶或者吸烟，另一方面，要么忽略了这些行为明显可能产生的后果，要么像孩子一样天真地设想，“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那些“客观地”做出风险评估的人士应该意识到，他们也许是在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审视着这个复杂的、充满了风险的、不确定的世界。





●信任缺失：还有一个原因，也会导致公众对专家的风险评估持怀疑态度。过去，政府和企业都曾经将秘而不宣的风险强加于毫不知情的民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政府曾经任由公民暴露在高辐射强度的原子尘之下，没有向他们告知，当然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特汽车公司出售了数以百万计的平托（Pinto）汽车，却向消费者隐瞒了这款车型潜在的风险：在车尾遭到撞击的情况下，油箱可能发生爆炸。而惠氏公司（A.H.Robins）在明知产品可能对妇女健康带来一定损害的情况下，仍然向市场销售了大量的达康盾（Dalkon Shield）子宫避孕器。可见，一些大的机构对风险处置不当，严重地动摇了民众的信心。

风险传播

假如说风险评估和风险感知带来的问题还不够多的话，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关联——风险传播（risk communication）——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三里岛和道康宁事件都向我们表明，公司官员往往急于向公众做出保证，声称可能出现的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公众则更想知道，这些公司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尽可能把威胁降到最低。官员们拿出详细的风险测评数据，而公众对这些表格并没有兴趣，他们只想要与值得信赖的人实现对话。在实际案例当中，风险传播鲜少有令人满意的表现。全国研究委员会风险传播分会曾经试图编制一份指导手册，详细介绍成功的风险传播案例的经验，但是令他们吃惊和失望的是，他们只找到一个好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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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经济学是一种悲观的科学，那么，风险传播就只能用失败来概括。根据全国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以下几点是风险传播容易出现失误的地方：





●失去公信力：这点会严重影响风险传播的效果。如果公众感到传播者正在努力宣传而不是努力沟通，他们对对方提供的信息就会失去信任。如果公众认为传播者有欺骗或者歪曲事实的嫌疑，他们就会质疑听到的“事实”。如果公众得到的信息互相矛盾，不管是因为传播者改变了立场，还是因为不同的信息源提供了不同的消息，他们的不信任感都会加剧。这些问题在三里岛事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爱迪生公司在公众面前失去了公信力，即使他们说了真话，也没有人再相信他们。

●难以理解的语言：艰涩的科技术语也会严重影响风险传播的有效性。所谓风险，总是建立在对可能性的预测上，因此，公众甚至会因为很简单的一句话而感到困惑，比如说：下雨的概率是70%。有些人把它理解成70%的时间里都会下雨，有些人则认为是指定区域中70%的面积会有雨。用数字来表示的风险应该怎样向公众传播，这点至关重要。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发生泄漏之后，关于癌症风险的表述就曾经出现过好几种，比如，电站周围1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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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之内的24,000名居民中，预计会有131例癌症出现。再比如，在受到辐射的人口中，癌症发生率将增加2.6%。又比如，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受到影响的7500万人口当中，癌症发生率将仅仅增加0.0047%。
(20)

 所有这些数值表示的都是同一种风险，但传递出来的事态的严重性却完全不同。

●信息通道：如果公众没有畅通的信息通道，那么风险传播就会完全失败。一个组织的决策过程往往会在公众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尤其是在私营公司。这样，公众把事情往最坏处想，就是理所当然的。掌握权力的人，或者出于冷漠，或者因为不胜任，或者由于想法过于简单，往往会忽略公众提出的信息畅通的要求，或者没能做出有效的反应。就像在三里岛案例中，公众能得到的确切的信息非常有限。此外，有些时候，公众所要求的信息是无法取得的，可能是因为科学家们还没有得到确切的研究结果，可能是因为监控不全面，也可能是因为事发突然，还没有来得及开放必要的通讯渠道。

风险企业

1989 年，环保局发布了一项声明，称艾拉（Alar）苹果生长素
[3]

 有致癌风险，每10万名接触过艾拉的人，会有五人在70年的时间内患上癌症。
[4]

 对于经常吃苹果、喝果汁的孩子们来说，风险还要更高些。但是，环保局同时声称，他们不会禁止使用艾拉，因为研究结果并未提示迫在眉睫的危险。艾拉的生产商有利来路化学公司（Uniroyal Chemical）很快回应了环保局的警告，他们反驳说艾拉不会对公共健康带来显著的风险。就在环保局发布了那份语焉不详的声明之后不久，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也在一份名为《不可容许风险》（Intolerable Risk）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称因为接触过艾拉，每2万名儿童中，会有五名在六十岁生日之前患上癌症。埃德·布拉德利（EdBradley）在《60分钟》（60Minutes）节目中介绍了这篇报告的内容，背景图片是一个苹果上面叠加着骷髅和十字交叉骨。知名演员、四个孩子的母亲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签约担任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的发言人。很快，从消费者到果农，似乎人人都开始检测苹果及苹果相关产品中是不是含有艾拉成分。“我给孩子吃苹果酱，是不是在害他啊？”这成为当时父母脑海中想得最多的问题。几个月之后，有利来路不顾果农的强烈抗议，将艾拉撤出市场。

尽管这出戏的情节主要是针对艾拉的，但是由此引发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却远远超出了艾拉的范围。一个政府部门发布了一份态度模糊的声明，公开警告了某种产品的风险。产品的制造商和其他相关团体，因为能够从这个产品获利，站出来宣传它的益处。环保团体和消费者团体也加入进来，将产品的益处搁置一旁，强调它可能带来的最糟糕的危险。媒体囊括了各种声音：数据、受害者声泪俱下的个人故事、产品退出市场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等等，总之，攻方和守方的言论都有报道。公众则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普通百姓此时的情形，就像一家饭店的主顾突然闻到了烟味儿，洗碗的穷小子在厨房大喊：“着火啦！要命的快跑！”而饭店经理呢，西装革履，冷静地站在餐厅的正中央，告诉大家别慌。我们到底该信谁的呢？

有人曾经建议，风险评估专家应该与世隔绝，不受政治和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只有计算机的嗡嗡声能对他们构成干扰。他们以为，假如技术人员像这样只和各种复杂的数学模型单独相处，应该有希望找到“真相”。另外一些人则建议，不管技术人员的研究结果如何，最终都应该由立法机关决定可以接受的风险水平，以及风险——利益的对比权衡。

我们的建议是，对于政府部门或者私人企业来说，既不用独立专家，也不用立法裁决，完全可以找到另外一种应对风险的方法。选举产生的政府、受过技术训练的专家，他们都是重要的选手，不足以担任裁判。可接受风险的标准、风险分配，这些重要的决策，都应该由利益相关各方共同参与制订，之后，他们将共享风险利益，分担风险成本。换句话说，有效的风险管理必须允许公众介入。下面，我们将以道康宁公司的乳房植入体争议事件为例，具体分析我们提出的策略。

经典案例：道康宁乳房植入体争议事情

故事开始了

1962年，两位休斯顿的整形外科医生，因为不满意当时所使用的乳房植入体产品，来到密歇根州米德兰市（Midland,Michigan），找到了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下属的道康宁公司，讨论开发替代产品的问题。一种新型的硅橡胶乳房植入体（silicone breast implant）就此诞生了。这种假体的外层是弹性体硅橡胶囊壁，内部填充的是硅胶（silicone gel）。统计数据显示，从那以后，美国大约有一到两百万女性，使用这种材料做了一侧或两侧乳房假体植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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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数据，当时这种植入体的年销售额在3亿到4.5亿之间。
(22)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根据生厂商的统计，在接受假体植入手术的女性当中，大约有80%是出于“整形原因”，另外20%则是在乳腺癌手术后接受了修复再造手术。产品进入市场之后数年间，曾经做过一些改进，比如增加了囊壁的强度，以弱化植入体的“渗出”（bleed）特性；另外，减缓了手术者因为囊膜收缩（capsular contraction）现象而产生的疼痛感。人体在被植入某种材料之后，会围绕植入体自然生成一层纤维囊膜（fibrouscap-sule），这层囊膜会引起乳房植入体的挛缩，这就是所谓的囊膜收缩。

1976年，美国食药局被授予了监管医学材料的权力。道康宁的乳房植入体因为使用已久，不受新规则限制，没有接受新产品所必需的审查。1978年和1982年，管理局两次审核了这种材料，批准它继续使用。但是到了1984年，法庭诉讼开始了。旧金山的一个联邦陪审团裁决，道康宁公司向内华达州一位女性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50万美元，理由是公司将他们的植入材料作为安全产品销售，属于欺诈行为。陶氏公司对判决提起上诉，最终以一笔未公开数目的赔偿金达成和解。但是在此之后，案件的档案应公司的请求，被置于保护令之下。不过此案之后，道康宁确实修改了产品说明，包括提出警告：产品可能导致免疫系统敏感，并且植入体外壁破裂（rupture）后，硅胶填充物有发生移动的潜在可能。

到了1988年，事情开始升温。受牵连的有道康宁公司，还有另外一些植入体制造厂商。当时食药局颁布指令，所有相关公司都必须提交售前许可申请（premarket approval）。道康宁提交了一份长达3.3万页、共115卷的申请。一家名为公众健康研究组织（Public Citizen Health Research Group）的团体，联合著名的消费者维权人士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共同向管理局请愿，要求将所有的植入体撤出市场。他们认为这些材料会增加女性罹患癌症的风险。1990年之前，对于植入体提出的投诉主要包括囊膜收缩、干扰用于探测乳腺癌的X射线检查、以及实际引发癌症的潜在风险。

到1990年底、1991年初，关于植入体的争议开始大量见诸媒体。1991年3月，纽约一个陪审团判定，一名女性获赔4500万美元，理由是植入她体内的一种带有聚氨酯泡沫塑料外壳（polyurethane-foam shell）的假体（并非道康宁公司的产品），导致她患上了乳腺癌。《商业周刊》发表文章称，道康宁公司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知道他们产品的潜在风险。人们担心的已经不仅仅是癌症，妇女们开始为一系列可能出现的疾病感到恐惧，包括狼疮、慢性关节炎、硬皮症、干燥综合症，等等。心慌意乱的女性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形形色色的杂志上，谴责那些植入体会带来罕见的自身免疫疾病或者结缔组织疾病，令人痛苦不堪。面对这股风潮，食药局决定组建一个顾问小组，成员包括整形外科专家、其他方面的医学专家、厂商代表及消费者代表。第一次会议于1991年11月召开。经过三天的陈述和讨论，顾问组得出结论：各家公司递交的售前许可申请书，不足以支持其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1992年1月，管理局对此结论做出回应，决定暂时中止乳房植入体的销售，因为它们的安全性无法得到保证。道康宁的股票立刻下跌了2美元（之前为77美元），到1月末，已经下跌到了61美元。美国整形外科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表示，他们将遵守食药局的决定，学会主席还警告说：“（这个决定）向患者传递出一个非常负面的信息：这些植入体有问题。”
(23)

 米切尔·卡兰博士（Mitchell Karlan）是美国医学学会（American Medical Society）的成员，她对《纽约时报》所说的话可就没有那么字斟句酌了：“妇女们这下要抓狂了。”
(24)



争议涉及的各方面人士都涌向华盛顿，去表达他们的观点。整形外科学会向每位会员征收了1050美元用于资助相关活动，比如通过电话会议对手术接受者进行医学教育。原告律师们不断地向媒体讲述当事人可怕的遭遇，并收集各种证据准备与道康宁对簿公堂。一大批妇女，其中有刚刚从癌症中恢复的受害人，还有正在饱受结缔组织疾病折磨的患者，控诉手术给她们带来的难以忍受的身体磨难和乳房变形造成的精神痛苦。大部分手术接受者处在不明不白的境地。难怪“唯弥”组织（Y-Me）
[5]

 说：“对于官员们和专家们来说，花时间慢慢研究那些数据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来说，我们只想让这件事立刻停止。”
(25)



1992年2月，顾问小组再次开会讨论，意在为食药局提供更具体的建议。三天的会议结束后，顾问小组建议当局不要全面禁止假体植入手术，而是对它采取严格限制，同时他们还提出，所有接受手术的女性，都应该接受医院的追踪访问，并且应该严格限制纯粹以整形为目的的植入手术，乳房切除的患者则不应在限制之列。《纽约时报》报道说，顾问小组的结论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些植入体是安全有效的。”
(26)

 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则说，顾问小组确定“没有足够的有害证据，但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做出判断。”
(27)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乳房植入体没有被禁，但是被严格限制了？植入体不安全，但是不会造成伤害？食药局在4月发布了最终裁决，但在3月中旬，道康宁就已经宣布，“停止生产和销售硅胶填充乳房植入体。”
(28)

 4月，公司宣布第一季度利润下降了16%（主要是因为支出了大笔法律费用）。7月，公司报告显示第二季度收益下降了84%，终止植入体业务是造成这个结果的一部分原因。

故事变了

我们直接跳到两年之后。此时，将近60家公司正忙着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们谈判，她们声称假体植入给自己带来了伤害，要求支付总计超过42.5亿美元的赔偿金。就在这个时候，1994年6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作者就职于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in Rochester,Minnesota），这是一家很有声望的医疗机构。这篇论文提供了全新的研究结果，宣称经过对749名女性进行平均为期7.8年的追踪调查，发现“乳房植入体与结缔组织疾病，以及其他疾病之间，没有关联。”
(29)

 杂志还就此发表了社论文章，认为“科学结论不能建立在争议与舆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像其他科学问题一样，必须首先仔细收集并批判地分析大量的数据，由此导出结论。”
(30)

 并指出乳房植入体引发的争议，就是一个反面案例。

6月17日，紧跟着梅奥医学中心发布的研究结果，《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标题为《价值42亿美元的错误》，文中这样说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方法敌不过追逐10亿胜诉费的律师，敌不过满脑子政治正确的媒体，敌不过凯斯勒（David Kessler）博士领导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这实在让人感到悲哀。”
(31)

 社论话锋一转，称这次事件可以用来佐证，律师的胜诉费应该取消，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在食药局开展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进退维谷，而法庭则应该执行“输家买单”的规则。

《纽约时报》则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它在社论中指出，尽管梅奥中心的研究结果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但是它的研究样本规模太小，不足以发现结缔组织疾病呈两到三倍增长的现象。社论的结论是：“食药局对植入体下达了禁令，所依据的理由并非它们不安全，而是生产商在销售这种产品长达数十年之后，仍然未能展开相应的研究，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科学家们时至今日不得不忙于测试产品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这个事实足以证明，食药局的决定是正确的。”
(32)

 在《纽约时报》看来，就算有了新的研究结果，食药局的决定仍然是正确的。至此，三家负有盛名的机构得出了三种不同的结论。

公司应该怎么做

本来只是乳房植入体这样一种简单的医学材料，如今却成了美国政治和文化争议中的焦点问题。某种程度上，事件的主题发生了演变，变成了美国女性虚荣心的故事，她们为了看上去更漂亮、自我感觉更好，做任何事情都在所不惜；变成了癌症患者术后的故事，她们为了找回完整的自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弥补的途径；变成了美国企业的故事，面对公众，它们再一次隐藏了真相；变成了贪婪律师的故事，他们为了谋求钱财和名声，急着要打赢官司；最后，还变成了一家政府部门的故事，这个衙门要么出于不得已，要么是为了实现野心，总之对美国企业当头一棒，让它们从此一蹶不振。

尽管这个故事看上去谜团重重，但是作为当事人，道康宁公司在几件事情上如果能有所作为，就能够更主动地掌控自己的命运。

植入体破裂问题

且不论植入体发生破裂或渗漏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医生们最迫切的担心反而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也是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植入体发生破裂的概率究竟有多大？道康宁公司好像从来没有检测过，它们产品的使用寿命有多长，基于它的植入年限和生产厂商，产品发生破裂的概率是多少。这些都没有确切的答案。《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这样说：“植入体破裂的概率不得而知。对于生产商和整形医生所宣称的低于1:100的概率，在会上发言的顾问小组成员都表示不能接受。”
(33)



11月和2月两次召开的顾问小组会议上，与会者展开了大量的讨论。随着会议的进行，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信息都影响着公众。早在1971年，做过植入手术的医生们就曾经报告过植入体破裂的案例。1973年，道康宁公司曾经要求它们的销售人员回收破裂的植入体，用来研究确定外层硅橡胶囊壁发生破裂的概率。1975年，公司研制出了一种新型产品，但破裂问题仍然是一个顽症。事实上，1976年，公司曾为宣传产品拍摄过一条做整形植入手术的视频，而在拍摄过程中，就有两个植入体在摄像机面前发生了破裂。公司内部文件显示，一位研究人员发现，产品发生破裂的概率在5%左右，这曾令他十分担忧。1983年的一份公司文件则曾经指出，鉴于破裂事故确实会发生，因此，硅胶的安全性不能再建立在外囊的密闭性之上。尽管公司称新型产品的囊壁耐久性得到了改善，但是，1987年，仍然有一位医生报告：“从一位患者身上取出的植入体已经破裂，里面的硅胶甚至流到了地板上。我们都看到了。它已经完全没有了粘着力，稠度和机油差不多。”
(34)



而在另一方面，顾问小组在会上也收到了一些受力性能研究和临床研究数据，其结果都支持植入体产品的力度和耐久性。道康宁公司提交了大量的研究报告，称自己的产品达到甚至超过了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and Materials）颁布的标准。他们还在11月举行的顾问小组会议上指出，在1000例受到监测的手术中，只有11例出现了植入体“外壳完整性受损”的情况，即，破裂发生率为1.1%。
(35)

 1992年，道康宁用公司收到的破损报告的数量，除以公司销售的产品总量，得出的事故比率仅有0.2%~0.5%。
(36)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含混概念，两家机构分别进行了一次乳腺影像研究。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医学院（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in St.Louis）的研究人员发现，X射线影像显示，在350名女性当中，17%出现了植入体疝形成（herniation），另有4.6%出现了植入体破裂的迹象。
(37)

 研究者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疝形成与实际破损之间很难区分，因此，破裂案例的数量可能被低估了。
(38)

 此外，由于这项研究不具有持续性，所以疝形成案例中有多少会转变为植入体破裂，尚不可知。
(39)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School）的研究则发现，424个接受超声检测的植入体当中，有3%存在渗漏。换言之，在212名女性当中，植入体的破裂发生率是6.6%。
(40)

 通过与后期的手术和其他诊断技术做比较，研究者们发现，健康检测只能探测到一半的破裂病例。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中，X射线检测漏掉了四个病例，超声检测漏掉了一个。也就是说，在临床实践中，X射线和超声检测所报告的破裂病例，可能低于实际发生率。研究人员同时指出，在接受检测的植入体中，他们只能确定其中80%的使用时间，至于它们的生产厂商，则完全无法确定。因此，研究结果无法在产品的使用时间、生产厂商和破裂发生率之间建立联系。
(41)



对不确定性做出结论

针对所有这些传闻中的、临床上的、以及研究得出的结果，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会如何下结论呢？约翰·林奇（John Lynch）是顾问小组会议的咨询专家，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主席。他是这样说的：“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大的类别，一类是旧的、已经植入的产品，另一类是各种新型产品。对于这两种类别，我们现在能说的充其量不过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产品发生破裂的比率比较低。我们能说的也就这些。”
(42)

 看来，科学所能确定的也就这些了。

那么，食药局的官员们又能下什么样的结论呢？1992年1月7日，局长戴维·凯斯勒在新闻发布会上是这么说的：“目前我们仍然不知道植入体渗漏的比率是多少，也不能确认，渗漏一旦发生，会有什么物质进入人体。我们仍然不知道植入体破裂的比率，以及它们的使用期限有多长。”
(43)

 实际上，在11月举行的顾问小组会议上，道康宁已经感受到了大家对此事的态度：一家公司，产品上市已经三十年，并且已经被植入到数以百万计的患者体内，但是居然从没有对产品的使用寿命做出过确切的判断，这听起来着实令人侧目。一位与会者向道康宁的官员发问：“植入体处于不同物理条件下，或是暴露在体液环境中、吸收了生物化合物之后，对产品的挠曲寿命（flex life）或者是疲劳寿命（fatigue life）会产生影响。你们对这些数据居然一无所知？这是真的？”
(44)

 公司官员回答道：“是真的。”

面对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道康宁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制订了一份产品更换付费计划，承诺“如果公司产品在植入五年之内，发生外壳失去完整性的情况”，公司会为取出或更换植入体支付费用。
(45)

 顾问小组很快做出回应，反问道：既然产品行销近三十年里，公司所报告的破损率那么低，为什么质保年限却这么短？公司一位官员答曰：“五年之说只是告知使用者，五年是一个恰当的时段，公司可以在此时段之内，为产品外壳失去完整性向患者提供经济支持，而并不是说从第六年开始，植入体就会发生破裂，或者出现其他什么问题。”
(46)



互利方法：对产品了解于胸，对公众据实告知

道康宁为自己的产品规定的质保期，等于在此次争议中确立了两点。首先，它暗示了产品的性能标准：植入体至少在五年内不会发生破裂。其次，它将公司置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产品的质保年限只有五年，另一方面，公司提供的研究数据却显示，即使在术后长达10年甚至更久之后，产品的破损率也只有不到1%。在听证会上，这个五年质保政策让人们产生了几个对道康宁不利的疑问。难道公司自己也对自己的质量报告没有把握？如果破损率那么低，为什么质保期却那么短？公司负担不起纠正产品缺陷的费用吗？总之，在大家看来，公司要么就是在向公众隐瞒风险实情，要么就是吝啬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设定明确的性能标准

我们从这件事中可以得到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果公众对潜在风险感到担忧，公司或是机构必须能够设立一个明确的性能标准，并用精准的语言把它清楚地表达出来。比如，一些居民恰好住在高压输电线之下，他们担心，潜在的电场或磁场风险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发电厂可以用这样的描述，来打消人们的担心：“如果你有适当的仪器，就会发现在高压输电线上方100米处，能够测得的电场强度仅有不到1千伏每米。”

但是，像这样设定清晰的标准，又谈何容易。就说植入体引起的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吧——破损率，无数的专家都难以断言厂家目前所能达到的产品性能标准。同时，几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对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产品进行性能对比，这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还有一个问题，虽然生产厂商引用了较低的研究数据，对自己产品的破损率给了一个勉强的说法，但是人们丝毫不买账。X射线研究显示，植入体的破损率在1%~5%，远非公司所宣称的0.1%。代表某个生产厂商的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对顾问小组说，他与患者交流的时候，会把厂家所称的破损率放大几倍。
(47)



关于五年质保期，道康宁对顾问小组的疑问做出了回复：“我们不是说到了第六年，植入体就会发生破裂，当然，我们也不知道究竟第几年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说明，质保期的设定是随机的。这难免让顾问小组和公众产生更多的疑问。道康宁的产品与其他公司产品相比，破损率如何？与其他医疗器材相比，又如何？究竟在什么时间点上，产品发生破裂的风险最大，是手术刚刚做完之后，还是若干年以后？对于不同的破损率报告，公司如何解释？

这件事的教训是：公司为产品设定性能标准，其前提必须是能够把这个标准解释得通。对于没有证据支持的假定，公众是不会接受的。不过，找到一个客观的、令人信服的标准，又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呢。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外科医生心直口快，他对顾问小组讲了他是如何跟患者交流的：我警告他们，根据厂家的研究报告，产品植入体内后，出现问题的风险是1.5%~3%，这时就得再次做手术，重新植入假体。接下来，我会对他们说，不过我发现实际上的风险概率会比这个数字高，你们得做好6%~10%的心理准备。这样，如果真的遇到问题，他们就不会感到太意外了。
(48)

 这位医生的谋生手段就是做乳房假体植入手术，他为厂家提供证言，自然很容易被认为是有偏见的。但是，他为可能的误差留出了余地，这就让他的话变得可信了。他采用了最低报告数据，又把它与自己的临床经验做了比较，还考虑到了令患者日后能够接受的心理因素。而道康宁呢，与这种做法形成了对比，不仅反复强调他们的最低数据，而且还采用了他们自己明知并不确切的统计数字（即，回收到公司的破损植入体）。

仅仅是设定一个明确的、令人信服的性能标准，并不足以令公众消除所有的担心。然而，假如没有这样一个标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可能会完全无法实现。同样，设定这样一个标准，并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尤其是在利益相关各方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但是，道康宁公司却连这一点都没有能够做到。

诀窍一：设定明确的、令人信服的性能标准。

降低风险，而不是淡化问题

11月，道康宁的案子被提到了顾问小组会议上。负责临床及法规事务的贝利·利普斯科姆（Bailey Lipscomb）博士代表公司向会议做陈情发言，他的论点值得我们深思。他的发言是这么开头的：“我想在此诚恳地、明确地声明：道康宁全体员工对我们公司产品的安全性深信不疑。”
(49)

 之后，利普斯科姆博士针对公司的售前许可申请，做了全面的、系统的、证据充分的辩护发言。他指出，公司在植入体研发和生产方面有三十年的从业经验，并投入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经费，开展机械性能和临床研究。他列举了11项临床前研究，称这些研究无一得出植入体引发免疫疾病的结论。并指出，临床研究也未发现任何证据，证明植入体与癌症有任何关联。同时，硅胶抗原和血液生化基础研究，同样没有发现任何负面结果。利普斯科姆博士强调说：“不管引发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当然同情那些遭受了健康问题的患者。但是，相关的争议必须借助有效的科学证据来解决。”
(50)

 他煞费苦心地指出，根据公司的研究结果，“总体来说，在接受过手术的女性患者中，95%对手术过程表示满意，……对手术医生的满意度，也基本达到了同样的比率。”
(51)

 （来自纽约市纪念斯隆·凯特琳医院［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Hospital］的精神科主任，对植入手术可以带来的心理满足进行了分类。这位医生表示，既然手术可能带来问题，比如囊膜收缩，那么道康宁公司对整体状况的描述就有失武断。）利普斯科姆最后说道：“公司的售前许可申请对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做了详细的阐述，我的发言只是很简要地概括了它的内容。我们提交的大量数据证明，公司的产品安全有效、有充分的质量保证。”
(52)



利普斯科姆的陈词既不能说服食药局，也不能说服媒体。他出于维护公司利益的考虑，从一开始就站在为公司辩护的立场上，而不是对公众关切的问题做出积极的响应。他的辩护词被人们看作是公关策略中的“石墙”手段。一些愤怒的民众表示：“他根本没有谈怎么解决问题，只是一味地保护公司。”的确，利普斯科姆对公司未来打算做什么只字未提，只是在大谈特谈公司已经做了什么。他的发言几乎没有述及这个问题存在的不确定性，只是把焦点放在产品的益处上，对于相应的代价却一笔带过。

道康宁公司不求解决问题，只求将问题大事化小，在这点上，利普斯科姆的言论还只是表现之一。1991年夏天，争议愈演愈烈，此时，道康宁开设了一条电话热线，专门用于回答女性患者对植入体的疑问。与此举相配合，公司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广告，宣称，“如果你想得到关于乳房植入体的确切信息……而不是想得到那些含沙射影、半真半假的言论……请拨打道康宁健康咨询中心热线电话……”
(53)

 1991年末，食药局女性健康专员的特别助理曾经假扮成一名女大学生，拨打了这个热线电话。接线员告诉她，“科学数据和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产品是100%安全的。……我们曾经做过长期的研究，也曾经做过数以千计的整形外科手术，它们都证明这种产品是安全的。”
(54)

 食药局向道康宁发送了一封警告信，告诫他们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之后热线电话接线员的口气收敛了许多。但是如果打电话的人索要文字材料（由公司以外的人员撰写），材料上面提供的仍然是这类过于自信的宣传。道康宁似乎总是特别愿意用言过其实的说法，夸大自己产品的安全性能。总而言之，公司在打消人们的疑问方面投入了许多，而在降低产品风险方面投入得却很少。

公司原本可以做些什么呢？1992年2月，道康宁新任首席执行官基思·R.麦肯农（Keith R.McKennon）采取了全然不同的做法。只可惜，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行动都有些晚了。麦肯农是一名经验老道的公关行家，他曾经为陶氏公司成功地处理过二恶英和橙剂争议事件。专家小组的一个成员称麦肯农的处理方法“表现出了全新的合作精神和一种，借用一个词，‘公开性’
[6]

 。”
(55)

 麦肯农告诉媒体，“对我和道康宁公司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对那些做过假体植入手术的女士们负责。如果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澄清，那么我们将会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充分合作，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抱怨顾问专家小组都有谁，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56)

 显然，这种做法与道康宁之前的策略大相径庭。

1992 年2月，麦肯农出现在食药局顾问小组会议上，此时距离利普斯科姆上次的陈情发言仅有几个月之隔，但公司的调子却发生了鲜明的改变。麦肯农这样开始了他的发言：“我相信，对我个人和道康宁公司来说，在这件事情上最重要的责任，是要面对那些使用了我们产品的女性。”
(57)

 他首先强调了产品安全的重要性，之后，没有再像过去那样，试图为公司辩护，而是提出了一个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的计划。可见，道康宁的策略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是想尽办法把消费者的顾虑减少到最低程度，而是寻求把降低风险到最小。

在向法庭申请信息禁令这个问题上，尽管公司还是把它做为一项长期策略，继续执行，但是做出了两点改变。第一，不再借用禁令向食药局隐瞒信息；第二，假如食药局意欲将其中某些信息公之于众，公司将全力配合，保证满足对方的要求。此外，麦肯农还策划了一项综合研究计划，它由30个子项目组成，旨在解决个人和组织在争议中提出的种种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他还做出承诺，在医生、患者、食药局和其他厂商的协助下，追踪研究植入案例，同时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麦肯农表示，公司保证，在术前向消费者告知“不同的选项、以及植入手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和益处”。
(58)

 最后，道康宁公司还将建立一个妇女议事会，共同讨论大家关注的问题。

麦肯农没有再像过去那样，罔顾消费者利益，只是冷冰冰地对产品的安全性做出保证。相反，他采取了具体的行动，证明了公司的诚意。他认为女性对植入体安全性的恐惧和担心是合情合理的。对于公司的信息披露政策，他不只是宣布了事，而是做出了解释。他主动设置了科学议程，力求回答未加证实的若干问题。公司的行动表明，他们不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还有利益相关各方监督，有案例追踪系统，有议事会供各方互动。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彼得·桑德曼（Peter Sandman）曾经提出过三条原则，借此说明，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公司与政府部门如果能够采取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教育公众，效果好得多。以下就是桑德曼提出的三条原则。

1.环境方面存在风险的时候，媒体的报道规模与相关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无关，而是与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相关，比如：时效性，人情味儿。

2.围绕个人展开的风险争议报道大部分与风险本身无关，而是与事件所引发的责难、恐慌、愤怒以及其他非技术因素相关。

3.假如新闻报道中出现了技术信息，对于受众能够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总之，公众对于接受教育毫无兴趣。他们只对行动感兴趣。桑德曼的论点是：





企业发言人对媒体所做的各种声明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是把平息人们的愤怒作为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承认问题、为错误行为道歉、承诺与利益相关方共同处理问题、解释清楚各方能够做些什么来降低风险……
(59)







道康宁公司的麦肯农有意无意间采用了一种与互利方法颇为神似的策略。他承担了责任；对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做出了回应，而不是忽视这些问题，尽力把它们大事化小；提出了可行的方法，降低风险。他推行的政策不仅仅是立足于信息和观点，而是以行动为导向的。为了对公众关切的问题做出回应，决策者必须在降低风险方面投入更多：改良生产程序，增加信息透明度，提高产品质量，直至最后召回产品，如果是势在必行的话。为了降低风险而做的种种努力，往往会得到回报。

诀窍二：降低风险，而不是淡化问题。

言出必行，而不是自食其言

不幸的是，麦肯农的策略至少有一部分并未能付诸实践。几个月之后，道康宁就打破诺言，没有按照食药局的要求，向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1991年末，公司聘请了前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由他针对道康宁的植入体业务主持一项“独立的”、“客观的”调查。这项调查于1992年末完成之后，公司以“律师——当事人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为由，拒绝向食药局递交调查结果。于是，贝尔的工作从一项独立的外部调查，转而神秘地演变成了内部的保密研究。贝尔究竟发现了什么，让道康宁公司觉得必须向公众隐瞒？

麦肯农在1992年2月上任伊始，曾经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公司坚持把那么多的文件尘封在法庭的保护令之下，无异于“自陷困境”。
(60)

 但是事到如今，有些事或是有些人却让他改变了立场。道康宁看似在保护自己的特权，实则对已经遭受创伤的公司声誉又追加了重重一击。甚至连一直坚决同情他们的《华尔街日报》，也开始采取对公司不利的行动。“道康宁信誓旦旦地宣称要采取信息公开的政策，如今却拒绝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上交外部调查报告。”
(61)

 一位食药局资深官员抱怨道：“道康宁曾经试着想给公众留下一个好印象，表明他们和我们是充分合作的。不错，他们是给我们送来过成千上万份在调查中被审核过的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十分混乱，完全不知所云。”
(62)



麦肯农早先曾经表示过对女性消费者的关注，如今，随着公司拒绝交出报告，这个承诺也成了一句空话。假定报告中确实包含有产品安全方面的负面信息，这次，女性消费者将再次成为最后一个了解实情的人群。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要承诺；一旦承诺，就要言出必行。

诀窍三：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要承诺；一旦承诺，就要言出必行。

寻求答案，而不是有意隐瞒

随着争议的不断发酵，公众也在不断地追究公司过往的所作所为。且不论道康宁一案的科学结论究竟是什么样的，仅仅是公司过去那些不恰当的行为，已经加剧了人们对其产品安全性的警觉。如果说公司对某些问题不知情，却又不愿意去找出真相，这一点还没有让大家感到不可原谅；那么，他们明明知道某些情况，却偏偏不肯把它公之于众，这一点则彻底激怒了公众。顾问小组的一位成员在两次会议之间改变了主意，开始支持严格限制使用植入体。她说："11月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介入此事，当时我们接触到了大量论证植入体益处的材料，支持这些益处的数据也非常充足。到了2月，我们再议此事，焦点已经转移到了产品的风险上，支持产品的数据之贫乏令人吃惊。”
(63)

 《美国医学协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的研究报告称：“但是，并没有基于临床追踪监测的严格数据，证明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因为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临床追踪监测。关于植入体与若干病症之间的关联，可以用来支持或者反驳的流行病学证据都是缺失的，相关的细节同样缺乏足够的记录，因为这些都需要长期的追踪研究。”
(64)



这个行业究竟对什么情况是有把握的呢？道康宁和其他公司究竟有没有做过任何有关保证产品的安全性的事呢？道康宁从未做过任何动物实验，将其产品放入动物的乳房或接近乳房的位置，测试植入体的安全性。对于这一点，顾问小组的一位成员感到尤其不能容忍。他说，在道康宁提交的上万页的数据材料中，只有两三页涉及到了将植入体放置到它的解剖学使用位置。他对公司的官员说：“我想这么特殊的情况，应该会让我铭记一辈子了。这在医疗器材监管方面，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我们谈论的可是把一个硅胶假体放入人体之中，放进乳房之内，或是接近乳房的地方，而且你我都承认，那是有可能发生破裂和渗漏的啊！而这种手术对女性的乳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关于这点，我所能得到的最有效的数据，居然是来自于人类的数据。”
(65)



道康宁并没有通过动物实验来获取相关的认识，而是选择了从实际应用中采集数据，也就是说，从那些对他们的产品丝毫未曾产生怀疑的植入手术接受者身上。一位整形外科医生说，在植入体的使用和改进过程中，惯常的做法是，医生将产品用在患者身上，之后提出建议，厂商据此做出改进，再由医生将改进后的产品试用在新的患者身上（未经任何动物实验）。这位医生称，这种做法“看上去有违伦理”。
(66)

 众议院一个职能委员会的会员总结说，这种行为只能用一种方法来描述，那就是“把患者当成豚鼠来用了”。
(67)



在司法诉讼中，道康宁的一些内部文件被迫公开，这些文件显示，公司内部至少有一部分人对于产品所宣称的安全性极度担忧。1975年，公司的一个任务小组曾在其内部备忘录上这样陈述：“现在有一个问题尚未得到答案，那就是会不会有过量的硅胶穿透囊壁流入人体。我们必须立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做出错误的决定，赌注就下得太高了。”
(68)

 然而，公司并未开展后续研究。1976年，道康宁的一位临床研究专家写信给同事们说：“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提议，对于植入体的硅胶、囊壁、以及渗漏现象，公司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囊膜收缩不是唯一会出现的问题。如果再不采取行动，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
(69)

 标注时间为1983年的另一份内部备忘录上这样记载：“目前只有推论数据可以证明，这种硅胶应用于人体植入，具有长期安全性。”
(70)

 1985年，道康宁发现，食药局可能会要求他们，针对产品的安全性进行动物终身实验，一位雇员随即称“大事不妙”
(71)

 .这种动物终身实验，要求对狗进行长达七年的研究，而公司所宣称的安全性却只是基于两年的研究。

麦肯农最终推荐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手术患者注册系统，以便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为她们的健康服务。但是整个行业对此都持抵制态度。顾问小组的一位前任主席曾经提醒后任小组成员以及植入体生产商，美国整形外科学会曾经在1988年做出承诺，表示将与食药局合作，建立患者注册系统。但是，仅仅48小时之内，协会就撤回了他们的承诺。他们并非唯一掉链子的一方。顾问小组虽然已经把建立注册系统作为四项建议之一提出，但是食药局自己却放弃了这个计划，理由是成本过高。
(72)



这个行业还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的秘密？除了不愿意采集有用的信息，厂商和外科医生们还拒绝告知消费者关于植入体的全部风险，甚至阻挠别人这样做。琼·皮特金（Joan Pitkin）是马里兰州的州议员，她在2月告诉顾问小组，自己曾经试图说服马里兰州议会立法，规定如果有女性想要做植入手术，医生必须向她们发放介绍材料，说明产品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她受到了很大的干扰。不过，她补充说，尽管有生产厂商和外科医生竭力反对，这项法律最终还是在1987年得以通过。

尽管1988年的顾问小组曾经提议，作为一项强制措施，厂商和外科医生必须向消费者介绍乳房假体植入手术的潜在风险，但这项计划从来没有真正落到实处。食药局很快决定，来自厂商和外科医生的反对意见太过强烈，他们提议将其改为自愿执行。1989年，相关团体，包括消费者、生产厂商、健康专家，尝试共同制作宣传手册和视频资料，却没能就内容达成一致意见。事前组织方错误地决定，每一位代表都有权否决整个团队的决定。结果，美国整形外科协会果然动用了这项权力，他们威胁说，如果任何消费者维权团体的名称出现在小册子的“发起人”栏下，他们将投票否决这份宣传手册。食药局最终放弃了这次尝试，取而代之，要求厂家把食药局自己制作的一份插页，放在产品说明书中。

道康宁还曾经不遗余力地压制从法庭上传出的信息。他们为此举辩解的说辞很简单：“我们可不想给控方律师提供更多的证据。”
(73)

 1960年至1984年间所有的公司内部文件，全部被封存在法院。1984年，旧金山联邦法庭裁定，道康宁应向内华达州（Navada）的一名妇女支付15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公司虽然声称在这起案件的判决中，“感情因素导致过高赔偿”，但是仍然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封存了所有的案卷材料。
(74)

 在此之前他们曾提起上诉，并与原告方达成了赔偿数额不明的协议。在判决书中，法官指出，公司自己的研究“对产品的安全性产生了相当大的疑问，而消费者对此却毫不知情”
(75)

 。1991年，公司又支付了730万美元的赔偿金，做出判决的是旧金山的另外一个联邦陪审团，他们认定，道康宁隐瞒证据，不承认破裂的植入体可能导致免疫系统紊乱。

就算道康宁没有撒谎，就算他们从来不曾有意危害消费者的健康，公司的行为已经足以令人们感到愤怒。一位消费者代表在1992年2月的顾问小组会议上说：“在过去的七年中，已经有三家大的制药公司被判定有罪，指控他们的罪名是向食药局隐瞒数据。除此以外，其他一些制药公司也因为可能有犯罪行为而被调查，普强（Upjohn）公司因为酣乐欣（Halcion），罗氏（Roche）药厂因为咪达唑仑（Versed），辉瑞（Pfizer）制药因为比约-谢利氏心脏瓣膜（Bjork-Shiley heart valve），希望还有道康宁和其他公司，因为刻意隐瞒硅胶乳房植入体的安全数据……问题是，这些公司多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撒谎，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他们？”
(76)

 道康宁试图在法庭上保护自己，但他们的行动却招致了舆论的反对。当然，这并不等于其他方面没有遭到攻击，包括食药局、消费者维权团体、原告律师。但道康宁一味地压制庭审信息，反而招致了更多的舆论关注。

关于这类行为，威廉·莱斯和克里斯蒂娜·乔齐奥科在他们的著作《风险与责任》（Risk and Responsibility）中有所述及：





利用风险评估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煞费苦心地与公众玩儿游戏，不管有没有需要律师证明的蓄意阻挠之罪，从公众利益的立场出发，这些行为都是令人难以容忍的。风险管理人员可能无法抵抗这种手段的诱惑，但是，事情一旦败露，对于那些没有专业知识的利益相关方来说，这只会加剧他们对未知的恐惧感，并强化他们头脑中的一种观念：看起来，大量的未知因素仅仅是源于风险制造者明显的私心，因为他们担心，万一那些数据包含着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呢？不如索性让它们被漏掉。基于这种情况，最谨慎的行动策略就应该是：极尽所能，规避风险。
(77)







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表示同意。道康宁案例告诉我们，在相关信息方面玩儿捉迷藏的游戏，可不是没有后果的。自然，这样做可以减少官司带来的一部分损失（就这个案例来说，恐怕真实的情况还并非如此）；但是，与此同时，它会引发公众的不信任和愤怒。

诀窍四：关于产品或政策，应该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而不是隐瞒相关信息。

公司呼吁尊重科学

在争议过程中，不计其数的人对顾问小组、对食药局、对法庭做出的有利于原告方的判决，提出了种种批评。他们强烈指责，法律对于理性过于冷漠。道康宁不止一次地呼吁，争议的解决应该回归科学。代表公司在顾问小组会议上发言的利普斯科姆曾经说，“不管引发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当然同情那些遭受了健康问题的患者。但是，相关的争议必须借助有效的科学证据来解决。”
(78)

 罗伯特·T.赖利（Robert T.Rylee）是与道康宁合作的卫生保健公司负责人，他对媒体说，有人提到，公司内部的备忘录显示，一些员工为产品缺乏足够的实验而感到担忧，但是“内部备忘录并非科学……它只是争议双方中其中一方的言论记录。真正的问题应该是：科学是怎么说的？”
(79)



公司以外，也有一些人敦促回归科学，他们的立场是反对“推测”与“歇斯底里”笼罩整个事件。一位在11月顾问小组会议上作证的整形外科医生说，那些批判硅胶植入体的人，“已经在这个国家中引发了硅胶恐惧症，而他们不过是从真正的科学那里拿走了一点点皮毛，然后就极尽歪曲之能事。”
(80)

 来自田纳西州的国会女议员玛里琳·劳埃德（Marilyn Lloyd），对食药局的硅胶植入体评估程序持坚决的批判态度，在2月的顾问小组会议上，她辩论道：“最后的决定不应该建立在食药局的偏见之上。今天的食药局已经没有能力在科学的基础上做判断了，要知道，目前并没有清楚的科学证据表明，这些植入体对女性来说是不安全的。”
(81)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指出，凯斯勒局长曾经对植入体下达过一个45天的短暂禁令，“这种做法，等于是中止了科学仪器的运转，而开动了法庭的机器。我们都清楚，同业互查，随机研究，这些都可以被科学发现和对抗性程序轻而易举地反击成功。”
(82)



这些呼声是为了唤起争议各方更加倚重科学的判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做法也有不足之处。倒不是说科学和技术专家不应该在风险决策中承担积极的角色，而是说，在风险争议中，给出科学的答案时常并非易事。就拿破损率这个问题来说（这只是围绕植入体产生的若干争议问题中的一个），科学研究得出的数据并没有定论，而且互相矛盾。可以说，恰恰是因为各项研究不足以产生科学共识，因为大量的科学探索事实上从来没有展开，所以才引发了争议。那些大声疾呼回归科学的批判者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从一开始，道康宁公司就从来没有组织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来论证其产品的有效性。这一点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83)



科学分歧的根源

牵扯到风险争议，科学家们一定会产生分歧。康妮·奥扎瓦（Connie Ozawa）是《重塑科学》（Recasting Science）一书的作者，她在著作中强调了这种分歧产生的几个原因。首先，科学家之间会出现错误传达这样的简单问题。在破损率争议中，X射线研究组衡量破损百分比的基础是“每人”（华盛顿大学研究组），而超声研究组的衡量基础是“每个植入体”（匹兹堡大学研究组）。这两个数字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用来做比较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具体来说，4.6%的破损率是基于“每人”的，3%的破损率是基于“每个植入体”的，而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整形专家曾经把这两个概念相提并论，仿佛它们测量的是同一回事。

第二，研究设计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数据，或者对数据产生不同的意见。比如，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对象并没有乳腺癌迹象，她们是在同一地点进行的大规模的流动检测活动中接受X射线检查的。而另一项研究，研究对象并非来自同一人群，而是因为医生推荐或者自我需要。其中有些女性已经得到了症状报告，比如乳房肿块，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她们前来接受检查。由于两项研究的样本来源是不同的，这会影响到它们的调查结果。如果这种设计上的区别是不透明的，那么两个结论就会产生尖锐的分歧和矛盾。

第三，科学家们在选择分析方法方面可能会有意见分歧。华盛顿研究小组的一名成员，朱迪·德斯陶特（Judy Destouet）博士认为，用超声方法探测渗漏实属“不易”，“但是我必须得提醒你，哈里斯博士却把这件事当成了相当容易的事情。”
(84)

 另一位研究人员是食药局的顾问，他反驳了德斯陶特的质疑，指出，他自己得出的研究结果与超声检测的结果十分吻合。

就算各种研究发现都不存在传达错误、都被精确地比较过、研究方法也都得到了各方认可，仍然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E.詹姆斯·波琛（E.James Potchen）博士是一位放射科医师，也是食药局顾问小组的成员，他指出，虽然华盛顿大学的X射线研究很“有趣”，但结果却没有任何统计学上的推理意义，因此人们不应该认为他们的发现具有“重大的临床价值”。
(85)

 德斯陶特博士则宣称，研究显示，仅仅借助健康检查，并不能探测到所有的渗漏病例，这一发现非常重要。两位专家说的是同一数据，但因为有不同的关注点，所以强调了不同的结论。顾问小组成员的出发点，是要保证研究发现不会导致植入体接受者产生恐慌。而研究者的立场，是想要顾问小组明白，关于采用X射线检查植入体渗漏，取得了一个重要的临床发现。

假如说专家们必须以多种数据来源为基础，做出一个具体的决定，这时候，对于研究结果的解读，就可能更加晦涩复杂、缺乏定论、不够科学。就像奥扎瓦（1991）所指出的，一方面是各项研究之间互不关联的发现、数据、方法、以及狭窄的结论，另一方面则是像食药局这样的政府部门颁布的应用广泛的政策，这二者之间实际上相去甚远。难怪，面对同样一批复杂、浩繁的数据，一些训练有素、智慧超群、专业水平很高的专家们，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对于风险决策来说，最终的选择与其说是基于科学事实，不如说是基于人们根据相关信息做出的判断。1992年6月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指出：“戴维·凯斯勒是一位颇为高效的局长。在此次争议事件中，人们很容易同情这样的观点：局长除了从市场上清除植入体之外，别无选择，因为食药局已经发现，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未能得到证实。人们也很容易同情那些愤怒的人们，在他们眼中，生产厂商完全不负责任。不过，事实是，凯斯勒有自由裁量权，可以从争议双方中选择任何一方予以支持。就是说，最后的决定实际上是怎么做判断的问题。凯斯勒本人也承认，做出这种判断“极其困难”。
(86)

 亚历山大·鲍姆加特恩（Alexander Baumgarten）是耶鲁大学医学院（Yale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的实验室医学教授，他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个议题如果缺乏过硬的数据，那就明显是个人判断的问题。”
(87)



基于个人判断的风险决策

围绕着某种风险出现争议，并不是因为大部分科学家达成了共识，一小部分不愿意赞同；而是因为科学对事态尚不能做出清楚的解释。在“安全”与“未经证实”之间，往往就是风险评估政治学的领地。莱斯和乔齐奥科（1994）经过研究发现，这一点并非仅限于乳房植入体争议事件。

所有那些用我们所熟悉的文字分析过的风险争议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至少有一方利益相关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认为某项风险评估数据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个数据恰恰无法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必然爆发。
(88)



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仅靠科学都能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决策者必须基于意识形态和利益基础做出知情决策，这个决策实际上是关于什么能够接受、什么不能接受的选择。谢里尔·鲁切克（Sheryl Ruzek）博士是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健康教育专业的副教授，也是食药局顾问小组成员，他的观点是：

对于这个顾问小组来说，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根据法律，我们要做出一个关于产品安全性的声明，而安全性从来都是一个规范性判断。这种声明实际上表达的是，对于某种众所周知的风险程度表示接受。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安全的，而人们所能接受的风险的量是因人而异的。
(89)



无数事实表明，对于具有强烈科学色彩的政策争议，法庭尤其是一个没有效率的解决平台。《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曾经刊发过无数文章表达这样的观点：科学的客观性与法律的客观性，这二者如果不是南辕北辙，至少是相去甚远。在法庭的对抗性程序中，屡见不鲜的是包藏信息、立场至上、精明的司法操作占据上风，所以它不足以保证，风险相关人员已经获知了所有重要信息，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已经彻底澄清。围绕植入体展开的法庭之争，可能对于受伤害的一方和他们的律师来说是有价值的，但是，这并不能帮助上百万同样处于风险之中的其他女性。不幸的是，往往是法律思维，而不是科学思维，塑造了许多机构和企业做事的方式。

在美国，人们往往会求助于科学，大家希望它能够扮演独立、客观的仲裁者。消费者期盼食药局以科学为依据，保证产品的安全性。企业呢，面对众声喧哗，也转向资深科学家们寻求保护。消费者代表和环保主义者则找到科学界的声援者，讲述他们这一方的故事。每个人都说：“科学说了算”。就仿佛科学成了全人类唯一的世界观。却从来没有人愿意多问一句：“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些科学家、哪些科学解释？”

然而，科学的不确定性令人沮丧，此时我们就会转向法庭。我们希望，在那儿也许会有人宣布一个结论性的发现。不过，我们感受到的仍然还是失望。法庭的裁定取决于既定程序、目击证人、专家证言，而并非科学共识，或是关于科学方法的规则。在个人伤害案件中，司法专家常常擅用复杂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科学发现。假如说政府部门的决定被呈到堂前，法庭充其量只是分析这个部门的工作程序，看看它的所作所为是否与其监管职责和权力相符合，除此之外便无能为力，也不愿意做更多的努力。可见，法庭判断的是程序，而不是风险评估或是风险管理的实质内容。

如果传统的科学话语不足以解决问题，监管部门的角色又不能让他们做出客观的决定，法庭则完全是在另一条轨道上自行其是，那么，围绕着可以接受的风险水平产生的争议，究竟该如何解决呢？幸运的是，有一条出路，这条出路以前曾经有人尝试过，的确行之有效。这种办法既回应了人们关于集体决策的呼声，又满足了社会上日益高涨的对于去除官僚作风、减少政府干预的要求。一方面，它有着自由主义色彩，因为它关注公平；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又是保守的，因为它依赖于自决。这个第三条道路是直接的、面对面的协商，最后的风险决策所产生的利益和代价，所有参与方都必须承担。

多种声音

我们再回到植入体争议案例。食药局顾问小组的一位成员曾经指出，对于各方相关人士来说，可以接受的风险的度量是截然不同的。在听证会过程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人群听到多种“声音”：有乳腺癌康复患者；有出现了结缔组织病症的女性；有整形外科医生；有消费者维权组织；有放射学、免疫学、肿瘤学方面的专家。每种声音对风险都有不同的理解。每个群体都支持食药局做出的对自己的立场有益处的决定。究竟哪种声音应该首先得到重视，谁也说不清楚。

如果这一类产品被禁，那么，乳腺癌患者在修复重塑体形的时候就会少一种选择；纯粹出于整形需求的消费者就会被拒绝手术；生产厂商和整形外科医生就会失去生意。另一方面，如果这类产品没有被禁，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女性要被暴露在结缔组织病症的风险之下；大量健康女性就会因为整形手术而遭受囊膜收缩的痛苦，甚至导致不可探知的乳腺癌；食药局的威望和公信力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生产厂商和整形外科医生的声誉和市场份额也将同样岌岌可危。

来自田纳西州的国会女议员玛里琳·劳埃德是乳腺癌康复患者，因为食药局颁布的为期45天的禁令，她没能在乳房切除术后接受选择性假体植入手术。她对顾问小组说：“就算是临时的禁令，也绝对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90)

 劳埃德女士并非孤军奋战。芭芭拉·奎因（Barbara Quinn）是“美国癌症协会知心朋友”（American Cancer Society's Bosom Buddies）的成员，她对顾问小组说：“癌症诊断已经意味着要遭受痛苦，失去乳房所带来的情感上的二次创伤，更是让患者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这种痛楚实在是无法忍受。……为什么食药局不允许乳腺癌患者借助假体保全身体的完整，从而得到情感上的舒缓？为什么女性要在媒体和社会面前游行抗议，捍卫她们想得到假体的心理需求？”
(91)

 罗斯玛丽·洛克（Rosemary Rocke）是唯弥全国乳腺癌信息与支持组织（Y-M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Breast CancerIn for mation and Support）的成员，在国会女议员劳埃德于1992年4月30日发起的听证会上，她代表上述组织发表证言：“乳腺癌患者被病魔蹂躏，它侵入我们的肌体，威胁我们的生命，唯一的治疗方式，还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残缺。就算患者的生命能够延续多久谁也说不准，但是乳房修复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身体的健全感。”
(92)

 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乳房修复手术对她本人从乳腺癌中康复，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另外一批女性则认为，假体植入手术给她们带来了无比的伤害。她们甚至表示，悔不该当初接受了这样的手术。有一位护士，曾经为发明了硅胶植入体的德克萨斯整形外科医生工作。她也接受了植入手术，后来患上了结缔组织疾病以及乳腺癌，癌症原本应该可以更早探测到，但是假体妨碍了X射线检测。1981年她离开工作处所的时候曾经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植入体会带来免疫系统异常，并会对X射线乳腺检查造成障碍。她想把自己术后出现的问题向道康宁公司报告，却被告知，公司不接受来自患者的报告。

西比尔·戈德里奇（Sybil Goldrich）是“呼唤信任联盟”（Comm and Trust Network）的联合创始人，也是乳腺癌的幸存者。她说：“……尽管我是医生的妻子，尽管我有充足的健康保险来承担医疗费用，尽管当时我们自认为对这项手术还是做了一些研究的。但是，所有这些，都没能让我逃脱向体内植入又取出四个假体的巨大痛苦。（更不用提对我的家庭所产生的影响了）……”
(93)

 珍尼特·范·温克尔（Janet Van Winkle）是“现状”（As-Is）组织成员，同样是乳腺癌患者。她面对食药局顾问小组做出了这样的证言：“过去我选择了硅胶植入体，今天它留给我的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灾难性的健康损害。”
(94)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里兰州议员琼·皮特金的观点，与国会女议员劳埃德的主张互相对立。皮特金在2月的顾问小组会议上发表证言，称她曾经极力推动在本州立法，对于想要接受乳房修复或隆胸手术的女性，强制要求整形外科向她们发放产品说明手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生产厂商和外科医生的阻挠，她遇到了许多困难。她在发言的最后总结道：“这种行为等于是在向女性犯罪，而生产厂商对于今天的受害者们却持如此冷漠的态度，这个问题你们应该解决。”
(95)



在整个争议事件中，妇女们和她们从属的组织摆开了两个对立的阵线。一方敦促食药局全面禁止乳房植入体，或者采取实质性的限制措施；另一方则呼吁能有更多的知情选择。拉尔夫·纳德的美国公众健康研究组织、美国整容外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Cosmetic Surgery）、美国修复重建外科与整容外科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econstructive and Cosmetic Surgery）、美国医学学会（American Medical Society）、美国放射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美国外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等机构也都在争议过程中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不必多言，这场争议中的利益相关方可谓名目繁多。但是，有一个群体，人数最多，却在争论中全然不见踪影，这难免会引人注目。这个群体有超过80万人，她们是纯粹出于整形隆胸的目的做了假体植入手术。且不论她们究竟有没有一个维权组织，就算是有，也没有走到争议中心，代表她们发表言论。那些两次前去顾问小组会议上作证的个人，数目虽然庞大，但都是乳腺癌患者。她们有大量的组织，有充足的活动资金，还有无数的职业说客为她们代言。就算有一些出于整形目的接受手术的女性出现在了小组会议上，但是，她们或者是因为先天畸形，或者是在因为怀孕或哺乳造成了乳房变形。对于其余80%纯粹出于“自我完善”目的而接受手术的女性，在整个辩论中几乎毫无声息。

出现这种情况也毫不意外。这个群体时常被人们恶语相加，说她们是虚荣心作祟，要么就是极度缺乏安全感，总是把《花花公子》杂志上体态丰盈的封面女郎当作理想形象。最多会有些人在措辞上做一些微妙的文章，声称她们自己放弃了发言的机会。顾问小组的一位成员在2月会议上发言，结尾的一句话是这么解释的：一位女性若是没有了乳房，就好像一位男性没有了头发。这种无关痛痒、又缺乏感情的结论，当然丝毫不能回答严峻的现实问题：所有接受过植入手术的女性，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如今面对这场争议，都变得越来越焦虑。而前面提到的那80万女性，作为产品的消费者，作为拥有合法权益的患者，自然有权在争议中发出她们的声音。

相关各方介入风险决策

不幸的是，就整个争议事件的机制而言，即便是那些能够发出声音的女性，也只能是投奔到食药局的顾问小组门前，向他们诉说自己的案情。但是在这之后，顾问小组就会关起门来做决定。那些受到食药局政策最直接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发言权。在我们看来，专家小组会议、公共听证会、媒体竞相关注，这些都不足以为利益相关各方提供服务。

许多接受过植入手术的女性出现了结缔组织病症，整形外科专家因此攻击为患者做出诊断的医生，称他们的诊疗手段是“垃圾科学”。然而，就在两三年前，食药局试图组织各方面制作一个简单的宣传手册，用以分发给有意向做手术的患者，他们还曾经极尽阻挠之能事。消费者保护组织攻击道康宁是一家背信弃义、贪得无厌、胆大妄为、麻木不仁的公司，却忽略了一条：无数研究表明，植入体与结缔组织疾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联。乳腺癌幸存者们攻击食药局，也忽略了一条：处在相同境地的其他女性群体，也在为植入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担惊受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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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绝大部分出于整形目的接受植入手术的女性，她们的声音则从来不为人所知。至于食药局，不仅没有让谁满意，倒惹恼了无数人。

实际上，食药局和生产厂商原本可以举办一次共识构建论坛，由相关各方共同参与。与其把自己暴露在华盛顿的媒体阵营面前，召开正式的顾问小组会议，倒不如由相关团体自己推选代表，躲开首都的喧嚣，本着解决问题的意图，共同会商。想象一下，一位因为患上硬皮症
[7]

 而痛苦不堪的女性，遇到了一位靠假体植入而摆脱了乳房畸形的女性，假如这两位女性见到了道康宁的首席执行官，或者是负责临床及法规事务的总裁，她们会说些什么？想象一下，如果有人把那些纯粹出于整形目的而接受手术的女性，直接带到了争论之中，她们又会说些什么？想象一下，对植入体持不同意见的整形外科医生如果有机会在非官方的情形下互相交谈呢？如果一个消费者维权人士，遇到了一位对手术很满意的整形女士呢？如果能有职业中立方平息各方的激动情绪，并保证大会将按照既定的基本规则进行，那么，会场上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对话呢？如果各方代表真的能够坐在同一间屋子里，向食药局提出政策建议呢？

可惜，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的确知道，这样的论坛是有可能召开的，并且在其他案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政府部门已经越来越倾向于举办这样的论坛，因此，我们建议企业也应该多鼓励这样的尝试，以避免陷入痛苦的公共争议事件当中。在美国化学制造商协会（Chem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的支持下，罗纳-普朗克（Rhone-Poulenc）公司和陶氏公司已经建立了社区顾问小组，他们可以直接向当地工厂的经理提出建议，以便在废水处理、焚化处理以及应急方案等方面，找到最好的办法。印度博帕尔事故发生之后，许多化工厂都从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理解到应该尽早将利益相关各方纳入公司的决策过程，而不是等到事故发生，巨大的伤害或损失已经引起了民愤，再去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前者的效果要比后者好得多。事实证明，公众参与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件好事。社区顾问小组能够时常提醒工厂经理，社区有什么样的需求，还有，关于生产安全、异常气味、工厂排放，出现了什么问题，以免因为厂方疏忽，在未来酿成代价高昂的公共争议事件。

共识构建论坛（Forum for Consensus Building）

这样的共识构建论坛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建议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有限论坛，它可能只是一次会议，组织方可以是争议各方当中某个中立的、有威望的机构，比如美国医学协会。不同领域的专家公开聚集在一起，进行一次非决策性的会商，对影响决策的科学问题进行排查。会议最主要的目的是，确定已经存在的科学共识有哪些，科学家们又在哪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可以请一位职业调解人帮助参会各方确定人选，建立一个各方信任的专家组，并协助设定会议议程，管理会议流程，但对会谈的内容则不做干预。与食药局的官方顾问小组不同，这种会议的参与者无须做出决策建议。它只是对所有可信的科学观点都提供一个参与辩论的机会，而食药局的顾问小组是由政府确定人选，面对媒体举行会议，这难免会产生局限。纽约科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就曾经组织过这样的发现共识主题会议，当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围绕着在纽约市布鲁克林造船厂（Brooklyn Navy Yard）建立垃圾发电厂的提议，各方在风险评估方面出现了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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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的第二种形式是“政策对话”，目的在于确定一两个政策选项。比如，植入体争议各方可以共同举行会议，为意图接受手术的患者制订一套知情同意流程，或者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把植入体对X射线探查乳腺癌的干扰降到最低。各方代表，包括乳腺癌患者、整形外科医生、消费者保护团体等等，在职业中立团队的帮助下，通过几个月的合作，形成几个政策选项。这种论坛形式不同于一两天的大会，它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多次召集会议，需要技术顾问提供参考意见，需要各方联合澄清事实，需要形成政策选项，需要周密地考虑各方意见，汇总成整体方案。虽然整个过程比较复杂，但是只要各方拿出诚意，中立方有足够的经验，这种论坛就能够形成几个政策选项，并把各方面纳入到集体解决问题的框架之中。

这种论坛在其他争议事件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美国陆军工兵部队监管部门曾经借助“政策对话”的模式，处理了湿地开发引起的争议。当时的情况，一方面是企业想要从监管部门得到经营许可证，在新的开发区钻井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另一方面则是环境保护主义者，想要保护野生动物的家园。对话的结果是，双方都接受了1987年的开采许可政策。1992年，经营许可需要续期，没有人对再次向企业颁发许可证提出异议。

如果食药局想要启动官方的共识构建程序，则可以采取下面所说的第三种模式，我们称之为“谈判立法”（negotiated rule--making，或是reg neg）。借助这种模式，利益相关各方在专业调解人的帮助下，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制订出一套成熟的法规（而不仅仅是立法建议），成为政府部门立法的主要依据。与共识构建会议或者是政策对话不同，这种谈判立法的会商结果由政府机构立法实施。它们不再是建议，而是确实的法规。这种论坛模式像政策对话一样，过程非常复杂，不仅如此，考虑到它可能涉及的事务范围，工作强度会更高。尽管这种方式操作复杂、成本高昂，但是，仍然有难以数计的案例采用了这种方法，并取得了成果。这些案例包括：环保局在1986年通过一项法规，制订了木料燃烧炉的排放标准；加拿大农业部在1990年通过一项法规，制订了分锯的新鲜木材在储存过程中使用的防霉菌化学制剂的标准；美国海岸警卫队在1992年通过一项法规，制订了油轮发生原油泄漏事故后的响应机制，埃克森·瓦尔德斯号油轮发生溢油事故后，美国出台了《1990年油污法》（Oil Pollution Act of1990），海岸警卫队的这项法规正是根据1990年的法案制订的。总的来看，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有十余家政府机构，成功地实现了谈判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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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无法保证这三种模式中的哪一种应用在植入体争议事件上，可以避免公司或监管部门被起诉。为消费者制订一份宣传手册，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以失败而告终，可见，将不同的利益方召集到一起，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而且最终还有可能事与愿违。在各方之间构建共识，就好像我们做任何事一样，有可能做得成，也有可能做不成。如果有一方认为，阻挠这个过程可以让自己得到更多利益，他们就会那么去做。如果有一方立场顽固、态度极端、宁肯争斗也不肯和谈，他们就会觉得这种联合各方解决问题的做法毫无效率。如果程序设计不合理，就像制订宣传手册那样，仅靠食药局不冷不热的态度，还有一致通过方可生效的协商规则，也很难让各方达成共识。

下面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将试图阐明，即便是高度冲突的公共争议事件，共识构建论坛也可以帮助人群平息怒火，推动各方最终达成普遍接受的问题解决方案。

新贝德福德港，曾经是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笔下的亚哈船长（Captain Ahab）和以实玛利（Ishmael）
[8]

 出海捕猎白鲸的地方。1982年，这个港口被列入了环境保护局的超级基金
[9]

 清理名单。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生产电力设备的公司，一直把含有致癌物的废弃印刷线路板（PCB）弃置在这个港口。经过七年的研究，在对50多种方案进行过审核之后，环保局宣布，将在污染最严重的水域疏浚沉积废弃物，并将其就地焚化。这个“就地”，指的是一个废旧足球场，它的周围是劳工阶层的居住区和一些小商铺。在焚化炉附近方圆一英里之内，有六所学校；三英里之内，居住着超过10万人口，主要是生活贫困、以做工为生的葡萄牙裔移民。

尽管环保局曾经试图将当地社区关注的问题也纳入决策考虑之中，但是，示威活动仍然爆发了。1990年，草根民众组织起来，对计划中的焚化炉建设表示抗议。他们害怕二恶英这样的致癌污染物会通过空气散播到附近的居民区。1991年11月，全市举行投票公决，87%的投票人反对这项提议。1992年，《国家法律杂志》（National Law Journal）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环保局在贫困地区治污问题上行动迟缓，并把新贝德福德港作为“环境不公”最主要的例子。到1993年夏天，争议继续扩大。市议会通过一项条例，禁止在本市设置焚化炉。他们还拒绝向联邦政府发放许可证，使得对方无法进入当地的市政供水系统。作为回击手段，环保局威胁对市政府课以每天2.5万美元的罚款，理由是阻碍清理污染物。环保局的当地负责人告诉媒体：“我们不可能任人摆布，按他们的要求做出调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当地人好……如果我觉得这样做会对人们造成伤害，根本就不会提起这件事……只有我们能够帮助新贝德福德。”
(99)



到了10月，反对团体已经将市政府告上法庭，指控他们没有针对建设焚化炉的方案举行听证会。同样一批团体还设法获得了州议员的支持，甚至是当地在华盛顿的国会议员的支持，包括众议员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和参议员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环保局发言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并不想在这里造成冲突。我们只是在履行我们的职责……如果我们半途而废，放弃这么多年的工作和已经完成的种种研究，那新贝德福德可真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100)



随着当地的反抗风潮愈演愈烈，再加上上级官员不断施压，环保局最终示弱了。它同意重开公共讨论，并根据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凯利和肯尼迪的提议，同意组建一个专家小组，审议可能的替代方案。在马萨诸塞州争议解决办公室的帮助下，环保局和社区各方代表选择了一位调解人，协调清污技术审核工作。由于一些社区活动家极其担心调解人是不是足够中立，争议解决办公室劝说他们面试了两位候选人。令所有人惊讶的是，最终其中一位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包括社区代表也对人选表示充分肯定。论坛尚未正式召开，当地的媒体已经长出了一口气：“最后，环保局有些人终于意识到，沟通能力和公关能力不足，会瓦解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在公众看来，这些衙门过去的行动表明，他们对于地方政策及其对当地人的影响，完全不放在心上。”
(101)

 本着一种全新的合作精神，环保局开设了一个清污办公室，针对预计的清污地区提供参观引导服务。

最终的论坛人员构成包括：来自三个社区团体的代表、来自三个市政府部门的代表、市长办公室、州议员、州环保部门、以及环保局。调解人在开场发言中告诉所有人：“我不会要求你们彼此喜欢上对方，只是请你们暂时放下不信任。”
(102)

 在第一次会议上，各方达成了一项过渡性协议：环保局在30天之内暂缓进行港口疏浚，社区在30天之内暂缓提起诉讼。尽管有这样一个积极的成果，当地许多人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真的是很难乐观起来啊。环保局已经选择了焚化炉，我个人看不出有什么法子能让他们回心转意。”
(103)



有几件事帮助各方实现了更好的沟通。

首先，论坛不仅坚持所有与会者之间要有交流，更把沟通范围扩大到了受影响地区的所有居民。所有的会议都对公众开放，并通过当地有线电视频道播出。会议的细节也完全公开。

第二，论坛在决策过程中吸纳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一些小的供应商也有机会向论坛介绍他们的净化设备。社区组织以及政府部门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艰难地权衡各种净化技术的利弊。

第三，论坛设计了一套通用评估程序，以保证各种利益都能得到公平的审视。论坛组织者还设计了评分卡片，以帮助代表们提出疑问，正确地评估不同的技术。卡片上的评价标准不仅包括联邦和本州法律所规定的条目，还反映了社区的关注点。

第四，不具备专业技术知识的群体，比如社区代表，可以得到技术帮助，以便更好地评估各个选项。每当论坛出现了高度技术化的议题，社区组织就可以使用环保局提供的经费，聘用专门的技术顾问。此外，社区代表们还得到了法律援助。三名年轻的律师，成立了一个名为“社区与环境替代方案”（Alternatives for Community and the Environment）的法律支援小组，致力于在贫困落后地区推广环境公正。环保组织有时候会被看作是冲突的始作俑者，共识构建的阻力，但是这个案例却显示，他们能够通过向社区居民提供技术或法律援助的方式，为争议解决铺平道路。

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会商，论坛达成协议，重新进行清理工作。所有各方一致支持一种可以避免现场焚化的清理方案。他们还一致同意，研发一种不仅能收容线路板，而且能将它们彻底摧毁的技术。最后，只要处理有效性研究结果出炉，各方还同意选择一种备用的清理方案。虽然最终确定某种净化技术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这次论坛却成功地把一次痛苦的交锋，转变成了一次各方联合解决问题的尝试。

这个过程当然也充满了艰辛与痛苦。那些已经与环保局签订了价格协议的清理公司，十分担心中途改变计划会增加他们的成本。一家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公司，求助于本州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和欧内斯特·霍林斯（Ernest Hollings），请他们对环保局施加压力，严格控制论坛的成本，以及论坛所产生的各项提议的成本。论坛过程中，社区居民担心，疏浚行动会激起更多的污物，环保局还是决定采取这项措施。论坛还授权批准了一次强制通过，那是因为暴风雪的缘故，很多人不能前来参加当次会议。在论坛召开数月之后，环保局暗示，他们正在考虑放弃使用焚化炉，此后环保局的一些官员发表了矛盾的言论，这曾经在居民代表中间造成了困惑，引发了愤怒情绪。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论坛还是朝着建立共识的目标向前推进。普通民众在技术顾问的帮助下，也能够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在这场激起了全国关注的地方争议事件中，共识构建论坛帮助相关利益各方找到了共同立场，并给环保局创造了一个机会，证明他们是公共健康名副其实的守护者。

诀窍五：通过共识构建论坛，将相关利益各方纳入决策程序。

做出应急承诺

花一点时间想象一下，在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道康宁和其他公司能够提前几年落实麦肯农对顾问小组所做的承诺。再想象一下，由30个项目组成的研究计划按部就班地实施了，植入手术接受者的注册系统也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知情同意文件、说明手册、宣传单都制作好了，妇女议事会与公司紧密合作，随时关注消费者提出的问题，道康宁和其他公司都真正落实了互利方法来解决争议。假如这一切都发生了，事情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就算这一切都发生了，也许仍然会有受到伤害、深感愤怒的个体宣称，道康宁或者其他生产厂商造成了她们的结缔组织病症。她们的故事还将继续，这是关于痛苦和折磨的故事，也许在植入体取出后，是关于愈合的故事。有各种组织、各种动机推波助澜，就算她们并没有结论性的科学证据支持自己的言论，她们的故事也会被媒体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道康宁和其他“被告”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互利方法强调应急承诺的重要性。它的意思是，提前做出保证，如果日后发生了某些可感知的风险，将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比如说，保险产品能够保证，缓解人们未来对某种风险的焦虑。在我们的想象版本中，植入体生产公司应该做出了应急承诺，缓解消费者们最坏的担心。比如，他们可以保证，如果发生意外，公司将承担取出植入体的费用，因为有些人可能无力负担这笔支出。这就是应急承诺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一小部分人来说，这样的承诺仍然不能消除她们的担心，因为她们相信，自己所要承受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身体不适。对这个群体来说，公司可能就要被迫在没有确知过错的情况下，向对方做出补偿。

在想象版本中，生产商应该对消费者说了这样一番话：如果你患上了在医学上可以确认的某些疾病，我们会帮助缓解你的痛苦。考虑到公众愤怒可能产生的代价、下跌的股票价格、法律费用、损失掉的信誉，这项费用应该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建议，在成为被告上法庭之前，先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做出应急承诺，向那些担心受到伤害的消费者保证，事情假如真的发生，公司会弥补他们的损失。如果等到案子已经堆积如山，对原告满怀同情的陪审团已经做出赔偿和罚金判决，原告律师已经花了大力气，决心要赢下一桩集体诉讼案，这时候应急承诺就失去价值了。

应急承诺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呢？在植入体争端中，公司可以考虑做出一种类似于保险条款的承诺，以抵消日后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以及为此支付的医疗费用。对于免疫系统疾病或者是结缔组织疾病，公司可以设立一个健康保险基金池。那么，这种赔偿机制是怎样运行的呢？首先，公司应该建立一个索赔事务部，负责审批消费者提起的索赔申诉。
(104)

 这样的事务部有无数的先例可以参考。兰德公司的民事司法协会（Rand's Institute for Civil Justice）有一位资深科学家发现，不管是索赔申诉具有实质性的责任证据（比如石棉），还是责任证据并不那么确定（比如橙剂或者滴滴涕［DDT］），索赔事务部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105)



一个成功的索赔事务部必须能够同时很好地平衡以下几个问题：
(106)

 它得能够辨识正当的索赔，拒绝不正当的索赔；它得让所有的索赔申诉人都感到公平；它得向理应受到赔偿的申诉人支付赔偿金，根据申诉人所承受的伤害确定数额，并且按照正当的程序履行赔付责任，做到审慎、客观、全面地审核申诉材料，始终维护索赔人的尊严；它还得充分考虑成本效率，尽可能减少交易成本，保证能把更多的钱真正用在赔偿上；它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持开放的姿态，以便所有有索赔需求的消费者，都能够充分理解它的职能；最后，它必须能够做到审时度势，知己知彼：灾情如何、潜在影响如何、影响程度如何、牵涉到哪些人、除了赔偿是否还有其他的解决途径，等等。

1985 年，32家石棉制品生产商和16家保险公司成立了这样一个索赔事务部。
(107)

 这个部门后来不得不重组，因为成员组织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比如如何计算各方的经济责任、如何管理事务部，等等。不过，在它行使职能的三年时间里，的确在几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首先，它解决了无数的索赔申诉。在它成立之前的十年时间里，只有6000例申诉最终得到解决。而这个事务部（名为联合中心，Joint Center）却在三年时间里，解决了1.85万例申诉。其次，这个事务部建立了一个注册系统，在册的都是接触过石棉制品但却没有出现任何症状的受害人。这个系统有助于解决未来发生的索赔申诉。第三，交易成本降低了。事务部将涉及的律师事务所的数量缩减到了最少（从1100家锐减到55家），大大节约了成本。最后，在那些最终把官司打到了法庭的申诉案例中，被告方胜诉的比率提高到了65%，而在事务部成立之前，这个数字仅仅是28%。被判赔偿的平均金额则由60万美元下降到了33万美元。这些成果还不包括一些重要的间接效果，比如，因为事务部所做的工作，公司的声誉改善了，股东们的信心也加强了。

如果公司要考虑赔偿机制或者其他应急承诺，有几点必须牢记。在考虑赔偿之前，公司首先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和风险降到最低。最好的风险管理策略，就是让灾害发生的机率最小化，而不是在出事后盘算怎么赔钱。当然，公司也得权衡做出应急承诺的成本和利益。不过，我们并不建议管理者们仅仅是狭隘地把两个数字拿来做比较：一边是预计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一边是应急承诺的赔偿金额；相反，他们应该同时考虑到，如果做出了承诺，将有助于维护甚至改善公司与现有及未来顾客的关系，巩固和提高企业的声誉，这是多么大的潜在价值。

人们通常认为，应急承诺暗含的意味是，承诺方确认了某种指责或是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或是政府部门必须为他们的承诺做出一种合理的解释，以免在法律语境下失去了主动权。互利方法的观点是，承诺方应该承担责任，但这并不等于不加区分地接受所有的指责。我们重点论述了经济赔偿，但是还有许多其他可能的应急承诺方式。比如，植入体生产商可以与美国癌症学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紧密合作，提高X射线检测技术，然后，可以向那些担心自己可能患上癌症的手术接受者免费提供改良后的X射线检测。在橙剂案例中，除了经济赔偿，承诺方还为起诉方建了一个咨询网，网络涵盖的信息包括：可供选择的争议解决方式、政府的其他优待政策、先天缺陷婴儿所能享受的服务、无家可归退伍老兵的扩展性服务、基因咨询等等。在许多由土地开发引起的争议中，营利性的公司，亦或是类似医院这样的非营利机构，他们的应急承诺机制是，向第三方托管一笔基金，用于赔偿因新项目开发而造成的业主房产价值的损失。如果存在湿地保护这样的环境问题，开发商则承诺，一旦新项目对现有湿地造成了显著的影响，他们将修建一处人工湿地。

有一点至关重要：一方面是赔偿金或其他承诺事项，另一方面是可能出现的伤害，这两者之间一定要有确切的关联性。承诺越能够与损失或伤害相匹配，就越容易被人们看作是公正的解决方式，公司或是机构也就越容易重新赢得信任。举例来说，对于遭受结缔组织病的患者来说，她们最想要得到的帮助是支付医疗费用。承诺方的赔偿与她们的申诉预期相差得越远，就越容易被当成是一种还债或贿赂行为。为了确保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最好举办一次论坛，由相关各方共同讨论和制订承诺协议的框架。

有些情况下，仅仅是对受伤害的一方做出赔偿，或者仅仅是为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出应急承诺，这些都不足以令对方满意。他们会认为，这些人只凭一个画饼充饥的许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额外的风险和忧虑强加给自己吗？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得让对方感觉，接受这个许诺，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比如说，某个社区对于焚化炉这类有风险的设施非常抵触，那么，承诺方就必须让居民们感觉到，有了这个设施，会让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更好，否则，他们凭什么要答应接受风险呢？应急承诺即便包括了清理污染、支付医疗费、补偿房产价值损失，这些恐怕还是不够，尤其是对日子过得比较宽裕的社区而言。退一步讲，就算这个社区并不富裕，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上一直在呼吁环境公平，所以，即使是在贫困社区或是少数族裔社区，那里的居民也和所有人一样，不愿意接受不正当、不公平的风险。因此，如果想要把焚化炉设在某地，唯一有可能成功的办法，就是向当地人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许诺，让他们觉得为此冒风险“值”。这种谈判非常复杂，在别的文章中另有论述。
(108)

 不过，它的核心观念非常简单：你所做出的承诺，必须足以让愤怒的人群相信，他们为此值得承担风险。

诀窍六：做出应急承诺，缓解人们的担心，减少不确定性。要保证有令人信服的条件支持这些承诺。



【注释】



[1]
 一种农用除草剂，学名叫2,4,5三氯苯酚海代乙酸，或2,4,5三氯苯氧基乙酸，简称2,4,5-T.——译者注




[2]
 原文使用了“公里”。——译者注




[3]
 一种化学制剂，多用于苹果，可控制苹果生长，使果实色泽鲜红，果肉紧实，同时可以防止苹果在成熟之前掉落，增加产量。——译者注




[4]
 关于艾拉案例的其他信息，参见第七章“作为工具的媒体”一节。——译者注




[5]
 这个组织原名基督教女青年会与我（YWCA and Me），后来将名称缩减为“唯弥”（Y-Me）。其后又使用了唯弥全国乳腺癌组织（Y-ME National Breast Cancer Or-ganization）和唯弥乳腺癌力量联盟（Y-ME Breast Cancer Network of Strength）等名称。——译者注




[6]
 原文为俄语。——译者注。




[7]
 一种结缔组织病。——译者注




[8]
 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中的人物。——译者注




[9]
 指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的《超级基金法》，又称《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Compensation,and Liability Act），这项法令对危险废弃物和危险泄漏物的治理及费用责任做出了规定。——译者注



第六章

价值冲突



1990
 年代初期，马〉萨诸塞州的水务部门都市区委员会（Metropolitan District Commission）曾经向狩猎者授权，允许他们在夸宾水库（Quabbin Reservoir）附近猎鹿。水库保护区占地4.8万英亩，是波士顿市中心最主要的水源。保护区一带原本就少有自发的捕猎者，再加上近半个世纪的禁猎，导致周围林地中野鹿的数量急剧增多。大量野鹿觅食，导致草地面积急剧减少，森林再生率也大大降低。往往是树种刚一发芽，很快就被饥饿的野鹿连根拔起。

对于偶尔经过此处的路人来说，夸宾森林光影斑驳的地面，仅仅覆盖着一些挺拔优雅的蕨类植物，看起来景色宜人。然而，对于术业有专攻的森林学家来说，这是一片没有未来的森林。假如一场百年一遇的飓风来袭，浩劫之后，森林将没有新的树种延续生命。同时，由于新的植被不能存活，地表侵蚀会越来越严重，土壤中的营养物经过土壤过滤到库区，水库的水质将随之下降。由此看来，要想维护这一区域森林的生命力，保护水资源的安全，保障波士顿地区240万人口的饮水供应，减少野鹿的数量看起来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措施。

尽管都市区委员会事先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并开展了公共教育，但是，他们的有限猎鹿计划依然引起了很大争议。当地的动物权利保护者将自己绑在委员会波士顿总部的散热器上。
(1)

 抗议者们在水库附近的一条高速路上举行示威游行，队伍中的标语写着“停止杀戮”“秃头政治家放下猎枪”。官司打到了法庭。在公共会议上，愤怒的市民大声指责委员会的官员：“这一切应该归咎于你们过去失败的森林管理政策！”还有人说：“保护森林只是一个幌子，你们真正的用意是想砍伐森林，任意取用。”“愚蠢的是委员会，不是鹿。”委员会的行动在继续，但抗议活动也没有停止。

第一轮猎鹿行动结束后，576头野鹿遭到捕杀。动物权利保护者为它们守夜祈福。在集会上，一名组织者称：“两周以前，我失去了576个亲爱的朋友。”另一人说：“捕猎行动是对鹿群的彻底背叛，是向它们宣战。”
(2)



而与此同时，当地的猎人、野生动物专家以及猎鹿行动的支持者则投稿给当地媒体，声援委员会的决定。一名猎人说：“森林里的野鹿大多数发育不良，三天捕猎行动中，我见过的最健康的生物，是在林中四处奔跑的动物权利组织成员假扮成的鹿。”
(3)

 这些评论激起了另一方的回应，动物权利保护者们写文章反驳，直呼那些猎人是“白痴”“乡野之人”“杀手”。

委员会面对的不是由事故引发的争端，也不是人们对不确定的风险产生的反抗（尽管不确定性在争端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而是一场关于是非对错的争论。坚信不疑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关于生命的意义各执一词，争论各方怎么可能找到共同立场？对于一方来说，鹿是无辜的生命，人类不应该打扰它们的生活。而对于另一方来说，保护公共水源是正义事业，鹿却成为其中的障碍。动物解放主义者们坚持鹿的生存权利不容践踏，政府官员却强调鹿是公共资源。杀，还是不杀？是让大自然母亲自由生息，还是以人力干涉她的意志？——这才是夸宾猎鹿行动的争论核心。怎么才能调和这种信仰上的根本差异呢？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争端都是由价值冲突引起的，从动物实验，到向发展中国家售卖婴儿奶粉，再到在沉睡多年的原住民土地上开发大型项目……例子不胜枚举。当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各方都会用道德正义感和道德义愤将自己包装起来，至于对方的形象，往好处说是愚昧无知，往坏处说就是毫无人道可言。双方都把自己看作正义的象征，是理所当然的正确一方，而把对方视为无理甚至邪恶的化身。这样的争端显然是最难处理的，不过，本书倡导的互利方法仍然可以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

什么是价值观

前几章中，“利益”一直是论述中常常出现的关键词。借用人类学家、调解专家威廉·尤里（William Vry）的说法，利益“是人们关心或者想要得到的事物以及由此产生的需求、欲望、关注以及恐惧，它是人们采取立场的基础，而立场则是有形的需求。”
(4)

 在任何协商活动中，利益都是决定立场的动因。比如说，面对一个具有潜在风险的设施，反对者会斩钉截铁地表态：“坚决反对把有可能致癌的焚化炉放到我们的后院！”这种说法表明了他们的立场，而立场背后的利益动因则可能包括：关注自身的健康、安全和福利；期待公平；保护财产价值；在自己的社区拥有当家做主的权力。

如果冲突是由利益需求引发的，解决的方式就有很多种。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利益诉求都是多方面的，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余地，人们可以想方设法找到一种方案，满足大部分人的利益。互利协商，或者借用一个理论术语，综合谈判（integrative bargaining），指的就是通过开发能够协调各方需求的“一揽子”方案，实现个别利益诉求。然而，争端往往不仅限于利益之争，有时候，价值冲突也会卷入其中。比如，人们反对设立焚化炉，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自身安全或者社区自治权，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焚化炉的存在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是非问题。

价值冲突的论点有可能是这样的：“焚化炉实际上暴露了一个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问题——它是美国消费主义的象征，美国人买的东西太多，浪费的也太多。他们不仅污染了自然环境，而且从人口比例来说，也消耗了过多的自然资源。这是一种道德错误。假如美国人消费的少一点，回收的多一点，那么焚化炉以及它的那些致命影响，从一开始就不会存在。”所以说，争论的核心不仅仅是反对者们的经济和环境利益。用调解专家克里斯托弗·穆尔（Christopher Moore）的话说，“价值冲突往往聚焦于什么是罪、什么是无辜，社会关系中应该提倡什么样的行为规范，什么样的行为是合理的，什么样的信念是正确的，什么人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功过奖罚，决策过程应该以什么样的原则为指导。”
(5)

 价值观涉及到个人信仰、道德与伦理原则以及基本的法律权利，或者更笼统地说，它反映了人们理想化的世界观。如果说利益代表了我们想要什么，价值观则代表了我们在乎什么、主张什么。

再回头看看猎鹿争端，我们就能更清楚地发现委员会的官员们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他们试图说服公众，只有对过剩的林中鹿采取猎杀行动，水库周围的森林才能得到保护，最终波士顿的水源才能得到保护。反对者们则认为，鹿与人类一样，具有生存的权利。所以，在森林管理或者双方交流上做再多的文章，也无法消除双方的对抗：发生冲突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为什么价值冲突难以解决

当人们感到自己的信仰被忽视、被嘲讽的时候，往往特别容易动怒，因为人们最基本的自我价值观受到了挑战。价值观不仅仅关乎我们最珍视什么，更加关乎我们究竟是谁。社会心理学家特雷尔·诺思拉普（Terrell Northup）曾经指出：“身份认同（identity）是我们对于自己以及自己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认知。它是一种信仰体系，是构建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使得生命成为一种可预知的、而非随机的存在。”
(6)

 所以，价值冲突不但关系到我们要实现什么，同时关系到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他者”与自我之间关系的认识。价值争论挑战了我们的世界观，当然也挑战了我们自己。

在价值冲突中，妥协与调适既不能实现某一方的自我利益，也不会实现互惠互利。妥协，就其贬义而言，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固有的信仰、价值或者观念。以价值为谈判代价，就等于让其中一方面临放弃自我身份的危险。因此，这样的冲突往往会很激烈。

根据诺思拉普的分析，价值冲突变得难以调和会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激烈的冲突发端于双方分别感受到的某种威胁，这种威胁意味着双方要做出你死我活的取舍。比如，在巴以冲突中，耶路撒冷同时涉及两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问题。任意一方控制了这座城市，对另一方来说，都意味着国家及宗教象征的坍塌。根据诺思拉普的观点，冲突双方一旦感受到威胁，基本上就会自动选择曲解现实。这是问题的第二步。比如说，一位“白英新”（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 nProtestant,WASP）父亲发现自己的儿子要娶一名黑人女子，他会感受到威胁，因为“其他人”将成为自己家庭的一部分，或者说他的一部分。作为回应，为了在威胁面前维护他的价值体系，这位父亲会有意地曲解事实。他可能会否认未来儿媳妇的非洲血统，对自己和外人解释说，她其实是西班牙后裔，因为她的父母出生在古巴。他也可能会说服自己：固守的信条也有例外——这个女孩子没什么问题，因为她有大学学历，是一位体面的白领，她说话的方式和自己没什么不同。或者，他可能会排斥未来的儿媳妇，拒绝参加儿子的婚礼，甚至与儿子脱离关系。

接下来是第三步。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团体甚至整个民族，将会针对自身行为或者他人行为，逐渐形成一种僵化的解释。为了维护自身信仰以及自我价值的完整性，我们越来越依赖于对他人的刻板印象。此外，许许多多心理学家已经指出，我们会把自己厌恶、鄙视的行为，投射到我们的“敌人”身上。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敌人会慢慢被我们“去人性化”，我们不仅视他们为异类，而且会把他们看成低等的野蛮人。这个过程经常发生在战争中：德国人变成“德国佬”，日本人变成“日本鬼子”，北部越南人变成“越南佬”。随着这种刻板印象的产生，人们开始证明暴力的合法性。极端分子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如果那些堕胎的人是在谋杀未出生的婴儿，那么他们可能比屠夫好不了多少。如果他们比那些麻木不仁、残酷无情、道德退化的屠夫好不了多少，那么他们也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如果他们比残杀生命的野兽好不了多少，那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想方设法制止他们，免得他们再次杀人。这样的推理过程演化到最后，就会产生一个激进的结果：将暴力行为合理化，支持暴力行动。

诺思拉普分析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对于双方来说，只有保持冲突状态，才能捍卫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各自的价值观，冲突各方必须将战斗进行到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将促使对立的群体之间达成某种一致，彼此心照不宣，诺思拉普将这种可悲的一致称为“合谋”（collusion）。长此以往，一个群体、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会把那些用以维系长期冲突的行为和信念制度化。比如，在一些民族冲突中，双方的“鹰派”成员都会有意无意地支持对方的“鹰派”成员。一方的极端左翼分子策划实施了一起闹市爆炸，另一方的右翼势力会因此呼吁法律和秩序。但是在左翼眼中，强化法律和秩序不过是镇压行为的又一个佐证，更增加了恐怖主义行为的正当性。如此往复，每一方都努力挑动另外一方提供更多的口实，使得冲突能够继续下去，从而保证各自的身份认同感在绵延不绝的缠斗中得以维持。

正如以上几个例子所显示的，个体身份不仅与个人趣味、个人好恶紧密相关，同时也涉及一些基本的社会身份。我们可以看到，个体身份几乎总是与种族、民族、宗教或者国家交织在一起。人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社会身份，很有可能诉诸暴力或者极端行为，而如果只是为了保护个体身份，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些行为有正当的理由。说得更明白一些，在正常状态下，除了自卫，人们很难将谋杀与“文明”社会联系起来，但是在战争期间，谋杀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须的。当个体察觉到自己的社会身份受到挑战时，他们可能会以惊人的力量进行反抗。正如政治思想家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指出的，“以他人之名、以观念之名甚至是以受害者的利益之名，人们总是很容易为自己的残酷行为辩护。相反，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那就要难得多。”
(7)



诺思拉普也曾经指出，比起内部的共同取向，外部的威胁更容易催化群体的凝聚力。的确，外部敌人将消解内部分歧，促使个体之间团结协作。因此，在受到威胁的群体中，如果有人认为，敌对群体中某个成员的观点具有合理性，那么他将被视为叛徒，或是出卖集体的人。正因为人们有这样一种集体保护社会认同感的需求（有时候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以，任何和平解决争端的良好意愿都有可能无能为力。

冲突延续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会很难想起最初引起冲突的原因。安东尼·奥伯肖尔（Anthony Oberschall）在他的《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一书中指出，最初的争议问题，比如动物权利与人类权利之争，堕胎争议中的生命权与选择权之争，渐渐地会被若干“衍生议题”（derivative issues）淹没，变得模糊不清。衍生议题更多关注的是双方处理冲突的方式。比如，某个公共机构受到了批评，那么，当权者是否完全忽视了批评者最初关注的问题，在给对方带来伤害之余，又额外地侮辱了他们？感觉受到轻视的反对者是否采取了游行或者不合常规的行为，而不是借助公共讨论来解决问题？当权者是否采用了粗暴的方式对待不同意见者？反对者为了报复，有没有诉诸暴力，比如制造爆炸、强行闯入、蓄意破坏？在这个过程中，行动、反应、报复行动，伴随着彼此之间的指责，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
(8)



在这个阶段，正如精神分析学家维米克·沃尔坎（Vamik Volkan）所说，“侵略行为可以使敌人团结一致，因为紧张感有助于他们实现自我重塑、获得自我存在意识，从而成为他们取得动态能量的源泉。”
(9)

 不幸的是，这种动态能量以及双方为了捍卫身份而保持的敌意，往往会破坏那些试图缓和冲突的行动。沃尔坎认为，在这一点上，起作用的不仅是愤怒，还有仇恨。愤怒往往着眼于外物（可以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客体），外物使人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便会产生挫败感。仇恨则不仅仅涉及到外部的事物，还涉及到一个人的内心。仇恨的心理图像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形成之后，逐渐内化，然后会变成这个人的一部分，并且，他必须不断地面对和挑战这个图像，即使是在敌人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可见，这时的冲突既是外部的，同时也是内部的。沃尔坎总结道：“仇恨可能会成为一个人必不可少的心理因素，从仇恨当中，个体可以找到自我同一性（self-sameness），并借此来构建自己的身份。”
(10)



因此，从解决争端的角度来看，最坏的情况是，价值冲突会与人们认知的那个“自我”纠缠在一起。这种情形之下，人们甚至想都不会去想和另一方会谈，因为对对方所做的任何反应，都等于承认了敌人的合法性，从而有可能动摇自己来之不易的自我意识。荣誉和尊重只能留给自己，不能给敌人。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将使互利方法所主张的双方对话变得异常困难。最初的争议已经与衍生议题混杂在一起，形势更为复杂，缓和愈加无望，信任完全崩溃，极端行为成为主宰。

缓解冲突的一种模式

考虑到价值冲突的顽固程度，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加以化解呢？诺思拉普认为，涉及到基本价值观以及身份认同感的冲突，可以分三个阶段得到缓解：第一个阶段，争议双方可能会就某些边缘性问题达成一致，这种姿态不能消除敌对情绪，但可以缓解具体的问题。比如，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市（Brookline）一家计划生育诊所的两个雇员被杀害，波士顿的红衣大主教伯纳德·劳（Cardinal Bernard Law）呼吁人们暂停街道示威活动，恳请抗议者们转移到教堂举行祈祷仪式。当地的天主教堂也曾经与“选择派”
[1]

 团体合作，为计划生育诊所的工作人员提供保护。但是在这个层面上，双方都仍然坚守自己的基本立场。“生命派”天主教徒继续反对堕胎，而“选择派”团体则继续支持女性在堕胎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然而，为了减少暴力这个共同目标，在具体的步骤上，他们还是有可能达成一致的。不幸的是，这样的共识对双方的根本性冲突几乎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第二个阶段，双方关系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至少在短期内，各自的基本价值观仍然不会出现转变。这个阶段达成的共识，主要关注的是双方如何建立关系，而不仅仅是改变某种局面，解决具体问题。比如说，在密苏里州，一家堕胎诊所的所长、一位反对堕胎的律师以及一个“生命权”团体的委员会成员，三方同意举行会谈，共同讨论堕胎、家庭寄养以及青少年禁欲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在支持立法机构出资治疗吸毒孕妇这个问题上，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不仅如此，他们还决定，保持对话，改变关系。此后，他们开始以个人身份互相接触，彼此合作，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则要困难得多。这一阶段发生的变化，涉及到人们所珍视的自我身份。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诺思拉普借助了心理治疗案例来阐述他的观点。在心理治疗中，个体的核心构造经受审核，错误的构造逐渐被抛弃，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开始重新构建自我。把这种治疗原理放大到社会层面，美国的民权运动就是一个类似的案例。多年以来，有赖于诸多种族歧视案例的启蒙，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这样的领袖人物，以及上百万美国白人和黑人的大规模和平集会，两个群体看待自身的方式都发生了转变。黑人开始拥有权力，成为许多大城市的市长。非裔美国人大量进入企业的中层，有的甚至身居高管之位。虽然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依然难以根除，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今天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自身、对他人的看法，彼此间也有了更多的共识。

我们认为，在现实世界的日常管理中，任何一个组织，不管是一家企业还是一个政府部门，都不可能带来第三阶段的改变。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依靠为数众多的个人、组织以及机构长期不懈的合作和努力。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常常是在为最后的第三个阶段铺路的。互利方法鼓励领导者响应对方的关注，解决妨碍双方建立关系的直接问题，避免价值冲突引发的争端无限拖延。互利方法同时鼓励领导者尊重不同观点，倾听群众的呼声，做到决策公开。第三阶段的改变固然难以实现，不过，互利方法可以预测有可能加剧分歧和仇恨的行为，从而避免出现衍生议题，分散双方的注意力。以下论述将围绕两个案例展开，一个是加拿大魁北克詹姆斯湾的水电开发项目（James Bay Hydroelectric Project），一个是动物权利引发的争议，案例分析可以显示出价值冲突的严重性，并将提供一种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

经典案例：魁北克水电公司与克里族人

居住在大鲸河河口的克里族人和因纽特人已经造好了皮划艇，准备出发。这种特有的小船，一半像独木舟，一半像皮艇[①
 ]
 ……皮划艇象征着大洪水将再次袭击我们的家园，也将象征着我们的生命之旅。我们会向世人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是环境种族主义的受害者。——皮划艇队伍出发之前对魁北克克里族议会所做的陈词。

1990年4月地球日那天，加拿大魁北克北部詹姆斯湾的两大土著居民之一，克里族人，派出一队水手，划着他们特有的小船——皮划艇，沿着哈德逊河顺流而下。从魁北克北部到蒙特利尔，他们一路顶风冒雪，经过六周的航行，最终到达了纽约。这次跋涉，加上随后几个月的公关努力，为克里族人赢得了一百多个机构的支持，其中包括几个很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比如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
[3]

 、绿色和平组织以及美国奥杜邦学会等。克里族人航行了1500英里，离开蓝莓丛生的低洼沼泽，离开参差不齐的黑云杉林，从故园出发，一路驶向钢筋水泥筑就的纽约大都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詹姆斯湾水电开发项目始于1973年，后任魁北克省长罗伯特·布拉萨曾将其誉为“世纪工程”。这个项目由魁北克水电公司开发建设，首期工程历时12年，耗资140亿加元，投入人力1.5亿个工时，耗费水泥447343吨，填土2亿6240万吨，最终在拉格兰德河（La Grand River）上修建完成了5座大型水库。随着首期工程的完工，魁北克水电公司跃居世界第四大水电公司。1989年3月，这家公司宣布，“世纪工程”二期开工。二期工程计划投资127亿加元，将在拉格兰德河北部的8条河流上修筑水坝，其中包括了大鲸河。届时，3400平方公里的地区将会被淹没，而这一区域的发电量则将达到3212兆瓦。
[4]

 对于魁北克人来说，詹姆斯湾的水电工程是他们的骄傲。魁北克人一贯珍视他们所使用的法语、他们的法国习俗，以及与他们明显区别于加拿大其他地区的独特性。詹姆斯湾的水电项目向世界证明了魁北克拥有成熟的技术、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可以实现能源（可以说是政治）独立。布拉萨在1985年出版的《北方的能源》（Power from the North）一书中写道：“魁北克北部拥有充沛的水电资源，每天有数百万千瓦时的电量冲下山脉，流入大海，实在是浪费！”魁北克的专栏作家利西亚恩·加尼翁（Lysiane Gagnon）曾经写道：“北部水资源对于魁北克就如同石油对于艾伯塔（Alberta）
[5]

 ，它是无价的自然资源、宝贵的能量源泉，巨大的经济宝藏。”
(11)

 当时魁北克经济停滞不前，失业率在11%以上徘徊，水电工程成为众望所归。劳工组织、大的商业机构以及主要的政治团体都支持这项工程。

而对于克里族人来说，他们曾经狩猎打渔的家园，如今充满工程建设的轰鸣之声，再加上现代社会诸般元素随之涌入，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詹姆斯湾一期工程给北部土著社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下泄的水流裹挟着大量的有机物质，改变了这一地区岩石与土壤中天然存在的不可溶解汞的性质，将其变成了可溶解的甲基汞，毒性增强了十倍。由于甲基汞可以被神经和肌肉组织吸收，受污染地区鱼类的甲基汞含量是其他水域鱼类的一万倍。到了1984年，工程开始9年之后，三分之二居住在奇撒西比村的克里族人，体内的汞含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1985年的调查显示，10%被取样的克里族人，体内汞含量的超标程度已经足以导致神经系统疾病。调查人员告诉克里族人，要严格控制他们食用鱼类的量，而鱼类是克里族人的日常主食。魁北克水电公司总干事说的话，听起来倒也轻松：“他们要做的就是暂时改变一下饮食习惯。”
(12)



工程建设还带来了其他身体病症以及社会问题。当地人以前从来没有的肥胖、心脏病、糖尿病开始急剧增加。酗酒、吸毒、家庭暴力、失业以及青少年自杀等社会问题也凸显出来。当地的自杀行为甚至多达每周三次，《法庭之友》杂志（Amicus Journal）指出，“这样的自杀率，相当于在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每周出现3500次自杀行为。”
(13)

 奇撒西比的社议会
[6]

 议长瓦奥莱特·潘查诺思（Violet Pachanos）说：“不错，我们是说过，在许多方面，我们的生活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是，我们也成了南方各种社会问题的受害者。我们再也不是生活的主人了。”
(14)

 说到大鲸河地区的发展和进步，一名因纽特人前市长可能总结得最为深刻：“好吧，如今我的孩子有六种不同的土豆片可供选择，我猜这就是所谓的进步吧。”
(15)



克里族人的皮划艇之旅将他们的困境带到了美国，为他们赢得了美国环保组织以及媒体的关注。很快，疾风骤雨一般，各种名目的公关活动、公开信以及媒体广告攻势接踵而至。纽约电力局（New York Power Authority）原本正在考虑从魁北克水电公司购买电力，此时通告对方，他们不同意在全面环境评估之前，为了前期修路而单独进行一次环境评估。同年，纽约市长戴维·丁金斯（David Dinkins）对纽约电力局提出要求：延缓一年与魁北克水电公司签署任何合同，重新决定是否确有必要从对方购电。佛蒙特州原本有九个城市考虑过从魁北克水电公司购买电力，此时其中四个城市公投否决了购电协议，包括该州最大的城市伯灵顿（Burlington）。一场名为“查禁大坝”的摇滚演出在纽约举行，吸引了杰克逊·布朗、丹·福格尔伯格等著名摇滚明星的参与。几大环保组织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整版广告，称詹姆斯湾水电工程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具破坏力的能源工程”。克里族人还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提出申诉，并向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国际水资源审裁基金会（International Water Tribunal Foundation）提交了案情。

魁北克水电公司如何应对克里族人的抗争

面对克里族人发起的公关战，魁北克水电公司是怎么回应的呢？针对《纽约时报》上的广告，罗伯特·布拉萨反问：“你怎么能把那些广告当真呢？”
(16)

 据媒体报道，他曾经声言，“七百万魁北克人的选择是不会错的。”一名克里族人回应道：“省长大人的意思是，你杀掉一千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背后有七百万人支持这种做法。他是上帝吗？”
(17)

 加拿大能源部长莉萨·培根（Lise Bacon）如此回应美国环保组织的广告战：“我认为那篇文章名义上是为了维护克里族人的尊严，实际上则是侮辱了魁北克人民。”她还说，“看来我得请他（默克里迪，加拿大第一民族议会议长［Mercredi,Chief of 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in Canada
[7]

 ］）好好管理一下他的魁北克队伍了。如果他们要侮辱我们，可以在谈判桌上进行。我不想和他们当众商讨。”
(18)



培根的说法“我不想和他们当众商讨”，恰好与当时舆论关注的一个话题遥相呼应。在佛蒙特州为是否应该从魁北克水电公司购电一事举行公投期间，有消息泄露出来称，水电公司曾经与当地的跨国炼铝企业秘密签署“甜蜜”协议，为工厂提供补贴。加拿大及美国公众对此则毫不知情。根据这项协议，魁北克水电公司将以每千瓦时1.5美分的价格向工厂出售电力，而这些电力资源的成本是每千瓦时2.4美分。更令公众愤怒的是，公司禁止媒体报道这项协议，魁北克省政府竟然予以支持。克里族人聘用的律师根据资讯自由法，申请了常规的信息公开权限，偶然发现了这份协议。他们的本意是想借助这些资料估算出魁北克省的电力需求，但是，当克里族人的律师前去参加听证会时，他原本以为这只是走个过场，没想到水电公司却派出了他们律师团队的全部核心骨干。克里族人的律师说：“我们想，如果他们的反应如此强烈，那一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19)

 当这份秘密协定被曝光之后，就连曾经坚决支持魁北克能源独立的魁北克人党，也要求水电公司撤销媒体报道禁令。

尽管克里族人不断反抗，公众争议日益高涨，魁北克政府和水电公司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拒绝参加联邦政府的环境评估。莉萨·培根声称，魁北克拥有对环境问题的自治权，表示“我们不会接受来自联邦委员会的命令。”
(20)

 1991年10月初，纽约的一个立法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查他们与魁北克水电公司签订的170亿美元的订单，公司拒绝参加听证会。一名公司发言人说：“纽约可不是决定魁北克未来水电工程的地方。”
(21)

 另一位公司发言人表示：“有一种观点认为，加拿大自己不能进行环境评估，这不仅是对我们的侮辱，而且没有一点儿事实基础。”
(22)

 加拿大北极圈资源委员会一名委员的话则道出了另一番心情：“对于加拿大人来说，要去美国参加一个关于詹姆斯湾工程的听证会，这多少让他们觉得尴尬。”
(23)



魁北克水电公司想尽办法避免来自联邦政府的环境评估，但就在此时，加拿大联邦法庭的一名法官做出裁定：根据1975年签订的詹姆斯湾协议，大鲸河的水电项目必须接受联邦政府的审核。在这项裁决的压力下，一个月之内，魁北克省政府宣布了自己的全面环境评估方案。魁北克水电公司原本是想在大坝的全面环境评估之前，单独进行一个道路建设的环境评估，但如今这个计划破产了。尽管原先的思路已经改变，水电工程的支持者们却依然顽固。莉萨·培根曾被问及，如果项目不能通过环境评估，将会发生什么，她平静地回答：“我们就去开发核电，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24)

 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改变主意，同意进行环境评估时，她说：“……这和克里族人的压力无关，和环保分子的压力无关，和任何人施加的压力都没有关系。”
(25)



互利方法：平等对话取代发号施令

加拿大第一民族议会议长默克里迪（Mercredi）曾经说：“魁北克省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争论，没有对话。我不明白，那些珍视自己的权利、语言、文化和民族自决的加拿大人，为什么却没有意识到，其实克里族人与他们有着同样的追求。”
(26)

 围绕着詹姆斯湾二期工程展开的争论，充满了价值观与权力的鲜明对比：现代技术对传统工艺，资源掠夺对敬畏自然，欧洲文化对土著文化，强势对弱势，企业利益对个人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双方都希望自己的文化自决权和主权能够得到承认和尊重。但是，当魁北克水电公司以及魁北克政府竭尽全力控制权力的时候，当他们想方设法实现自己的自治权的时候，面对克里族人的同样追求，他们却忽略和抛弃了这些被自己奉为圭臬的原则。

求同存异

对于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来说，如何应对愤怒的公众，默克里迪的话很有启示意义：即便双方有巨大的分歧，也应该努力寻求共同原则。

假如魁北克政府和水电公司不是那么强硬专横，而是承认在追求自治权方面，双方持有共同的价值观，事情会怎么样？假如他们明确表达对克里族人怀有充分的尊重，因为他们自己也在联邦宪法谈判中寻求同样的尊重，事情会怎么样？假如魁北克政府表示：“是的，自治权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对你们来说也是如此。这样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坐下来商讨一下，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最好的办法，既服务于各自利益，又尊重了共同原则。”假如他们能这么说，事情又会怎么样？

当然，事情究竟会怎么样，我们也无法断言。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很多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纽约州投票决定，自行实施对水电工程的环境评估；克里族人得到了众多名人的支持，包括杰克逊·布朗、詹姆斯·泰勒、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Jr.，一位人脉资源广泛的环境律师）；新英格兰有两所大学抛售了他们价值800万美元的魁北克水电公司债券；《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he）《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以及《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s）屡屡撰文质疑水电工程的合理性；克里族人被迫奔走于联邦法庭、国际论坛以及各家媒体，寻求救济。反过来试想一下，如果魁北克水电公司能够强调双方在自治原则方面的共识，就算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利益分歧，公司至少有了启动双边和谈的基础，上面发生的事情也许就能够避免了。

为什么要求助于共同的原则呢？因为，承认与对方拥有共同原则，就等于承认了对方身份的核心构成，从而改变双方的敌对关系。正如诺思拉普所指出的，原则与身份认同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基本价值观，那就等于攻击我们本身。一旦我们的身份受到攻击，除了自己防卫，我们别无他法：因为身份认同是我们赖以存在的基础。相反，如果某些人对于我们看重的原则充分尊重，那么他们就与我们有了共同之处，这样，他们带给我们的威胁感就会大大减少，我们的生存所面临的危险也会大大减少。换言之，我们在身份认同方面越有安全感，全力寻求解决分歧之道的过程就会越简单。

寻求共同原则可以改变争议的框架。如果魁北克政府和水电公司能够指出，两种文化都试图得到认可和自治权，而开发北部地区的水电资源，与双方共同的追求息息相关，那么二者之间的争论就会发生改变。此外，认识到自治权问题是双方都极其关注的一个要点，会让此次冲突的另外一个特性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美国东北部的消费者长期以来使用魁北克提供的电力，一方面是因为水电价格更便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水电不会像煤电那样，排放大量的污染物（尽管水电开发也会带来环境危害，这一点詹姆斯湾一期工程已经有所显示）。反过来，由于魁北克水电公司有着大量的美国消费者，他们的消费也影响了克里族人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故土。曼哈顿公寓射出的一束灯光，与克里族渔民赖以为生的一条河流，两者遥相呼应。不过，说到这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说自治权是大家共同的价值观，但其中一个政治实体的行为对其他实体明显具有支配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借助这种价值观，让彼此的权力得到平衡？

这类问题表明了情况的复杂性，也表明了双方关注于共同原则并不等于能够消除冲突。不过，承认共同原则，可以为更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做好铺垫。借助于共同原则，可以帮助双方启动交流。而如果没有面对面的对话，任何冲突都注定难以调和。

诀窍一：寻求共同原则，促进双方对话。

内向审视，自我反省

处理价值观冲突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各方能不能做到内向审视。也就是说，当价值观产生冲突时，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应该自我反省，认识到自己可能是犯错误的一方。当我们受到攻击时，我们不能一味自我防卫，而是需要考虑一下，对方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攻击我们。比如，在魁北克水电公司眼中，对克里族人的攻击必须予以反攻。对他们来说，克里族人不仅在挑战一个价值数十亿的能源工程，同时也在毁灭数以千计的政治家、企业经理、工程师的希望和梦想。即使在1994年，新任的魁北克省长将大鲸河工程暂时冻结，魁北克水电公司的高层也拒绝承认他们做过任何错事。雅克·古弗里蒙特（Jacques Guevremont）是公司驻美国代表，他对《哈特福德报》（Hartford Courant）说：“如果这个工程消失了，对你们来说又有什么好处？一些人希望我们公司消失。这话说起来轻巧，但是（将来，用电需求回升的时候），谁给你们供电？”
(27)



这种拒绝反省的态度虽然可以理解，但不幸的是，它会引起麻烦。我们认为，在面对价值观冲突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花时间反思一下各方立场背后的价值，这种观点有两个理由。首先，即使我们依然相信自己是对的，但批判者可能会提供一种全然不同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实际上也许对我们更加有利。第二，简单地说，我们可能是错的。如果我们的立场是错误的或者不道德的，那么盲目地为自己辩护将不利于我们在未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魁北克水电公司错了吗？克里族人认为他们肯定是错的，来自公众的抗议表明他们可能是错的，电力市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证实他们错了，加拿大联邦政府以及魁北克省政府的最终环境评估报告也得出结论，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从另一方面看，时间会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可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加拿大和美国会迫切需要魁北克的电力供应。与核能发电、汽油发电、煤炭发电相比，修建水坝带来的环境破坏可能要小得多。然而无论如何，有件事是肯定的：魁北克水电公司从来不曾承认，克里族人的担忧有合理之处。反而是一个消费者、一个局外人、一个外国人——局长戴维·弗里曼（David Freeman），指出了克里族人提出申诉有他们的理由。

这位68岁的局长在1994年取消了纽约电力局与魁北克水电公司签署的购电协议，这份协议价值高达50亿美元，有效期长达20年（原本可以从1999年延续到2018年），在公布这项决定时，弗里曼称此举是由于金融及环境原因。他首先确定的理由是电力需求疲软，随即又补充道，他听说了消费者的担忧，而水电工程对环境以及克里族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样令纽约电力局感到担忧。此外，正如他所说：“在美国，自然环境的恢复也才刚刚有起色。正因为我们对环境的破坏太严重，我们才觉得有理由提醒加拿大的同行们，不要再犯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
(28)

 他提到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曾经因为修建大坝，淹没了切罗基族（Cherokee）印第安人的古老家园，而这种做法并非势在必行。这样的前车之鉴足以激发他对克里族人的同情之心。当然，弗里曼的言论赢得了环保人士和克里族人的赞誉，但魁北克水电公司却从来没有做出过回应。

魁北克新任省长雅克·帕里佐（Jacques Parizea）上任不久，便将大鲸河工程搁置。他对媒体说：“宏伟的梦想结束了。前任省长罗伯特·布拉萨曾梦想输出1.2万兆瓦的电量，不过现在我们只能输出1000兆瓦。许多合同都被取消了。”
(29)

 实际上，新任省长取消这项工程，并不是因为认同克里族人的观点，而是因为从商业价值上讲，这项工程已经没有理由存在下去了。假如魁北克水电公司能够早一点做出同样的决定，同时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事方式，那么他们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金钱，也能够赢得美国和欧洲的友好态度。

如果利益各方一味关注自己的立场，比如“不修”或者“修”，他们就会花费大量的精力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不管这种立场背后有没有实质性的价值。于是，冲突就如同战争，承认自己的弱点就如同与敌人串通。不幸的是，这样一来，争议双方都失去了接受新鲜观点、更好地实现自己利益的能力。克里族人将争论焦点放在价值观上，不过与此同时，在实践层面上，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分析了大鲸河工程在经济上是难以实施的。他们来到纽约之后，招募了大量专家，这些专家认为，大鲸河工程产出的电量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是没有市场需求的。纽约电力局在1992年取消了一个价值130亿美元的合同，在1994年取消了一个价值50亿美元的合同，恰好证明了电力需求在日益减少。美国电力部门发现，在许多情况下，通过采用更好的节能技术，比如使用节能型的照明灯、空调、电力发动机以及其他设备，加上新的电费计价方式，电力局可以在“产出”电能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设想一下，假如魁北克开发出了自己的节能项目，甚至是在克里族的帮助下实现这个目标，那么，他们岂不是既能够维护自己的自治权，同时又解除了克里族人的一部分顾虑。

魁北克的一些能源专家认为，克里族人的反对，的确促使魁北克水电公司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了更好的能源计划，尽管这种改变姗姗来迟，并且痛苦万分。魁北克能源研究小组的一位女发言人说：“是克里族人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种观念：用能源转化技术取代水电工程。……他们帮助魁北克避免了一个严重错误，也帮助魁北克完成了过渡，开始采用更加现代的方式处理事务。”
(30)

 假如魁北克水电公司从一开始就认真考虑克里族人提出的证据，而不是一味地维护自己的立场，也许他们就既能保住自己的金钱，又能保住自己的名声。

诀窍二：思想开放，保持理性，认真反省自己有没有过错。

采取公正措施，着眼社区进步

在过去，一些主张大规模开发的企业，比如魁北克水电公司，曾经犯下过令人遗憾的错误。他们曾经相信（或者说希望），如果工程建设造成了负面影响，只要给予一定的赔偿，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许多专家也这样鼓励他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1975年，魁北克水电公司向克里族人和因纽特人支付了2.31亿美元的经济补偿，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土地使用权。随着詹姆斯湾二期工程的开展，省政府和电力公司认为，只要继续进行补偿谈判，工程就可以顺利进行。
(31)



但是到了1989年春天，克里族人却改变了事情的方向。虽然也有一些克里族商人替水电工程辩护，认为它可以给克里族人带来经济利益，但是，詹姆斯湾一期工程已经给南方的村庄带来了灾害，大鲸河地区的克里族代表不想看到自己的家园遇到同样的问题。年长的克里族人决定反抗，不是作为一种谈判策略，希望借此得到更多的金钱，而是为了自己的原则。他们宣称：“够了就是够了，我们想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1989年3月，当克里族人宣布自己的决定后，一名记者问酋长库恩·科姆（Coon Come）：“你们想要多少钱呢？你们的底线是什么？”
(32)

 库恩·科姆后来说：“我们没兴趣跟他们做交易。我们是真诚的。克里族人对一期工程造成的环境破坏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不想看到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33)



魁北克水电公司愿意支付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补偿金。他们的策略错在哪里呢？按照经济学理论，他们的做法无懈可击。公共政策的赢家应该赔偿输家，让后者找到平衡。如果一个社会重视发展，那么发展应该带来足够多的“赢局”，从赢家身上获取的税收，可以用来赔偿输家。这个道理在1975年似乎是行得通的。在当年的谈判中，克里族人不仅得到了数以亿计的补偿，还得到了警队、公立学校、健康服务和社会服务中心。当地的婴儿死亡率开始下降，人均寿命也增加了。他们还制订了一项保障计划，对于一年当中至少有125天在丛林中捕猎的猎人，保证他们的最低年收入在1万美元左右。克里族人还重新获得了一些土地的绝对管辖权，那是在1912年，未经过他们的同意，魁北克省从他们手中夺走的土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里族人1975年获得的赔偿，正好支持了他们反抗大鲸河项目的行动。从1989年到1994年，五年的抗争，克里族人共计投入了超过800万美元。他们聘请专家，估算长期的电力需求，他们向伟达公关公司寻求专业咨询，此外，他们还聘用了律师，处理各种各样的法律争端。
(34)



另一方面，詹姆斯湾一期工程完工后，克里族人部落已经出现了许多健康和社会问题。汞中毒、酗酒、家庭暴力以及青少年自杀现象都开始增多。传统上用于土葬、狩猎以及捕鱼的地方，如今已渐渐被水淹没。北部荒原的河流区域，大量的捕鱼地点已经消失不见。捕鱼对于克里族人来说，不仅仅是经济来源，同时也是一个古老部落的神话与民俗。从实践中看，所谓“赢家”能够在经济上补偿“输家”的假设似乎并不能行得通。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补偿金不能抵消汞中毒、酗酒、家庭暴力以及青少年自杀这样的风险。正如一名记者所写的，“对于土著人来说，要他们用自己的家园换取金钱，就如同一群外来人煽动魁北克省讲法语的加拿大人：我们给你们一笔钱，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放弃自己的文化，包括你们吃的食物，还有消遣闲暇时光的方式。”
(35)



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或多或少在权衡利弊。有些人在骑摩托车的时候，用摘掉安全头盔的行为来换取风过发丝的惬意。有些人在买房的时候，用距离核电站更近的地点来换取更低的房价。有些人则宁愿放弃长寿，来换取吸烟带给他们的享受。直白地说，这种权衡的结果可以用来推测，人们对自己的生命究竟有多在乎。不过，如果有人要求他们更加直截了当地去做这样的选择，就会激起他们的反感：“我们不会为了肮脏的金钱出卖自己！我们不会为了10万美元不顾孩子的安危！”看来，经济学专家们错误地将广义的“价值”仅仅局限在了金钱上。除此之外，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回避了一个问题。在协商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观点。一部分人接受了赔偿，提出了一个平均数，但这个数字和极端主义者所要求的最高价码相比，显然有着天壤之别。

赔偿金到底给多少合适，这并不是唯一面临争议的问题。在制订赔偿方案的过程中，接受方往往担心这个方案是不是公正，决策过程是不是正当。土木工程师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起草了建设方案，电力工程师早就设计好了发电设施，地质学家也早就精心绘制了地图。只有克里族人和因纽特人对此毫不知情。直到魁北克水电公司公开宣布工程开工时，他们才得知自己的家园要毁于一旦。当时并没有进行过环境评估（虽然法律规定这是必须的步骤）。1975年，魁北克水电公司与克里族人签订了土地出让协议，但那份协议却存在很大问题。当时克里族人以为除了接受协议之外，别无他法，只有签署协议，才能将詹姆斯湾一期工程肯定会带来的破坏降低到最小。1973年的时候，克里族人曾经得到过法庭颁布的临时禁令，但是禁令很快被解除，大坝建设依然如火如荼。加拿大国会下议院的一名资深议员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协议的过程把原住民逼迫到了一个如此边缘的位置，倘或克里族人能够摆脱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自由地协商，显然不会接受这样的方案。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居然批准认可了，这真是令人难以接受。”
(36)



即便克里族人是自愿参加协议谈判的，但就像加拿大法官里基恩·保罗（Rejean Paul）在1991年所做的结论，不管是联邦政府还是魁北克政府，都没能向他们详细交代条约的意图，他们存在着失职之过。这名法官让克里族——纳斯克皮族（Naskapi）委员会控告政府，制订协议在先，反复食言在后。环境评估不全面同样激发了人们对决策过程公正性的质疑。北纬49度线以北的所有工程，都规避了按照规定应该举行的公共听证会。一名克里族发言人认为，整个决策过程缺乏正当的程序，是“环境种族主义”行径，他控诉道：“只要唯一的直接受害者只是原住民，你们就会对魁北克自然环境为所欲为。”
(37)

 在环境评估过程中，即使评估委员会包括了克里族成员，他们也是少数派。他们的意见仅供参考，最后的决定权依然把握在政府官员手中。总之，克里族人没有得到公正的决策过程，最终的各项决定也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

如果原住民或者其他社群，不仅没有从开发项目中获利，反而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那么要让他们接受生活中增加的额外风险，仅仅用赔偿是无法做到的。除非决策者对于社区自身的需求做出了回应，除非居民们发现事后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改善，除非决策者将他们纳入了决策过程，而不是排除在外，否则受决策影响的人们绝不会停止抵制。

当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大鲸河水电工程的计划者们如果能做到以下四条，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对于处于类似境地的决策者们来说，这四条原则也同样大有帮助。

1.决策过程和实质性问题的处理要做到公正，如果过去曾经出现过不公正的问题，这一点尤其重要。

2.对于有争议的开发项目来说，设计方案和实施计划，应该充分考虑利益相关各方的意见。

3.如果确定要在某一个社区开发一个项目，要保证在项目结束之后，社区的生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4.决策制定者（根据第2条，应包括社区居民）应该能够了解到现有的最佳技术选项，但是技术专家不能够基于政治目的做出决定。

假如魁北克水电公司采用了上述四条原则，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与克里族人打交道的过程会全然不同。公司会想方设法，谋求实质性地改善克里族人生活的方法，而不是仅仅考虑给予他们“适当的”赔偿。同时他们也会邀请利益相关各方参与到决策过程当中，而不是将他们排除在外。决策过程应当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有效领导。
 从一开始，主要领导（公司以及政府部门）应该对克里族人明确表示，他们将会采用上面提到的四个原则。一些领导人倾向于避免做出类似的原则性表态，因为如果后期不能遵循那些原则，他们担心自己把自己套住。但是如果最初不能做出承诺，保证决策过程是公正、包容、专业的，保证这样的过程会让社区变得更好，那么，领导者们从一开始就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这将给他们后期的工作带来障碍。而在詹姆斯湾二期工程中，不管是政府领导还是公司高层都流露出了明显的敌意。他们贬损克里族人提出的种种问题；他们将克里族人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他们认为经济赔偿已经足够了；他们甚至将事件上升到法律层面，而这种做法反而促使克里族人将他们的遭遇公之于众。


第二步：非正式评估。
 除了借助复杂的技术分析来证实开发项目的合理性，项目方还应该进行一次非正式的评估，或者叫利益相关方评估，目的在于明确受影响社区的需求。可以由职业的中立方，负责采访社区代表、居民、意见领袖，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如果社区对于自己的需求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或者缺乏明确的表达，无论怎么规划，这个开发项目在居民们眼中，都很难成为一件有益的事情。

有些人可能会说，在詹姆斯湾案例中，不管消费者对电力的需求有多大，克里族人并不关心。看起来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需求，可以用来设计协商的议题。难道克里族人的反抗仅仅是为了部族的原则吗？难道他们真的什么都不要，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事情并非如此。詹姆斯湾一期工程完工之后，克里族的人口总数翻了一番——从1975年的5000人增加到1995年的1.2万人。到2005年，克里族人口总数将达到2万人，即使他们有辽阔的土地，也将难以满足如此迅速增长的人口需求。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将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痛苦的。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卡车逐渐取代了小棚屋和独木舟。曾经作为克里族人与哈德逊湾贸易公司（Hudson Bay Trading Company）主要交易产品的皮毛，如今只占到克里族人收入的5%以下，而狩猎和捕鱼也仅仅占他们收入的20%。

后来的事情证明，克里族部落其实有很多需求。大鲸河项目搁置以后，克里族人与省政府讨论了许多他们担心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当地部落的一些发展项目，魁北克政府曾为这些项目给予过经济援助。比如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老年人及残疾人福利中心、经济开发活动、矿业和林业的收入分配体系以及地方政府的建设和运行。这样的议题列表表明，仅仅拿出一笔钱来并不是最重要的。相反，克里族人是在寻求合作。正如酋长库恩·科姆对蒙特利尔媒体所说的，“我们必须得寻找共同生存的方式……作为北方人，我们怎么才能成为对方的合作伙伴，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参与者，有权为我们后院里要发生的事情做决定。”
(38)




第三步：利益相关方介入。
 领导者们阐明了工作原则，项目方完成了非正式的社区需求评估，此时利益相关方必须组织起来，介入决策过程。职业中立方可以居中协调，组织社区居民的讨论会议。在非正式评估过程中，已经明确区分出了一些利益相关群体，包括教会、部落议会、健康专家，甚至是得到当地人认可的外部支援团体。如果每个团队都没有众望所归的代表，中立方可以组织顾问帮助他们选择自己的代表。中立方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整个社区选出一个代表团，代表当地人最广泛的利益，共同议事。像詹姆斯湾项目这样的争议问题，涉及巨大的文化差异，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中立方介入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应该了解克里族人和魁北克政府及水电公司之间冲突的来龙去脉，了解他们传统的解决争端的方式。


第四步：联合评估。
 利益相关团体确定以后，居民们开始参与由中立方组织的非正式需求评估。在居民的帮助下，中立方针对这些需求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并核算出相应的成本。一旦讨论过程中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社区团体应该能够得到相应援助，要么从社区中选出一个专家小组，要么由社区会议选定一些外部专家，他们将在整个决策过程中为社区提供技术咨询。社区居民有权决定聘用什么样的专家，也有权决定技术研究应该在怎样的框架下进行、结果应该怎样解释、怎样向公众陈述。在我们看来，魁北克政府的环境评估并不充分。克里族人呼吁由联邦政府组织一次评估，以求得更加公正的结果，这种举动完全可以理解。


第五步：自主选择。
 利益相关团体拟订出一份“一揽子”协议计划，接受还是不接受，社区全体成员都有权力做出最后的选择。选择的途径包括投票、公决或者其他类似的方式。这一步对于许多项目开发商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不想将自己的命运置于一个社区手中，特别是一个对自己心怀不满的社区。然而，克里族人成功的公关活动已经表明，许多（虽然不是所有）开发项目的命运，其实掌握在那些承受了不利影响的社区手上。

一个社区中，可能有数量可观的少数派存在，他们是承担代价的人，不相信社区在事后会有所改善。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避免他们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投票规则也不应该以简单多数为原则。在投票前，参加社区会议的代表应该向全体居民仔细说明投票规则、支持以及反对方案的观点、开发商提供的保证和应急承诺。社区会议应该向居民提供一份新闻简报，并借助有线电视播出会议实况。应该及时向媒体通告最新进展，代表们也应该定期向自己的团队通报会议情况。


第六步：后续调整。
 开发项目通过以后，社区会议也不应该解散。他们可以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不断地收集信息（包括利益相关各方提出的意见），帮助后续决策，并确保项目按计划进行。举例来说，如果有些损害和危险比预期的严重，比如汞中毒，居民们可以和开发商共同商讨缓解措施。如果社区在项目开发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参与，他们接受应变方案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前期方案有一部分内容难以实施，利益相关方可以做出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替代方案。总之，整个开发过程应该不断了解新的动向，吸收新的信息，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七步：重新思考赢家和输家。
 最好的开发项目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赢家：社区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更大范围内，一郡、一州、一国的民众相应得益；政府帮助项目得以实施；开发商得到了合理的回报。理想的开发项目还可以避免各方俱败的局面，“嗜钱如命”的开发商，“无能”的政府，“只会找麻烦”的社区，这些都不会出现。不过，即便采用了互利方法，仍然有可能出现输家。我们以为，输家可能包括这样三种人：（1）那些一味抵制开发项目，却没有事实依据的人；（2）虽然各方真诚地争取更好的结果，但事后境况却不那么如意的人；（3）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政治利益的人。

存在输家的事实会引发一些棘手的问题。赞成开发项目的人为了让少数派满意，可以做到哪一步？少数派的人数保持在什么水平上可以接受？我们认为，所有的开发项目都应该尽力为每个人带来福利。多数派们不妨先不忙着计算，多少人的少数派是可以接受的，而是先要做出承诺，尽一切可能，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并且，不会有人因此而陷入困顿。

当然，事情不会总是如我们所愿。有的人深受负面影响；有的人认为，不管社区得到多少好处，他们的个人利益会受到损失；要得到这些人的支持，谈何容易。有些个人和团体反对某个开发项目，可能仅仅是因为害怕树立一个不好的先例。（不过，一个理想的开发项目能给社区带来真正的利益，所以，这种抵制的态度能够有什么样的效果，能够坚持多久，真的很难说。）

我们认为，投票选举中的简单多数原则，甚至是绝对多数原则，都不足以证明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开发项目的合理性。布拉萨有一句话流传甚广：“七百万魁北克人的选择是不会错的。”它显然支持了不那么可靠的多数原则。假如只有几百名克里族人不满意又怎么样呢？他们能做什么？我们认为，开发商应该明确保证，社区几乎所有的利益团体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最终的决定是双方共同做出的，而不是开发商为社区做出的。

到了最后，依然会有人不满意，甚至会愤怒。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只要领导者坚持按照事先承诺的原则处理事务，时刻关注决策过程的公平性，鼓励社区创造性地实现自我组织，探讨问题，共同造就全新的合作方式，那么，类似于“多少人的反对派可以接受”这样的难解之题，就会变得易于回答。

诀窍三：从批评者的角度出发，为他们谋取最大的利益和实质性的生活改善，不要试图用“适当的”赔偿来抵消他们的损失。

不得其法将加剧文化冲突

魁北克省政府和水电公司每每试图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权，为此他们三番五次地故意与公众疏远。明明只有开诚布公、信息共享，才能缓和公众的担忧，但是魁北克水电公司却反其道而行之，屡屡抨击克里族人提出的种种问题，强硬地拒绝分享信息。公司表现得冷漠又固执。这种与公众对抗的行为只会激发更多批评。一位读者曾写信给《蒙特利尔公报》（Montreal Gazette）质问：“假如魁北克水电公司那么确信，工程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不利影响，为什么不把他们的证据摆在公众面前呢？这样的话不是更能以理服人吗？”
(39)

 《蒙特利尔公报》也发表社论说，“布拉萨政府和魁北克水电公司在大鲸河项目问题上刚愎自用，处理不当，如今只能是自食其果。”
(40)



这起事件也牵涉到其他许多问题。魁北克北部地区的开发项目，无疑会带来不同文化之间尖锐的冲突，同时凸显出几个世纪以来，北美洲原住民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魁北克水电公司的公关策略表明，不考虑深刻的文化背景，采用“石墙”手段，拒绝交流，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加剧冲突。魁北克水电公司轻视他们的反对者。秘密协议侵蚀掉了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公司断然宣称自己拥有自治权，拒绝倾听克里族人的声音。这样的强硬姿态迫使克里族人只能向美国和欧洲寻求帮助。没过多久，公司就已经四面楚歌，反对者们已经结成了国际阵线，从纽约电力局直到国际法院。我们希望，魁北克水电公司的案例足以说明，传统的“决定——宣布——防卫”公关战略是多么危险，很有可能会面临种族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指控。

诀窍四：处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如果采用“石墙”策略，拒绝交流，或是轻视反对者，特别容易造成误解，激发极端意见，招致更多的批评。

经典案例：动物权利之争

“一只老鼠是一只猪、一条狗、一个男孩。”

——英格里德·纽柯克（Ingrid Newkirk），

美国善待动物组织主席

“万物有灵论应该与骗术、宗教狂热以及恐怖主义联系起来。”

——约翰·文（John Vane），英国诺贝尔奖得主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动物实验简直是道德沦丧，应该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行径。”

——史蒂夫·西格尔（Steve Siegal），跨物种生物学专家

围绕着动物权利和动物实验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论，上面就是其中的一些言论。在“科学”这一方，人们举出了大量实例，证明动物权利保护主义者使用了各种暴力方法，对付正直的科学家，破坏他们多年的研究心血和正在进行的科学实验中。1987年4月，动物保护恐怖主义者放火烧毁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at Davis）的兽医诊断实验室，造成了450万美元的损失。1989年4月，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动物实验室中，动物保护者放出了一千只动物，还在墙上涂写了诸如“败类”“纳粹”这样的字眼。1992年2月，极端分子放火烧毁了一个研究貂的实验室，造成了7.5万美元的损失，32年的研究也毁于一旦。研究者们，包括世界知名心脏手术专家迈克尔·德贝基（Michael De Bakey）医生，大声疾呼：“这些人要是成功了，将会毁掉可以治病救人的动物实验。”
(41)



在“道德”这一方，批判动物实验的人也举出大量实例，说明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家使用了难以想象的暴力手段对付那些无助的动物。1976年，动物权益分子通过写信、游行示威，甚至是炸弹威胁等各种手段，迫使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终止了一项动物实验，这项实验用猫作为实验对象，目的是为了研究性行为的神经学基础。动物权利保护者声称，这项研究涉嫌伤害实验动物——取走它们的部分大脑，切断它们的生殖器神经，破坏它们的嗅觉。1981年，一名动物保护者假借志愿者的名义进入实验室刺探，揭露了一个猕猴实验室的暴行：为了研究神经机制，研究人员切断了猕猴四肢的神经。它们被关在在污秽不堪的笼子中，因为无法感知肢体的存在，不断地击打自己毫无知觉的手臂。1985年，动物权利保护者们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at Riverside）放出了650只动物，其中一只猕猴幼崽的眼睛已经被挖出，因为实验人员曾经用它进行视觉损失研究。

互利方法：聆听不同的声音

有关动物权利的争论充满了极端话语，或者借用劳伦斯·特赖布（Laurence Tribe）的说法，这种争议是“绝对冲突”（clash of absolute）的典型代表
(42)

 .动物权利是人类生命与动物生命的对抗，一边是通过科学实验减轻人类苦难的可能性，另一边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去伤害甚至杀害动物的事实。这样的争论很快变得个人化，这点很容易理解。正如诺思拉普指出的，对动物权利的争论经历了一番演变，从最初有关原则与价值观的意见分歧，到事实曲解，直到最后形成对“敌人”的刻板“意识形态”。两个阵营开始借助极端的话语在彼此之间划开一道鸿沟。双方如同处于交战状态一样——互不承认，互相否认对方的合理性。

在这种情况下，有解决争议的出路吗？对峙双方之间的沟堑上能架起桥梁吗？有没有可能借助这座桥梁，令天堑变通途？

回顾历史，理解现在

当今的文化崇尚速度和变幻，常常表现出一种历史无知感。在这种文化当中，连争议事端都变得好似各种流行元素一般，倏忽其来，来无影，倏忽其去，去无踪，就像最新专辑、时装，或者其他什么一时兴起的潮流一样。然而，对于价值观的争论却会时消时长，长期存在。虽然在不同的阶段，争议的内容可能会表现出当时的独特性，但是一些基本的价值争论，却始终不曾中断。了解价值冲突的历史，可以为解决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而且，通过了解某种争议的过去，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对立方，这也是走向积极对话的重要一步。

在一些批判者眼中，当代的动物解放运动就好像是凭空冒出来，仅仅靠着一小部分狂热分子推波助澜。更谨慎一些的批评者则认为，动物权益分子都生活在“现实”之外，完全不切实际。有一位批判者指出，动物解放运动的兴起，部分地归因于城市化的过程。“许多美国人不必再直接接触农场和野生动物，对于他们来说，牛奶就来自于包装纸盒，而不是一头奶牛。”
(43)



但是事实上，人们对动物权利的关切和对动物实验的反抗，有着一段很长的历史。保护动物的观念由来已久，动物解放运动便是发端于这种观念。至于反对动物实验的运动，根据麻省理工大学哈利雅特·瑞特沃（Harriet Ritvo）教授的观点，它的兴起与十七世纪的科技革命如影随形。可以说，人们对动物实验的质疑几乎与科学的历史一样长。到了十九世纪早期，对动物权利的关注开始变得有组织，出现了专门的机构来维护动物权益。1824年，防止虐待动物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在英国成立。1830年，英国又实施了专门的法律，保护商业用途动物，同时禁止了斗狗运动。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开始将目光投向动物实验。1876年，英国通过了《防止虐待动物法案》（Cruelty to Animals Act），对动物实验做出了程序规定。

美国的动物保护运动紧跟英国的步伐。1866年，一个富裕的纽约人创办了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mericanS 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1884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小学和中学开设动物活体解剖课。1892年，美国慈善协会（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呼吁禁止各种会给动物带来痛苦的科学实验。二十世纪上半叶，坚定的反动物活体解剖者依然属于人道主义运动的边缘团体，但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道主义团体开始出现分化。1954年，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一些成员脱离了美国慈善协会。1957年，他们成立了一个更加激进的组织，名为动物之友（Friends of Animals）。这个组织将注意力集中在动物商人身上，这些人收集流浪狗，再把它们卖给实验室做动物实验。人们对动物买卖以及家畜、宠物的关切，与动物实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动物保护者们大声疾呼：想象一下，假如你心爱的宠物有一天在街头走失，然后被一个动物商人捡走，卖给动物实验室，先是在它身上进行残酷的实验，然后被彻底抛弃，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不出意料，1966年，美国通过了《实验动物福利法》（Laboratory Animal Welfare Act），规定动物商人必须持有专门执照，并设定了动物治疗的最低标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虽然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更加为人所知，但反对猎杀、诱捕、穿戴动物毛皮运动，反对屠杀、食用动物运动，反对动物实验运动，也都日益高涨。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动物权益组织成立，其中一些组织坚决抵制动物实验，他们的立场比相对保守和富裕的人道主义团体更加激进，因为后者尚可以接受为了改善人类健康而进行的必要的动物实验。到了1990年，动物权利保护运动囊括了600个组织，成员人数在1000万到1500万之间，资产达到5000万美元左右。
(44)



动物解放运动的历史表明，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的进步和人类对动物实验的关切一直难解难分。动物解放运动并不是当代流行一时的现象，相反，它肇始于科学革命，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运动的发展历史表明，它的复杂程度，恐怕连最雄辩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也说不清楚。通过了解动物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抗双方的观念（尽管不一定能使双方达成一致）。历史的眼光可以帮助领导者准确地估计批判者的力量。虽然在1970年代，动物解放运动似乎处于边缘地带，但是只要大致浏览一下那个年代的史书，就可以看到它始终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对于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来说，历史的眼光有助于他们理解抗议者愤怒和批判的根源，避免对其信仰和行为妄下定论。历史的眼光也有助于他们摆脱刻板成见，避免将愤怒的人群妖魔化，对他们横加嘲讽，因为这样只会让冲突升级，让反对者走向极端。

诀窍五：回顾历史，更好地理解批判者的观点和信仰。

理智与情感并重

在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多方攻击之下，许多医生开始反击，声言对方的行为毫无理性。英国权威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曾经发表过一篇有关动物权利的文章，标题为《理性可以击败非理性吗（Can reason defeat unreason）》。在那一期杂志的社论中，巴巴拉·卡利顿（Barbara Culli-ton）这样对比意见双方：“动物保护主义者用心，生物学家用脑。”她还总结说：“与此同时，大量的研究团体还没有意识到，用枯燥、安全、理性的话语是无法赢得争论的。”
(45)

 当公众被激怒之后，惯常的、典型的指责就是：“他们过度情绪化了，他们忽略事实，他们煽风点火，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性。”这是真的吗？至少在动物权益案例中，这种情况属实吗？

动物权利运动原动力及发展模式的确立，归功于两位哲学家。1975年，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出版了《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在十八世纪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辛格认为，人们在对动物采取行动之前，要考虑到它们也有快乐和痛苦的体验。因为动物像我们人类一样，是有感觉的生物。如果儿童、妇女，或者在政治上、身体上、心理上处于弱势的人（比如说少数民族、残障人士以及有心理疾病的人）遭受了苦难，我们会对施虐者进行道德讨伐；如果动物遭受到磨难，我们也应该拿出同样的态度。辛格继续指出，采用这样的道德立场，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平等地对待
 (treatment）所有生物，而是说要平等地考虑
 (consideration）各种生物的处境。总之，他反对“物种歧视论”（speciesism），但并没有将动物权利与人权相提并论。如同大多数实用主义者（utilitarian）一样，辛格认为，如果要向动物施加痛苦，需要证明这种做法的好处大于动物的痛苦。不过他要强调的是，必须把动物承受的痛苦纳入到这种权衡中来。

1983 年，美国哲学教授汤姆·雷根（Tom Regan）出版了著作《动物权利论争》（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雷根与辛格在哲学立场上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质疑成本——利益核算的合理性。辛格反对物种歧视论的不平等性，而雷根反对的是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性（inequality of unequal rights）。他认为，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有许多复杂的特质——它们有记忆力，有自己的喜好，也有自己的意愿——它们是“主体”，像人类一样，而不仅仅是受人操纵的“物体”。和人类一样，动物有它们自己的价值观，但它们的价值观和人类的显然不同。换句话说，动物有着不可剥夺的道德权利。和辛格不同，雷根认为，不能仅仅因为动物实验可以带来更大的利益，就认为向它们施加痛苦是合理的。当动物被用于终止另一种生物的痛苦时，它们的权利已经被践踏了。汤姆·雷根从权利的角度出发，重新设定了动物保护争议问题的框架。

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两位哲学家的论述，《美国医学协会学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总结，“抛开他们激进的结论不谈，辛格和雷根在伦理学上都属主流。因此，如果有人提出，他们的观点出自于情绪化的动机，对于那些花时间阅读他们作品和那些熟悉现代伦理学的人来说，这样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这两位哲学家的观点并不是出于情绪，而是建立在伦理学基础之上。”
(46)

 如果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两位哲学家善待动物的思想，了解其他支持者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发现，和某些科学家对他们的指责完全相反，他们的立场和主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对动物权利运动的情绪主义指控是难以为继的。倒是这些指控本身，可能被视为煽动情绪的一种策略。

按照惯常的经验，当公众当中出现了心灵与头脑之争时，各方人物都试图通过情绪来影响舆论。一方面，拿出一些图片，向大家展示那些睁大眼睛、胸口插满管子、被关在笼子里的猴子，这是一种意在博取公众同情的举动。另一方面，“如果动物权利运动获得成功，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将遭受疾病的折磨”，这样的言辞同样是在挑动公众的情绪，唤起他们对疾病的恐惧。
(47)

 弗雷德里克·古德温（Frederick Goodwin）是酒精、药物滥用与心理健康管理中心（Alcohol,Drug Abuseand Mental Administra-tion）前任主任，他曾经声称：“到了动物权利支持者们成功的那一天，他们将会给医学实践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害。”
(48)

 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iomedical Research）要求所有的研究员提交一张家庭合照，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写的一封信，用来制作成一个家庭相册，呈送给当时的总统布什。这种做法和他们所持的反对动物权利运动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逻辑关系。

还有一个例子，《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过一场反对公立学校开设动物解剖课的运动。美国医学进步联盟（Americans for Medical Progress）执行主席回应说：“他们看上去没有用恐吓手段，观点也貌似合乎逻辑，但实际上还是在精心操纵公众的情绪。学校老师、学生以及家长被他们的甜言蜜语所蛊惑，不知道自己已经踏进了蜜蜂堆里。”
(49)

 这番话本身也很难说是理性的。和那些令人震惊的动物图片一样，煽情的家庭相册、预示灾难的言论，同样都在试图激发公众的情绪反应，而不是理性反应。

我们认为，几乎在所有的公共争议中，情绪主义的指控都有矫饰的成分：因为人类的行为会很自然地受到一系列思想、观点、信仰以及情绪的推动。再者，要解决一个冲突，仅仅靠指责对方不理性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么做还有可能恶化形势。面对愤怒的公众，如果将他们的抗议看成是“不理性的”“情绪化”的，就等于降低了对话的可能性。抛出一句“你很情绪化”，对方会反驳，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指责他们“歇斯底里”“荒谬”甚至“疯狂”，这样一来，他们的想法自然也不会被说这种话的人认真对待。而用行动或者语言贬低对方的观点，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加“情绪化”，点燃他们的怒火。公众越是感觉自己被贬低，他们的呼声就会越强烈。

更进一步的推断是，如果冲突一方将争论定义为“理性”与“非理性”之争，那么所谓“理性”的一方实际上是在暗示，双方已经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商讨了——毕竟，你怎么能用道理去说服一群“不理性”的人呢？更多的公众讨论只能是漫无目的的。卡利顿在为《自然》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观点：“过去十年的争论已经足以说明，动物权利运动与理性无关。他们只是要把动物排除在研究之外。”
(50)

 她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把动物排除在研究之外就是不理性的。很显然，卡利顿是反对动物权利运动的，她直接将对方定性为“不理性的”，没有给双方的争论留下任何空间。

情绪主义的指控还有另一个弊端。指控者很可能会低估对手的战斗能力。我们来看一看动物权利运动中第一个广为人知的“成功”案例。詹姆斯·贾斯珀（James Jasper）和多萝西·内尔金（Dorothy Nelkin）在他们的著作《动物权利运动》（The Animal Rights Crusade）一书中，追溯了这项运动的当代发展史。作者认为，动物权利能够被推向公众关注的中心位置，得益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亨利·斯派拉（Henry Spira）所发起的一次战略攻势。斯派拉本身是一名民权运动和劳工权利运动积极分子，他和同事利用近乎完美的技巧，借助一个适当的目标，将他们对动物权利的关注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他们首先阅读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计划和资助申请，发现了一个合适的目标。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在进行两项心理学实验，目的在于研究性行为的神经学基础。科学家们用猫作为实验对象，切除了它们的一部分大脑，破坏了它们的嗅觉。对于斯派拉来说，这是激发公众情绪的绝佳机会。首先，他们攻击的目标位于纽约市中心。其次，实验不仅阴森可怖，而且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必要。

斯派拉获得了当地动物保护组织的支持。他在一份名为《我们的城市》的免费周刊上发表文章，谴责博物馆进行的动物实验。1976年6月，博物馆收到了400封抗议信；7月，650封；8月，1500封。抗议者们在博物馆门前拉出横幅，其中一幅写着“好奇害死猫”。国会也开始介入到事件当中，要求国立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复核这项研究的资助申请。国会议员埃德·考奇（Ed Koch，之后成为纽约市市长）也参与到争论当中，他质问道：“一只猫因为大脑受损而精神错乱，你们把它放在一个房间后，发现这只可怜的猫跳到了一只兔子身上，而不是一只母猫身上。那么，你们现在告诉我，除此之外，你们有什么研究发现？”
(51)

 在一年半之内，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关闭了这个实验室。1980年，博物馆废除了全部实验计划。动物权利运动第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整个活动组织得周密高效、有条不紊。

如果人们只有理智或者只有情感，这个世界都会让人感到害怕。现实生活中，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冲突双方都会同时表现出“理智”和“情感”。毕竟，人们既有心灵，也有大脑。想要得到公众的支持，最好的方式是“理智”与“情感”并重。在对强烈的情感做出回应的同时，用理性的论证去说服大众。

诀窍六：回应情感，理性论证。

认识对方观点的多样性

动物权利争端中很突出的一点是，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单向的、极端的。科学家把动物保护者视作一群“歇斯底里的人”“一小撮极端分子”。他们“爱动物胜过爱人类”，剥夺了可以从实验中受益的“几百万人”的生存权。
(52)

 另一方面，动物保护者们则认为科学家是一群“穿白大褂的人”，他们在“区分对待人和动物的可恨思维方式”下，“有组织地残害”动物。
(53)

 这种将对方形象极端化的目的，是为了在公共争论中处于上风，而事实上双方所说的都有可能并不真实。（当然，两方面都有可能从对方阵营找到一两个恶劣的例子，用来强化彼此的刻板印象）。

难道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冷酷无情的技术论者吗？很显然不是。许多科学家从事的研究可能不仅对人类有益，同时也对动物有益。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狂犬病疫苗的研发：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曾经用兔子进行实验，最终研发出狂犬病疫苗，使人类和动物都可以远离狂犬病的折磨，甚至是远离死亡。

对于动物实验，科学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曾经就颁布动物实验条例进行过一场大辩论，在辩论中，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研究者，曾经写信给一个提倡动物实验立法的团体，他在信中说，“科学研究的确具有精英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光环”，他继续总结道，“审慎地说，虽然争议双方对此事都有鲜明的态度，但是却都怀有向善的意愿，我相信，只要大家肯互相让步，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54)

 《美国医学协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曾经刊载过一篇文章，称医学教育中使用动物是“必要的”。很快就有几位读者写信给协会，批评它“采取了一种冷漠的、不合理的，而且显然是少数派的立场，这种立场与最好的医学院的相关政策完全背道而驰。”（据美国医学院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MedicalColleges］调查，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医学院没有在教学中使用动物。）
(55)

 还曾经有两万名医生联名签署过一份请愿书，要求美国医疗器械公司停止用活狗演示他们的外科缝合器械。
(56)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在动物权利问题上都表现得那么极端。

同样的道理，也并非所有的动物权利支持者们都是毫无理性的狂热分子。一个研究小组调查采访了在华盛顿举行游行的一批动物权利支持者。
(57)

 他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79%的抗议者具有大学学历，人群的平均收入是3万3千美元（当然这个数据不能代表总体水平，因为受访的抗议者都是付得起路费去华盛顿的）；44%的抗议者是护士、医生、律师、工程师、教授以及其他的专业人员；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思想受到新闻报道的很大影响，对整个动物保护群体来说，这种现象比较少见。总之，虽然受访的抗议者们有各自不同的信仰和观念，但他们有一些共性特征：受过教育，有阅读习惯，从事让人尊敬的职业。

研究者们还发现，在动物权利运动群体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动机。对于不会伤害动物的实验研究，56%的人表示不同意，或者强烈不同意。但是也有26%的人表示赞成或者强烈赞成。同时，另有26%的抗议者认为，尽管存在动物实验，但是科学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坏处。
(58)

 一部分抗议者参加游行是出于情感动机，不过也有一部分人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的决定，他们了解相关的理论，比如像辛格和雷根那样的伦理学观点。一些抗议者认为拥有宠物是不道德的，另外一些人则为此辩护，认为宠物与主人可以互为精神慰藉。

在价值冲突中，争议双方的领袖时常会把问题极端化，不过，深入观察之后，我们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处于“同一方”的成员们固然有一致的、整体性的观点，但他们当中也存在多样化的想法。从总体上看，冲突可能涉及到价值观的巨大差异，但是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双方的看法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提倡把问题极端化的人可能会固执己见，认为这是促进内部团结的最佳方式。不错，从加强组织的立场看，极端的、有争议的论述可能会吸引来有利的媒体报道，甚至还有新的付费成员。然而，从长远来看，我们并不能断言，极端立场一定有助于巩固和推广团队议程。

相比之下，如果那些多样化、复杂的观点能够受到大家的重视，将会有益于冲突双方达成共识。用谈判术语来说，价值冲突中如果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共同利益和不同利益，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多方利益”，这些多样化的意见方是可以联合在一起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将多样化的观点放进一个争论中是如此重要：只有当各种声音都能够参与的时候，才可能产生有效的对话。

诀窍七：对于双方观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

警惕“权利话语”（rightstalk）陷阱

按照美国人的经验，当少数派向多数派寻求赔偿时，或者多数派向少数派寻求豁免时（以换取许可，做自己想做的事），当事人往往要求得到他们应有的权利。

当双方需求发生冲突时，法庭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场所。这是美国人惯常的做法。看看今天的法庭戏码，从辛普森杀妻案庭审现场，到电视屏幕上《人民法庭》（The People's Court）的娱乐场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身穿黑袍的法官，坐在法官席上，高高在上，掌控全局。控辩双方面对法官，承担各自的角色。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往往会提高音量，要么手指对方，要么拍打桌子，双方律师互相驳斥，直到辩论结束。最后法庭将做出最后裁定。于是，赢了的一方欢呼雀跃，输了的一方垂头丧气。

然而不幸的是，法庭支持的权利话语具有绝对意义，不会留下任何回旋余地，产生的不是赢家就是输家。“输家”的诉求再也不会被人提起。在权利语境下，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常常被忽略。法庭依照法律做出强制性裁决，但即使是赢家也未必会满意。法庭一锤定音，之后每个人都会等着瞧它的判决是不是真的能被执行。

在《权利话语：政治话语的枯竭》（Rights Talk: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一书中，作者玛丽·安·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曾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一味要享受自由，把安全头盔抛在一边，驾着摩托风驰电掣的人，如今却因为脊柱受损躺在医院病床上，成了最需要照顾的人。面对这样的现实，为什么我们的权利话语，还是常常要置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于不顾呢？”
(59)

 至少是在美国，人们往往倾向于过度强调个人主义，而忽视了相应的社会责任，或者说，忽视了对个人权利的必要约束，以维护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人们虽然被赋予了很多权利，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不同权利之间实现调和是很困难。正如格伦顿所指出的，“我们的权利话语，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催生了不现实的期待，加剧了社会冲突，抑制了对话的可能，这样一来，达成共识、取得和解，或者至少寻找共同立场的希望变得微乎其微。”
(60)



以动物权利运动为例，将争论界定在权利范围之内，导致了这一问题向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一旦有人声称动物具有权利，那么肯定有人会说，人类同样享有借助动物实验寻求医疗方法的权利。这样一来，人们就很难在两种权利诉求中找到平衡、做出裁决。人类学家约翰·科尔（John Cole）曾经描述过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的一项创伤实验，其中有几只狒狒的头部受到了伤害。
(61)

 动物权利保护者们拍下了这项实验的视频，并将其广为传播。但是，因为那个实验而生存下来的老老少少，他们的视频却不为人所知。所谓的“权利”冲突导致了艰难的抉择。一边是死去的小狒狒，一边是狒狒的死亡换来的孩子的生命，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选择呢？

我们中的许多人会拒绝做出选择，而是寻求其他两全其美的办法。为了不让孩子受伤，我们怎样能让汽车更加安全呢？除了伤害狒狒，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做创伤实验吗？我们可能还会尝试用新的方法培训创伤科医生，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不幸的是，当这样的争论定位于“权利”之争时，另辟蹊径解决问题的种种努力就遇到了障碍。正如格伦顿所称，美国的“权利话语”倾向于完全推翻对话的可能性。她解释说，美国的法律不像欧洲的法律，当一个人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根据美国法律，他人没有义务前去救助（但同时也不得威胁其他救助者的生命安全）。显而易见，在美国，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选择的事，其中也包括不去救别人的性命。动物保护之争，如果用“权利”来界定，也存在相同的目光短浅的问题。下面例子是发生在一次论坛上的短暂交锋，这个论坛由《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主办，举办地点设在纽约市库珀高等科学艺术联盟学院（The Cooper Un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Art）。





我们的世界上有大量的生物，其中也有我们人类。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权利话语不是一个好的途径。我希望人们关心别的生物，是出于公正意识、人道主义意识或者是责任意识，但是，我不希望人们赋予它们权利。

——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

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医学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我不欣赏你这种责任至上的观点。这种监护责任只不过是让你享受到了一种优越感，因为你可以对低级动物高抬贵手。动物的权利并不是边缘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谈论的鲜血，是器官、是痛苦、是死亡。

——英格里德·纽柯克（Ingrid Newkirk），美国善待动物组织主席

卡普兰作为动物权利批判者，认为应该严肃地对待“责任”这个概念。然而，动物权利支持者却似乎是觉得对方在诋毁自己的观点。纽柯克很快回击，认为卡普兰的表现是家长作风，是“物种歧视”。不过，纽柯克拒绝加入关于责任话语的讨论，也动摇了她自己的观点。贾斯珀和内尔金用家畜作为例子进行了反驳。“假如我们听任猎狗和奶牛自生自灭，它们会怎么样呢？”
(62)

 难道人类不应该对那些越来越依靠我们的生物承担责任吗？此外，纽柯克自己实际上已经为了动物的福利承担了责任：毕竟，动物不是有意识的人类，不能在法庭面前为自己的权利大声疾呼。

纽柯克和其他人避免谈论责任话语，原因可能和美国法律背后的思想一样，认为这么做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权利与责任是交织在一起的，那么在法律框架之下，我们怎么才能不仅赋予动物权利，同时也要求它们承担责任呢？我们是否也得像中世纪一些法庭一样，对一匹马进行审判，因为它吃了别人的谷物？我们再回到之前提到过的夸宾水库的猎鹿行动，我们是否要把那些鹿告上法庭，因为它们过度食草，破坏了森林的未来？如果动物拥有权利，却又不能为自己的权利声张，谁可以代表它们呢？那些动物权利支持者们应该担当它们的监护人吗？那监护人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说不应该随便杀害几只狒狒是一回事，但是说不应该杀害任何动物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多数美国人有时候不愿意把动物和人类严格区分开，特别是对于小猫和小狗。但是动物权利支持者们对所有物种都不加区分，他们也并不赞成。蜜蜂、蛇、香蕉蛞蝓显然不会让人们产生那么多同情。”
(63)

 用格伦顿的话说，如果“权利”之说变得无度，权利最宝贵的“基本核心价值”反而会被“弱化”。
(64)

 这会使权利之争变得更加复杂。

塔夫茨大学动物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Tufts Center for Animals and Public Policy）的安德鲁·罗恩（Andrew Rowan）提到，两个走中间路线的团体，美国黑斯廷斯中心（Hastings Center）和医学伦理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al Ethics），曾经召集人员做研究，最后得出了结论：一些医学研究确实引发了值得重视的道德问题，不可能轻易地一笔勾销。
(65)

 换句话说，动物实验所引发的问题，对伦理和道德构成了挑战。不幸的是，“权利话语”并不能够让反对动物权利的人们，针对伦理问题开展建设性的讨论，因为“在美国，道德观念是多种多样的，这种讨论并无公平可言。”
(66)

 当然，这并不是说，为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或者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们寻求权利，注定要遭到失败。美国的民权运动就取得了许多成果，迫使美国政府依法为不同种族、信仰或肤色的人们，提供平等的保护。只不过，格伦顿的批判提醒我们，一味强调权利话语，产生的往往是困难，而不是共识。

诀窍八：警惕“权利话语”陷阱

寻求对话平台

在《动物权利运动》结论部分，贾斯珀和内尔金向双方呼吁协商和妥协，称这是“民主对话的基础”
(67)

 .劳伦斯·特赖布认为，即使像堕胎这样极端而尖锐的争论，考虑到它发生在我们的民主社会，“我们能够采用的方式只能是投票和说服。”
(68)

 特赖布认为，每个团体都会声称，无论是在实践层面上还是在道德层面上，自己的观点都优于他人，这一点没有人能够阻止；但与此同时，没有什么观点能够摆脱政治的影响；即使是宪法，也会因为政治争论而发生改变。比如“罗伊诉韦德案”（Roe vs.Wade），当时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妇女拥有自主选择堕胎的权利，但是这一判决却导致了20多年的争论、抗议甚至暴力冲突。这个案例雄辩地证明了，即使是美国最高法院也不能成为价值观的最终仲裁者。有组织的公共讨论和辩论，方才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

格伦顿总结道，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如果法庭裁决不足以解决问题，科学也不能回答所有的疑问，至于政治力量，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引起更多的权力博弈，那么，解决难题的方法，只能是审慎的商议，尽管这条路是痛苦和艰难的。
(69)

 她认为：“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公共话语空间是否可以得到有效的恢复，让我们能够在广泛的基础之上讨论，政府的存在目的和管理模式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所在的社会是怎样的，我们希望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
(70)

 如果协议、辩论和对话是解决价值冲突的基础，那么我们在操作层面上该如何展开对话，这将变得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召集到一起，创建一种联合解决问题的模式，避免极端语汇和权利话语。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思考一下。1993年末，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Baltimore,Maryland）举行了一场有关动物保护的各方对话。这次活动名为“生命科学动物实验替代方案世界大会”（World Congresson Alternatives to Animal Usein the Life Sciences），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健与公共卫生学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 chool of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主办。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权利活动家、科学家、立法官员首次在大会上见面。会议既没得出决定性的结论，也没有涵盖所有利益团体。医学界没有派代表参加。美国医学协会的一名副会长也没有参加。一些动物权利支持者们在会场外抗议，声称这次会议仅仅是拖延时间、避免解决问题的幌子。然而，的确有700人参加了大会，包括大量的科学家和一些长期为动物权利奔走的运动领袖，比如亨利·斯派拉。

最终，各方的人们终于开始对话。他们详细讨论了在科学实验中减少使用动物的实用措施和可能性。与会者们参加了几场讨论，主题分别是“替代选择的概念”“动物和替代选择在医学教育中的角色”“科学、伦理与动物”。
(71)

 关于动物实验替代选择的有效性，毒理学家各抒己见。动物权利支持者们承认他们内部存在不同派别，有“实用主义者”，也有“教条主义者”。
(72)

 一名工业毒理学家总结说，虽然“要改变根深蒂固的立场还为时尚早”，但这次会议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为争议各方开启了对话的大门。
(73)

 不同的团体聚集在一个论坛中，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面对面地展开协商。

价值冲突中的各方共同讨论分歧意见，尝试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样的协商活动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从简短的辩论会到历时数年的共识构建。对于在价值观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各方团体，不管采用何种形式，都有助于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组织对话取代挑起论战

想象一下，坐在法庭之上的不是身穿黑袍的法官，而是一个中立的职业调解人，身穿暗米色西装，坐在一群各持己见的人当中。这种情形之下，将会发生什么呢？假如调解人不要求各方陈述自己的观点，也不鼓励他们互相攻击，而是采用完全不同的行动方针，事情会怎样？假如调解人说：“我的职责不是做最后的决断；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们探索一条出路，以便满足你们双方的利益”，事情会怎么样？假如他问：“你们之间除了意见分歧之外，有什么共同的关注之处吗？”事情又会怎么样？在一部名叫《寻找共同立场》（The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的电视连续剧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调解形式。其中有一集是关于堕胎的辩论。镜头中的一方是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的一名领导，坐在他对面的是全国堕胎权利行动委员会的发言人，坐在两人中间的是一个专业调解人。

调解人首先对生命派代表提出问题：“请陈述你在堕胎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调解人随即又转向选择派代表：“他说完之后，请你尽可能总结一下他说过的话。”观众原本期待的是先听一方观点，再听另一方意见，没想到调解人要求冲突双方首先做到完全理解对方的利益和关注点，这无疑让观众感到惊奇。最后，调解人面对镜头说：“这不是一次辩论，我们不想让你们陷入一场争斗中，抱着自己的立场不放。”

当然，双方依然水火不容。选择派认为：“你落下了我谈论过的道德选择问题。胎儿固然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在一些艰难的情况下，有时候存在着很高的价值选择。如果执意要把一个孩子带到世界上、带到毒品犯罪中、带到贫困的生活中，这样做是有道德问题的。”生命派回应道：“在堕胎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相信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我们生而平等。”

双方争论到另外一个问题：计划生育顾问医生是否可以鼓励想要堕胎的妇女倾听婴儿的心跳。生命派指着自己西装翻领上的别针说："10周大的胎儿，它的小脚跟这个别针差不多大。如果你把这个拿给那个妇女看，她看到之后，会发生什么……”堕胎支持者插嘴说：“你在侮辱女性。我坐在那儿告诉过你，我在生育了三个孩子之后有过一次堕胎，我知道堕胎是怎么回事儿，而你还在让我看这些。你这是在侮辱女性的智商和同情心。”

然而，在强烈的情绪和激烈的辩论之中，调解人试图找到一些一致的观点。“你们是不是都承认，意外怀孕应该减少？”双方都回答是。但是说到怎么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双方又表达了不同意见。调解人又问：“你们是不是同意，为女性的健康幸福着想，她们需要一些替代选择，比如说收养？”双方都同意。调解人接着问：“如果请你们双方采取一次联合行动，来降低婴儿死亡率，你们能想出什么主意吗？”双方再一次表示肯定。在中立调解人的帮助下，即使像堕胎这样极端的、激烈的冲突，都可以找到一些潜在的共同立场。虽然这样的对话很难帮助冲突双方在堕胎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它却发现了一些共同利益。正如调解人自己所总结的：“我们学到的是，在强硬和激烈的情绪之下，有一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的共同之处。”

务实研讨取代媒体攻击

美国渔业中，“误捕”
[8]

 对于渔民和自然资源保护者来说是一个热点话题。当渔民不小心捕到海龟或者海豚的时候，他们要么给它们带来伤残，要么杀害它们，许多环保分子对此日益关切，并感到无比愤怒。对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来说，误捕哺乳动物，比如说海豚，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曾经，在太平洋上捕捞金枪鱼的渔民误捕海豚，此事作为第一个广为宣扬的误捕事件，引起了一场大范围的争议。当时，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引发了全国性的抵制金枪鱼罐头行动。渔民和环保人士纷纷去往华盛顿游说，组织抗议游行，发表言辞激烈的媒体声明，还借助媒体报道攻势，把官司打到了法庭。到了1991年4月，美国通过一项禁令，停止进口墨西哥金枪鱼，同时禁止从任何国家进口以墨西哥金枪鱼为原料的产品。1991年8月，世界关贸总协定委员会组建了一个专家小组，他们裁定，环境问题不能成为禁止进口的理由，美国的禁令是没有根据的，也是违法的。美国从1972年开始试图保护海洋哺乳动物，这一行动却渐渐演变成一场国际贸易战，最终，反而导致美国一项规范金枪鱼捕捞的立法不得不被废止。

谁赢了？从1972年到1992年，至少有一百万头海豚死亡。美国的金枪鱼捕捞船队的规模锐减到原来的五分之一，实际上等于解散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推行其环保优先政策的能力。

总之，没有赢家。

幸运的是，渔民和环保分子至少从冲突中学到一些东西。误捕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其中两个案例特别引起了关注，一是缅因州外的海岸线上，刺网时常误捕港湾鼠海豚，二是墨西哥湾的捕虾拖网渔船时常误捕海龟。所幸牵涉到误捕问题的各方团体正在寻找共同立场。1994年12月，在西雅图召开了一次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渔民、科学家、立法者以及环保人士，会议目的是商讨“双赢的误捕解决方案”。各方利益代表分成不同小组，组员们互相交流全国各地减少误捕的不同方法；听取加拿大同行介绍经验，学习那里的猎人和反捕猎人士，如何共同保护一个占地650万英亩的水鸟栖息地；立法部门代表呼吁各方进行合作研究，提出规范海洋渔业的计划，并保证优先考虑这些研究提案；一名有威望的环保人士和一位知名的误捕批判者都表示，双方不再纠结于过去，保证将会“倾听”对方的声音，“以实相告”，“寻找合理有效的措施”，并支持渔民执行实践措施。
(74)

 虽然会议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它将意见不同的冲突人士聚集到一起，共同商讨怎样处理彼此之间的差异。一名阿拉斯加船长在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总结说：“我来的时候抱着这样的想法：大家无非就是坐下随便聊聊，实际上什么也不会做，什么结果也不会有，能做决定的人根本都不会来。但是现在看来，我完完全全想错了。”
(75)

 这次会议的成功使主办方大受鼓舞，紧接着，来年春天，他们又在东海岸举办了另一场会议。

渔业领域还有其他一些成功的案例。1988年和1993年，一位经验丰富的调解人，两次帮助各方利益团体一起修订了《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Marine Mammal Protection Act）。同样是由调解人出面协调，渔民、环保人士和立法者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一种可以放在渔网上的“声波发射器”被成功研制出来，并投入了生产和使用。这种装备可以让缅因州的港湾鼠海豚远离刺网，不再被误捕。

开门决策取代闭门造车

尽管夸宾水库的猎鹿行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政府部门最后依然解决了森林再生问题。尽管一小部分动物权利支持者们对都市区委员会的最终计划依然不满，但委员会精心计划、周密组织的公共会议，还是获得了大多数民众对猎鹿行动的支持。公共会议结束之后，尽管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许多环保人士认为，猎鹿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措施。一名奥杜邦学会的成员在当地的组织通讯中写道，“都市区委员会针对这次事件所做的研究和计划工作，让人印象深刻。他们探索了缩减鹿群规模的种种替代措施，把整个事态向感兴趣的团体以及公众做了详细的解释。”
(76)

 《波士顿环球报》的结论是：“出于保护水源的考虑，水库地区应该免受公众的过度侵扰，这是所有人的意愿。这种情况下，看起来最好的折衷措施，就是进行一次受到严密控制的猎鹿行动。”
(77)



委员会采取了哪些行动，最终解决了公众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在他们启动公众讨论之前，曾经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科学研究。这些研究表明，缩减鹿群规模，保护森林物种势在必行。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委员会则保持了完全开放的姿态。一名成员曾经说：“我们并没有一个预先想好的解决措施。我们确确实实把精力放在了问题本身的研究和成果上，而不是实现目标的途径。”
(78)

 最初的研究并没有能够说服大多数批判者。当时委员会有一位成员颇为沮丧：“在公共争议中，研究帮不了我们多少。因为很不幸，300篇专业文章比不上报纸的一条新闻。”但是，研究过程确确实实为合理的（就算不是完美的）后期行动打下了基础。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可能是委员会所做的一个实验。他们在森林中开辟出了几小块儿地，用栅栏把鹿群挡在外面，仅仅两三年之后，栅栏内的植物无论是数量还是多样性，都远远超过了森林其他地方。对公众来说，面对这样的事实，鹿群过度觅食带来的危害是可以看得见的。此外，委员会还将森林划分为猎鹿区和未猎鹿区，监测两处树苗生长的情况。结果表明，库区周围的未猎鹿区至少损失了5千万棵小树。

委员会已经组建了一个市民顾问委员会，不过他们意识到，猎鹿行动一旦宣布，将会激起更多公众的关注。毕竟，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主要关心钓鱼和休闲的需求，他们的态度代表不了更大范围内公众的态度。因此，委员会决定，应该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
(79)

 1989年夏天，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活动，他们面向公众放映幻灯片，组织参观森林，分发研究报告。委员会一共组织了25次会议，邀请了环保人士、运动员、动物权利保护者、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代表前来参加。紧跟着，他们组织了两次一整天的研讨会，参与者在35人到40人之间。研讨会的议题包括：库区森林和水源是否遇到了问题，是否有其他措施可以控制鹿群规模。委员会意识到，要用自己的人员主持会议可能会比较困难，因此他们聘请了一个专业调解人来担任这个角色。会后，委员会根据研讨会上提出的各种意见，修订他们之前草拟的治理计划，并且举办了三次教育论坛。除了自己的工作人员，委员会还组建了一个7人小组在论坛上发言，他们分别代表动物保护、捕猎、林业以及野生资源保护等不同方面。其中一次论坛大会有600人参加，小组成员介绍了修改之后的治理计划，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对现场提出的各种正反观点进行了辩论。

教育论坛在几个层面上取得了成功。首先，它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先例，欢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对他们的不同意见做出回应。委员会中的一位科学家说：“我们组织大家重新审视了整个事件，而且事先并没有自行设定什么计划，避免了听众产生抵触情绪，对它进行攻击。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脚踏实地做事。我们的信息沟通会议非常独特，小组成员和观众可以自由表达正反观点。”
(80)

 第二，委员会始终坚持将焦点放在森林再生和鹿群缩减这个问题上，避免了其他问题产生干扰。第三，整个过程避开了互相攻击的阶段，大家抱着互相尊重的态度展开对话。论坛调解人来自马萨诸塞州争议解决办公室，他帮助委员会设计了整个程序。此外，他还帮助职员们学会面对冲突，教会他们用“克制的礼貌”倾听各方意见，用“你来我往”式的交谈取代“我说你听”的官僚态度。协调人还对职员们进行培训，向他们传授解决冲突的基本技能，教会他们在特定的情形下采取特定的行动。就像一名委员会成员所说的，官员们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很专业，但是却没有多少与公众打交道的经验。最后，委员会的这种方法，使得职员们经历了灵魂深处的一次自我审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必须把各种争议意见都纳入最后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思考，哪些观点能站得住脚、并且有助于解决问题。一位职员曾经这样说：“只要能用一种开放的、互相尊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其实冲突真的是一件好事。它可以帮助人们想清楚自己的目标，还有自己的哲学观点。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冲突让它不得不清楚地界定一个根本问题：自己究竟代表着什么价值？冲突的最后，就算各方并不能得出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但是，各种道理却会在彼此交锋之中，变得越来越明朗。”
(81)



委员会组织的公共参与过程并非无懈可击。他们可以更早一点邀请公众参与，请他们一起设计和执行先期研究。他们还可以组建一个核心小组，来帮助策划整个公众参与过程。他们甚至可以召集一些公众共同起草治理计划，或者至少起草一个大致框架。看来委员会依然将起草治理计划视为自己的一个特权。因为早期的草拟阶段没有公众介入，导致后期的修订过程拖延了许久，还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撰文进言表示反对，委员会不得不对大量的抗议信函做出回应。一些政府部门发现，在法规、政策或者计划的起草阶段，如果能邀请不同的利益团体参与，会大大提高工作率。公众会认为最后出台的文件没有多少偏见，技术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也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最终的决策能够充分考虑到技术和政治现实。而且，最重要的是，对最后的结果，利益相关各方更容易“买账”。

实际情况是，修订之后的治理计划仍然让两种人感到不满，一是最活跃的动物权利保护者们，二是看不惯委员会其他做法的一些人。关于猎鹿行动的争议，在当地环保人群中制造了一道令人痛心的裂痕。此外，就像观察家简·迪扎德（Jan Dizard）所说的，对于“自然的属性”
(82)

 这一根本问题，最终并没有做出回答。但是，委员会在面临价值冲突的时候，组织了有效的论坛，让市民们可以发出他们的声音，考虑不同的方案，并影响最后的决策。许多反对人士对委员会的最后行动可能依然反感，但他们也没有采取对立行动。到了最后，一些人甚至对委员会表示了友好。正如一名环保人士所说的，“我觉得委员会的决策过程是非常开放的，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政府部门能够这样做事。”
(83)



诀窍九：举办商讨论坛，并做到：组织对话，而不是挑起争辩；求同存异，而不是互相攻击；联合解决问题，而不是单边制定决策。



【注释】



[1]
 在美国，关于堕胎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些人认为应该尊重妇女的选择权，主张堕胎合法化，被称为“选择派”；另一些人则主张维护胎儿的生命权，反对堕胎，被称为“生命派”。——译者注




[2]
 这种小船综合了独木舟和皮艇的特点。它的英文“Odeyak”由两部分组成，"ode"是克里族语，意思是独木舟，"kayak"则是因纽特语，意思是皮艇。——译者注




[3]
 又译作山峦协会、山脉俱乐部，是美国的一个环保组织，总部位于内华达州。——译者注




[4]
 关于詹姆斯湾水电工程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争议，参见第二章“愤怒与弱势”一节。——译者注




[5]
 加拿大西部一个省。——译者注




[6]
 关于社议会，参见第二章“愤怒与弱势”一节。——译者注




[7]
 在加拿大，印第安原住民的国家级代议机构是第一民族议会。第一民族是加拿大的一个种族名称，本意是指有身份的印第安人，即那些在官方登记处注册过的、在印第安人法令管理下的印第安人。现在，人们通常用“第一民族”泛指所有的印第安人，偶尔也用“第一民族”泛指所有土著民族。——译者注




[8]
 一般理解为“副渔获”，本文根据语境译作“误捕”。——译者注



第七章

媒体



想
 象一下公关人员在一般人头脑中的刻板形象。他们和热门媒体打得火热，时不时悄悄给对方塞个红包，以换取有利的报道。他们总是在恰当的时候把一些信息透露给恰当的人。当他们被问到事情的真相时，会这样反问：“每件事都有两面、三面甚至四面性，你说什么才是真相呢？”他们遇到强硬的媒体时，会把文章寄回给记者，用萤光笔把“有偏见”的部分都重重地画出来。他们看到顾客上门时，时常先不管对方是否愿意聘用自己，而是直接问未来的客户，在面对大众之前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洗白、美化自己的“形象”。

在现实世界中，公共关系和媒体都比这些想象要复杂得多。的确有些公关人员主张重拳出击：讨好媒体、抑制媒体、挑拨媒体相斗、假设多于事实，这些都是他们常用的战术。不过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理论家和实践者主张，对媒体和公众应该光明磊落、直接坦率。很多从事公共关系行业的人都对他们的事业抱有信念，一心一意要把它做好。很多学者和从业者，则把某些人认为是公关行当致命弱点的一些特质，看作最大的价值追求：比如诚实、正直、关系构建、畅通交流，等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的头脑中都有一套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当危机发生的时候，这些观念指导行动，就会产生始料未及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对于这些固有观念，很多人相信，很少人质疑。本书在这一章对它们进行条分缕析，相信会生发出更好的处理争端的原则和方法。

有关媒体关系的传统观念

企业和政府机构往往认为，媒体是可以控制的，也是应该控制的。在他们看来，与媒体的交流就意味着按照自己的意愿向对方发布信息。决策者不会考虑双向交流，即企业或机构既对媒体施加影响，也反过来接受媒体的影响。对他们来说，形象塑造是发展媒体关系的第一要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可以置之不理，外表的好形象远比其掩盖的真相来得重要。媒体关系这一岗位原本承担的共识构建的角色被完全剥夺了，取而代之的仅仅是鼓吹公司意愿的偏狭功能。在传统观念中，处理媒体关系是以控制结果为前提的，定义事态、设置议程、解决问题或争议，所有这些权力都必须掌握在组织手中；分享权力或者满足争议对方的需要，这样的想法毫不可取，更不用提满足媒体的需求了。然而，公司或者机构关心的是他们的“形象”，媒体关心的却是形象下面“真实的故事”。如此一来，很不幸，问题完全没有解决，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完全没有得到满足。事实上，在实践中，媒体关系部门往往认为，他们并不需要为保证各方利益而承担任何责任。

再来思考一下埃克森·瓦尔德斯号石油泄漏事故。一位资深企业公关代表这样写道：





曾经有一扇窗户为埃克森公司发展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提供了机会。在事故发生之初，毫无疑问媒体也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对事故的严重程度感到恐惧，尽管如此，在一段时间之内，他们对灾难的报道是基于事实的，坦白公开的。但是当埃克森公司开始闪烁其词、遮遮掩掩、否认事实、推卸责任、逃避批评并试图控制信息的时候，新闻媒体除了与之对抗，别无选择。
(1)







为什么埃克森公司没能利用这个机会窗口呢？公司的管理人员像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被老一套的观念所禁锢，落入了长久以来处理危机的窠臼。他们试图反败为胜，但却错失了良机，没能以坦率的、非对抗的姿态面对媒体，与之建立起工作关系，同时对利益相关各方表示出足够的关注。问题就在于，有一些错误的假设，偏偏成为了公共关系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基石。这些错误而又被广泛接受的观念，正是发展合理的媒体关系策略的绊脚石。

媒体作为对立面

在公关关系实践中，很不幸，许多情况下媒体都被假想为对立面。《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杂志上的一篇案例研究文章值得我们思考。一家企业被媒体群起而攻之，因为它间接资助了一个“生命派”组织，而在一起堕胎诊所爆炸案中，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被起诉。公司向《投资者每日商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的一位资深编辑问计，他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可以考虑指责当地报纸和电视台持反商立场。如今，采用‘我是受害者’这种辩护方式，是个很好的策略，能够扭转乾坤，反败为胜。”
(2)

 此外，这位编辑还向这家公司提出了三条建议：（1）不要发布正式的媒体通告，因为对某项指责做出回应会增加它的可信性；（2）继续进攻，调查其他机构有没有向类似组织提供资助；（3）缩减公司对这个组织的捐款。从这些建议来看，媒体往好处说似乎只扮演着一个被动的观察者的角色，往坏处说，则是被忽略、被攻击的敌对面。一些教科书里提到的理想观念完全被漠视了，比如，“公共关系从业者与媒体之间关系的根基是相互信任，相互助力。”
(3)



一些专家能够意识到与媒体作战的危害性，但即使是这些人，也主张回避媒体的影响力，削减他们的权力。以一种错误的观念来玩这场“媒体游戏”，就会认为结局只有输家和赢家。“多和关乎大局的人物谈话，多与那些受到最直接影响的人接触，这样媒体的报道就会越来越少，他们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弱，你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威望。”
(4)

 不错，我们彼此都谈到了事件中关乎大局的人物——应该是那些在事件中受到最直接的影响、对你们的行动最关注的利益相关方。但是，我并不认为把与媒体的关系当作是一场权力游戏有什么意义。如果你试图削弱他们的权力，那他们没有理由不去削弱你们的权力。这种博弈难道能够把理性、观点和真相带到中心议题上来吗？这样的对抗难道能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吗？甚至，能为你们自己的利益服务吗？

媒体作为工具

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在他所著的《谁会告诉人们》（Who WillTell the People）一书中，讲到了艾拉案例
[1]

 ，并以此为例告诉我们，宣传环境保护的公关顾问如何把自己绕进了公关的圈子。芬顿公关公司（Fenton Communications）
[2]

 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对使用艾拉牌苹果生长素的宣传攻势，相比艾拉支持者为了挽救这个产品而支付的费用，芬顿的公关成本只是他们的六分之一。芬顿促成了《60分钟》节目曝光艾拉，并鼓动知名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还有美国学生家长和教师联谊会的会长，他们宣称，使用艾拉会引发儿童疾病。由于客户无力负担电视广告的费用，芬顿公司还制作了一个视频短片，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播放，希望电视记者们能在节目中用到它。他们果然这样做了。

《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都撰文反对芬顿客户宣称的“艾拉引发儿童疾病”的观点，苹果种植园、化工厂、以及环境保护局也都发布了大量的数据，反驳这种论断，尽管如此，生产商有利来路化学公司还是自愿从市场上撤回了艾拉。正如格雷德在他的书中所说：“芬顿公司在事件中娴熟地操控媒体，这点惹怒了苹果种植园、化工厂，以及支持它们的媒体。但是这家公关公司所采用的策略，只不过是遵循了大众传播的一些基本规律，而这些规律是行业自身发展出来的。”
(5)

 艾拉案显示出来的是，媒体时常被用来当作旁敲侧击的工具，而不是信息的通道。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企业还是组织，都会错误地把媒体视为宣传工具。就像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指出的，这其中的危险在于，“当语言仅仅被用作宣传或者造势的工具时，它就失去了说服的力量。很快，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6)



媒体作为控制对象

很多有经验的公关专家力促建立开明的行业原则，不过，事实却是：目前流传甚广的媒体关系范式，仍然根植于“控制结果”这样一个出发点。很多从业者仍然会掉入一个陷阱，以为媒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可控的——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做对了，它就会进入你的掌控之中。甚至一些抱有开明观念的专家，也相信媒体是可以管理的，就好像它们是一个非对等的从属者，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可以去说服、去争论、但不可以控制的存在。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是匹兹堡一家广告和公关公司为美国高乐氏公司起草的一份危机管理文案。这份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泄露给了绿色和平组织。它列出了几种不同的方案，分别应对不同的危机。其中有一份公告文本，是假定绿色和平组织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一项针对公司的独立研究，公告宣称，将寻求由独立的第三方对这项研究展开评估。为什么？因为“……如果第三方的评估报告只是支持公司的立场，它所能够引起的媒体关注就会非常有限。但是如果报告针对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记者们就会质疑这个组织的正义性和科学能力，这是最有价值的。”这份危机预案还建议，假如公司生产的氯漂白剂遭到专栏记者的攻击，还击的方式是发动一场“同业协会广告攻势，口号是‘停止环保恐怖主义’，呼吁绿色和平组织和专栏作家多些责任感，少些非理性。”同时，计划还建议“进行一项研究，看看以诽谤罪的名目起诉专栏作家……是否有效”。
(7)

 当这样一份公关文案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媒体对公关行为表现出怀疑、谨慎、甚至产生防卫和对抗心理，难道还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吗？

公关公司起草出这样的计划书，固然是引火烧身，不过有一件事情，比这还要糟糕。那就是，操控媒体的公关手段甚至已经成了非专业人员的固有观念。我们在第五章中曾经提到一个案例，《家庭圈》杂志发表文章，称许多地方面临着环境污染带来的极大危险，并以阿肯色州杰克逊维尔举例论证。杰克逊维尔当地社群，或者说是其中的一部分，对此反应强烈，公开责难这份杂志，并用其他方式向其施压。结果呢？当地一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称这座城市的健康正在遭受有毒废料的威胁，而《家庭圈》杂志则在同年晚些时候，发表了另外一篇追踪性质的“特别报道”。这座城市真的控制了媒体吗？没有。

不过令人悲哀、却又不会让人吃惊的是，地方报纸转载了文章之后，据说当地商会讨论要进行一次抵制运动，“目的是要将这份报纸置于死地”，阿肯色州的一位参议员也写信攻击了这份报纸，质问他们“究竟是为什么”会自愿地转发这样一篇文章。迫于这些压力，报社的老板之一向商会道了歉。不过地方领袖人物的这种举动等于是火上浇油，人们产生的印象是，这座城市有什么事情要隐瞒大家。对于政治和商业领袖而言，问题的焦点不在于一部分居民因为这篇文章产生了恐惧心理，他们更关心的是压制批评，而不是平息恐惧。虽然当地媒体不得不屈服于地方社会高层人物的威胁，但《家庭圈》杂志显然不会这样做。最终，压力制造者们想要控制媒体的想法，导致了一系列令他们意料不到、也不希望看到的后果，这些后果显然超出了地方利益保护者的控制范围。

默认的媒体政策

关于媒体关系的传统观念已经深深影响了公众和企业的心理。广告方面的典型想法是，某种形象可以通过媒体映入目标人群的大脑。只要不断地给他们看碧蓝的水、飞翔的鸟、清晰的大全景，再牢牢地把公司的图标加在所有这些画面上，人们就会跟你走。管理方面的典型想法是，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关别人的事，上帝会帮助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的。别承认错误，别暴露自己的短处，开足马力往前冲。当然了。还有一种“铁腕律师”策略：坚决禁止媒体接触相关资料和决策者，否认承担任何责任的可能性，挑战和攻击批评者提出的任何主张。因为很显然，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这些大杂烩式的观点所产生的一整套惯常行为包括：联系媒体（他们不是很容易上当受骗嘛）；找几个见多识广的人或者是“专家”，支持一下公司所做的解释；采用“石墙”策略，屏蔽信息；同时借助烟幕战术，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攻击媒体。

律师提一个建议，广告顾问再出一个主意，公关部则指出第三条路，媒体关系政策就是这样在真空里造就的。埃克森公司也是这样陷入困境的。遵守法律的需要，塑造形象的需要，公共关系的需要，凡此种种，使它在媒体面前呈现出态度的不连贯和行动的不一致，这样传递给媒体的信息就是不负责任、缺乏合作、防卫意识很强。道康宁公司在其生产的乳房植入体引发的健康风险争议中，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不一致性。在初期，他们没有把权力集中交给一位富有经验的发言人，而是选用官阶较低的管理人员作为代表，并频繁更换人选。只是在当公司新的首席执行官走上前台之后，他们对外界的交流才开始赢得媒体的好感。但不幸的是，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然而很快公司就又陷入了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拒绝把公司内部进行的一项研究移交给公众，接受大家的审查。

詹姆斯·克鲁尼格（James Grunig）是公共关系领域一位声望卓著的学者。他曾经指出，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包括符号性元素和行为性元素。根据克鲁尼格的分析，操纵符号性元素，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组织的“形象”，会削减对行为性元素的关注。关于有效的行为性元素所具有的一些特性，克鲁尼格给出了这样一些例子：信任、声望、开放、互惠互利、互相尊重、互相满足、互相理解。
(8)

 而当企业和政府面对公众的时候，或是与媒体打交道的时候，这些要点恰恰会被搁置一旁，会被完全遗忘。事实上，一个组织在试图与媒体建立关系的时候，或者与公众进行互动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这些行为性元素。特别是与媒体相处时，企业和政府最需要的是经慎重考虑所形成的理性判断，而不是反应性的防卫行为。

处理媒体关系的互利方法

考虑媒体的利益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记者们也有工作要做。他们要面对截稿日期，要让编辑满意。报社和杂志社要保证发行数量，保证有足够的广告商，还要跟上快速变化和高度竞争的市场。互利方法要求管理人员在试图解决公共争议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媒体的利益。为什么有些组织比其他组织更善于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呢？《得梅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and Tribune）的前执行总编詹姆斯·甘农（James Gannon）曾经这样回答，“我想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媒体的所需所想，因为他们能够意识到，与记者们采取合作的态度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虽然这样做会冒着一定的风险，偶尔会出现一些闪失。”
(9)



那么，考虑媒体的利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媒体的生存依靠信息，如果他们得到了信息，就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原材料。如果拒绝向媒体提供信息，就意味着挡住了他们工作的去路。而且，拒绝向记者提供信息，会鼓励他们去揭发自己能够发现的所有事情。没有什么故事能比有人试图掩盖真相更有吸引力：这等于为记者创造了一个可以成为英雄的机会。举个例子来说，当克里族的法律代表出现在魁北克水电公司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想针对公司与美国冶炼厂签订的合同，了解一些简单的信息。但是律师团队的负责人却好像不想对外公布这些合同。看来，魁北克水电公司有事情瞒着大家！这可是一个值得深挖的故事。不过这对公司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马克·尤尔科维兹（Mark Jurkowitz）曾经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撰文写道：“那些美好的、打动人心的故事，最终只能出现在报纸的内页。而那些把偷偷摸摸的人抓了个现行的故事却能够上头版头条。”
(10)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本节内容的第二点：媒体想要的是一个好的故事，而不仅仅是一条好的报道。有故事的人才可能有听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可以去捏造故事，而是说，遇事要问问自己：“公众和媒体凭什么要关注这件事？”这点非常重要。比如说一家工厂的粉尘排放水平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这个数字是可以向州政府的环境监管部门汇报的。但是媒体和公众会去关心这件事吗？不会。他们想要知道的是，公司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公众的健康。他们的关注点是，粉尘排放的下降，会不会减少孩子和年迈的父母患上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尽管媒体并不是顾客，但是我们不妨把他们当作顾客来对待：在他们报社截稿之前，用他们能够采用的形式，把他们想知道的告诉他们。

最后，不要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媒体，否则它就是一条自我应验的预言。前文提到的阿肯色州杰克逊维尔的案例告诉我们，与媒体作战，会让他们采取某种形式做出回应。在三里岛事故中，大都会爱迪生公司的高管，面对新闻发布会上排山倒海般的问题，被逼入绝境，愤而回击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公司做每件事情都要向你们汇报。”
(11)

 考虑到这位高管当时所面临的高压，他的反应情有可原。但是这种敌对性的言辞，仍然给公司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记者们当时对公司所做的最坏的猜测得到了证实——爱迪生公司想要掩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且，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这位高管的疾言厉色路人皆知。所以，不管有多么难，不要做火上浇油的事情，尤其是在危机时刻。要与媒体保持合作，而不是互相为敌。

知与不知，坦言相告

互利方法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诚实。面对媒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做出没有把握的保证，或者是不确定的断言，远不如简单地回答一句“我不知道。”

尽管这条建议是如此简单明了，却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真相不是你一手制造出来的吗？就按着你的需要去塑造一个真相吧。但是人们并不想听到真相啊！他们想听到的是刺激、煽情的故事。他们也不想要事实，只想要情绪和感觉。但是你的报道虽然好，却和你的竞争对手不相上下，所以就把你的这篇好报道放在一边吧，让最好的那篇胜出。但是如果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形势似乎就会失控。

我们的答复是，那些虚言矫饰的公关手段，从长期来看，益处有限；从短期来看，成本高昂。我们在书中已经分析了无数的案例，从埃克森·瓦尔德斯号到三里岛再到乳房植入体引发的争议。在这些案例中，有过于乐观的断言，有半遮半掩的事实，有彻头彻尾的否认。但是，所有这些所导致的无非是愤怒的批评，或者最终在公众的眼中完全失去信任。事实上，在当今的世界，媒体已经开始相信，他们的工作就是要驳倒那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机构组织所宣称的事实，不管他们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在这点上，《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得好：“记者们知道公司、机构和政府有足够的专业人士和钱财，去散布对他们有利的好消息。报纸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保证人们能够听到故事的另一面。”
(12)

 不错，媒体总是很积极地要去找到那些过于美好的规划和承诺的对立面。

迪士尼公司曾经试图在靠近华盛顿特区的地方建立一座历史主题公园，当时，他们声称这项计划对于威廉王子县（Princess William County）来说只会是一个好消息
(13)

 ，他们对此究竟做出了什么样的保证呢？迪斯尼在写给《华盛顿邮报》的一封信中承诺，他们会制订计划，缓解交通增加所带来的压力，控制发展规模，管理增长速度，保护当地环境。与此同时，还会保证实现双赢，即，为当地带来1.2万个就业机会，以及16.8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无怪乎媒体感到需要向这份项目计划书泼一点点冷水。迪斯尼如果当初提供的信息更平衡一些，无疑收到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比如，可以指出批评者们所担心的问题，说明他们打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承认如果把这些人士纳入到决策过程中，会帮助公司制定出令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事实就是，不管对方愿不愿意提供信息，媒体都终将把一些负面的声音公布出来。想要控制住任何信息，可能性约等于无。政府部门、消费者群体、环保组织、工会、目击者，可以提供不同意见的信息源数不胜数。比如，在三里岛事故中，核电站第一次未经公告就排放了放射性蒸汽之后，副州长的下属职员曾经问电厂负责人：“你们为什么没有告知媒体？”对方说，没有人向他问过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话题没有被提及，总之就是类似这样的回答。此后，政府和媒体在与大都会爱迪生公司打交道时，立刻增加了警惕性。
(14)

 不用说，政府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媒体自然也知晓了这次排放。不仅如此，政府官员还表达了对爱迪生公司的“失望”，因为他们显然不愿意向外界透露信息。意外能造就好的新闻，但对处在尴尬中的公司或机构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

还有一个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不讲实情、一味粉饰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你的对手可能会比你更长于此道。再来思考一下迪斯尼案例。他们想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建设一座历史主题公园，将其命名为“阿美利加”（America）。人们可能会说，迪斯尼可是公共关系和形象塑造的行家啊，他们带给了我们太空山、总统名人堂、未来世界，可以说是一家无懈可击的公司。当他们开始为“阿美利加”选址的时候，似乎一切行动都很完美。刚一宣布消息，无数的政治和媒体支持就接踵而来。当地的支持者们迫不及待地蜂涌至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为这个项目进行政治游说。最终，迪斯尼说服州议员及州长拿出了1.63亿美元的补贴。一位地方作家不无嘲讽地写道：“一家从另外一个大陆远道而来的公司，对当地人来说完全陌生，就这么把他们殖民式的入侵变成了既成事实，而且立刻得到了所有重要人物的支持，这可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15)



但最终迪斯尼还是出局了。迪斯尼忽略了一个事实：当地居民中有很多富人，他们十分珍视项目地址周围大片安宁的乡村（许多人就在那里拥有住所和农场）。这批反对者们请来的专家团队聚集了业界一批响当当的人物，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太空计划的前公关主管，到罗纳德·里根的首席顾问，不一而足。批评者们资助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影响和基建成本都相当可观，于是他们很快把战场从地方转到了全国。国家历史建筑保护信托基金会（The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广告，请迪斯尼重新考虑他们的计划。随之而来的是，超过200名美国知名历史学家痛陈这个项目的弊端，称它会对美国历史遗产带来损失，并将美国历史低俗化。一夜之间，迪斯尼成为乔治·威尔（George Will）和玛丽·马塔林（Mary Matalin）
[3]

 的批判对象。之前他们曾经预计，项目可能会遭到反开发、反公司性质的抵制，但这二人却完全不是这种类型的反对者。他们使迪斯尼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根本行不通。而反对派实现这个目标，花销只有迪斯尼项目推广费用的十分之一。总而言之，从宣布计划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迪斯尼便撤销了这个项目。

迪斯尼案和早先述及的艾拉案都告诉我们，公司或者政府机构与媒体保持信任，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大众传媒这样一种设定的环境中，训练有素的发言人或是名人明星可以发表赤裸裸的谎言（或者，更糟糕的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么做的）。美国公众在1990年代是不信任这个国家的制度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对此感到绝望，并抱有愤世嫉俗的态度。现在是时候重建信任了，途径之一就是以一种更开放、更诚实的态度接近媒体。做到这点并非易事，它需要极大的勇气。率先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第八章将继续讨论），将会遇到来自内部的阻力。有些人会因为遭到恶意中伤，或无能之辈的排挤而举步维艰，有些人会被断章取义，会被误解。但是，当前的状况无疑是不可持续的，公司、政府或者公众都不应该再安于现状。哈罗德·登顿所说的一段话再精确不过了：

“我认为，我们时常低估公众理解形势的能力，并且因此有意无意地掩盖信息，因为我们担心不这样做的话，公众的危机感会给我们带来风险，而事实上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用这种方式去面对公众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想让老百姓信任我们，那我们就必须信任他们。”
(16)



让领导人物公开发表观点

每当有事情发生，人们总是希望，能够从最有资格答疑解惑的人那里了解情况。他们希望，告诉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是领导人，而不是发言人。经过这么多年，大家早已经厌倦了公关专家和负责媒体关系的副总裁。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时常都是裹了糖衣的事实，从实际效果看，人们往往并不买账。与此同时，行政首脑和其他高级官员，则会在律师和公关专家的建议下，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过度低调。许多年前，公共关系顾问戴维·芬恩（David Finn）就曾经指出，在太多情况下，公司领导人都躲在了无名下属的身后。尽管他们往往都有着非常坚定的道德信仰和价值观，但是作为行政首脑或是高级管理者，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精神追求躲藏在公司的效益追求之后。即使他们真的站出来发表了一项声明，他们的个性也会被八面玲珑、非人性化的公司腔调所取代。戴维·芬恩总结说：“令人悲哀的是，我们这些公关顾问原本是想为自己效力的公司提供帮助的，所以总是不想让公众看到高管们真正的人格，而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17)

 在很多争议事件中，涉事企业的领导者们因此没能抓住表现领袖气质的机会，在批评者密集的火力进攻中丧失了生机。

以埃克森·瓦尔德斯号石油泄漏事故为例，埃克森公司的高级主管没能及时到达现场，这引发了媒体的密集批评。事发后差不多四天，总部派埃克森美国公司总裁威廉·史蒂文斯从休斯敦赶往瓦尔德斯。而埃克森的首席执行官劳伦斯·罗尔在事故发生一周之内既没有到达现场，也没有在公众面前现身。在六个月之内，与埃克森运输公司总裁史密斯相比，罗尔在四家主要报纸上的引用率少了三分之一。关键时刻，舵手不在舵位，难怪白宫这样评论：“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人负责这件事。”面对《财富》杂志的采访，甚至是罗尔本人也承认，如果从一开始他能够更多地露面，公司面临的情况应该会好得多。
(18)



相反的案例是，道康宁公司因为乳房植入体问题备受媒体攻击，而当他们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基思·R.麦肯农出现在食药局的专家会议上时，公司在媒体上的形象从此焕然一新。在此之前，代表道康宁公司与外界公开交流的，先是一个副总裁，随即又换了另外一个副总裁（负责卫生保健）。专家小组的一个成员称麦肯农的到来“表现出了全新的合作精神和一种，借用一个词，‘公开性’。”
(19)

 在参加这次会议之前，麦肯农告诉媒体，“对我和道康宁公司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对那些做过假体植入手术的女士们负责。如果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澄清，那么我们将会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充分合作，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抱怨顾问专家小组都有谁，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20)

 麦肯农的此番表态令《纽约时报》如此评价：“……公司对科学问题和公共舆论采取了新的态度。”
(21)



当然，也不是说首席执行官永远是与公众交流的最佳人选。迪斯尼公司的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在公众就阿美利亚项目展开争论的时候，曾经说过一番话，不仅激怒了反对者，同时也冒犯了支持者。艾纳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早间节目中说，能够把奥兰多（Orlando，迪斯尼世界的故乡）带到弗吉尼亚州，对当地人来说是他们的幸运。听到这种说法，支持者们立刻开始与迪斯尼保持距离，他们费很大的力气说服自己，不要把弗吉尼亚起伏的山峦与奥兰多迪斯尼世界的种种画面关联在一起：蔓延3万英亩
[4]

 的巨大公园，地处边远的艳俗酒店，园区里的助兴表演，还有餐厅里油腻腻的勺子。批评家指责迪斯尼将美国历史低俗化，面对这种压力，艾斯纳反击说：“宪法第一修正案可是给了我们自由表达的权力。”
(22)

 显然，这样的回答无法唤起人们的信任。换一个权力没有这么大、但是言语更练达的人，效果可能会更好此。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大部分首席执行官没有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他们整日坐在私密的、玻璃窗落地的大办公室里，周围是一群随叫随到的下属，通常已经不习惯听到批评的声音了。你只要想想，199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乔治·布什居然连杂货店收款台里的条码扫描器都不认识，就可以想象，一旦这样的人物受到屈辱，会给公司的公关带来多么大的危害。

在一场波及全国的事件中，能够代表一个组织的通常只有区区几个人。瓦尔德斯号石油泄漏之后六个月内，在四家主要的报纸上，埃克森公司只有三位官员的讲话被引用了十次以上。同期，阿拉斯加州政府的官员中，有两位的引用率超过了其他官员至少三倍。
(23)

 因此，主要发言人至关重要。一小部分人能够极大地影响公众对整个事态的看法。发言人可以帮助组织建立信任和声誉，但不幸的是，他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毁掉这一切。

归根到底，那些熟悉情况、轻松开放、又有权力做出承诺的人，可以对事态的发展提供最有效的帮助。归根到底，谁来说，怎么说，说什么，答案不同，结果就会截然不同。在这里我们还要再加一句告诫：如果一家公司或者机构没有授权发言人“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那以上所说的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组织给代表设定种种限制，那么最好的发言人也无济于事。

说服媒体去实现教育功能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Times Mirror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所做的一项调查，60%的受访者认为媒体“阻碍了社会问题的解决”
(24)

 .威廉·拉斯伯里（William Raspberry）是一位为多家媒体撰稿的专栏作家，他曾经这样说：“我们所受的培训，我们被反复灌输的新闻价值，我们从编辑那里得到反馈，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去寻找问题、寻找失败、寻找丑闻，还有最主要的，寻找冲突。”
(25)

 一项关于新闻媒体与国会决策的研究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在国会决策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如果需要公众对某一议题投票，新闻媒体几乎从来不会向公众做出提示。”
(26)

 克里斯托弗·拉希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失落的辩论艺术的文章，他在文中说，媒体原本是为公众提供信息的，但结果却是使新闻变成了垃圾邮件的等价物；他们不停地发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联、毫无意义的消息。
(27)

 他指出，40%的新闻稿件来源于企业、政府乃至宗教团体炮制的媒体通告，有些甚至是原封不动地照抄。

我想，媒体能做的，应该不止于放大争议事件中的极端观点，给矛盾双方煽风点火；也不止于在尘埃落定之后才告知公众某项政府决策。媒体对读者和听众不仅具有娱乐和信息功能，更担当着教育功能。他们不仅能反映五花八门的观点，更能够向公众解释争议的内容。简而言之，媒介在促进公民社会建设的事业中担当着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角色。

过去的若干年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概念——“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或者“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这类新闻无意于报道大选中惊世骇俗的言论，或是像报道赛马一样报道政治新闻，而是试图借助它们的报道促进公共善（common good）。莉萨·奥斯汀（Lisa Austin）主持了一项名为“公共生活与媒介”（Public life and the media）的研究，涉及了大量这类新闻的例子。
(28)

 比如，波特兰有一家媒体——《俄勒冈人》（Oregonian），1994年大选刚刚拉开帷幕，这家媒体便向选民们介绍了如何去判断候选人是否胜任。他们发表了几篇文章，说明了候选人的经验、视野、计划能力以及谈判技巧的重要性。读者们还受邀在报纸上谈自己认为俄勒冈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可见，这家报纸不仅在帮助人们了解大选，还在帮助他们思考大选。俄亥俄州阿克伦（Akron,Ohio）的《灯塔日报》（Beacon-Journal）走得更远。他们发表了五篇系列报道，反映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严酷的社会和经济差距，并在文章之后附上了请愿回执。共有2.2万名读者在读过报道之后寄回了回执，声明他们反对种族主义。报社特别聘请了两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联络愿意积极行动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社团。在一年之内，共有超过1万人参加了这项运动。在这个案例中，媒介不仅仅是回应了公众（以及媒体自身的）知情权，而且回应了公众（以及媒体自己）采取行动的意愿和义务。

媒介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教育工具，使受众不仅了解矛盾和冲突，更能了解人们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做出了哪些努力。媒介能够为普通公民、而不仅是专家和权威人士提供论坛，使他们就公共问题实现对话。媒介还能够聚焦普通公民为解决争议而进行的工作。例如，当公民论坛或者其他类型的共识构建社团召开会议的时候，媒体可以将他们审议的内容公之于众。会议也可以邀请媒体观察全过程，并为他们提供信息，以及所有相关的文件。媒体的报道应该能够全面地反映会议上的意见，而不仅仅是极端意见。如果正在进行的会议得到了充分的报道，细节得以公开，受众就可以从中了解到公民同胞为解决分歧所做的努力。而这无疑将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相反，如果媒体只报道极端的意见和它们之间的冲突，局外人就会失去参与的积极性。

媒介有时甚至能够在共识构建过程中担当中间人的角色。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曾经召开过一次多方会谈，主题是若干环境问题如何排序。会谈的指导委员会决定向媒体公开他们的临时协议。电视摄像机给了这份协议不少特写镜头，包括一些空白的横线，它们意味着有些与会者尚未签署这份文件。（横线下方写着“讨论仍在继续”，清楚地表明其他人仍然有机会向谈判方施加影响）这样的媒体曝光促进了后续讨论，并最终促成了各方达成一致协议。

阿克伦案例告诉我们，实现媒介的教育功能，只有记者介入是不够的，公民和决策者需要与出版商和媒体所有人接触，敦促他们加入共识构建的过程。应该经常向媒体发出这样的邀请，以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支持是受欢迎的。只要外界的反馈是持久的、有说服力的，媒体通常会做出回应。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去向报社投诉那些报道性的文章，也不意味着争议中的一方应该游说报社只发表有利于“自己这一面”的文章。威胁撤回广告更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争议各方应该向媒体表达共同的意愿：希望媒体担当教育者的角色，向公众展示各方为构建共识而做的努力。如果一方认为媒体的报道是有偏见的、不公正的，可以向他们要求相同的刊载版面或播出时间，进行自我辩护。如果媒体在报道中出现了错误，则应该发表更正、说明，甚至是公开道歉。

如果争议中的一方单独前去与媒体会面，反而会令后者心生疑窦。如果各方利益相关人能够共同面对媒体，则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公民新闻的案例。在共识构建过程中，设立一个媒体小组委员会是个很好的想法。这个委员会可以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并把接纳媒体为合作者当作共同策略。委员会成员共同面对媒体，使得行动各方的各种意见都具有了合法性。

借助中立者，用一个声音说话

有个能干的发言人非常重要，但是试图构建共识的工作机制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一个中立者。这个中立者可以很好地支持上述小组委员会，可以给他所在的机制带来发言人或明星无法带来的声望。他不是仅代表一方的观点和意见，而是为致力于解决分歧的各个方面同时担任代言。这意味着各方并不是在通过媒体谈判，而是借助媒体为整个共识构建机制做宣传。这还意味着中立者提出的不是一种观点，而是全面汇集各个方面的意见，它不仅提示分歧，同时也展现共识。
[5]



中立者还能帮助媒体了解构建共识的过程。他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引发争议的各个问题本身，而是一种工作方式：广泛代表各方意见的人士坐下来共同商讨，首先就一些基本原则达成一致，以保证整个过程是合作、公开和有效的，在此前提下共同澄清事实、产生意见，并展开谈判。

与过程相关的信息可以为日后达成的决定赢得支持和信任。上面曾经提到，这个过程要得到媒体的支持，中立者可以为实现这个目标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可以面见媒体老板，向他们介绍整个机制的运行方式，告诉他们怎么做可以支持这个团队，而不是其中的一方。因为中立者不代表任何一个阵营的利益，媒体对他的话极少会产生疑虑，从而也更愿意听从。

关于中立者，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那就是他能够得到整个团队的信任。他所做的评论都是审慎、明智的，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说错了，或者是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从而给集体中的任何一方造成了困惑，整个论坛都会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对所有各方都负有责任，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他就需要做出调整，或者直接由其他人取代。通常意义上的发言人则不同，他只对某一方负责，因此不能得到所有利益方的信任。

制订与媒体互动的基本原则

共识构建团队应该订立基本的原则，规范利益各方与媒体之间的互动。除了向媒体公开团队的各项工作，所有利益方还应该就各方在团队会议之外应该如何与媒体接触达成一致。简单的规则可以保证团队内开放的、相互信任的氛围，可以有效地阻止论坛沦为发布宣言、互相指责或是哗众取宠的竞技场。规则绝对不能够限制各方与媒体接触，只是指导他们怎样才能既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又不会破坏会谈。下面是许多共识构建团队都采用的两条原则：





●参与者同意他们可以自由地向媒体陈述他们自己的关切，以及对会议的反应，但应避免针对其他参与者做出陈述或评论。

●如果媒体报道中出现了参与者的言论被歪曲或误读的情况，当事人应当尽快将此事通知团队。





有时还会加上第三条：





●参与者不得针对团队成员发表贬低他人或有损他人人格的言论。





这些基本规范可以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为参与者设定行为预期提供了一个参考。它们可以使参与者初步了解、并用行动支持各方达成一致的过程（因为，如果大家不能在如何规范自身行为这点上达成一致，那就很难在实质性问题上达成一致）。第二，这些共同的行为规范可以为缺少媒体经验的团队提供指导。它还可以避免成员在盛怒之下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举动。总之，这些规则可以帮助各方建立共同的行为标准。第三，共同规范为团队的责任机制提供了基础。如果有参与者不满意别人针对自己所说的话，他们有一个各方认同的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当问题已经出现的时候再去商讨如何解决分歧，往往是行不通的。有一个预设的媒体协议，可以使各方更自由、更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参与者们可能会继续借助媒体发声，陈述事实、表明立场、发表观点，借此来推动持其他意见的参与者朝着某个方向有所行动。这些行为都是谈判的一部分。不过在公开的讨论中面对面地去交流，比借助媒体这个渠道，往往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然而，对于某些参与者来说，面对媒体的机会实在是太有诱惑了。这种情况下，共同守则至少能够约束他们只谈论自己，不评价他人，以避免由此产生的冲突。

这些基本规范还有助于公民论坛躲开媒体聚光灯的照射，这点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毕竟谈判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有时候，有些棘手的问题会被拿到桌面上讨论。尽管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它是达成共识的必经之路。然而，如果身处媒体的聚焦之下，人们可能不愿意加入到这种坦白直接的对话中来，他们可能会感到拘束。毕竟媒体可不是一个宽容的论坛，也不是一个适合提出难题，或是发表新想法的地方。

有些情况下，共识构建团队会决定召开小组会议或者核心会议，不面向媒体开放。这种方式可能会营造出更适合谈判的氛围，但却会激怒媒体，他们认为自己被拒之门外了。举例来说，缅因州曾经举行过一次全国性的交通规划谈判会议，会议过程中需要在全体大会之外，召开小范围的核心会议。此举遭到了《肯纳贝克日报》（Kennebec Journal）的反对。一位记者声称，谈判如果离开公共视线，公民们就无法得知“什么权益已经被放弃”，什么方面“达成了妥协”，以及“真正的行动方向”是什么。
(29)

 这家报纸则指责这次谈判行动是“私密进行”的。诚然，参加行动的每个利益集团都有权决定实现对话的最佳方式，但是，我们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要了解置媒体于局外的代价。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共识构建团队也可能遇到完全相反的问题。各方最初的怒火渐渐平息，决定进入艰难的谈判，此时他们却往往发觉，媒体消失了。现实情况是，大多数谈判就像许多民主活动一样，是非常乏味的。审核四页团队守则，充实数据采集计划的细节，或者是对声明的措辞再三推敲，这些完全都不是经典的“媒体时刻”。这种对于解决问题至关重要的讨论，基本上都上不了晚间新闻。媒体倾向于结果主导，而非过程主导。也就是说，他们想要最后的结局——谁赢谁输，以及人们对此有何感想。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去分析，最终哪些目的达到了，哪些没有达到，更没有时间和资源去调查，那些目的是怎样达到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但是，至少还有其他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首先，媒体因为定期参加会议，而对这个机制产生了好感；于是，记者对整个团队产生了信任，同时还产生了一种使命感，认为应该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有更多的了解。而与此同时，他也能更自由地接触会议各方，得到他们的评价和分析。第二，专业调解人可以与电视台老板或者报纸发行商会谈，讨论对全过程进行连续报道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在矛盾激化时才偶尔参加。第三，共识构建团队可以通过其他沟通渠道保证公众知情。

采用其他传播方式

在当今世界，公民们有数不清的渠道可以收集信息，包括地方报纸、全国性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有线电视以及因特网。为了继续扩大信息交流的基础，共识构建过程可以为发布信息创造新的、特别的渠道。

这些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大部分谈判过程中，中立者为了事后整理会议纪要，或是总结“共识与分歧关键点”，对每次会谈都会做详细的记录。与平常的会议记录不同，这些文字会把各方讨论实质问题时的谈话过程都记录下来。这样，对团队来说，留存下来的记忆就不仅仅是结果，还包括过程。此外，为了鼓励有效辩论，避免个人攻击，这些记录都不会注明具体发言人的姓名。这些文件事后都会直接邮寄给参加会议的个人、媒体、地方图书馆、以及感兴趣的普通公民（事先申请将自己添加在邮寄通讯录里）。

下面这个例子提供了信息发布的另外一种方式。针对康涅狄格州一家医院的选址问题，60余名公民组成的协商团队召开了为期两周的会议，地方电视台对它做了直播。此外，完整的会议过程也被录制了视频，每周四次定时播放，共持续了一年。这样，与会者有了一份确切详尽的记录，而没有参加会议的普通民众，也有机会感受会议现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同时，公民们还得到了另外一个机会：比较有线电视与传统媒体对事件的诠释有什么不同。这里还有一例子，有线电视的行动更进了一步。马萨诸塞州的切尔西（Chelsea,Massachusetts）需要制定一份新的城市宪章，不仅讨论会议被直播，而且市民们可以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打进电话，发表他们对议题的意见。此外，有线电视台还开设了热线电话，允许市民们打电话咨询即将举行的会议的最新消息，以及索取宪章草案，方便他们提出自己的看法。

还有第三种方式。有些公民团体选择举行大型公开讨论会，或者是印发他们自己的通讯刊物。例如，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Portland,Ore-gon）的美国陆军工兵部队召集了一个环境保护咨询委员会（Environmental Advisory Board），目的在于让更广泛的意见参与到地方决策中来。在会议中，委员会成员列出了一系列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湿地保护、湿地许可证的一般性使用、以及部队与地方政府的合作等等。这个程序结束以后的，委员会召集更大范围的公共会议，民众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得到相关的信息，再把自己对这个议题的意见反馈给委员会。环保组有特别权力，他们会介入各项议题的讨论，影响它们的后续处理。委员会为了让公众更方便地得到信息，还印发了通讯刊物。对于不想印发通讯的公民团体来说，刊登信息的渠道还包括：已有的通讯刊物、行业杂志以及其他一些专门出版物。

除了上述传播方式以外，共识构建团队还可以采用非传统的方式来借用传统媒体的力量。当各方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谈判，最终达成共识之后，论坛可以与地方媒体协商，用特别插页的形式来公布会议的成果。插页内容可以包括：论坛讨论的问题、有哪些发现、得出了什么结论、有什么建议、以及哪些问题尚待解决，这些都是常规报道无法做到的。举个例子。《波士顿环球报》曾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合作，发起了一个为期三天的会议（之前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两个多月），议题是波士顿的地铁交通规划，项目名称为“建设交通便利的城市区域”（Shaping the Accessible Region）。一名记者全程报道了这次会议。会议推选出一个“评审团”，听取各方意见。城市交通和规划方面的专家，以及政府官员参加了讨论。公民受邀前来旁听。调解人指导讨论进程。会议全程由新英格兰有线新闻频道转播。评审团在听取了各方意见之后，提出了九项建议。这些建议被制作成了16页的特别插页，文本配有照片、表格和彩色图表，随《波士顿环球报》刊印发行。陪审团呼吁政府召开补充会议，对前期讨论的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规划。媒体（在这个案例中是《波士顿环球报》的出版商）在这次讨论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引发公众对城市的未来展开了有意义的对话。

最后，网络空间提供了一整套新的传播方式。一些复杂的争议问题，涉及的利益相关人可能难以计数，分布的面积之广可达上千英里，在这种情况下，英特网既能够便捷地交换信息，又可以实现远程会议。这里有一个案例。欧亚环境组织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监督开发项目、减少环境污染，他们的组织跨越四个大洲，彼此之间的联络借助一个名为“神圣地球网络联盟”（Sacred Earth Network）的电子通讯项目。从1989年起，来自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150个环保组织加入了这个项目，得到了新的设备，以及相关的使用和维护培训。在这个网络联盟中，众多团体分享各自的观点和经验，了解其他地区的新动态，促进各地交流信息、建立组织、采取行动。总之，网络是一种强有力的传播途径，它能够分享现有信息，并推动新观念和新联盟的形成。

媒体的一个榜样

有一点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宽慰：媒体有时候也要面对愤怒的人群。根据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1995年所做的一项调查，在见证了旷日持久的辛普森案审理过程之后，41%的受访者失去了对辩护律师的尊敬。不过律师心理上也可以得到平衡：同一事件之后，56%的受访者失去了对新闻媒体的尊敬。
(30)

 公众认为，在对辛普森案的整个报道过程中，媒体也构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将争论意见两极化，对采访内容断章取义，把追求正义的审判变成了一场奇观。有趣的是，新闻媒体平时总是呼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而当他们成了众矢之的时候，他们采取的行为跟自己曾经批评过的一模一样。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往往会躲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盾牌后面，不肯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再举一个例子，1989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为伪造有关阿富汗战争的视频，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电视台的总裁告诉他的手下，用最经典的“石墙”策略应付外界的追问：对媒体来个一问三不知。对其他人也一样。在私人场合，一位媒体批评家对记者这么说：“当你们向他们要个说法的时候，他们好像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记者们已经习惯了人们对他们小心翼翼。”
(31)



总之，当媒体要面对愤怒的公众时，他们的表现不会比其他任何人好。一份旨在促进媒体公正的业务通讯在它的文章中说：“公众曾经被忽略、被训诫、被告知作为外行他们一无所知……”
(32)

 一项针对诽谤诉讼的调查显示，许多人起诉媒体，往往不是因为媒体的报道伤害了他们，而是因为当他们向媒体表达关注的时候，遭受了冷遇。更糟糕的是，媒体时常要求别人接受他们的监督，而当公众要求媒体自己接受同样的监督时，他们会断然拒绝，这充分暴露媒体虚伪的一面。这里，建议各个机构和组织不妨给媒体做出榜样，采用互利方法面对争议：诚实、说出真相、尊重对方的关注点、承担责任、建立长期关系。媒体应该可以从中学到有益的经验。

事实上，一些媒体已经学到了经验，他们正在试图聆听公众的声音。比如，多年来，《60分钟》节目都会拿出一部分时间读观众来信，其中有些是批评性的。美国广播公司转播了针对媒体问题召开的“城市会议”。明尼苏达报业联合会（Minnesota Newspaper Association）帮助当地建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的独立机构——明尼苏达新闻理事会（Minnesota News Council），公民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媒体的不公正待遇，可以通过这个理事会，提出投诉，并得到反馈。形象地说，这个理事会位于一个中间点，一端是媒体内部的投诉机制，比如总编信箱，另一端则是诉诸昂贵、耗时的司法程序，提起诽谤诉讼。

明尼苏达新闻理事会由20到30个成员组成，媒体及非媒体代表各占一半，主席由州最高法院的法官担任。一般情况下，理事会一年受理大约80件投诉。对于每件投诉，理事会首先劝说投诉者直接与被投诉的媒体协商，协商无果，则交由理事会处理。需要处理的案子积累到5到10个的时候，理事会便召集公共会议共同讨论。这样操作的前提是，原告放弃起诉，双方同意借助这种友好方式解决问题。理事会没有权力制裁被告，不过，它可以召开公开听证会，最后的裁决也会公之于众。

加里·吉尔森（Gary Gilson）是这个理事会的理事长。他向我们讲了几年前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表明了媒体对公众反馈持开放态度的真正价值。《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Minneapolis Star-Tribune）曾经登载了一篇报道，主人公是一位15岁的非裔美国女孩，她是单身，但是怀孕了。这个女孩自愿接受了报道。当时的报道还配发了一幅图片：这个女孩掀起衬衫，露出了怀孕的肚子。一些非裔美籍社群反应强烈，认为报纸延续了种族主义的观点，将十几岁女孩子怀孕的事情归结于黑人问题。理事会为此案举行了听证会，裁决结果是压倒性的支持被告方，甚至称这家报纸是杰出新闻机构的典范。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有趣。报社的总编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他在听证会上了解到原告关注的问题，意识到他的报纸存在着一个问题：它并没能很好地报道有色人群。于是这位总编召集一批记者和编辑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这个小组为采写有色人群新闻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小组成员还把自己的相关经历写成了日记。到这个项目结束的时候，报社发表了他们的采访报道，同时发表了他们的日记摘抄。在这些日记中，一位非裔美国记者承认，每到午饭时间，当她看到白人同事准备过来邀请她一起去吃午饭时，她会躲在角落里。她明白同事们邀请她是出于一种义务，或者是出于中西部美国人的“善良”，尽管大家试图掩饰，但是如果她在场，彼此会感到不舒服。一位35岁的白人编辑承认，他从来没有和黑人说过话。这些日记披露的不是一个叫做媒体的单一场所，而是一个多元的地方，在这里大家共同工作，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恐惧和不同的想法。诚实的描述让公众看到了报社内部的图景。吉尔森说：“这真的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公众和媒体之间实现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对话。如果理事会没有首先为这个案子举行听证会，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33)

 媒体与企业和政府部门一样，也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像明尼苏达新闻理事会这样的论坛，既能够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也能够帮助他们取得公众的信任。

结语

令人悲哀的是，在许多公共争议事件中，新闻媒体成了谈判的媒介。争议各方一个接一个地发布媒体通告，在报纸杂志上发布广告，向媒体提供急就章完成的视频短片，寄希望于后者会赶在截稿之前把它当“新闻”播出去。不幸的是，媒体并不是解决争端最好的论坛。在这个环境当中，信息的传播有时候就像孩子们玩儿的一个游戏，消息从一个人的嘴里传到另一个人的嘴里，等绕了一圈回来，你会发现最初的那句话已经完全变了样儿。是的，媒体之间就像踢球一样把一个消息来来回回地传，其中的含义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被彻底扭曲了。发生了错误之后，也没有时间立刻澄清或更正。问答交流十分有限，仅有的一些还时常失去了时效，要想建立有意义的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微妙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这些也都丢失了。面对面接触时下意识地表现出来的礼貌，现在也不需要了，大家无所顾忌地抛出各种言论，有的怒气冲冲，有的针锋相对，有的甚至污辱人格。更重要的是，媒体并不是中立的，他们也有自己的观点。编辑和出版社有特定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观念，这点必须考虑。与此同时，面对同行的竞争，媒体必须拿出博人眼球的报道。

我们认为，在传统的媒体关系技巧之外，可以选择其他的方法与媒体打交道。媒体所关注的、所需要的、所感兴趣的，我们都应该考虑到，就像他们也是我们在谈判中要面对的其他利益方。媒体应该是一个可以让大家讲真话的地方，而不是看谁最擅长做表面文章。媒体可以起到教育公众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在他们中间煽风点火。媒体虽然不能够成为唯一的谈判场，但它可以对争端谈判进行报道。媒体不仅可以报道矛盾，而且可以帮助解决复杂的矛盾，这会增加它的价值。要实现这一切，媒体以及那些试图操控媒体的人，都需要以新的态度来对待媒体关系。



【注释】



[1]
 参见第五章“风险企业”一节。——译者注




[2]
 美国的一家公关公司，1982年由戴维·芬顿创立。它的客户以关注社会问题的非盈利组织为主。——译者注




[3]
 乔治·威尔，《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美国保守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之一。玛丽·马塔林，美国著名的政治顾问，长期与共和党合作。她曾为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迪克·切尼等多位总统和副总统担任顾问和竞选主任。——译者注




[4]
 大约相当于121平方公里。——译者注




[5]
 过去的二十多年见证了职业“中立者”的兴盛。作为调解人，中立者在各个环节上为争议各方提供帮助：召集利益群体、选择代表、设置议程、召开富有成果的会议、接触媒体，以及起草最终的协议。业务通讯季刊《共识》提供了职业中立者的资源列表。此外，目前有18个州拥有争议解决相关项目，它们也能够帮助争议各方选择适当的中立者。



第八章

有效领导



1979
 年8月的一天，威廉·勒梅热勒（WilliamJ.Le Messurier）

来到了花旗集团执行副总裁约翰·里德（John Reed）的办公室，前者是纽约花旗集团中心大厦（Citicorp Tower）
[1]

 的首席结构工程师。勒梅热勒对里德说：“先生，我们好像遇到了大问题。”
(1)

 是什么问题呢？原来，勒梅热勒发现，新落成的中心大厦的支撑系统对侧风（quartering wind）、也就是45度角吹来的风异常敏感。因为大厦已经建成，所有的图纸、计算程序和测算结果都已经被束之高阁。但是一个学生打来的咨询大厦情况的电话，却让勒梅热勒又重新做了一些计算。结果他吃惊地发现，他设计的大厦结构出了问题。

勒梅热勒越研究这些计算数字，就越是心神不宁。除了这座大厦的创新设计本身对侧风敏感以外，施工过程中所做的一个改动，也削弱了建筑的抗风性能。当时为了节省开支，将抗风支撑的接合点（wind brace joint）从焊接改成了栓接。考虑到强风产生的杠杆作用，在承受斜向风的情况下，内部接合点所受的力是外墙所受风力的四倍。施工时将焊接改为栓接的时候，却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问题还远不止于此。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勒梅热勒做了风洞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强风暴所产生的不规则大风会使这座建筑发生摇摆。这将产生更大的张力。经过数周的工程计算、风洞实验、以及对纽约市气候类型所做的分析，勒梅热勒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特定的风暴条件下，花旗集团中心大厦将会遭遇灾难性事故；这种风暴发生的概率并非百年一遇，而是十六年。





这个故事登载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它讲的是如何当领导的问题。勒梅热勒发现他自己担任首席结构工程师的建筑物出现了纰漏。当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后，他承担了责任。他原本也可以保持沉默，暗自祈祷最好的结果。在压力之下，他可能会不堪重负，选择自杀。地球照旧转动，这座大楼也许会坍塌。这个设想让他感受到的压力一定是难以想象的：花旗集团声名显赫的象征、造价1.75亿美元的摩天大厦坍塌了；数以千计的人在事故中遇难；他的职业生涯蒙受莫大的耻辱。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选择了说出真相——承认他（和其他人）所犯的错误，尽最大的可能做修复工作，只不过，这一切将以他的职业声誉、他的事业、他的生活为代价。经过再三核实，勒梅热勒确认自己的计算和预测没有错。他首先联系了首席建筑师休·斯塔宾斯（Hugh Stubbins）的律师，因为他无法找到斯塔宾斯本人。第二天，勒梅热勒出现在一个办公室里，那里挤满了律师。他们联系了另外一位结构工程师，请他复核勒梅热勒的计算结果。经过深思熟虑，勒梅热勒找到了首席建筑师斯塔宾斯，他们一起找到副总裁里德。里德则带着勒梅热勒面见了花旗集团的董事会主席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这也是整个指挥链条的最高层。里斯顿抓过一本黄色的便笺，开始做笔记。解决问题的程序启动了。最终，他们共同设计了一个方案，加固抗风支撑系统的接合栓，同时，在进行修复作业时，保证大厦的稳定性。到了十月，“错误”修正完毕。

在整个事件中，勒梅热勒表现出了一个领导者最基本的素质：诚实。他曾经站在一群很可能对他大加伐挞的人物面前，承认他（和其他人共同）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阿瑟·努斯鲍姆（Arthur Nusbaum）是大厦最初的承建商下属的一名工程经理，他这样评价勒梅热勒：“这一切是这么开始的，有个人站起来说：‘我有个麻烦，我造成了这个麻烦，我们把这个麻烦解决掉吧。’”
(2)



做正确的事情

从一方面来讲，本书的主题关乎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联邦政府部门也好，财富500强企业也罢，一个机构或者组织，以什么样的方式与公众打交道，才能实现损害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从另一方面来讲，本书又关乎诚实、可信、声誉、正义，这些品质时常是扑朔迷离的，很难固化在某个人的身上。这本书还关乎正派、尊重和同情，这些特质比创造利润或是赢得选票的能力更有价值。因此，我们觉得如果不对领导力展开讨论，很难真的给这本书画上句号。本书提倡用互利方法去面对愤怒的公众，这种方法包含六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原则，而有效的领导对于真正实施这些原则，无疑是必不可少的。

在人群中激起怒火的事件很快就会平息下去，因此，领导者是不是有一套基本的原则，可以在群情激昂的时候，迅速地为组织提供行动指导，这点至关重要。危机的高潮时期，恰恰是体现领导力的时刻，具体来说，就是看领导者能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当某个公共危机事件爆发之后，突然之间，民众便群起而攻之，对于这种情况，没有人事先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就算是经验最老道的管理人员也会感到猝不及防。迪斯尼的麦克尔·艾斯纳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编辑和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我完全被惊呆了，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啊。我还以为他们会把我举在肩膀上欢呼呢……”
(3)

 可以说，在公关危机中，完全没有时间能让你写个剧本，设计一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态完全失控，有些人毫无征兆地成了主角，媒体蜂拥而至。此时此刻，那些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迅速做出反应的人，他们口里说出来的话与其说来自大脑，不如说来自胆识。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使用互利方法，往往不仅是套用一种模式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花一两天时间，背会几条简单的规则。要想真正地实施互利方法，需要有效的领导。

还记得本书一开始假设的那个工厂经理吗？
[2]

 现实版本的故事是这样的，比尔·科尔文（Bill Colvin）的工厂还差两周就要举行许可证申请听证会了，就在这个时候，厂子里的二氧化硫泄漏了。一辆卡车还拖挂着化学品供料管，司机却犯了个错误，把它开走了。傍晚的风把泄漏的二氧化硫吹到了邻近的船坞，27名现场工人出现了呼吸道症状，开始恶心、呕吐。

在听证会上（事故发生前已经定好了日期），怒不可遏的人们要求工厂经理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对受到影响的人群表示关心。在人们的头脑中，刚刚发生的事故、受伤的工人、未来再次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这些都是他们最关注的。市民们质问，为什么工厂很少召开公开会议，为什么在开会之前没能广泛地发布通知。尽管民众在无休止地抱怨，但出席听证会的政府特派调查员知道，依据法律，应该向工厂颁发许可证。她向工厂经理比尔·科尔文提出两个选项，一是工厂继续按照原有程序运转（那就几乎可以确定不会获得许可证），二是中止原有的程序，与当地居民进行讨论，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工厂周围的社区居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风险可能，其中许多根本和科尔文的工厂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高速公路紧邻这个地区，运送有毒化学品的铁路靠近那个地区，冶炼厂横跨第三个地区。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不富裕，也没有多少人在工厂里工作。人们很有可能最终厌倦了这件事情，又去过他们的平常日子。科尔文也可以干脆关门大吉，让人们的怒气因此而平息。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科尔文转向特派员说：“好，让我们花些时间来谈谈吧。”
(4)

 在关键时刻，科尔文表现出了他的领导能力。

当我们说有效领导的时候，我们究竟是指什么？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这样回答：“一个领导者仅仅把事情做对（to do things right）是不够的，他（她）还必须做对的事情（to do the right thing）。”
(5)

 这恰恰是勒梅热勒和科尔文所实践的：在危机时刻，他们的本能促使他们去做对的事情。也是在这些危机时刻，互利方法提供了一套行动框架。这些基本原则能够为领导者们提供行动的方向。虽然科尔文并没有参加过我们的培训，但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对以下这些原则了然于胸：响应对方的关注，承担责任，承认错误，分享权力，以诚信为行事之本，关注于建设长期关系。无论是讨论、谈判还是采取行动，这套原则都能够为当事者指明方向。

正直、诚实与信任

是什么品质成就了卓越的领导者？最近的调查显示，诚实比其他要素占据的位置更重要。
(6)

 诚实是互利方法的关键元素，但它也是在公共关系实践中常常缺失的元素。本尼斯用三脚架做比喻，论述了领导人如何才能获得并保持来自他人的信任，而信任是形成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尼斯是这样解释的：“三脚架的一条腿是志向；另一条腿是能力；第三条腿是正直、道德观……我见过太多的领导，他们的志向和能力这二者的组合十分强大，但是却缺少正义感，如果他们取得了成功的话，那也只能是短时期的。”
(7)

 有能力的领导会寻求在公众与自己的组织之间建立关系，并努力赢得公众对组织的信任。此外，实践互利方法的领导自始至终都会以诚信为行事之本。

可惜，在公共关系这个狗咬狗的圈子里，诚实时常被忽略，甚至被嘲笑。获胜是这个游戏唯一的名字。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操控媒体成了从业者的使命。“他们都不诚实，为什么我们要诚实呢？”人们总是这样问。诚实看来已经被当成了傻瓜和头脑简单的人才会采取的策略。我们并不认为正义和诚实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我们也不认为领导者面对诽谤和指责，应该盲目地赴汤蹈火。这是殉难，不是担当。承担责任不等于唯唯诺诺地接受指责，倾听他人的意见不等于同意他的观点，对可能的风险做出应急承诺也不等于接受别人提出的所有条件。

还是以前面提到的那位工厂经理为例。他并没有屈从于“彻头彻尾的歇斯底里”和“不合理的民众压力”。他和其他称职的商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他要管理工厂，要生产产品，要完成运输，要让顾客满意，要让上司赏识，要让雇员们劳有所得。但是，他同样认为，与工厂周围的邻居们进行对话，也符合自身的利益。他当然可以派工厂的公关负责人来对付这个局面，或者打电话从公司总部搬个救兵。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了对周围居民的要求做出反应，即使是超出法律规定的要求。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位经理要放弃他的谈判权力，或是做出自我牺牲式的让步。实际情况是，他与社区积极分子以及一个外来的声援团队坐下来协商，在这个过程中他尽最大可能保护了公司的利益。他同意组建公民顾问团（Citizen's Advisory Group），允许社区民众对工厂的日常管理提出建议。他同意建立紧急警报程序，包括设立报警器和广播站。但是，即使发生了泄漏事故，他也不同意限制工厂的生产规模。他同意对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一次调查，并支付相应的费用，但要求工厂审核这次调查的范围，也不能承诺为调查的结果承担责任。他不认可居民们的健康问题是由工厂造成的，因为当地人的生活中还存在着其他的风险因素。谈判对方提出了对负责运输化学品的卡车进行严密的监控，但科尔文经理不同意将工厂大门以外的区域也纳入监控范围，因为这要付出极高的成本。

到谈判尾声，社区的积极分子似乎热衷于作秀大过谈判，抱定否定的态度不肯让步。科尔文请律师重新安排一次由政府特派调查员监督的公开听证会，特派员回信说，听证会只能就颁发许可证所涉及的小范围问题进行调查，而不能包括当地社区所提出的其他问题。科尔文没有悠闲地坐等听证会，以及随后颁发给工厂的许可证，而是请其他的同事再次谈判，再次起草协议。因为他认为，相比于不欢而散，把问题解决掉，对彼此都有好处。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剑拔弩张的对抗，潜在的责任风险，化为双方互利的结果。（更不用提那些以后以此案为争端解决先例而得到间接帮助的人们。）市议会的一位女议员表示：“公司愿意听取社区的意见，这为他们赢得了居民们的信任。”
(8)

 一位社区积极分子总结说：“谈判很成功。我们现在关系很融洽。他们表现出了愿意与我们合作的诚意。”
(9)



科尔文作为工厂经理，一方面充分关注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另一方面以诚信为行事之本，处理与外界的关系，既表现出了正直诚实的品格，又表现出了领导能力。一位社区积极分子这样评价他：“他对最基本的、常识性的争议做出了回应。他所做的决定并不受公司压力或是律师建议的影响，他的想法看上去很简单：‘我是这个厂子的经理，我想和这个社区和平相处。’”
(10)

 另一位参加谈判的社区代表说：“他谈话的时候很坦率”，“他说话不紧不慢，心平气和。他给你的感觉就是，这个人为人真诚，说的都是实话。”
(11)



如何激发信任

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提出过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个人什么时候应该与他人合作，什么时候应该以他人利益为代价，做出自私的举动。
(12)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向全世界的博弈论专家发出邀请，请他们设计计算机策略，在一个重复多轮的“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比赛中互相竞争。每轮过后，双方均设计为“合作”，各奖励三分；双方均设计为“背叛”，各得一分；而一方“背叛”，另一方“合作”，背叛者得五分。共有14个策略程序参加了竞赛，结果最简单的一个最终胜出，他的设计者是来自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阿纳托尔·拉波特（Anatol Rapoport）教授。

胜出的程序采用的是“以牙还牙”的策略。即，总是在第一回合选择“合作”（意在鼓励长期合作关系，每轮双方均可得到3分的奖励），之后的每一回合则都采取对手前一回合的策略。举例来说，假如对手在第一回合选择了“背叛”（并得到了五分），那么设计者在第二轮就会以牙还牙，也选择“背叛”。为了测试“以牙还牙”策略的适应力，阿克塞尔罗德组织了第二次竞赛，并在此之前公布了第一次竞赛的结果。这次他收到了62个参赛程序，有些设计的相当复杂。但令人惊讶的是，“以牙还牙”策略再次胜出！阿克塞尔罗德（以及其他一些人，比如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Hofstadter）从这个策略剥离出了几个基本的原则，认为它们可以用来激励形成并保持合作关系：





●合作。从合作开始，不要在起点就背上不合作的名声。

●报复。如果遭到攻击，尤其是在已经做出合作姿态之后，仍然遭到攻击，就必须让对手知道，你会施以报复。这不是虚张声势。要让对方清楚这一点：你很愿意合作，但是如果连续被攻击，你不会继续合作。

●宽恕。如果遭到攻击，不要以为一直会被对方攻击。也许这只是一个错误。如果有可能重新建立信任，不要保持报复的姿态（尽管这个过程会很困难，需要无数琐碎的步骤）。

●明确。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条道路上，每一步都必须清楚地表明你的意图。否则，你的动机和目的可能会被误解。这就是为什么面对面的对话如此重要。





当然，现实世界中的关系构建并不像计算机游戏那么简单，因为参加游戏的各方对于回报规则都了解得很透彻。但是，我认为，如果经理、决策人、官员都能以这样的策略去指导行动，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摆出针锋相对或是八面玲珑的姿态（或者更糟糕，全无策略可言），显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应该更容易获得成功。以牙还牙的策略可以激发信任，而且从长远来看，可以促进合作。正如阿克塞尔罗德所总结的：





一旦你听说相互作用的策略行之有效，你就会这么去做。如果你明白对方会效仿你的合作态度或是背叛态度，你就会很聪明地从一开始就避免麻烦。并且，一旦对方背叛了你，你也会很聪明地用背叛来还击，以显示你是不可以被利用的。这样，你仍然是在采用相互作用的策略。这是每个人都会做出的选择。
(13)



分享、聆听与学习

1995 年春，两家实验室陷入了一场僵局。它们从属的联邦政府部门因为要缩减编制，决定对这两家实验室进行重组。与此同时还传来了另外一个说法，上级部门已经拍板，决定关闭其中一家。但是，当这家实验室在国会中的支持者听到风声后，立刻给上层人物打了电话。几天之后，传言变成另外一家实验室要被关闭了。于是这家在国会中的支持者也给上层人物打了电话，于是局面又被反转回来。最终，主管部门被这种乒乓球式的政治游戏弄得焦头烂额，告诉当事双方：“你们自己商量一下合并的事情吧。要不我们就看着办。”

时间很紧，又关乎生死，两家的领导组成了合并协议团队，开始会谈。会议中当事双方不合作、不信任，争吵不休。两家实验室都把对方看作是完全相反的异类。第一家实验室的负责人曾经这么说：“我们从根本上讲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你们是学术型的、研究主导型的，而我们是市场和客户主导型的。我们经过了艰苦的努力，才实现了产品聚焦目标，我们不想回到你们那种老路上去。”

而第二家实验室的几位管理人员则回敬道：“我们已经竞争多年了。你们总是靠着政治关系挖走我们的拨款。你们要实现你们的目标，就该花自己的钱。”雪上加霜的是，国会削减预算，它们所属的部门不得不裁员15%。一方面，两家的管理层在面对面的合并谈判中继续角力，另一方面，私下里他们对各自的同事们说，这事不会有结果的。有几个甚至这么形容这次合并计划：这简直是拿枪逼着两个仇人结婚。

最终，出于绝望和担心，两家实验室决定请一个中间方来调停。调停人在几天之内，密集约谈了双方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之后，从每家请出二三十人，参加头脑风暴会议，向双方宣讲合并后的潜在利益和问题。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调停人在临近某天中午的时候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会上他问大家：“为什么要合并？”一位名叫布鲁斯·伯恩斯（BruceBurns，化名）的高级管理人员作了开场发言：“你知道的，我们谈合并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这是我们双方的底线啊。我们是被迫这么做的。否则，我们就都得各回各家了。”一位已经退休的前高管站起来，坚决地否定这种说法：“我想，除了是上级的指令，这次合并也有它的道理。通过合并，我们都能得到真正的好处。”其他一些参加会议的人，大多是职位比布鲁斯低的中层人员，也都表示赞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合并以后，双方可以资源共享，包括观点、研究人员、研究成果等，而这无疑将有利于实验室增加效率、扩大政治影响、提高生产力。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中层人员开始劝说他们的上司停止争吵，互相配合，完成合并！

可以说，布鲁斯在不情愿，甚至是不自觉的情况下，履行了一个领导者的职责：分享、聆听、学习，尽管这个过程有时候会令人痛苦，但却绝对必需。布鲁斯把讨论合并事宜的团队扩大到了60人左右，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高层领导；他公开了自己的意见，并聆听了别人的不同看法；他从中学习，得到了新的认识。如此种种，布鲁斯履行了一个领导者应尽的职责，也表现了一个领导者应有的能力。这次会议之后，布鲁斯成为了合并计划的倡导者。

互利方法对领导者提出的要求不仅仅局限于知己。不错，技术能力、专业水平、行业知识，这些都非常重要；然而，就像三里岛和詹姆斯湾案例所揭示的那样，面对愤怒的公众，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也会倍感无助。互利方法要求的程序是三步走：分享信息、聆听意见、学习新观点。

首先，领导者应该能够与他人分享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不过，现实中的情况是，许多高级领导都是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多年的奋斗，使他们能够领先别人；多年的进步，是因为始终循规蹈矩。正因为如此，他们通常不愿意冒风险。他们往往不习惯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所知所识，或者是倾听他人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在官阶上低于自己的下属），又或者是面对新的观念改变自己的看法。因为信息就意味着权力，分享信息就意味着分享权力，而分享权力会给他们带来威胁和恐惧。但是，分享信息可以使他人做出更好的判断，这对于互利方法来说是很基本的一点。罗杰·施瓦茨（Roger Schwarz）在他的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可促进型领导（facilitative leadership）能够理解这一点：有效的信息构成了有效关系的基础。可促进型领导在工作中始终秉承这个价值，与他的团队成员分享所有相关信息。”
(14)



其次，倾听能力也很重要。当官居高位的发言人或者管理人员被恐惧、焦虑、愤怒的人群攻击的时候，他们必须把个人的自我防卫意识放在一旁，仔细聆听他们的说法。这点做起来很困难。但是好的领导能够在危机时刻发挥功效，能够像关注自身利益一样关注对方的利益。本书中的许多案例都表明，高管们往往会考虑股东的立场，律师的建议，以及媒体将会如何歪曲他们言论。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倾听当事其他方面的声音，就无法得知对方最关心的是什么。此外，还要保证聆听的有效性。就是说，要向对方复核你所听到的内容，确保你已经接收到了正确的信息。还要针对对方潜在的假想和顾虑提出追问。对于一个有效领导者来说，提出好的问题和做出“正确”的回答同样的重要。

最后，遵从互利原则的领导一定要善于学习。仅仅做到分享和聆听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上的知情和决策也是不够的。面对种种不确定性，要在混乱的局面中最终找到一条出路，必须要和利益相关方一起合作。不同的方面能够带来不同的观念，如果不把它们放在桌面上共同讨论，领导人是无法获知的，也无法做出相应的决策。即使是传统上被视为批评者或是敌对方的那些人，也能够为最终解决问题带来非常有益的想法。事情往往会在分歧争议和反复斟酌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清楚。通过协商，各方有可能会从新的思路出发，更好地理解问题。好的领导者必定是善于学习的，善于从讨论和建设性的争辩中得到启发。总而言之：理性的争论大有裨益。

领导者的价值取向

秉承互利原则的领导者们，往往具有以下这些共同的价值取向：





●诚实、开放

●包容，不排斥

●决策过程基于、但不囿于技术规范和专业知识

●公平与效率并重

●正义与成功并重

●真相与效能并重

●情感与理性并重

●在混沌与创造力之间寻找平衡
[3]

 ●悲悯心与竞争力并重





除此之外，主张互利的领导者们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审视问题。他们能够洞察事物的复杂性，而不是急于给问题贴上标签，简单地把它归于某一类。他们有自知之明，能够看到其他人对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影响力。他们知道，不能够出于惧怕的心理而将对方妖魔化，或是把各方面的行为贴上某种极端的标签。他们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也有汲取建设性意见和新观念的智慧。他们相信，相比于高压政治、粗暴竞争、一味求胜，其他的方法能更好地帮助自己达到目标，那就是合作解决问题、团队精神、协同行动。

领导者与体制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着眼于从个人角度来探讨领导力，探讨互利原则之下领导者所应具备的重要品质和信念。但是领导行为并非发生在真空中。只有存在于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当中，这个概念才有意义，这个体系可以是只雇佣了三两个人的小生意，也可以是雇员上万、资产以亿计的大企业。要想充分地实现互利原则，仅仅在对外关系中应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组织内部推广。只有整个组织都推行了互利工作模式，领导者作为个人才能够有效地实践这种方法。

今天，全面质量管理、政府再造运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以顾客为中心的战略，这些都已经在组织设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工作内容与工作者越来越趋向于横向组织模式，取代了之前的分层式结构。也就是说，整个组织结构是平面的，减少了管理的层级。最基层的雇员被赋予了行动的权力，不必像过去那样，每做一个决定，都必须逐层请示。管理者们也正在学习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在某方面“负责”，意味着负责给每个雇员以必要的支持，让他们都能够成为独立的决策者。

随着政府再造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部门实行了民营化。由于政府规模的缩减，公共部门意识到他们现在要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也都意识到，面对最为棘手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政府不再负责最后收场，他们必须习惯于自己解决问题。本书所阐释的处理公共关系问题的互利方法，恰恰与这些趋势保持了一致。但是，政府部门的改革也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传统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许多组织中，要推行互利方法，必须首先在基本的经验规则方面做出改变。而要完成这种改变，则需要一个受新观念影响、再用新观念影响他人的领导者。

现实中的情况是：互利方法并不是化妆品，可以迅速改变人们的面貌。无论是领导个人，还是整个组织，都很难改变自己对媒体的态度、对外部调解人的态度，也很难改变他们对官方发言人的依赖，更难以在一时之间改变看法，接受面对面与公众对话的做法。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切改变都只需要一项新的媒体政策，或是一纸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员工改变工作方式。然而，多年来，我们作为中间人参与过不少纠纷调解，也作为研究人员调查过许多案例，经验告诉我们，实际情形与良好的愿望实在是相去甚远。

当然，制度改革也有成功的例子。美国陆军工兵部队在过去二十余年中，已经做出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采用了合作型问题解决方法（与互利方法相一致），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部队工程师与承包商结成“伙伴”关系，既加速了工程进度，又提高了工程质量，并且保证了施工中的安全性。项目规划人员则与成百上千的公民合作，邀请他们介入未来工程计划的决策过程。部队的一些地方部门，还邀请环保团体、市镇政府官员以及相关企业，为制订地区性政策出谋划策。在国家层面上，部队与行业组织以及其他军事分支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强了对待不同城市与区域的公平性和一致性。即便如此，经过25年的实验，合作共建模式仍然在某些地区遇到了阻力。尽管有成文政策，但一些地区只是走走过场，对总部有个交待而已。对于分享内部信息，或者让公众真正介入决策过程，一些工作人员仍然感到难以接受。
(15)



究竟怎样才能促使一个组织改变它与公众相处的方式？究竟怎样才能推动一个组织开始采用互利方法？下面这个故事，对于回答这些问题非常有启发。讲故事的人是彼得·T.约翰逊（Peter T.Johnson），邦维尔电力管理局（Bonneville Power Administration）的前局长。
(16)



当约翰逊在1981年进入邦维尔的时候，一切看上去都没有问题。管理局从1937年开始，在电力传输和销售方面一直做得很成功。约翰逊以为，他的新东家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往前走就可以了，或者只要做点小小的微调。但是他想错了。纷争迭起，邦维尔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扩展输电线路的计划遇到了强烈抗议。与核电站签订的协议最后变成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管理局背上了巨额债务，名声还受了损。不仅如此，国会正在逐步削减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力，而一些新的机构，比如西北电力规划委员会（Northwest Power Planning Council），则正在挑战邦维尔的地方权力。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一个成功的主管部门，突然之间四面受敌？这是因为，邦维尔电力管理局被卷入了一场根本性的体制变革之中，这场变革时至今日仍然给一些政府部门带来了无数的困难。很多行政机关，过去都是专门领域的智囊团，职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担负的职责是代表公众做出各项决策，如今它们要被缩减规模，或者是改为民营，又或者是索性被撤销编制。而政府官员呢？举两个例子，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和迈克尔·施特劳斯（Michael Straus），他们分别在巨大的官僚行政体系当中组建了自己的部门，一个主管林业，另一个主管农垦，他们曾掌管着取之不尽的土地和水资源，而如今，这两位官员的门前再无车马喧，没有人找他们为老百姓做什么事了。曾几何时，“政府干预推动社会进步”，这样的思想一度占据统治地位。而如今，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认为僵化的政府官僚体系扼杀了创造力，它所做的工作只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存在下去，而不是为了谋求公共福利。

公共政策专家迈克尔·巴尔齐莱（Michael Barzelay）认为，专职政府的概念发端于19世纪，当时美国正处在从乡村型、农业型、分散型的社会形态，向城市化、工业化和中心化社会形态转型的过程当中。专职政府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政府部门应当是独立、客观的官僚机构，他们代表公共利益，做出各项决策。按照当时的理想概念，专职官僚体系将会一劳永逸地终结19世纪中期美国的腐败政治。受过良好训练的专家，将会取代党魁的忠实追随者，以基于“理性”的决策，取代基于政治的决策。巴尔齐莱指出：“持官僚政治思想的改革家们认为……客观地履行公共权力具有极高的政治价值。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认为，所有旨在控制他人的行动，都必须有法可依；只有经过授权，才可以采取行动。”
(17)



从大萧条时期到二战结束，这种政治范式在美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但是，以越战和水门事件为开端，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见证了美国民众日益高涨的反政府情绪。人们对政府部门不再信任。在民众看来，曾经担当着看门狗角色的政府，现在反倒需要一个看门狗来盯着了。政府改革再次启动。“阳光法案”（Sunshine Laws)
[4]

 开始实施。决策者与其负责监督的相关各方不能再有密切的联络。环境立法中补充了“公民诉讼”条款。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监督政府机关的决策过程。法院和行政部门开始保留卷帙浩繁的立法记录。凡此种种，仍然不是改革的全部。程序改革引发了新一轮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需要得到修正。比如：详细的程序要求履行起来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严密的法庭审核也会延缓行动。信息开放会使得更多的专业人士介入技术争论，继而引发更多的分歧，产生更多的混乱。此外，政府大门的开放，也会招来更多的说客，促使更多的团体在华盛顿派驻代表。总之，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加政府的可信度，但是从效果来看，情况是否真的得到了显著改善，甚至是否真的有所改善，都还是一个问题。
(18)



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彼得·约翰逊和邦维尔电力管理局做出了什么反应呢？约翰逊决定，邀请公众进入决策过程，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这意味着，管理局一方面要考虑外界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与之分享权力，以便重新获得信任。约翰逊这样描述他最初的心情：“（刚开始）……我二十多年来在私营公司所积累起来的恐惧感，一下子全都浮现出来了。”
(19)

 他的律师所说的话更加剧了他的恐惧：管理局怎么能够向公众公开重要文件、并且把政策交给他们来审核呢？这不是对局势失去控制了吗？更何况，邦维尔已经四面树敌了，这样做无疑等于贻人口实。但是约翰逊的一些下属很有选举政治的经验，他们对类似于互利方法的关系构建原则很有信心，在他们的推动下，约翰逊向前迈出了步子。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这种转变想要真正起效，他本人就必须有足够的诚意。“如果我们采取一些行动，仅仅是把它当成类似于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那这些行动必定会失败。既然我们选择了以公开和诚信的态度示人，那我们就必须视之为不可动摇的道德承诺，一诺千金。尽管从短期来看，这样做可能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20)

 对于那些负责公众参与的职员，约翰逊给了他们完全的自由，并把他们的编制直接归入自己的办公室。邦维尔划拨了专款，一方面用于补偿地方社区，另一方面用于补贴州政府对管理局行动的监督。

几年之后，邦维尔请独立调查机构对他们的新政做出评估。结果如何呢？令他们吃惊的是，管理局的整体形象仍然被视为“盛气凌人、麻木不仁、漠不关心”
(21)

 .究其原因，是因为虽然一部分官员调整了态度，对公众关切的问题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关注，然而还有一部分官员仍然是趾高气扬，对外界的声音不予理会。外界各方早就注意到了这种不一致，但他们不愿意指出。这份报告如果公之于众，显然会变成一场公关噩梦。虽然有很多内部的建议是把它“抛到爪哇国去”，约翰逊却在职员们的鼓励下，做出了相反的举动。——管理局向媒体全文公开发布了这份评估报告，并随同附上了一份计划，表明邦维尔将采取何种应对措施，来改善这种局面。

现在，动真格的时候来临了。管理局从整体上真正地改变了态度，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公众接触。各项管理工作的职位描述中，都加进了对外交流应该如何表现的规定。公众参与计划开始落实到位。全体员工自上而下接受了专门训练。旧的官僚八股都被修订，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简短、可读性更强的文件，方便向公众发布。公民们可以收到“事件预告”，了解哪些议题近期将被讨论，他们可以怎样参加讨论。在所有这些措施中，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约翰逊和他的员工花了两年时间，精心拟订了一份关于公众参与的详细政策。除此之外，约翰逊还与态度最激烈的批评者——环保“狂热分子”——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约翰逊和他的员工们的付出终于收到了成效。经过广泛的讨论，管理局决定将两家核电站的项目“搁置”起来。不过，在确定这个解决方案的同时，邦维尔却被事件涉及的投资者所有电力公司（investor-owned utilities,IOU）和公共所有电力公司（public-owned utilities,POU）夹在了困境中。由于双方适用的法规不同，前者的投资成本不能被体现在他们的费率基础中，而后者则可以。也就是说，前者必须自己承担这项损失，而后者可以把费用转嫁给用户。不用说，这种情况下，冲突产生了。尽管从制度上讲邦维尔电力管理局有义务先考虑公营公司的利益，但是因为约翰逊本人之前曾经在私营电力公司工作过，所以案件中的公营公司担心，约翰逊会偏袒私营公司。能源部长要求邦维尔尽快平息此事。约翰逊此时需要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能够让私营公司、公营公司、数不清的官员、参议员、公共利益集团、付费人等等，各个方面都满意。约翰逊决定举行公开会议，这个行动与互利方法的原则是一致的。私营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听到约翰逊的决定之后，打电话问他：“你是不是疯了？怎么会想到在完全透明的情况下解决这么棘手的一桩大官司？”
(22)

 一年多以后，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困难，协议终于达成了。大部分利益相关方都对结果表示满意。邦维尔公司免去了一场官司，更不用提事件的两个主角了。通过电力贸易，以及在其他地区开设核电站，调整平均价格，私营公司也减少了一部分经济损失。就这样，在完全透明的情况下，在公开监督之下，一桩棘手的官司化解了。

回首自己在邦维尔电力管理局的任期，约翰逊总结说：“亲眼见证了邦维尔的许多成功案例，这让我越来越相信，公众参与是今天的管理人员必须要了解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不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营机构……当其他人还深陷在争端与诉讼的泥潭中时，懂得利用公众参与策略的精明人士早已经拟好了协议，把问题解决了。总之，他们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找到一种新的资源来增加竞争优势。”
(23)



结语

再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需要用互利方法来解决争议问题。政府规模正在缩小，必须用更少的钱来做更多的事。愤怒的公众、冲突、诉讼，所有这些只会耗费原本就有限的资金，而这些钱应该用在政府应尽的职责上面。此外，政府如果想用有效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不负民众之托，就必须在美国人民心中重建信任。当前，在很多情况下，工商业和政府已经不再是合作伙伴，不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民众无疑将越来越多地直接从企业那里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对企业来说，因为来自政府的监管和资金都在减少，约束力也在减弱，所以他们就面临着一种诱惑：也许可以忽略公众的诉求。自由的市场似乎就像一张许可证，可以让企业尽力发挥。这种想法其实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玛丽·安·格兰登（Mary Ann Glendon）曾经提醒我们，自由的前提是责任与权力都得到了保证。假以时日，欺骗、谎言、隐瞒，这些都只能带来更多的怨愤，而不是更少。在今天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这种怨愤是美国的工商业所无法承受的。

我们很难想象，一位企业主管或是政府官员，当他在对待自己的员工时，采用的是处理对外关系时惯常采用的策略，那么他如何能够掌控组织内部的局面。就企业与员工、企业与顾客的关系而言，全面质量管理已经给这些方面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但是它的原则还没有广泛应用到公关关系领域。现在是时候这么做了。领导者该如何对待愤怒的公众，可以效仿他们对待组织内部成员的最佳方式。简单地说，领导者必须（1）意识到他们正试图寻找一条令双方都满意的出路；（2）抱着有必要构建长期关系的态度去谈判；（3）不管对方做什么，努力建立信任；（4）比照个人的诚信承诺，建立组织的责任感。

本书阐释了互利方法的六个原则。它们看起来很简单，但在今天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用起来却不简单。把这些原则付诸行动，需要视野、勇气以及团结合作的领导团队。就像约翰逊和邦维尔电力管理局的故事所揭示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幸的是，没有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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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名Citigroup Center.——译者注




[2]
 参见第一章“不易安抚的民众”一节。——译者注




[3]
 读者可以参考混沌理论及其在经营管理中的应用。——译者注




[4]
 泛指各国监督政府信息公开的法规。美国于1967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它是一部关于联邦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法规。阳光法案还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包括诸如政治献金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游说法、利益冲突回避法、资讯自由法、行政程序法等，目的在于防止或减少政府机关及相关人员的贪腐、滥用公权或其他违法行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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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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